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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重构

———论为什么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

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张双利

【摘要】通过梳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本文首先指出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

重构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主题，而且它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和激进革命思想传统的自觉回避为特征。

以此为参照，本文进一步阐明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判性重构同样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落实到对市场

经济领域的规定性原则的重新界定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解析这两大难题，本

文强调由于中国现代经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传统的多重深入影响，如果我们要在思想上回应这

两大难题，就不可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就必须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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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的 “序言”中明确指出，哲学是对

现代伦理生活的思想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① 马克思直接继承了

黑格尔的基本立场，以对现代生活的概念把握为思想使命，但他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却与黑格

尔正好相反，他把对现代伦理生活的思想重构转变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概念批判。如果说黑格尔

和马克思分别代表着重构和批判这两大思想环节，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则是一个新的思想环节，即

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它在理论上表现为从政治哲学向社会哲学的过渡以

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新的思想努力中，同时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

义思想传统的有意回避。

以此为参照，本文将指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思想环节。由于中国对马克思

主义思想传统的深度接受及其在实践上对中国现代生活经验的重要影响，该环节的展开绝对不可能回

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是对市场经济领域的重新理解，还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反思，

都必须包含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一、当代实践哲学的主题：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

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代表，对现代伦理生活的思想重构在当代再度成为实践哲

学的主题。② 其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哲学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入手，把握从

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通过梳理这一过程我们还将会看到，当代西方实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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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由于尚无力回应马克思所代表的批判的环节的挑战，因而自觉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回避当作

是完成本轮思想重构任务的必要前提。

（一）重构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法哲学是关于客观精神领域的科学，《法哲学原理》是对

当时盛行于德国思想家的各种主观主义的国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批驳，其使命在于在思想中对在现实

中已经展开的现代伦理生活进行概念重构。

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也必须略为谈一谈。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

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以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

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

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笔者译：它以一个理智王国的

形态对这个它已经把握住了其实体的现实世界进行重构。）①

这段文字出现在 《法哲学原理》的序言的临近结尾处。黑格尔在这里直接讲述哲学与现实之间

的关系，强调法哲学不是去规定国家应当怎样，相反，它的现实前提是现代伦理生活已然在结构上成

型。只有当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共同体已经轮廓初现，我们才能在思想上把握现代伦理生活的实体性内

容，才能在概念的高度上对现代伦理生活进行重构。那么，对于伦理生活的概念重构究竟意味着什

么？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在思想中把握伦理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并对它进行概念重构？

通过概要批判以弗里斯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国家哲学的极端错误，黑格尔简单提示了其法哲学的基

本思路：

这就是肤浅思想的要义，它不把科学建立在思想和概念的发展上，而把它建立在直接知觉和偶然

想象上，同时，它把伦理自身的丰富组织即国家，以及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通过

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它们的权能的明确划分，并依赖全部支柱、拱顶和扶壁所借以保持的严密尺

寸，才从各部分的和谐中产生出整体的力量———，却把这种已完成的建筑融解于 “心情、友谊和灵

感”的面糊之中。②

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主观主义的国家哲学停留于主观想象和偶然意见，它们无力达到关于现代伦

理生活的概念。换言之，它无力深入到现代伦理生活的内部结构中，把握构成其完整结构的各个领

域、各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和相互关系，以及贯穿着这整个结构的基本原则。与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

正好相反，法哲学的使命在于达到关于现代伦理生活的概念，它要通过对现代伦理共同体的内部结构

的完整把握才达到对它的概念重构。

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深入到现代国家的内部，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住它的内

部结构。黑格尔强调，实际存在着的是从国家到家庭和市民社会，再从家庭和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的

内三环节式结构。也就是说，国家作为普遍的伦理共同体，一方面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前提

和根据，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伦理性的机制又会使人们必然地完成从市民向公民的过渡，前

者以特殊性为其行动原则，后者则自觉以普遍性的共同体为目的。其次是在这个整体性的结构中明确

地把握各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和结构关系。也就是说，要具体把握规定着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

大领域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中所必然存在的各种机制。最后是把握住支配着整个现代伦理共同体的基本

原则，即理性自由 （或主观自由与客观普遍性的同一）。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还将同时认识到实际存

在的不仅只有现实的伦理生活，还有使它成为可能的两个必然前提条件，即抽象法和道德。经由如此

的思想重构，黑格尔的法哲学呈现出来的是现代伦理生活的完整建筑，它实存于现实生活中，但我们

必须经过思想的努力才能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其内部结构和整体框架。

（二）批判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批判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历程。他的批判重点在于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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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中根本没有结构合理的伦理生活，只有资本对于整个现代世界的彻底掌控。由马克思所开启

的批判的环节后来在卢卡奇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在不同时代

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直至揭示出它将彻底走向理性的反面，导致理性文明的

断裂。

简单地说，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首先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批

判。马克思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的著作和文章中，通过与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较量，明确指出在政治国
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根本不存在黑格尔所说的三环节式关系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从市民社会进一

步必然过渡到国家），实际存在着的是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的两元对立，现代国家将促成市民社

会的充分发展，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将导致公民政治意识的衰落，后者将再进一步导致国家最终被市

民社会的原则所吞没。经由如此批判，马克思把批判的中心明确转移到了市民社会领域。其次是进一

步揭示市民社会领域内部的权力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理性形式进行批判。

关于这一理性形式，马克思在前后期的批判重点又有所不同。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

调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被实现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治，后者被理解为理性观念对现实生活的规定。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被落实为 “独立”的社会关系对相

互分离的个体的统治，后者被进一步实现为抽象的理性规律或观念对人的行动的规定，即抽象的统治

（ｒｕｌｅ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最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的揭示。在揭示出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
关系的同时，马克思也一直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的批判分析。

卢卡奇和阿多诺各自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马克思的批判进行了发展和发挥。卢卡奇深受韦伯

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的影响，他透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物化现象的批判，明确指出物化是资本主义

条件下人的普遍的命运。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合理化的体系，

它吞噬了所有各个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各领域之间再有任何原则意义上的区别。从这个角度看，可

以说卢卡奇是在韦伯的影响下进一步继续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他强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不再有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分，尤其是没有政治与经济生产领域之间的原则区分，现代政治已经彻

底衰落。阿多诺的批判是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直接回应，他一方面完全认可卢卡奇的判断，认为资本

借助着工具理性 （其实质是形式理论）已经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转变为一个高度合理化的体系，相

互孤立的个体在该体系中被下降为纯粹的被规定的材料，不再有任何个体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

出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因此而彻底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集权主义的统治。也就是说，当社会生活被转变为一个合理化的体系，当所有个体被转

变为被动的材料，当支撑着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实践理性被彻底转变为抽象的乌托邦，该体系同时

也就被掌控在拥有垄断性资本的少数强权者手中。至此，现代政治不仅是彻底衰落，而且被转变为赤

裸的、非理性的暴力。

（三）二次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近代理性文明触底反弹，重建现代政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首要任

务，政治哲学也因此成为实践哲学的首要主题。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当代政治哲学试图通过

重新诉诸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来为现代政治重新确立规范性基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考方向，是因

为黑格尔的法哲学似乎已经无法再为现代生活 （尤其是现代政治）提供任何理性根据。黑格尔的法

哲学被分裂为左翼和右翼的直接对立，前者被发展为青年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后者

被逼迫为对现存政治统治秩序的直接辩护。当革命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被彻底推开，黑格尔法哲学所

剩下的唯一功能似乎就只是对现存秩序的粉饰。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为现代政治重新确立理性根

据，当代政治哲学自然会重新诉诸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的立场。与这种道德的立场相呼应，它在

社会机制方面要求建立公共领域，以便这种普遍的道德理性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现实支撑。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社会正义问题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每一个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内部都出现了进一步恶化。２００８年的危机更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
伴随着极端的社会不公正，危机的真正受害者总是社会中的弱者。如此的现实状况对政治哲学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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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霍耐特为代表，当代实践哲学开始对康德主义的理

论范式进行全面反思。

在制约当代政治哲学最大的一些局限中，其中有一个局限就是它与社会分析的脱节，这使得哲学

只能定位在纯粹规范性的原则上。不是因为阐述这些规范性规则———社会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是按这些

规则来衡量的———不是正义论的任务；但是当今这些原则，大多是在与现存实践和机制的道德行为相

隔绝的状态中被构思出来，然后再被 ‘应用’到社会现实中去的。①

霍耐特在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当代政治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从纯粹的应当出发，它在处理社会正义

问题时企图站在道德理性的高度上事先给出纯粹的规范性原则，再进一步要求这些规范性的 “应当”

被应用到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对黑格尔法哲学有所了解，就可以看出霍耐特在这里所讲的当代政治

哲学的局限也正是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着力批判的以康德为代表的抽象的道德的立场的根本

局限性。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的 “道德”章中明确指出，这种抽象的道德的立场停留于纯粹的

主观性，它虽然力求达到普遍性，但由于无法把握住关于伦理生活的普遍性的实体性内容，最终只能

停留于抽象和任意。正因为这种政治哲学在根本上只能停留于抽象，它才无力真正应对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的社会不正义。

为了能够克服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一致命缺陷，霍耐特重新转向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立场。

我想以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为榜样，把社会正义的原则直接发展成为社会分析模式；正如

在若干年前我对他的著作所作的一些阐明一样，只有在把我们社会的基本领域看做是一定价值的机制

体现，这种价值有着期望实现的内在要求，并且能够证明自己有益于各个特殊的正义原则的情况下，

才算是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分析模式。这样一种过程，当然要求我们首先搞清那些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应当表现的价值。②

这段文字位于 《自由的权利》序言的开端处，霍耐特在这里明确指出他将转向黑格尔的立场，不再

停留于外在于社会生活的抽象的道德理性，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部。他把这种思想努力称作对社

会生活的 “规范性重构”（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即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部来分析社会生活各领域
的内在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既要求具体分析在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实际支撑着这些原

则的社会机制，又要求在总体上把握住贯穿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即社会自由。

我们只要把这些论述与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霍耐特这里所进行

着的是对现代伦理生活的再一次思想重构。在资本主义经历了最近２００年的发展之后，在马克思和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已经彻底地展开了批判的环节、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非规范性进行深入批判之

后，这样的二次重构是否可行？

（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自觉回避

要展开对现代伦理生活的再一次思想重构，我们就不可能绕开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尤其

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霍耐特在 《自由的权利》《社会主义的理念》中都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明确

回应。他一方面在原则上充分肯定我们必须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

具体分析中自觉抛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对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分

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霍耐特在 《自由的权利》中明确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理解和批判

现代世界时，都是从社会自由的原则出发的。黑格尔的自由理论不仅超越了洛克，而且也超越了卢梭

和康德，他没有把自由仅仅理解为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而是把它更进一步地把握为社会自由。社会

自由的最高境界是 “我们在他者中达到自我同一”（ｂｅａ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ｉｔｓｅｌｆ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在伦理生活中它
意味着我们不仅在思想中达到了关于伦理生活的客观普遍性要求的主观知识，而且还在自由意志中欲

求着这样的目的。霍耐特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直接继承了社会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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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第９页。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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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可能无意识地已经受到黑格尔直觉的影响，把社会的合作看做是自由

的模式。①

对于这个特定的社会自由概念的观点，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放弃；他始终坚持，个人的反

思自由，只有当他通过别人的自我实现而达到他自己的生产性的自我实现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可能

性。②

霍耐特在这两段文字中指出，马克思明确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社会自由的思想。马克思在早年的著作

（如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把社会自由原则理解为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合作，即每
一个人都直接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生产。马克思在其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程中也一直坚持着

社会自由的原则，坚决反对这种直接的、生产性的社会合作关系被某种外在的中介所取代，无论这种

外在的中介是货币，还是被物化了的社会关系。通过强调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实社会理论都是以

社会自由为原则，霍耐特力图说明他实际上是在同时继承来自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方面。霍耐特明确意识到，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决定着现代伦理生活能否自我

持续：首先，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具有规范的性质；其次，人们能否实现从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向现

代国家中的公民的过渡。为了能够在理论上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具有完整的内部结构，他在这两个问题

上都直接抛开了马克思的批判。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他简略地提到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指

出马克思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持有非规范性的理解，把它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之间持续战争的场所，

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领域中实际存在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马上指出，由于马

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力给出替代性的现实方案，我们现在只能把马克思的批判抛在一

边。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现在最要紧的是抛开关于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的观念，在思想上把握住市场

经济的规范性维度，重新复活由斯密、黑格尔和涂尔干所代表的市场道德主义的传统。③ 这样，他就

用市场道德主义的传统直接替代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传统，自觉地回避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

艰难回应。

在现代国家的问题上，霍耐特的回避更为明显，他同时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抛在一边。

关于前者，他认为黑格尔直接讲述的是一种具有高度集中性质的国家，其中并没有关于公众参与民主

决策的真正机制；④ 关于后者，他认为马克思从阶级统治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家，根本没有把握住现

代法制国家的规范性维度。⑤ 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通过融合涂尔干、杜威和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重

新解析现代国家及其与另外两个社会生活领域 （个人关系和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

度看，可以说霍耐特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思想的继续，他强调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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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第８２页。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第８４页。
在霍耐特那里，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步骤上的努力：首先是直接回答我们为什么应该把市场经济本身看作是有规范性的前提的。以

黑格尔和涂尔干的相关论述为基础，霍耐特指出市场根基于市场参与者们对它的道德认可。也就是说，市场的参与者们不仅在市

场中行动着，而且同时认为这些市场行为是正当的。其次是在思想中明确把握内在于市场经济领域的核心价值以及促使这些价值

得以实现的那些具体机制。同样是以黑格尔和涂尔干的相关洞见为基础，霍耐特指出该领域的核心价值是合作，也就是说，实存

于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实际上是为了参与竞争的所有人的利益的。他还指出，黑格尔和涂尔干曾分别把行会和职业团体认作是

支撑着这一根本价值的重要机制。最后是对欧洲近２００年来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的思想重构，其要点既在于指出市场经济内在规范
性的积极发展，又在于从社会自由原则的高度对它的错误发展进行具体批判。

参见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第４１７—４１８页。“黑格尔就已经把现代伦理的重构归入到 ‘国家’机制中，只是

没有同时充分加上他自己的附加条件，而按他的条件，在这些领域涉及的必然是一种非强制性地相互满足各自需求、利益或目标

的机制；他把国家内部秩序描绘得如此具有集中性和实质性，却漠不关心机制规定在市民中间的平衡关系，人们甚至有理由怀

疑，他的伦理学实际上对民主的真实效用并不是真心地感兴趣。”

参见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５１０页。霍奈特指出，１９世纪的前３０年虽然存在着现代法制国家，但它们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宪法国家，只是为经济实力强大的阶层服务的官僚国家机器，因此马克思才会直接把现代国家定义为是 “虚构的 ‘普遍’

利益的国家”。但霍耐特同时指出，虽然１９世纪的前３０年的确曾经存在国家的这种反规范的现象，但我们并不能像马克思那样
据此而彻底否认现代法制国家的规范性内涵。思想的真正使命是在对这种 “错误发展”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界定现代

法制国家的规范性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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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作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社会公众参与民主决策提供了现实场所。与

此同时，他做出两个重要补充：首先，社会公众之参与民主决策必须有现实前提，即在个人关系和市

场经济的领域中社会自由的原则都必须得到具体实现。只有当具备了这些现实前提之后，才会有社会

公众对民主决策的真实参与。其次，在政治文化上，需要参与民主决策的社会公众对其所属共同体有

真实的认同。他借助涂尔干关于 “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强调我们在当代处境中必须要突破民族

主义的文化，建构起超越民族同质性的政治文化。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他在处理国家与资本

之间的关系时，借助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又再次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二、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思想重构

如果说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主题，那么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判性思

想重构则是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思想已经

历了三环节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已经明确提出了如此的思想需

要。前者是指当代中国思想在对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态度上已经先后展开了肯定和批判的环节，现正在

进入第三个环节，即批判性重构的环节；后者是说经过近４０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
已经分明呈现出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区分，如何在思想上批判地把握这些社会生活领域的原则以及它们

之间的复杂关系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思想任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的根本任务是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去完成黑格尔意义上的对现代生活的重构。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要真正担当起这一思想任务，我们还需要重新展开马克思和黑格尔之

间的思想对话。正如当代批判理论家们所看到的，要在当代的背景下达到对现代生活的思想重构，最

关键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市场经济领域的原则和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

这两个问题都在根本上无法绕过马克思的环节。只有通过对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认真对待和重新反思，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中国

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回应这两大难题。

（一）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现代性事业的根本态度上，中国思想已经历了两个环节的发展。第一个

环节以 “新启蒙运动”为代表，它表达的是对现代性事业的直接肯定。第二个环节以 “现代性批判”

为核心线索，它表达的是对现代性事业的批判和否定。由于这两个环节的发展，当代中国思想在对待

中国现代性事业的根本立场上出现了重要张力。

我们先来看 “新启蒙运动”。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背景之下兴起，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直至
９０年代初期经历了１０多年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哲学领域，新启蒙运动所带
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西方哲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介

绍和研究。在这一哲学现象的背后，是对当时正在中国社会中再度展开的现代化过程的理性根据和多

方面规定的探求，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在当时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在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中，康德

的哲学又尤其为整个学界所重视。其次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介绍、研究，以及对教条主义马克

思主义体系的批判。这一思想现象尤其耐人寻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大思潮 （尤其是早期西方马

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原本是对所谓的现代理性主义文明的深度批

判，但在这个时期当它们被介绍进中国学界之后，它们却成为 “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直接思想资源，

而后者在根本立场上却是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直接肯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迂回，主要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对于强调意识与现实之间僵硬对立的唯

物主义哲学体系）有最严厉的批判，这使得它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以斯大林教科书

体系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思想资源。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往往

以物化批判或异化批判为主题，与物化现象或异化现实相对立，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

解放或人的自由。如此一来，它就通过对人的自由这个主题的发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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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基本立场相互一致。最后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这其中既包括由西方哲学的

范式来重解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解析其现代意蕴，也包括比较哲学的兴起，后者力图能够在中、西

哲学的直接比较中呈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

我们再来看以 “现代性批判”为核心线索的进一步发展。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期，随着现代化进
程在中国社会的深度展开，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呈现。在此背景之下，当代中国思想在对待现代性事

业的基本态度上发生了明确的转型，开始越来越重视对现代性事业本身内在具有的否定方面的反思和

批判。“现代性批判”成为多个哲学领域研究的核心主题。具体来说，这一思想发展主要体现在五个

方面：首先，在西方哲学领域，人们的研究热点发生了明确的转移，开始更加关注存在主义思潮、后

现代主义哲学，尤其是感兴趣其对现代性内在缺陷的反思和批判。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开始发生明确变化，此时的研究主题已经不是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而是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第三，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同时出现了对

保守主义思潮的浓厚兴趣，斯特劳斯和施密特的思想被介绍进中国学界，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自由

主义政治的批判都成为研究热点。第四，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态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中国传

统哲学的现代意义的挖掘已经不再是研究的重点，相反，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怎么样借助于中国传统

思想资源来洞察现代性事业的根本缺陷。在此背景之下，开始有学者明确地采取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

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一思想趋势又受到西方保守主义思想资源的直接支撑。最后，在对现代性事业的

批判和否定上 （尤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和否定），出现了左翼思想和右翼思想之间遥相呼应的

关系。

由于上述这两个环节的发展，当代中国思想界在对待现代性事业的基本态度上出现了重要张力：

既有由第一个环节的发展所带来的对现代性事业的深层次肯定，也有由第二个环节的发展所带来的现

代性事业的否定性方面的指认和批判。在此背景之下，面对着中国现代经验的继续展开，由思想本身

的内在发展逻辑所推动，我们必须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判性思想重构。也正因如此，黑格

尔的哲学已再度被中国学者特别关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对现代生活经验的批判性重构方面，黑

格尔是最为重要的思想环节。

（二）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对中国现代生活经验进行思想重构，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概念的高度上把握住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

各大领域的原则以及其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前文已经提到黑格尔把现代伦理生活区分为家庭、市

民社会和国家三个行动领域，以之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呈现出了领域区

分。中国式家庭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转型，构成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政府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国家与市

场经济领域之间也出现了明确的领域区分。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要在思想中达到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

判性重构，就同样面临着霍耐特在 《自由的权利》和 《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所提到的那两个关键性

的难题，即怎样重解市场经济领域的原则以及怎样分析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要紧的

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已经绝对不再可能通过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批判来直接回应这两大难

题。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我们必须充分承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的

接受已经深度影响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际发展。在对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我

们必须明确把握这一现实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苏联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重新界定。从这个角度看，要实现对中国现代

生活经验的思想重构，我们必须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再度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对话。

１．重解市场经济领域的原则
回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思想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悖论：虽然

我们所致力于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展开，它首先就带来了传统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边缘化，但随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学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推进和深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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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并没有带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退出。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

论作为对立的两极，共同导致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理性规律的承认。

要理解在观念领域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悖论，我们就必须理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批判理论的接受，以及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简要地说，马

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批判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强调指出了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

质。其次，它着重分析了内在于市场经济领域中权力关系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以及它的理性形式。

最后，它明确指出了内在于具有理性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必然危机。关于市场经济的非规

范性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间的早期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删改，明确指认出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质。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

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比较复杂，他同时指出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和伦理的性质。关于市民

社会的非伦理性质，他强调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以特殊性为行动原则，他们虽然同时也会承认一种外在

的普遍性，但对特殊性的绝对追求必然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这一趋势如果不被限定，将最终导致整

个社会的瓦解。关于市民社会的伦理性质，他强调指出市民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等级和行会，这些机

制具有伦理的功能，它能使人们在市民社会领域中体认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联。马克思对于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明确地取舍。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黑格尔关于等级的概念的

批判，马克思反复强调市民社会只是非伦理性的，因为它只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们行动的领域。① 这一

思想在 《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都得到了进一步重复。《论犹太人问

题》强调市民社会中只有自私自利的个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强调市民社会必然导致极

致的贫富分化，必然会产生出无产者。

关于市场经济领域中所存在的权力关系以及它所采取的理性形式，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以后的著作
中一再关注这一主题。他首先是在１８４５年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在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

关系中实际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关于这种统治关系所采取的理性形式，前文中提到，他在

早期主要强调经济领域的这种统治关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的形式之下展开的，而后者又是由

国家的法律确保的。他在后来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中进一步强调，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是

在抽象理性规律的形式下展开的。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在该理性形式下所展开的资

本主义生产方蕴含着内在危机。通过具体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马克思特别指出市场经

济以及它的理性运行规律不是自然状态和自然规律意义上的永恒规律，市场经济本身是历史性的，它

必然导致自我毁灭。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际发展是以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的接受为前提

的。在此前提的作用之下，才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和新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相互呼应、相互强化的局面。概括地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相互强化关系：首先，马

克思对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质的批判为人们后来进一步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提供了重要

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消极自由的原则，并特别强调市场经济是个体实现其消极自由的重要领

域。这一主张在根本上也是在强调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质，与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非伦理性质的观

念相互呼应。正是因为两者之间有这种相互一致性，当市场经济机制被引进中国社会之后，才会一方

面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立即边缘化，因为它无法从正面的角度承认市场经济；另一方面

又有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快速接受，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

质的批判转换成从消极自由的角度对市场经济的正面肯定。

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理性形式的批判性分析可直接帮助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理性运行规律的主张。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借助的理性形式的

分析受到两方面的重要限定：一是马克思同时强调在该理性形式之下所展开的真实内容是资本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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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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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二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该理性形式下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将导致危机。但是面对着市

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和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引进，这两重限定往往会被人

们不自觉地加以遮蔽。去除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限定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形式的批判

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理性运行规律的信仰。

面对着如此局面，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在概念的高度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认为，最初的

突破口是认真对待在这里实际存在着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要距离。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

论领域的盛行，另一方面是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远远超出了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在

这个重要的关口，我们能否给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成为决定着这场伟大实践能否

进行下去的关键要素之一。这就好像２０世纪初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曾经出现过理论与现实之
间的重大距离一样，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如此时代背景下一再强调能否形成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的理论将决定着整个实践的成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形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

论？根据前文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我们首先必须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经验在理论上

直接回应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所有批判。只有这个环节被充分展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打破马克思主

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相互强化关系。在此前提之下，我们

才有可能进一步借助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市场道德主义的思想资源来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原

则。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不可避免，只有在充分回应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的前

提下才有可能去重新反思黑格尔关于市场经济的伦理性质的提示。

２．重解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的改革进程由国家

所主导，由国家所主导的这一进程带来了市场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发展。由于市场经济领域被普遍认

定为是以个体自由为根本原则，于是很多人认为它在原则上与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

矛盾。正因如此，在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哲学一直是热点，政治哲学领域内的争论又一直

被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争所垄断。

但如果要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比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争更重要

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如此，我们从如下两个角度来理解：就这一关系的现实形态

来看，它似乎恰好是黑格尔版本的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实现。在黑格尔的版本中，

最核心的是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这样的必然发展过程，即国家为市民社会的独立发展提供前提

和根据，市民社会将必然过渡到国家，国家作为统摄着市民社会的目的本身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干

预和限定。与之相参照，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改革带来了市场

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又要求对市场经济领域的发展进行统摄和引领。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版本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来未曾在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但它目前却

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就这一现实关系的来龙去脉来看，它的背后却是中国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

理论的接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创造性阐

释。因此，要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真正把握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的关系，重要的决不是彻底抛开马克

思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而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如何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决定

性的影响。

简要地说，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首先是直接受到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和苏

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解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又在

改革过程中带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全新关系。我们先来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

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为了能够更明确地把握住后者的要点，我们将借助卢卡奇对苏联社

会主义政权的理论反思来概述其主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

级国家的概念，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两个本质性特征：其一是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

的质的区别。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明确指出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初步形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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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前提，其主要功能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展开提供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条件。①与之

相对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首要任务却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②其二是无产

阶级国家与所有其他阶级统治性质的国家之间的质的区别。所有其他阶级统治性质的国家都是为了维

护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国家却以消灭阶级统治和消灭国家为目的。③

以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为背景，卢卡奇在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中又对马克

思的无产阶级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补充。首先，我们必须从 “过渡时期”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

独特功能。④ 卢卡奇再次重申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强调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最终被确立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决无可能产生

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卢卡奇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危机，它

绝对不能同时带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结局将只是危

机和灾难。其次，在这个漫长的 “过渡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

之间的关系相反。也就是说，在这个 “过渡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由政治所主导，国家与

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来主导。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颠倒，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后

必须以国家的面目来进一步完成社会革命，即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化革命。在这一社会革命的过程

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在革命中建立起自

己的经济基础。⑤这样，卢卡奇就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限定

在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最后，在这个 “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确立起自己的

正当性。在韦伯关于社会统治的正当性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卢卡奇明确把理论的重心从无产阶级政

权的最终消亡转移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正当性之上。卢卡奇指出，能否真正确立无产

阶级统治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能否真正完成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卢卡奇还进一步分析

了苏维埃政权是怎样通过对国内反革命进行镇压和为争取世界革命而进行非法的和外交的斗争来确立

其统治的正当性。⑥

以马克思和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些论述为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

国家的具体实践。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有两条核心线索一直贯穿于这一复杂实践过程中。其一是她
自觉以社会革命为使命，致力于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该社会革命的过程一方面在生产资料所

有制方面带来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成员方面带来了对所有社会成员的阶

级成分的明确划分。其二是她同时也在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当性。从国内政治来看，这一努

力被落实为对阶级关系的明确划分和对敌我关系的高度警惕。阶级斗争被认作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首要

任务。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最终所带来的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社会，没有社会之相对于国家的独

立发展，更没有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明确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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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４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

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

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

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参见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１卷，第２９３页。“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
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

加生产力的总量。”

参见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１卷，第２９４页。“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
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

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

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３６９页。“她 （罗莎·卢森堡———引者）

在这里触及了对从理论上理解过渡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国家在社会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应起的作用问题。”

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３７３页。
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３５７—３５９页。



批判与重构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明确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

要理解这一新的变化，关键要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或 “过渡时期”）的

本质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根据这一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最终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公

有，同时也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当前的首要任务更是大力发

展生产力。又由于市场经济被认作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为有效机制之一，它在社会主义阶段将得到充分

承认和大力发展。随着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有了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

分离，同时还使每个公民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

带来了对社会的 “非政治化”。其次，当前的社会改革和之前的社会革命一样，都明确地是在社会主

义国家的主导之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它

带来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的发展，制造出了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它同时还致

力于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国家的统摄之下。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之

下，在当代中国会出现一种黑格尔式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这

一关系中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缺陷。以黑格尔法哲学为参照，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关系中存在着

两个必然性的过渡：一是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黑格尔那里这一过渡被从概念上把握为从本质

到现象的过渡。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然被认定为是社会

主义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具体机制却还没有概念性的把握。二是市民社会进一步

向国家的过渡。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必然过渡一方面在概念上被把握为是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另

一方面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又被落实为从市民向公民的提升。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由于我们尚未能在市

场经济领域中建立起支撑其伦理性质的具体机制，也就很难在概念上说明国家之相对于市场经济领域

的主导地位何以能够被公民们普遍认同。怎样在思想上回应关于这两个过渡的难题就成为了我们在当

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思想对话的又一重要主题。

三、结　　论

把本文上、下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初步结论：首先，对现代伦理生活

的思想重构已经成为当代实践哲学的主题，它所面对的两个核心的难题分别是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规

范性质和怎样理解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思想上回应这两大难题，我们不

可能避开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批判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

中国现代经验的多重规定，对这两大难题的思想回应首先就必须被展开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

对话。最后，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透过对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思想对话的再度展开，我们致力于解

决的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现代世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必然具有世界的意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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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的现代命运

———黑格尔早期财产思想研究 （１７９３－１８００）

王兴赛

【摘要】关于私有财产，黑格尔早期 （１７９３－１８００）从总体上表现出从肯定到否定，最后再予以重新肯定
的复杂态度。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黑格尔主要在批判基督教私人性和实证性的语境下肯定了私有财产的

正当性，这类似于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财产思想。在伯尔尼后期与法兰克福初期和中期，黑格尔在古

典共和主义和统一哲学基础上转而表现出对私有财产以及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现代国家的批判和否

定。这类似于卢梭对私有财产和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在法兰克福末期，黑格尔最终不得不重新肯定私有财

产的正当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综合他自己前两个阶段财产思想的尝试，也是综合古代精神与现代性

的尝试。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私有财产；实证性；现代性；古典共和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王兴赛，（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中山大
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

类理想”（１６ＪＪＤ７１００１５）；中山大学２０１７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青年黑

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比较研究”（１７ｗｋｐｙ４９）

众所周知，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存在着根本分歧。古代政治哲学以

公民、德性和国家为核心，私有财产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独立地位，甚至是被极力压制的对象。因

此，古代只存在家政学，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相反，现代政治哲学以市民以及自我保存

为理论根基，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目的。如霍布斯提出，因为大多数人都热衷于追求

财富、支配权和感官快乐，所以政治哲学只能建立在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激情 （ｐａｓｓｉｏｎ）基础之上。①

洛克在其 《政府论》第二篇中强调，私有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政治权力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② 稍后，斯密、休谟等人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私有财产在

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给予进一步强调和论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同时，对私有财产在现代社会

中命运的反思也日渐增多，这尤其表现在卢梭那里。他强调私有财产的建立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以自我保存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构成了一种恰与能使人们幸福的生活方式相反的生活方式”。③

黑格尔是处于卢梭与马克思之间的一位重要政治哲学家。关于他的私有财产思想，我们比较熟悉

的是其晚年在 《法哲学原理》“抽象法”和 “市民社会”等部分中的观点。比如，黑格尔提出了一

种基于自由意志论的财产权理论。但更主要的是，黑格尔强调了以追逐私利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的必然

性和积极意义———同时希望在伦理国家中达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其实这种主张在黑格尔耶

２１

①

②

③

参见 ［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３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４页。
［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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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时期的 《论自然法》和 《实在哲学》中就已经成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之前七年

多的时间中对私有财产的现代命运问题曾有过非常复杂的思想历程。但这种思想历程及其重要意义尚

未被学者们所揭示，本文旨在探寻黑格尔早期关于财产思想的变化历程，并努力思考其政治哲学意

义。

一、对基督教财产原则的批判

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的明确表述可以追溯到他的伯尔尼时期 （１７９３－１７９６年）。当时，黑格尔正
在做家庭教师。根据罗森克朗茨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的报道，黑格尔在这一时期曾研究过伯尔尼的金融和
财政制度等。① 可惜的是，黑格尔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笔记大多遗失了，所以这些论断无法得到文本

的支撑。但黑格尔这一时期关于私有财产的思想及其变化仍可在他此时的宗教著作中发现，比如所谓

的 《人民宗教与基督教》、《耶稣传》和 《基督教的实证性》等等。

通过对这些宗教著作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 （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黑格尔对
私有财产主要持一种肯定态度，而对基督教的财产原则与侵权行为持否定态度。具体而言，黑格尔强

调，人处于市民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市民社会的关系决定着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如公民的财

产权利与国家保护财产的义务。很明显，耶稣和基督教的财产原则是与现代立法和财产原则相违背

的，不能被扩展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来。黑格尔也由此把这些原则斥为 “小社团和小乡村的原则”。②

一旦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国家时，它们就会成为不正当、压制和不合适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社会

的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扩张的历史，即基督教原则不断渗透到社会和国家之中的历史。在黑格尔时

代，基督教原则的威力仍很强大。为此，黑格尔激烈批判教会与国家二元体制下教会对公民财产权和

国家财产权的侵犯。比如，在基督教国家，持非正统信仰的人 （如犹太人）不能获得任何种类的不

动产，在纳税方面也受到不平等待遇等。③

值得分析的是，黑格尔此时的私有财产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出现的。这种观念的意义何在？这首

先要从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问题意识谈起。众所周知，在青年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德意志民族在神

圣罗马帝国的外壳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在经济方面远远落后

于英国和法国。经历过启蒙运动与古典文化教育的双重洗礼后，黑格尔表现出强烈的实践兴趣和关

怀。黑格尔图宾根时期最重要的 《图宾根断篇》 （即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卷中的 《文本

１６》）表明，他希望从宗教入手来寻求德意志政治上的变革，即首先通过宗教批判和革新来改造德意
志人的 “国民性”，进而推动本民族的发展。为此，黑格尔提出 “人民宗教”（Ｖｏｌｋ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概念，
它以古希腊的公民宗教为原型，表现为理性、情感与政治参与三方面的综合。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与 “人民宗教”相对的概念之一是 “私人宗教”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黑格尔在文本中恰恰把基督教判
定为私人宗教。⑤ 虽然黑格尔此时尚未对基督教的教义、精神和历史等各方面作具体的研究，但在某

种程度上，私人宗教的定性似乎决定了黑格尔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对基督教的态度。正因为基督教本

身的私人性，它不能被扩展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去，或者说不能作为人民宗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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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ＨｅｇｅｌｓＬｅｂ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ＶｅｒｌａｇｖｏｎＤｕｎｃｋｅｒｕｎｄＨｕｍｂｌｏｔ，１８４４，Ｓ．６１，８６；同时参见 ［以］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

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朱学平校，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页。
在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卷的 《文本１７》中，黑格尔第一次提到了市民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 《文本２０》中将耶
稣和基督教的财产原则指责为 “小社团和小乡村的原则”。参见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 （上卷），贺麟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６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Ｓ．１２９，
下文将该书简写为ＧＷ１。
参见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２７０页；ＧＷ１，Ｓ．３１８。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８２页；ＧＷ１，Ｓ．１０３。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８０—８２页；ＧＷ１，Ｓ．１０２—１０３。
Ｓｅｅ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Ｊ．Ｄ．，Ｈｅｇｅｌｓ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ｄＬｉｆ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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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同时决定了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态度和财产思想的是他所谓的 “实证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ｔ）概念。正如卢卡奇等学者所公认的，黑格尔此时的焦点在于，以康德的自由和道德原则
为标准来批判基督教的实证性。① 而实证性概念与私人宗教的概念并不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是一致

的。但在康德影响下，黑格尔也力图在 “实证性”问题上把耶稣与基督教区分开，即耶稣之教训在

于自由和道德性，而后者的本质则是实证性。所谓 “实证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实证的信

仰是这样一个宗教原则的体系：它所以对我们来说具有真理性，乃是由于它是由一种权威

（Ａｕｔｏｒｉｔｔ）命令给我们的，而这权威我们不能拒不屈从、不能拒不信仰。”② 因此实证性就是外在性
和强迫性，它与自由完全对立。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的实证性表现在教义、仪式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等各方面。基督教的私人宗教特性和实证性本质就决定，当基督教扩展到社会或国家中去后，它必然

会侵犯个人情感、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等。从基督教历史上来说，虽然耶稣教训的本质在于道德性，

但其中仍旧蕴含着实证性因素，如对奇迹、个人人格的强调等。③ 耶稣的门徒因为自身理性能力的欠

缺而进一步在早期教会中把这些实证性因素强化了。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并形成教会与国家二元体制

后，基督教的实证性达到了最高程度。黑格尔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对基督教财产原则的批判和否定就

是在这种语境下作出的。作为公民自由权利的一种，财产权在市民社会范围内理应受到法律和国家的

保护。

很明显，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认识是附属于他对基督教私人性和实证性之

批判的。也就是说，私有财产问题不属于他此时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他的财产思想此时也并非

建立在他对现代性本身的认识基础之上，而不过是为宗教批判服务而已，或者说是宗教批判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虽然黑格尔主导的财产思想是强调市民社会关系中公民财

产权的重要性，但他也已经显露出对财产本身的批判倾向。比如在 《文本２６》中，黑格尔就曾说到：
“道德观念如果能在人类中取得地位，那么那些财富就将贬值，而那些仅仅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制度将

永不再当作最佳的，那整套可厌的机关，那套千千万万弱者在其中寻求慰安的人为的讲动机和慰藉理

由的体系就将是多余的。”④ 这种态度在 《耶稣传》（即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卷的 《文本

３１》）中再次出现：“要以毫不介意的态度牺牲财产的占有，要以温和、善良和高尚的情操，牺牲你
们自己的即使是合法的利益。”⑤ 随着黑格尔从康德道德哲学转向统一哲学，这种对财产的否定倾向

愈加明显，并成为他在伯尔尼后期与法兰克福初期和中期主导的财产思想。

二、对私有财产的拒斥与批判

在伯尔尼后期，黑格尔的财产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从之前的肯定态度变为拒斥和批判。这首

先表现在 《基督教的实证性》第三篇 （即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卷的 《文本３４》）中，继
而在 《德意志观念论最早体系纲要》和 《犹太教的精神》中达到强化，并在 《基督教的精神》的大

部分文本中达到顶峰。在 《基督教的实证性》第三篇中，黑格尔把私有财产或私利精神看作与现代

性和基督教同时出现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变的过程就是古代向现代性的

转变。私利精神被看成现代性的精神，现代国家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国家，而基督教恰恰是

与这种精神和国家相符合的宗教。⑥ 在 《德意志观念论最早体系纲要》中，黑格尔直接判了现代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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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４８—４９页；ＬｕｋáｃｓＧ．，ＤｅｒｊｕｎｇｅＨｅｇｅｌ，Ｎｅｕ
ｗｉｅｄ／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Ｓ．５２—５３．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０７页，ＧＷ１，Ｓ．３５２，为了统一译名起见，笔者将本段中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译为
“实证的”。

参见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２３４页；ＧＷ１，Ｓ．２８８。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１３９页；ＧＷ１，Ｓ．１６４。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１５９页；ＧＷ１，Ｓ．２１７。
尤其参见 《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２５—３２７页；ＧＷ１，Ｓ．３６９—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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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没有国家的理念……拆除人类历史的种种原则并且彻底剥开国家、宪制、政府、立法这整个苦

难的人造物的画皮。”① 一句话，以私利为精神的现代国家应该被超越、被废除 （ａｕｆｈｒｅｎ）。在 《犹

太教的精神》中，黑格尔进一步把现代性的根源追溯到犹太教的创始人亚伯拉罕那里，亚伯拉罕的

精神导致犹太教成为拜物教。值得注意的是，在 《爱》 （即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卷的

《文本４９》）这个断篇中，黑格尔第一次在生命哲学体系中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废除，即私有财产作
为与爱、生命和统一相对立的分离环节，必须被完全废弃。② 沿着这条思路，在 《基督教的精神》大

部分文本中，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拒斥和批判达到了顶峰。黑格尔试图借助耶稣的教训来扬弃法律、

权利、私有财产、财产权等。比如在 《文本５４》初稿 （１７９８年）中，黑格尔所着力讨论的是，作为
“无法则性和无义务性”（ＧｅｓｅｔｚｕｎｄＰｆｌｉｃｈｔ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③ 的爱如何扬弃道德和法律，或者说如何摧毁与
爱相对立的领域，即权利、正义以及整个财产等领域。只有如此，人才能处于生命中美的和自由的领

域，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统一。显然，这可看成黑格尔试图克服现代性之缺陷的一种

尝试。

可见，黑格尔在伯尔尼晚期、法兰克福初期和末期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同样需

要思考的是黑格尔财产思想变化的原因所在。根据相关文本，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黑格尔从古

典共和主义思想和统一哲学思想出发对现代性本身所作的批判。在 《基督教的实证性》第三篇中，

黑格尔一方面努力从历史哲学方面来把握古希腊和罗马公民宗教向基督教、古代向现代转变的原因。

简单来说，罗马政治体制的变化导致罗马人政治自由的丧失，进而导致时代精神的变化，并最终引起

现代性的产生。另一方面，黑格尔站在古典共和主义立场上表达了对现代性和基督教的批判。在古典

共和国中，人民处于政治自由状态： “在公共生活以及私人或家庭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

人，每一个人都是遵循自己订立的法律而生活。”④ 而在现代性中，首先，国家成为一种机械国家：

国家事务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决定、统筹，其他人民仅 “作为个别的齿轮”为机械国家服务，根本

谈不上自由参与国家事务，而仅仅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产生自己的价值。其次，人民为特殊利益所据，

一切活动、一切目的都以个人为核心，而全体和国家观念在民众心目中没有地位。再次，原来的政治

自由丧失了，公民权利现在仅仅成为保障财产的权利，它是一个人最主要的权利、最关心的东西。最

后，公民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把死亡看作最可怕的事情。⑤ 显然，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这些缺陷是非常

不满的。这才使得他进一步在 《德意志观念论最早体系纲要》中作出废除现代国家的断言。同时，

也正是在古典共和主义思想下，黑格尔在 《犹太教的精神》中两次对比希腊两位立法者梭伦 （Ｓｏ
ｌｏｎ）、吕库古 （Ｌｙｋｕｒｇ）与摩西在财产立法方面的差别。梭伦和吕库古之所以限制个人财产权，是基
于古典共和主义，即为了保证自由和平等。而摩西则缺少一种共和主义理想，他仅仅基于一种宗教原

因而限制人民的财产。⑥

黑格尔的统一哲学思想对他的财产思想同样影响巨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古典共和主义思想与

统一哲学思想是相统一的。而统一哲学又是与耶稣的教导紧密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统一哲

学就是耶稣教训的哲学化表述。黑格尔这时期的统一哲学思想最明确地体现在法兰克福时期的 《爱》

这个断篇中。黑格尔提出两个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即 “爱”与 “生命”。爱是对有生命之物的感觉。

在爱中，全体就是生命本身。在爱中存在的是生命 “自身的双重化，亦即生命找到了它自身与它自

身的合一”。⑦ 黑格尔在这里进一步提出了生命的圆圈式发展，即生命 “从这种未经发展的合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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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２，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４，Ｓ．６１５，下文将该书简写为ＧＷ２；同时参见 ［德］

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１—２８２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９９—５００页；ＧＷ２，Ｓ．８５，８８。
ＧＷ２，Ｓ．１７５；［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９１页，译为有改动，中文翻译为 “超出法规和义务”。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２３页；ＧＷ１，Ｓ．３６８。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２５—３２６页；ＧＷ１，Ｓ．３６９—３７０。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６６—３６７页；ＧＷ２，Ｓ．６３—６４。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９９页；ＧＷ２，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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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曲折的圆圈式的教养 （Ｂｉｌｄｕｎｇ），以达到一种完满的合一”①。他稍后把这种过程简化为 “统一

物、分离物和重新统一物”。② 在这种统一哲学中，虽然分离、对立作为发展的环节有了积极的意义，

但黑格尔仍旧没有承认个体性、私有财产等分离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是把它们看作与爱无法兼容

的东西。这些思想进一步在这一时期的 《基督教的精神》大部分文本中得到延续和强化。

显然，与伯尔尼初期和中期相比，黑格尔在伯尔尼后期、法兰克福初期和中期不再仅仅站在宗教

批判语境下来看待私有财产，更多是在现代性批判语境下论述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

期黑格尔政治哲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私有财产以及私利精神被理解为现代性的基础和根本

特征。而黑格尔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基础则是其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和统一哲学体系。虽然对基督教本

身的批判仍旧保留着，但黑格尔对耶稣之教导的借用愈加明显，这体现出黑格尔试图把国家统一到宗

教之中的倾向。但不论这些思想和体系在理论上多么完美，在残酷的现代性面前，它们都将软弱无

力。因此，黑格尔才不得不寻求与现代性的和解，尤其是寻求与私有财产的和解。这正是黑格尔在法

兰克福末期所发生的思想变化。

三、对私有财产的重新承认和肯定

在法兰克福末期，黑格尔的财产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重新承认和肯定。比如，在 《基

督教的精神》中的 《文本５４》定稿最后 （１７９９年），黑格尔不得不无奈地指出，耶稣关于财产的命
令③仅仅是 “一种连祷，只有在说教中或者在赋诗中这样说是可以宽恕的，因为这样一种命令对于我

们是没有真理性的。财产的命运对我们说来已变成太有威力了，使我们不能忍受不去反思财产，使得

废除财产在我们成为不可设想”④。同时，在 《文本５５》最后，黑格尔也反思了 “灵魂之美”的不幸

命运。主动放弃权利 （如财产权）的过程是不断从生活关系中抽离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或退缩到自身的过
程，也是自我毁灭的过程。最后，黑格尔在其新的理论哲学体系中把私有财产确定为必然性的环节，

这体现在所谓的 《１８００年体系残篇》 （即 《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卷 《文本６３》和 《文本

６４》）中。
黑格尔之所以在法兰克福末期能重新肯定私有财产和现代性，在根本上源于他对现代性的重新认

识，以及他对之前统一哲学体系或耶稣教训的反思。根据罗森克朗茨的报道，黑格尔在１７９９年２月
１９日至５月１６日曾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德译本作了评释。他在评释中讨论了市
民社会的本质、需要、劳动、劳动分工、等级职能、济贫制度、警察和赋税等重要问题。⑤ 虽然黑格

尔在伯尔尼时期就已经非常关注市民社会，如考察财政制度、公路制度等，但与之相较，黑格尔此时

对市民社会或现代性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在 《基督教的精神》的后

期文本中确实体现出黑格尔在这方面的重大变化。此外，根据罗森克朗茨的报道，黑格尔在评释中还

批判了重商主义，批判这种理论中与生命相对立的死的东西，批判竞争、劳动和交往中的机械性。⑥

因此，在评释中，黑格尔一方面重新肯定了市民社会或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消除现

代性中的异化。

几乎与此同时，黑格尔写作了理论性非常强的 《１８００年体系残篇》，在其中初步构建了一种客观
观念论，其重要性可与 《爱》这个断篇相媲美。在 《文本６３》中，黑格尔指出，生命与它所要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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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９９页；ＧＷ２，Ｓ．８５。
ＧＷ２，Ｓ．９１；［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５０１页，译文稍有改动。德文原文为 “ｄａｓｅｉｎｉｇｅ，ｄｉｅｇｅｔｒｅｎｎｔｅｎｕｎｄ
ｄａｓ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中译本译为 “统一、分离物、重新结合”，似乎不妥。

参见 《马太福音》６：２０—３４。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３８９页；ＧＷ２，Ｓ．１７３。
［德］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页；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ＨｅｇｅｌｓＬｅｂｅｎ，Ｓ．８６；ＧＷ
２，Ｓ．６２１。
同上。



私有财产的现代命运

的东西 （如法律、私有财产等）要发生关系，要丧失个体性于这些东西中，要与它们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 “必然性”。为此，黑格尔提出：生命是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或生命是合题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与反题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的结合。① 在 《文本６４》中，黑格尔则指出，在宗教生活中，一方面，人与客
观世界之间要保持一种有生命的关系，或者人的行为要使现实客体成为有生命的；另一方面，人在现

代社会的命运提醒我们，必须让客观的东西作为客观的东西持续存在着，如私有财产等，甚至把本身

有生命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② 显然，这与黑格尔在 《爱》这个文本中所建构的统一哲学已经大相

径庭了。同时，黑格尔还强调，生命本身将重新远离客观的东西，使生命本身从客观的东西中解放出

来，让被压抑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它的重生。③ 显然，这与上面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重新承认一

致，也与他对重商主义和现代异化的批判一致。

很明显，与上一段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现代性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考中更具主导地位，同时黑

格尔也实现了与现代性 （包括私有财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可以说，正是基于对私有财产、市

民社会和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判断，黑格尔在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上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也促使黑格尔发展出对现代政治哲学有重大贡献的理论体系。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私有财产，黑格尔早期从总体上表现出从肯定到否定，最后再重新予以肯定的复

杂态度。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黑格尔主要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批判基督教会对公民财产权和公共

财产的侵犯。到了伯尔尼后期，在古典共和主义和统一哲学影响下，黑格尔转而表现出对私有财产以

及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和精神的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这种否定态度在法兰克福初期和中期是主旋

律。在法兰克福末期，经过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对耶稣和基督教命运的反思，黑格尔最

终不得不重新肯定私有财产的正当性，确认私有财产的必然性。此后这种态度就一直延续在黑格尔从

耶拿时期到柏林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中。很明显，这种肯定与伯尔尼初期和中期的肯定也已经不

同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类似于一种正、反、合的思维模式。在最后的肯定
中，内容已经比最初的肯定更加丰富了。

从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史角度来看，黑格尔在伯尔尼初期和中期的财产思想类似于洛克等古典自由

主义者，即从自然权利等角度肯定私有财产或财产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当然，黑格尔此

时的逻辑其实更符合启蒙运动以来的宗教批判思路。在伯尔尼后期与法兰克福初期和中期，黑格尔的

私有财产思想更类似于卢梭，即从古典共和主义角度批判私有财产以及现代国家，并希望复兴古希腊

和罗马共和国时期那种政治、社会和宗教统一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代精神对现代精神的否

定。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此时的财产思想也类似于其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思潮，即通过废除私有财

产来克服现代性的异化，并实现一种没有异化和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但在法兰克福末期，认识到私有

财产在现代社会的威力，认识到私有财产构成了现代人的命运之后，黑格尔最终放弃了之前要求废除

私有财产的思想，并转而肯定和承认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同时探求通过其他方式克服私有财产的消极

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方面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末期表现出一种综合现代精神与古代精神的努

力，另一方面黑格尔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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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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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２，Ｓ．３４４；［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７５页，译文有改动，中译本将 “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ｄｅ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ｄＡｎ
ｔｉｔｈｅｓｉｓ”中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误译为 “正题”，而应译为 “合题”或 “综合”，具体分析参见朱学平：《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５页以及注释１。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７７页；ＧＷ２，Ｓ．３４５。
［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第４７７页；ＧＷ２，Ｓ．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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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鸣章

【摘要】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政治，社会现代性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治现代性的支撑，如果不解决政治现代

性问题，现代性从根本上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本文从中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

后现代、新现代、六个角度来论述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政治现代性在整个现代性领域当中，占据着关键

性的地位。现代化的建设，如果没有政治现代性的支持，最终是不可能完成的。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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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鸣章，山西怀仁人，（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现代性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新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

秩序》中，区分了两种现代性的理念。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多数人参政。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那

里，现代性意味着有多少人参政，参政人数的多寡是衡量政治现代性的尺度。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角度，或者从达尔那里来看，一人独裁是独断政治，少数人参政是寡头政治，一部分人参政是精英政

治，大部分人参政是民主政治。参政人数决定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差别。亨廷顿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政治

现代性的理解是正确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能够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且对政治产生重大影

响；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容纳度问题，多数人具有参政意愿，但是如果制度腐朽，就会形成旧制度与

大革命的危机，从而演变成民主的暴政，形成广场政治、暴民政治。因此，亨廷顿认为现代性的第二

种理念就是新保守主义的秩序政治。暴民政治尽管看似形成了多数人的参政，但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政

治，无法形成政治合力与政治实效，这不是制度性政治，不能叫民主。暴民政治的混乱结果就会又倒

退为专政。因此，民主与不民主不仅取决于多数人参政的意愿，还取决于这个制度能否有效地吸纳民

主的要求，并变成有序的制度。如果找不到能容纳多数人民主的制度安排，政治现代性是永远不能实

现的。不能光看政治民主的需要，我们还要看到民主实现的现实可能。所谓民主，政治现代性在这个

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制度、秩序。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钟摆原理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现代性的强大潮流与

保守的旧制度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繁荣发展，法国资产阶级日益强大活跃起来，

经济现代性不断推动着政治现代性向前发展，使得政治制度的变革迫在眉睫。旧制度的腐朽无法容纳

太多人的参政要求，从而使民主与制度发生激烈的矛盾，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从保守腐朽的旧

制度直接演变为雅阁宾的暴民政治，广场政治虽然满足了多数人参政的需要，但沦为无序的民主混

乱；随后拿破仑的上台又倒退为独裁专政，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等。由此，韦伯担忧起德国现代

性的前景。从俾斯麦专政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民主，再到希特勒专政，最后实现政治现代性，德国

由此完成了现代化。因此，一个没有建立起有效容纳多数人参政的制度，是无法最终实现现代性的，

制度性的现代性是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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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性：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何以可能

中国的现代性之路。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我国卷入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空间。为了抵抗外国侵略，

清政府实施了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把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化为泡影。中日双方指挥员大多是从同

一学校毕业，清王朝把失败归咎于主帅临阵逃脱，指挥失误；袁世凯用新军搞复辟，致使众叛亲离，

而这实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再强大的国防，一旦掌握在一群传统人的手里，都

是一堆废铜烂铁。军事现代化不意味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完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晚清改革

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政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戊戌变法，变法就是政治制度的重构，百日维新最终失败

了。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进行了清末宪政，晚清改革十年，但是总理衙门、政府组阁皇家贵族占据

多数，没有足够的包容性，致使新政失败。清王朝不是在纯粹的封建状态下灭亡的，而是在半现代中

倒下的，更确切地是在政治半现代性中土崩瓦解的。因此，政治现代性是现代性中的关键。面对辛亥

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国共合作，开展了政党现代性建设，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取得

了巨大的胜利。然而政治一旦走向独裁专政，民族与国家事业必定走向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

党撕毁联合政府协议，违背人民意愿，搞独裁，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依然失败在政治现代性问题

上。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历史潮流，率先在政治现代性问题上做出

深刻反思，《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对政治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正是依靠着民主协商共治的政治现代性这一优势，建国后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现代化建设才在

短期内取得了突出成就。政治现代性的活力使我国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化三改、恢复了国民经济发

展的元气，使我国快速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但由于左的错误，政治现代性问题再次遭遇冲击，协

商民主政治基本陷于瘫痪，从而丧失了与西方国家缩小差距的巨大历史机遇，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党现代性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重新确立了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再一次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绩是显著的，但也为之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严重对

立，政治腐败等问题日益凸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现代性不够彻底的表现。随着经济现代化的

不断发展及其突显出来的问题，使得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农村民主直选、社区基层民主、公司

股份制民主、协商民主等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实践不断推动着政治现代性向深入发展。在经济现代化改

革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瓶颈突出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现代性的实现变得尤为重要，而全面依法治国、从

严治党、深化改革、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理论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解放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政治哲学角度的。马克思哲学起步于对政治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在柏林大学

期间从康德的先验理性出发，建构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法哲学体系。在１８４１年１２月的 《评普鲁士最近

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与反动，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

制度对自由理性的远离与背叛，认为国家是理性的本质及其实现。但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的 《关于林木盗

窃法的辩论》、１８４３年的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他又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控诉封建贵族地主阶级

置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不顾，谴责普鲁士政府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原则，尽管仍把国家和法看作

理性的代表，但已认识到国家机器的阶级本性，决定国家的这些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这一思想为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做了准备。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德国

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

９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识。为了达到对国家的深刻认识，马恩随后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批判：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

的辩证法来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找到足以破

解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做了一般性分析，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

《共产党宣言》，马恩把唯物主义初步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

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论断，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

障。为把这一论断彻底科学化，在 《资本论》中，马恩从商品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

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按照资本论最后的写作框架还应完成从抽象到具体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状

况的分析，很显然 《资本论》绝不是在玩资本的游戏，它不仅仅是对资本的拜物教分析，更重要的

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做出分析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停留

于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批判，那就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

目的在于实现摆脱阶级压迫，实现政治解放。因此，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还是从资本论写

作的落脚点来看，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种政治哲学的向度。恩格斯认为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

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①，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资产阶级统治压迫获得解放的学说，这俨然是一

个政治哲学的命题。

马克思更重视政治解放的经济基础，列宁则更强调国家在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功能与地位。列宁认

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解决是一切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在 《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系统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进行专政的学说。葛兰西反思意大利等西欧革

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东西方社会不同，西方强调市民社会，东方强调国家，在西欧解决政治问题的关

键在市民社会，在东方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在国家。一个国家现代性与否，根本体现在政治现代性的

制度安排上，是否达到现代性。

三、启蒙现代性：国家何以可能

启蒙时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经济现代性的发展不断对农业文明的门阀世袭等

级制度形成威胁，封建教会贵族集团不断打压排挤新兴资产阶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现代化的发

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破教会神学的谎言，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蠢蠢欲动，封建神学统治岌岌可

危，现代性的发展迫切需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而自然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强大开明的政治现代

性作保障，否则自然科学的进步只能埋藏于哥白尼的内心，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只能沦为神学的婢

女，甚至像布鲁诺一样必将成为专制统治的牺牲品，从而延缓现代性的历程。

启蒙现代性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与君主的权力并非出自 “君权神授”，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是

来自于人本身，并非来自神谕，人不必依靠神，不必从神那里来实现权力的分有，不必经过神的授权

和恩典，神已不在构成权力的核心。人是权力的中心、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的自然权利

和自然本性，国家是基于人的现实生活需要通过契约协商而建立，这从根本上颠倒了教会神学政治的

合理性与合法性。《君主论》毫无疑问是论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马基雅维利一改前现代神学政治观

的本体论分析，从世俗出发，用人的眼光，从人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出发考察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

国家权力机制问题，使人摆脱君权神授的束缚，把人的权利归还于人本身，开启了现代性的征程。马

基雅维利认为国家是基于人的自私本性而力避人类为了争夺财富陷入纷争所成立的，这说明只有把国

家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现代性的顺利进行，否则现代化就会陷入混乱。国家的职责

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秩序安排。霍布斯身处１７世纪英国混乱的政
治动乱局势，为响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造就了利维坦式的国家权威。他批判君权神授，倡导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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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认为人人都有自我持存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使然，它使人类处于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争状态”，国家是人类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为了和谐共存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社会产物。每个人都交出

个人的所有权，通过契约形式建立国家，借助国家这一权利集中形式，实现权力的分配与运行，维护

所有人的利益。人们只有在国家的庇护下，才能结束纷争，实现和平共处。洛克 《政府论》针对的

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国国家内部权力的运行如何能够合法有效运作的问题。他认为自然状

态是人类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自足状态，这是自然理性之法所赋予我们不可侵犯的人权，为更好地保

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人们通过每个人同意的契约把惩罚权委托给政府进行管理。他反对专

制，提倡法治和三权分立，坚持人民反对暴政的权利，首次提出人民同意、分权、私有财产权、有限

政府等学说，更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政治的规范化运作。只有现代政治才能为现代资产阶级开启世界历

史进程提供强大的后盾，没有现代政治，一切都是空谈。正是英国、荷兰较早地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

政治的转变，才为他们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殖民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处于封建专

制统治下的法国卢梭同样思考的是政治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较早地看到了伴随着私

有制及其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由此所造成的与文明进步相伴的人类不平等社会历史现象，为了

重新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 “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

“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都是同等的”，① 从而形成 “公意”，人

民主权的本质上是 “公意”的实现，它不能分割转让，借助 “公意”避免私有制及其权力腐败造成

的不平等，使人恢复失去的自由状态，国家就是 “公意”的最高体现。卢梭的政治思考包含着对现

代政治的批判，从而使他的政治现代性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总之，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家们都把国家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力图通过国家的现代转型来捍卫并推

动现代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他们都把自由与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原则来实现现代政

治的重构。

四、经典现代性：权力秩序何以可能

经典现代性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稳步深

入的历史时期，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最大的优化重组与系统规范，从而使国家权力的微

观建构，成为现代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现代性不断赋予国家以新的微观内涵。

现代国家是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绝对理性逐渐越出国家的界限，把经济、科技、知识、语言、

心理等文化意识形态纳入理性建构的政治领域，政治现代性毫无例外，无所不包地实现了对现代性各

个维度的宰制，形成了全面严格的现代政治的统治秩序，使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政治。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体系就是一套有关权力实施的秩序和机构，它关系到一个社会及其内部共同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政治秩序的有效功能化，而且现代性的维度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更与政治、文化

有着重要的关联。“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

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

物。”② 政治结构的系统化与功能化与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的世俗化是国家政权取得

合法性的标准，结构的专门化与新角色的分化更是国家操控能力的提升，以及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韦

伯把现代性理解为国家权力制度的系统化。他认为国家权力必须依据理性进一步系统化，科层制是国

家的微观建制，是理性精细化的典范。韦伯的科层制把政治的规范运行置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与控制之

下，形成一套分工明确、结构严密、按章行事的管理制度与国家机构。科层制的国家具有明确性、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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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１０页。
［美］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小Ｇ·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定性、快捷性、可计算性、非人格化的形式主义特点。它自动调节行政运行的程序与进度，不断矫正

规范着现代政治的运行管理秩序，力避特权专制政治的乱象，深化了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帕森斯

同样强调政治的现代化，认为政治现代性是一个政治细化分层和权力合法化的过程，社会分层形成一

定官僚组织、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与民主联盟。其中政治的分层突破传统的亲缘关系，实现了个人解

放，政治重组以及权力合法化。合法性又巩固了社会分层并进一步加速了政治的角色分化。

国家的不断科层制与功能化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的内在逻辑体系，完善了国家的内部结构，使国家

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程序化，对国家权力进行了详细的细化与规范，进一步夯实了国家作

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提升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

五、后现代：对现代政治的批判

经典政治现代性这种有章可循、界限明确、快捷高效、理性设计的 “铁笼”政治，把人的存在

与价值格式化，使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形成僭越，使人走向片面化、机械化、统一化、标准化，形成

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自由丧失与民主沦落的悖论，展现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与危机。后现代性突出

地表现为对现代性，特别是政治现代性的怀疑与抨击。

后现代尽管从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但它的核心还是政治。福柯直接对经典政

治现代性构造起来的微观权力机制进行谱系学的解构，直言知识就是权力。“我们可以说，规训 （纪

律）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 ‘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

一技巧。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一般公式或技

巧，即 ‘政治解剖学’能够运用于极其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体制中。”① 现代性已化身为一座

微观的权力监控体系，编织了一张规训的权力之网。国家权力细化成严密无声的权力细胞，它弥漫性

地散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的知识、语言、精神、身体形成全面的规训；它支配了人的精神，

控制了人的身体，对肉体进行摧残，对灵魂进行拷问，对人形成压抑。对话语的解构，对规训的揭

露，对身心遭遇的控诉就是对权力秩序的批判。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忽略与漠视多元差异个体，批判

“人类普遍历史概念”的同一性与空洞性，提出反对一切由先验理性所构建出来的宏大叙事，但他更

深入到政治层面批判宏大叙事以人民、国家、社会的名义，歪曲了自由民主的真谛。知识与信息成为

权力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全面控制社会的系统手段。人类如何才能逃脱政治的监控与束缚呢？

他寄希望于边缘化的差异个体组成的语言游戏，来解除现代性对人的蒙蔽，让人永远保持人的初生状

态，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本性。德里达的 《写作与延异》，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批判，实质上是政治批

判。德里达不满足于用延异对语音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而且用多元异质性的他者来肯定解构主义的民

主诉求，通过解构使民主摆脱专制保守的局限性，把民主带入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他反对传统政治

的线性思维，提供解构传统政治秩序的社会生活场域来为后现代民主开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解

构使 “无限的异质性”重新获得出场的对话的平等机会，延异使政治一直面向一种不确定的未来。

解构在于发现他者、肯定他者，激活他者。因而，他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一个 “幽灵”，通

过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建立一个 “匿名的世界新秩序”。② 萨义德的东方学与其对

它作文明角度的阐释，不如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更能深刻地说明东西方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性已跨越民

族国家界限，形成了对东方的奴役。他强烈批判西方的暴力霸权对东方造成的侵略主宰，由于西方帝

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使得东方长期处于西方的建构和胁迫服从之下。看似多元文化的差异冲突，实质

上是政治霸权的结果，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政治把差异演变为一种对立冲突，在政治视域中，我们

对文化的定义就是懦弱。帕依直接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反对政治现代性作抽象、统一的理解，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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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８页。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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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的异质性，并重点分析了亚洲威权主义的内在文化机理，强

调多元政治文化的并存。

后现代攻击的人，攻击的理性，本质上是攻击人与理性所代表的秩序。后现代正以种族、性别、

阶级、文化、语言、书写等形式闪现于政治生活的能指链接之中，并对现代政治做出抗争。黑人政

治、后女权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多元理性的化身，它们是独特的、差异的，

无共性可言。每一种理性都是对其独特主体地位的特殊政治叙事。多元差异理性解除了宏大理性对其

所进行的统一性支配，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从属的等级制约关系，转化为自由平等的面对面关系，不

存在先天的凌驾于另一极主体的先验主体与先天理性，它们是一种平等对话的交往关系。所以后现代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政治问题做出解答，就不能完成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政治维度构成了现代性的根

本维度。

六、新现代：后现代政治何以可能

新现代把现代性重构的责任重点寄托于政治现代性的重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

的事业，现代性的困境只能标志着现代宏大的、单一的、宏观理性的失效；分析了科学技术成为一种

监控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它在不断强化自觉发挥并维护着资本主义合法化统治的功能；谴责现

代政治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侵蚀，认为单一的现代工具理性造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扼杀人对价值与民

主的追求；为了抵抗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宰制，他提出用一种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

用失衡，通过话语伦理的程序规范来完成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机制，现代性的关键在于国家，走出现

代性困境的还在于国家民主的再造。吉登斯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力量四个方面来对现

代性重新做出规定，很显然监控、军事力量等政治维度在现代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资本主

义的军事力量与监控系统，加快了全球化的脱域进程，造成了一系列道德生存的危机，从而使解放政

治陷入悖论，提出了包括民主对话、生态政治、非暴力化社会等生活政治的构想。他主张通过建构广

泛的公民社会来对现代国家政治形成制衡，从而实现现代性的治理转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团结合作

与包容协商，多元差异主体都应承担起社会管理的权利与责任；强调通过第三条道路来完成政治现代

性的改造，国家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反对理性中心主义的设计与抽象理性的政治解放，反对后现代

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与虚无，着重对破坏的理性进行修缮统一。鲍曼认为现代国家的科层制度是一种理

性设计的权力，在科技理性的推动下，历史充满了一元真理所进行的大众屠杀，人们在分工严密、程

序复杂的环境下，无法把握行为结果与道德动机的距离，对大屠杀的悲惨与痛苦变得冷漠。鲍曼认为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与政治重组，使得现代性具有了流动性的特征，人们逐渐远离了民族

国家的 “真正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失去了规范意义，人们不断走出现代性的牢笼，变得日益个性

化，成为现代差异性社会的基础。“多样性，恰恰是多样性是人类自由的机会。”① 现代社会的宏大叙

事已无法说服差异林立的个体，现代性的拯救存在于 “复数的真理”，他提出通过全球共和政治来走

出流动现代性的困境。

总之，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到新现代，现代性总无法摆脱政治这一尺度，政治现

代性既是现代性确立的标志，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本。现代性总是以政治向度来完成对现代性的塑

造，现代社会的危机实质上就是政治危机，人们总把现代性的重建最后指向政治现代性这一视域，因

此，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政治。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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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颠倒”的颠倒

———论马克思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

胡志刚

【摘要】西方语言哲学的主流传统是 “主谓颠倒”，主词在整个语法结构和存在结构中具有决定地位，谓词

从属和依附于主词，这是形而上学的语言根源。马克思对黑格尔 “主谓颠倒”的批判可视为对语言形而上

学的批判，把 “现实的人类个体”作为主词，抽象范畴作为谓词来言说和述说主词，才能颠覆 “主谓颠

倒”的语言形而上学。马克思对 “主谓颠倒”的批判是为了构建其唯物史观，取消 “自我意识”的主词地

位，代之以 “现实的人类个体”，才能奠定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

【关键词】主词；谓词；形而上学；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２４－０７

作者简介：胡志刚，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０５３）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应然性问题研究”

（１５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规划项目 “历史的命运与希望：马克思与尼

采的历史观”（ＧＤ１６ＣＺＸ０２）

语词是哲学研究的核心，正如康德所说：“哲学考察的符号无非就是语词。”① 单个的语词是无意

义的，只有判断才具有意义，语词之间的关系就是判断，判断在语言逻辑上是一种主谓关系。在主谓

关系中，主词确定和规定谓词的性质，谓词依附于主词之上，主词是第一性的，谓词是第二性的，谓

词作为一种特征和属性去述谓主词。语言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把没有实在性的事物当作主词，而把具

有实在性的事物当作谓词去述谓主词，这就把抽象概念实在化了，这种主谓颠倒论证了抽象事物的实

在性，使得抽象概念具有了对现实事物的优先性。马克思批判这种在语言逻辑上的 “主谓颠倒”，他

要把具有实在性的事物放置在主词之位，从而肯定现实感性事物的价值和意义。理解马克思的语言形

而上学批判，才能深层理解他在哲学层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语言形而上学的溯源

最早注意到存在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是巴门尼德，他认为存在和对存在的思维是同一回事，这就是

其 “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命题，思想总是对事物的思想，不存在不能被思想的事物。思想总是以

语言方式进行的，因而，思维、存在和语言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正如罗素对巴门尼德思想所评述的

那样：“在哲学上，这是从思想与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② 高尔吉亚之后，主要的哲学

流派都努力要实现这三者之间的一致，如果有物存在，必然能被认识，如果能被认识，就一定能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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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９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 （２０１３年重印），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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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述出来。

对语言形而上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首推亚里士多德，他从语言逻辑层面对实体进行了定义。 “实

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

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但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之下作为属而包含着第一性

实体的那些东西也被称为实体；还有那些作为种而包含着属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① 他把个别事物

看成是第一实体，属和种看成是第二实体；第二实体和第一实体是根据语法结构区分的，第一实体永

远只能做主词，而不能作谓词，而第二实体既可以作主词也可以作谓词。后来亚里士多德放弃了个别

实体才是真正实体的观点，代之以形式实体。其转变的原因是个别实体难以定义，不能被定义就意味

着不能被普遍认识，形式实体却是可定义之物。“形式之为第一实体的最突出优点在于它是可定义之

物，是通过述谓可以把握的最可靠、最基本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意义本原物，是关于 ‘是什么’

的一切可能的答案中最接近到位的答案。”② 形式成为实体在于实体能对事物进行定义，形式实体和

第一实体最大的不同是：第一实体是物质实体，是可被经验的；而形式实体是一种概念规定性，是理

性把握的对象。

定义对于认识极为重要，只有能够被定义的事物才能被普遍理解。“我们必须注意到事物的怎是

与其定义；若无定义，研究是徒劳的。”③ 只有通过对事物进行定义，才能确定事物的特性，划定事

物的界限。“定义之所以为人所重就在于它必有所指明；由名词组成的公式将所解释的事物划出了界

限。”④人们对个别事物形成不了统一的认识，个别事物总在变化之中，是可灭坏的，难以对其进行定

义，自然不能确定它的本性。“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因为它们所具有的

物质，其本性可以成 ‘是’，也可以不成为是。”⑤实体是可以被普遍言说和传达的东西，形式能进行

定义，且能确定事物的本性，形式满足了成为实体的要求，形式成为了实体。实体是独立自足的，它

是一切事物的来源，任何其他事物只能做实体的谓词来说明实体。“因为除了实体而外没有一个别的

范畴能独立存在，所有别的范畴都被认为只是实体的宾辞。”⑥ 实体是属性的承载者，它只能做主词，

而不能做谓词，如果实体是谓词，那么实体就不是自足的。属性不能成为和实体一样的主词，如果这

样，就消除了主词对于谓词的优先性。作为实体只能做主词，不能做谓词。“既是本原就不应该是某

一主辞的宾辞。 （否则就会有一个本原的本原了，因为主辞是一个本原，并且被认为是先于宾辞

的。）”⑦在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中，主词是始源性的，而谓词是依附性的，实体作为主词是任何变化的

承担者，变化的只是作为实体特征的谓词，实体是不变化的，如果实体发生变化，就丧失了作为实体

的资格。“只有实体不是用来说明别的什么主辞的宾辞，倒是别的一切都是说明实体的宾辞。”⑧把实

体限定在主词上，从而实体相对于除实体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优先的决定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

对自他以降的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罗素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思想这样批评道：“‘实体’

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把由主词和谓语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转用到世界结构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

上学的错误。”⑨ 罗素对实体概念的批判可谓一语中的，认为形而上学的出现是错误地把语法结构和

世界结构等同起来，致使用语言遮蔽了现实世界。

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家们大都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解释语法问题，语法问题由此

成为了存在问题，这种倾向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最高峰。“从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中把个别事

物看作第一实体后，西方哲学史的主导趋势就是把实体搞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单一。

这一趋势到黑格尔哲学达到极致。”瑏瑠 某种意义而言，黑格尔哲学中的存在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实体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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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１页。
徐长福：《拯救实践》（第一卷 意识与异质性），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０页。

④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 （２０１４年重印），第 １３４页，第 ９１页，
第１７４页。
⑦⑧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 （２０１２年重印），第１８页，第３２页，第３５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第２５９页。
徐长福：《马克思哲学中的 “主谓颠倒”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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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进一步抽象化和普遍化，黑格尔把存在 （Ｓｅｉｎ）作为世界的开端，“纯存在或纯有之所以当成逻
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

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① 纯有即纯思虽说是一种最抽象和空疏的事物，不在

现象世界存在，却是一种最真实的客观存在，世界万物的存在都依赖于纯思，没有纯思的存在，万物

就只能是空无。通过这种 “纯思”，黑格尔实现了主体和实体的同一，他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② 这种 “有”根本不能

被感觉到，也不可能被直观，对它也形成不了表象，只是一种纯思，并且这种纯思是黑格尔逻辑学的

开端，世界就是这种纯思自我运动变化发展的产物，是纯思的外化。

对于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批判道：“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

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③ 黑格尔把实

体和主体等同起来，把世界的产生当作 “纯思”外化的结果，是一种神秘主义，无论如何，“纯思”

都是在观念世界中进行的，不可能产生出客观的物质世界。正如罗素所评价的那样：“实体被认为是

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抽掉了这些性质

而试图想象实体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剩下来的便什么也没有了。”④ 把实体抽象化，作为一种语

言的存在，最后导致语言纯粹作为一种能指，而没有所指的对象，这样，哲学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纯粹

的语言游戏。实体不能是空洞无物的东西，如果实体不具有实在性，用语言去表示一个虚幻的东西就

很荒谬了，马克思对这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是一个同样的

矛盾。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⑤ 如果把实体概

念绝对化，那么实体就会纯粹成为一种观念存在，而没有任何具体的现实性。把观念的句法结构当成

是现实的世界结构，陷入到对语言结构的逻辑探讨，忽视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只会陷入纯粹无聊的

思辨争论。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 “主谓颠倒”的批判

黑格尔的法哲学实质是从其语言逻辑展开的。“现在，代替那种主体而出现的，是从事于认识的

自我本身，是各种宾词的结集点，是一种保持着各种宾词的主体。但由于第一个主体深入于各种规定

本身里去，成了它们的灵魂，所以第二个主体，即，从事于认识的主体，虽然愿意了结与第一个主体

的关系，并超过它而返回于自身，却发现它还在宾词里面；第二个主体不能在宾词的运动里作为进行

推理的行动者，以推断哪一种宾词应该附加于第一个主体，它毋宁还必须与内容的自身继续打交道，

它不应该自为地存在，而应该与内容的自身同在一起。”⑥ 在他哲学中，“从事于认识的主体”，即现

实的人成为了 “从事于认识的自我本身”即观念或精神的谓词。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看成是第一

性的东西，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却不加理会。基于这种语言逻辑立场，黑格尔认为理念先于政治制

度，政治制度是理念自身的外化，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是理念创造的结果。“政治情绪从国家机体

各个不同的方面取得自己特定的内容。这一机体就是理念向它的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发展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些被划分的不同方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通过它们，普遍物不断

地 （因为这些差别是概念的本性规定的）、合乎必然性地创造着自己，又因为这一普遍物也是自己的

创造活动的前提，所以也就保存着自己。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⑦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颠倒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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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２０１４年重印），第１８９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 （２０１５年重印），第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０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第２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３２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第４７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 （１９８２年重印），第２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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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这种颠倒是通过 “主谓颠倒”的方式达成的。他把观念、理性以及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原，

其他东西则是从观念、理性以及精神中派生出来的，并且把观念、理性和精神视为最高本质。把观

念、理性以及精神确立为世界的 “主词”，其他东西则是 “主词”的派生物，受其决定的 “谓词”。

毫无疑问，黑格尔把理念作为主词，现实政治却成为了理念的属性和特征，成为了述谓理念的谓词。

黑格尔就这样以颠倒的主谓关系的 “语言表达方式”颠倒了世界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处处把国家理念当作主体，而把市民社会和家庭当作是观念主体的产物；观念

变成了主体，而现实的主体，比如家庭、市民社会以及现实的人变成了观念的因素，变成了观念的

“谓语”。“变成主体的是：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 （或实体性的差别）、实体性，因而是些抽象逻辑

范畴。”①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多次使用 “主体”和 “谓语”，其实在和 “谓语”相对应

的地方应该译为 “主语”，更为恰当的翻译应该把 “谓语”译为 “谓词”，“主体”译为 “主词”，这

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时持有清晰的语言批判立场。由于德语词

Ｓｕｂｊｅｋｔ在中文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使人忽视了马克思在主谓关系问题中所持的立场，徐长福教授对
德语词Ｓｕｂｊｅｋｔ的翻译问题这样论述道：“该书 （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引者注）现有的中文

全译本有两种：一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 １卷中的译本，二是第２版第 ３卷中的译本。
这两种译本在基本术语和命题的翻译上没有什么不同，差别主要在修辞上。从这两个译本中，虽然可

以检索到有三十多个地方使用了 ‘谓语’这个词，可与之相应的 ‘主语’这个词却一次也没有出现

过。其原因是，凡是 ‘谓语’出现的地方，只要涉及到跟它相对应的术语，那个术语无一例外都被

译成了 ‘主体’。这样一来，在中译本中就根本读不到 ‘主词’和 ‘谓词’这对完整的逻辑学术语

了，进而，对二者关系的一般考察和对主谓词颠倒的辨析都变得不可能了。换句话说，如果仅仅阅读

该书的中译本，是不会意识到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问题的。”② 当然，并不是说把德语词 Ｓｕｂｊｅｋｔ翻译成
主体不对，只是说如果一味地把Ｓｕｂｊｅｋｔ译为 “主体”会遮蔽马克思在语言层面对形而上学所做出的

批判。德文词Ｓｕｂｊｅｋｔ可译为 “主体”或 “主词”，在什么情况之下翻译为 “主体”或 “主词”，就

要视具体的情境而定。在不同的语境下，同名异义的词需采用不同的汉译名称，才能不至于由于概念

的混淆而导致理解混乱。“当若干事物虽然有一个共通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各不相同

时，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而异义的东西。”③ 主词和谓词属于符号维度的问题，主体和客体属于对象

维度的问题。虽说把德文词Ｓｕｂｊｅｋｔ翻译成 “主体”并无语用上的问题，但在语义维度还是相差甚

远。如果在应把Ｓｕｂｊｅｋｔ译为 “主词”的时候译为 “主体”，就会遮蔽马克思的语言批判维度，也无

法弄清马克思在语言哲学上做出的贡献。

马克思把握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语言逻辑立场和采用这种语言逻辑论证国家的意图。“当黑格

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

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 ［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

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

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

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

真理。”④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国家观念当作主词，而把家庭、市民社会和感性的现实的人当作谓词，

这种以观念、理性规制现实的做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目的是为了论证国家反动本性的合理性。马克思

不满意黑格尔以主谓颠倒的方式去论证现实国家的合理性，自然要反对黑格尔的语言逻辑，要实现

“主谓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合乎理性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东西，他以一种 “主谓颠倒”的语言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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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１页。
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以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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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了国家理念和政治现实的颠倒。马克思深刻洞见了黑格尔法哲学所犯的语言逻辑谬误，“主体

是 ‘理想性中的必然性’，‘观念自身内部’，而谓语则是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明确地说就是：政治

信念是国家的主观实体，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客观实体。”① 观念具有对于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的优先

性，政治现实成为了国家理念的附属物，对于国家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别，马克思说：“这种差

别的根源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考察方式或语言表达方式。”②观念和政治信念是一种主谓关系，观念成

为了主词，政治信念却成为述谓主词的谓词。“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

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③马克

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第一维度是语言维度，其次才是意识维度和现实维度，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语

言表达方式进行了重点批判，不只是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等具体内容。

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实体即主体的精神，国家不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的，

而是从一种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引申出来，这种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是神秘的。“这完全是在逻辑

学中所实现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④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

照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现实本来应该成为主词，思想作为谓词

来说明主词，黑格尔把主谓关系给颠倒了。“他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

语。”⑤正如徐长福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反对以政治理念作主词

而现实政治作谓词，主张以现实政治作主词而政治理念作谓词；反对 ‘用国家来论证逻辑’，主张

‘用逻辑来论证国家’。”⑥ 在主谓关系中，主词处于绝对性地位，谓词作为主词的特征对主词进行述

谓，因而是依附性的。黑格尔以一种颠倒的语言表达方式，把政治理念作为主词，把现实政治作为谓

词去述谓主词，以国家来论证逻辑的合理性，确定了主谓颠倒的语言逻辑。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逻辑放置在主词位置上是有深意的。“除了主体和谓语的这种颠倒之外，还

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里谈的是与机体不同的另一种观念。这里的出发点是抽象的观念，这种观念在

国家中的发展就是政治制度。因此，这里所谈的不是政治观念，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抽象观念。”⑦具体

的政治制度被说成了抽象观念的产物，这样现实的国家就被遮蔽在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厚重迷雾中。主

谓颠倒的语言言说方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实的主体成为抽象的谓语，人的真实性被消解了，超出个

人的国家成为了可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最真实存在物。“既然出发点是被当作主体、当作现实本质的

‘观念’或 ‘实体’，那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思想存在的

问题是：往往把思辨的叙述当作现实的叙述，以思辨的阐述方式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造成一种假象，

即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以 “主谓颠

倒”的方式混淆了思辨和现实的关系，从而达到为反动的社会现实进行论证的目的。

三、唯物史观：马克思语言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

只有把现实的人作为主词，才能改变观念统治的历史，马克思说：“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

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 ‘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

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⑨ 获得真理的过程不是范畴演化的历史，每

个人都在追求真理，都处于历史的具体情景之下，历史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历史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

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 ‘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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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颠倒”的颠倒

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从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个前提出

发，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都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主词，而把现实的人当作谓词去述谓主

词。“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的现实在这里只表现为自

我意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是 ‘纯粹的范

畴’，是单纯的 ‘思想’，因此，我能够在 ‘纯粹’思维中扬弃并且通过纯粹思维克服这种 ‘思

想’。”②黑格尔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

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而是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这样黑格尔就把世界头足倒置了。人

及人类世界的一切感性、现实性、个性都被黑格尔看成是普遍自我意识的显现，他要证明自我意识是

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当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说明人的历史现实时，“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

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③马克

思要摆脱抽象的统治，把具有感性、现实性、个性的人作为历史的核心，认为只有这些真实处在具体

历史环境中，从事着具体实践活动的人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他要颠覆黑格尔所构建的唯心史观，以

科学的历史观代替之。

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同黑格尔一样，也是从自我意识层面看待现实事物的。他对鲍威尔这样

批判道：“批判在克服了斯宾诺莎主义以后转向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从 ‘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而上

学的怪物，即 ‘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识’，‘完善的’和 ‘纯粹的’批判的最

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④自我意识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存在，青年

黑格尔派虽然在口头上喊着震惊世界的词句，但他们的批判根本就脱离社会现实，不以现实世界为批

判对象的只能是空洞和抽象的批判，这种观念上的革命根本对现实没有任何触动。马克思对塞利加这

样批判道：“一方面，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 ［ａｐｒｉｏｒｉ］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
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

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

遍的规定。”⑤停留在观念世界中的批判是无力而荒唐的，那只是以词句去反对词句罢了，现存世界并

不会发生实质的改变，只不过是思想的自亵而已。青年黑格尔派 “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

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⑥他们忽视了社会存

在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都是可以以经验的方式体验到的，去除抽象而空洞的批判，切实关注社会现

实，才能让社会发生符合人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发生在观念世界，而是发生在感性现实中。“这

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

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⑦政治制度不是政治观念的产

物，政治观念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上，政治制度是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历史的前提是

现实中的个人，只有现实的个人成为主词，一个公正的世界才能建成。“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

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

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

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⑧人的解放不是自我意识的解放，而是要实现现实的个

人的解放。运用现实的手段才能把人从被奴役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如果不能使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

求，那么，创造历史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 ‘自我意

识’中，如果他们把 ‘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

来，那么 ‘人’的 ‘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

正的解放……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

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促成的。”⑨历史不是精神发展的历史，历史是现实个人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要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从人的现实处境去考察历史才能破解历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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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

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

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 个人在可经验观察到的现实是怎样的呢？人们普遍处

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生活不能得到改善，能力不能得到发挥，这种社会现存状况是对人性的普遍

压制，为了打破不平等的现实，必须要使现存生活革命化，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就是人

的奴役状态的普遍废除，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

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实现共产主义不是自我意识的结果，而是改变现实的感性活动的

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范畴自我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物质实践切实改变世界的历史，这和以往的唯

心主义历史观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 ‘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

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

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③唯心史观只关注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的作用或者

是英雄人物背后的 “理性的狡计”，把现实的个人当成是历史的惰性因素，否定了现实个人对历史的

决定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

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

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

融在 ‘自我意识’中或化为 ‘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

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

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④唯物史观要清除历史中隐藏的神秘因素，把历史看成是人类共

同作用的结果，一切脱离开人的作用的历史观都应当废除，只有把人的目光聚焦到感性现实的过程中

来，才能真正去实现属于人的尘世的幸福。唯心主义历史观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的生活生

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把历史的东西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不和人发生联系的东西，把

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排除出历史，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表明，历史内在于人的现实

活动着，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而就在人的生活中。

马克思的语言形而上学批判是要把范畴和自我意识从主词的位置中拉下来，重新成为谓词。马克

思把现实的个人放置在主词的位置，让范畴和自我意识去述谓现实的个人，这样就揭开了形而上学语

言逻辑的神秘面纱，为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开始把现实的个人当作主词，后来代

之以更具一般性和可定义的阶级。对于这种的转变，原因在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

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

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

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⑤只有把个别

人的力量集结为社会力量，同时也是政治力量的时候，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社会力量和政

治力量的结合就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能把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它使分散的个人利益联合为普

遍的共同利益，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废除现存世界的种种不平等状况。无产阶级成为主词，才能

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马克思在语言哲学上所持的立场充分表明了其政治立场。历史唯物主

义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语言批判的逻辑结果，只有明白他对 “主谓颠倒”批判所做出的贡献，才能

理解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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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高　超

【摘要】马克思的历史观通常被称为 “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 “物”

的含义、观点的表述、理论的结构上都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隐喻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

即认为历史观中的 “物质”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的 “物质”的隐喻使用。这种隐喻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法，

而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地使用 “唯物主义”一词去表征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

性。从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理解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真实含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唯物主义；物理主义；隐喻；认知

中图分类号：Ｂ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１－０７

作者简介：高　超，吉林长春人，哲学博士，（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吉林大学哲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唯物史观的认知隐喻学研究”（２０１７ＢＳ００６）

在 《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对 “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两词的用法做了明确的界定。他

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

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①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他的社会历史观做了简要的概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

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

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 恩格斯也曾对

马克思的历史观做过精辟、生动的评述：“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

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

的又是政治变动。”然而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

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

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

了承认”。③

通过上述文本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恩格斯所说的 “唯物主义”是关于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特别

是二者何为本原的问题的一种观点，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或物

质生活 （吃、喝、住、穿）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 （统治、政治、宗教、哲学）的关系，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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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２２、７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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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何为基础的问题的一种观点。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亦即被人们称为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

史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呢？

一、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这个问题似乎从字面上就能得到回答。恩格斯在 《费尔巴哈论》中把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

（“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为 “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据也在

于对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① 而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说道：“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这里显然是 “（社会）

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且可以推知，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主张存在对思维来说是本原，那么马

克思所主张的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不就也是唯物主义的吗？类似的字面上的证据还有，马

克思在对其历史观的表述中使用了 “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这样的说法，等等。这些证据似乎

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探讨的问题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自然观所探讨的问

题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或延伸，唯物主义历史观似乎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自然观在社会生活中的运

用。

这种观点长期存在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马克思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

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

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③ 这

“后一派”主要指的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 “社会生活方面的唯物主义”。以爱尔维修为例，

他主张环境决定人的精神。这个 “环境”指的不是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经济生活环境，而是教育、

法律、政治制度等环境。他进一步认为，这个 “环境”是由英雄、君主的意志决定的。总体上看，

这实际上可以称为 “唯心史观”，单就环境 （教育、法律、政治制度）决定个人精神这个观点来说，

也谈不上是唯物主义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一种精神现象与另一种精神现象的关系，与 “物质”无

关。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讨论了 （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等问题，是不是就是 “唯物主义”了呢？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能否被称为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

就被称为 “唯物史观”并且被人们良好地使用；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恩格斯所界定的，亦即人们通常

所理解的，在世界本原问题意义上的，在世界观、自然观意义上的 “唯物主义”与 “唯物史观”的

关系问题。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二者在多个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一）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所论及的内容是不同的

无论二者是否都出现了 “存在”“物质”“意识”“精神”等字眼，都不能因为字眼相同就断定

它们的实际内容是相同的。一般唯物主义在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字面下实际上探讨的是灵

魂与肉体、精神与自然界、神与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中所涉及的 “物质”实际上是摸不着、

看不见的，是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把握的，用列宁的话说就是 “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④。马克思

的历史观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字面下实际上探讨的是吃、喝、住、穿、劳动等

与政治、宗教、哲学等的关系问题，或说是整个经济基础与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

所涉及的相互关系的两端并不能与前述问题中的物质 （存在）和精神 （思维）唯一对应，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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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０页。
《列宁选集》第３版修订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９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和经济活动中也包含精神的因素，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物质的东西。 “社会存在”绝不是

“存在”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不是 “存在”的一部分。这里所谈的 “物质”都是摸得着、看得见

的，人们吃、喝、住、穿的都得是感官可以把握的物质的具体形态，人们绝不可能吃 “标志客观实

在的哲学范畴”。这里也不是说一般唯物主义涉及的是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马克思的历史观涉及的

是作为具体表现的物质，而是说这里在读音和字形上完全一致的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

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纯粹的物质，而在后一种意义上，物质生活的各种资料无不掺杂了人

的精神，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活或经济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物质。

（二）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在能否还原为物理学陈述的问题上是不同的

从语言学或卡尔纳普 （ＯＮｅｕｒａｔｈ）、纽拉特 （ＲＣａｒｎａｐ）的物理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一般意
义上的唯物主义陈述最终可以还原为一个物理学陈述。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卡尔纳普等人认为唯物

主义与物理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陈述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陈述，而前者是一种形而上学，不

能还原为任何有意义的陈述。这无疑是一种 “辉格史观”。库恩 （ＴＫｕｈｎ）曾发现，当他试着以亚
里士多德的视角去理解问题的时候，古代物理学也变得合理起来。如果唯物主义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

学说而物理学就是研究物质的学问，那么唯物主义的陈述从来都能还原为物理学的陈述，只是我们当

然不能要求古代唯物主义的陈述能够还原为现代物理学的陈述。事实上，在泰勒斯的时代，物理学与

哲学是难以区分的，“世界的本原是水”既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陈述，也是一个古代物理学的陈

述。再如恩格斯认为实验和工业能够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显然也

是认为唯物主义的陈述能够还原为物理学的陈述。然而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陈述明显不能还原为物理学

中的陈述，社会历史领域发生的事件固然不能违背物理学的规律，但至少到现在物理学对于解释社会

历史现象还无能为力。卡尔纳普等人的 “统一科学”的理想至今也没有实现的迹象，更不用说在马

克思的历史观中使其陈述还原为物理学陈述了。

（三）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是不同的

一般唯物主义讨论的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讨

论的是经济与政治、宗教、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不仅如此，这些非常不同的问题所处的结构也是完全

不同的。前者讨论的是何为本原的问题，亦即谁还原为谁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本原，意识最

终能还原为物质，意识并不具有实在的地位，它不过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表现形式。正如马

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亦即是说

观念、意识归根结底是某种形式的物质，意识和物质不是两种而根本就是一种东西。正是在这种一元

论的意义上，所有关于意识的陈述也都能还原为关于物质的陈述，在物理学是关于物质的学说的意义

上，即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陈述。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所讨论的是谁为基础、谁决定谁的问题。马克思

认为经济生活是基础，经济生活决定了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或用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政

治生活、精神生活随附于经济生活，而随附性恰恰是区别于还原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生活并不是一

种特殊形态的经济生活，二者毕竟是异质性的，政治生活随附于或决定于经济生活，但绝不能还原为

经济生活。所以，严格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一元论的，但这也决不是说它是二元论或多元论

的，而是说这里并不涉及还原的问题，所以根本谈不上一元论、二元论或是多元论。

以上三点已经表明在内容、表述和结构上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异质性，这里我们简

要地说明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推导关系。如果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不特指马克思的历史观）只

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扩展或运用，那么为什么那么

多杰出的唯物主义者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呢？如果因为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认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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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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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斯图尔加：《物理主义》，王华平、张文俊、赵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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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或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认为历史观是自然观的一部分，那

么就只能认为这些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素养了。如果我们决心不草率接受这样简单、

粗暴的回答，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一般世界观或自然观与历史观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否可以设

想，一个人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而他同时又相信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生活，又是否可以设想一个人认为

世界是从来就有的而他同时又相信政治生活决定经济生活？如果他一方面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另一

方面又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那么他将陷入逻辑矛盾；但是相信世界或自然界是神创造的与主张在

人类社会中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生活完全是不矛盾的。所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并不必然能够推

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①

二、对 “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的认知隐喻学解释

著名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 （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ｋｏｆｆ）和马克·约翰逊 （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在 《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中指出：“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

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② 隐喻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现象中，以致于人们经

常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隐喻地使用语言。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从隐喻的角度去理解 “唯物主义历史

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一问题。

（一）历史观中的 “物质”概念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 “物质”概念的隐喻使用

在 《费尔巴哈论》第二节的末尾部分，恩格斯指出 “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

地方”③，按照恩格斯的理解，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在于 “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

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

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④。然而施达克却认为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⑤。这在

恩格斯看来明显是错误地使用了 “唯心主义”这个词，相应地也要误用 “唯物主义”一词。就此恩

格斯指出 “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 ‘理想

的意图’并承认 ‘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

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关于人类 （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

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⑥

恩格斯认为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

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⑦。那么，“庸人”是如何理解 “唯物主义”的呢？恩格斯认

为 “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

“一切龌龊行为”。⑧ 我们在讨论世界本原问题时涉及到 “物质”，在谈论贪吃、肉欲、牟利等物质享

乐时也涉及到 “物质”，这显然是同一个读音、字形的两种不同含义。如果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我们使

用了 “唯物主义”一词，那么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上使用这个词就很可能是一种隐喻的用法了。

隐喻之成立要求本体与喻体具有相异性，而它们的部分属性又具有相似性，而且这种相异性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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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同时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完整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迄

今只为马克思主义所拥有。

［美］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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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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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越强烈，隐喻的效果就越好。作为世界本原的 “物质”与用于享乐的 “物质”分属于不同论域，

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前者是不可感的 “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后者则是可感的，往往还会

掺杂精神成分，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异性。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

具有相似性。“庸人”正是利用这种相异性与相似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构造了这种隐喻，以攻击在世界

本原问题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 “不用玫瑰色描绘” “庸人” “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即不添

加感情色彩而只是客观描述，那么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

与吃、喝、住、穿、物质生活、物质利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追求利润最大化等说法指的都是同

一些对象、行为和活动，具有高度重合的外延。如果我们认为 “庸人”在说这些行为时使用 “唯物

主义”是一种隐喻用法，那就不得不承认用 “唯物主义”一词去表述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时候也是一

种隐喻用法。如果马克思和 “庸人”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 “唯物主义”一词，那么为何一个导

向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而另一个则只造成了诽谤？他们的隐喻究竟有何区别？

（二）马克思与 “庸人”对 “唯物主义”的隐喻使用有着本质区别

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 《“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中曾提出，这种区别就在于隐喻的两种

不同的功能———修辞和认知。① 隐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只具有修辞的价值，只是为了取

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庸人”正是在修辞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 “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前文已经

说过，哲学上的 “物质”与 “庸人”所说的 “物质”完全是异质性的，但是用于享乐的物质总是能

够与肉体联系起来，而理想信念总能与精神联系起来，正如肉体与灵魂的对立，所以以肉体和灵魂的

关系为中介，享乐用的物质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同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取得了隐喻性的联系。

然而这个隐喻纯粹是修辞性的，把一些人在哲学上所信奉的唯物主义隐喻为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只是出于人身攻击的目的，以期达到道德上败坏而非理论上驳倒论敌的效果。稍后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隐喻为什么没有认知价值了。

而在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之后，隐喻的认知价值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研

究隐喻的认知机制的认知隐喻学。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去看 “唯物史观”中的隐喻，能够看到这种

隐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

（１） “唯物史观”对 “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必要的。一门科学或一种学说形成之初，

术语往往是最缺乏的东西之一，这时研究者会从成熟的科学或学说中借用术语隐喻地表达新的含义。

比如心灵哲学把人体或人脑隐喻为机器，电学把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的关系隐喻为太阳与行星的关系。

这表明心理学、电学在它们的幼年时期都要从相对成熟的物理学、天文学那里借用术语。关于历史的

研究相对于关于自然的研究要年轻许多，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当时诸多历史观中又是最新的，所以有很

多新的、陌生的概念需要借用人们熟悉的概念去表达，比如借用光学术语 （照相机隐喻）、化学 －生
物学术语 （结晶体－有机体隐喻）、建筑学术语 （建筑物隐喻）以及力学术语 （平行四边形法则隐

喻）。可见，唯物史观的众多核心命题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去表述的，那么这时还需要一个术语从整

体上隐喻地表达这种历史观，“唯物主义”成了不二之选。

（２）“唯物史观”对 “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可行的。首先，哲学与关于社会历史的学

问相比更为成熟，其术语的含义更为明确且被广泛接受，所以一种历史观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达是可行

的。其次，在这个隐喻中，本体的实体部分 （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与喻体的实体部分 （物质、意

识）是异质性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与物质、意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重叠，这使得隐喻可行。

再次，对于一般的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现象可以通过关于物质的理论而得到解释；

对于唯物史观来说，经济是第一性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现象都要通过关

５３

① 参见高超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２０１６年６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第８０—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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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的科学来解释。这表明本体的部分特征与喻体的部分特征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隐喻可行。

（３）“唯物史观”对 “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恰当的。表面上看，马克思和 “庸人”都

是在隐喻地使用 “唯物主义”一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来看，“庸人”用

“唯物主义”隐喻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用人们较陌生的概念隐喻较熟悉的概念，不具有认

知的价值。但用 “唯物主义”去隐喻一种主张经济生活是基础的历史观则能让具有一定哲学素养的

读者迅速、准确地抓住要点，使他们能够清楚地通过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去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关系。因此，这种隐喻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此外，唯物主义在１８、１９世纪代表一种批判的、战斗
的精神，用它来隐喻一种革命性的历史观是非常恰当的。

三、认知隐喻学解释的推论和问题

运用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解释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问题，其

结论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隐喻地使用了一般唯物主义学说中的 “唯物主义”概念，并

且这是一种具有认知价值的隐喻。除了这一结论，我们还能得出一些推论，同时也会发现一定的问

题。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语义上的逻辑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核心理论，而后者是前者的一般

原理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对于这一看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高清海、邹化

政两位先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社会学”①。辩证唯

物主义是一种表达了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的哲学理论，是对素朴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继承与超

越。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等同于唯物史观的情况下，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它关心

的不是一般性的物质、意识在历史领域的表现，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对

象，所以并不是一种与素朴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各种唯心主义并列起来的关

于物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了 “唯物主义”一词。所

以，这就在认知隐喻学的意义上佐证了上述两位先生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异质

性的。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存在不同称谓是因为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它的辩证特性，后者强调它的历史特性，但无论如

何它们都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但根据我们前文得到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本来意义上的

唯物主义学说。所以，“唯物主义”一词在 “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是它的本来含义，而在 “历

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则是它的隐喻含义。二者之间没有语义上的必然联系。

（二）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

上文认为唯物史观与一般唯物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但并没有说明它因此就不是哲学理论，这里我

们尝试说明这个问题。通常认为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如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意识”等②，这些表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唯物史观关注的不是传统哲学通常关注的问

题，所以它不是一种哲学理论。但反对者依然可以说，马克思实现了一场 “哲学革命”，变革了哲学

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序言》还给出了唯物史观的另一种表述：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

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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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清海、邹化政：《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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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

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

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①。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变动的原因不能通过哲学

研究来发现。② 如果唯物史观本身是一种哲学理论，那么这种表述就造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一方面

我们从唯物史观只是隐喻地使用了 “唯物主义”一词这个观点出发，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哲学

理论，另一方面则通过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印证了这个结论。

（三）尽管认知隐喻学对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有益的理解，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隐喻思维具有或然性、不保真、可能产生陷阱，这是人们往往忽视的问题。”③ 在隐喻中，只是

本体的部分特性与喻体的部分特性相似，这也就意味着本体的另一些特性无法用喻体来表现，而喻体

的另一些特性也不适合用来表现本体。而且在隐喻中并没有专门的标记去标识喻体的哪些特性表现了

主体的哪些特性，这就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当时的具体情境去判断了，有时听话者就会无

意甚至有意地曲解说话者的意图。比如，马克思说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实际上是

一个 “决定论隐喻”。这里用科学上的机械决定论去隐喻地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但

既然是隐喻，就意味着本体与喻体之间有着根本不同，这恰恰表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一种决定

论。但有学者没有看到这里的隐喻，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一种决定论。唯物史观与决定论

的相似性在于都强调系统中有一些因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另一些因素反作

用于优先的因素，而后者则不允许。所以唯物史观并不真的是一种决定论，而是隐喻地使用了 “决

定”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不能认识到这种隐喻，只是在字面上去理解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导致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陷

入 “经济决定论”的误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对唯物史观产生了 “历史决定论”的误解。同

样，马克思一方面用建筑物隐喻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用有机体隐喻社会结构，听话者可能既抓住经

济的基础性作用又抓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可能片面夸大经济作为基础的决定性或意识形态的能动

性，造成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种种不同理解。甚至 “唯物史观”这个名称本身由于它的隐喻性也遭到

了论敌的曲解，以致于恩格斯不得不撰文 （《费尔巴哈论》）回应。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

斯不得不依赖隐喻去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正是隐喻造成了后世对他们思想的不同理解和持久

争论。

隐喻的使用往往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直接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运用隐喻和理解隐喻的过程中就会

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这种那种误解。由于隐喻是我们思维所依赖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拒绝

使用隐喻来避免这些问题。相反，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隐喻的学问，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中的隐喻，更好地把握经典文本的真实含义。总之，隐喻广泛存在于人类各种涉及语

言的活动之中，无论日常生活、宗教活动、艺术创作与欣赏、哲学和科学研究，但很多人仍然认为隐

喻只是语言问题而非思维问题，只是修辞手法而非认知方式。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隐喻是我们思维所

依赖的最基本的活动，用它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恰当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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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得更为直白：“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

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７９７—７９８页。
王东：《科学研究中的隐喻》，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２页。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

———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赵　亮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

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

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

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

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

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

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

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抗战；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８－１０

作者简介：赵　亮，河南鹤壁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历
史文化研究所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心理范畴相关前沿问题研究”

（１６ＣＺＸ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党执政初期凝聚社会共识研究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１７ＫＤＣ０１４）；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ＰＸＭ２０１７＿０１４２０３＿５００００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青年教师 “扬帆资助计划”教学科研专项资助课题 （ＪＧＷＸＪＣＹＦ２０１６３９）

一、问题的提出

（一）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少数民族抗战历史的研究从未中断，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

和方向，主要还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还很少看到相关的研究状况述评。８０
年代中期，主要依托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民族院校学报和 《内蒙古社会科学》等少数民族自治

地区或聚居省份的重要社科期刊，开始集中出现一批有关少数民族抗战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少数民族参加抗战情况进行总体性述论，如李资源的 《论抗战时期我国少

数民族的抗日斗争》①、乌尔希叶夫的 《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②；另一类着重介绍某一

８３

①

②

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乌尔希叶夫：《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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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少数民族参加抗战的情况，如袁锋等的 《东北抗日联军与少数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

周年》①、李全中等的 《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的２０年间，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形式的多样性上，相
比同时期的其他抗战问题研究仍显冷清，只是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１９９５年）和六十周年
（２００５年）时出现两个小高潮。纵观这２０年间的研究进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一，在研究
空间的设定上，研究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抗战史的成果开始明显多于全国性的成果；其二，开始出现一

批专门研究特定少数民族抗战成就的成果。例如，对回族的抗战研究就涌现出、高占福等的 《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③、马尚林的 《四川回族对抗日

战争的贡献》④ 等。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升温的态势，成果数量年年攀升，除学术
论文外，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专著、各个层次的资助项目和学术研讨会议也不断增多。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少数民族抗战的政治军事行为转移到其他行为，

如阿依努尔·阿卜力米提的 《维吾尔文学中的抗战题材研究》⑤、卢剑锋的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新闻

事业的特点和意义》⑥；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着重考察抗战对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其 “中

华民族”认同感的加深作用，如吴启讷的 《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⑦、何一民等的 《抗

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⑧。

（二）少数民族抗战研究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

应当看到，几十年来这项研究的进展总是与一定的现实需求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密切关联

的，近几年来的情况尤其说明这一点。在个别学者眼中，这是一种不良的学术生态，违反了历史研究

的所谓 “价值中立”原则。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历史信息浩如烟海，其中某个具体问题要引起学界

社会的历时关注，并保证研究所需各种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实际上总离不开某种特定现实需求的持

续推动。之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如果没有其在提振民族忧患意识和凝聚社会各界共识方面的特殊

价值，很难想象相关研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和强烈的关注。从此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生产

性力量”，“它能够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机制，起到刺激学术生长的作用”。⑨ 更为重要的是，

人 “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瑏瑠，“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

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瑏瑡。从这个角度看，“一部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价值活动史”。瑏瑢 诚然，不管如何定

义意识形态，都不能将之与人的价值观念简单等同起来，但人的价值观念却往往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即便学术研究也不例外。正如美国学者黄宗智所说：十分强调客观性的学术理论并

非 “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只是其与 “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瑏瑣 所谓历史研究

必须保持 “价值中立”恐怕只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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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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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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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锋、刘希敏：《东北抗日联军与少数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李全中、漆明生、张为波：《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高占福、李荣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马尚林：《四川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阿依努尔·阿卜力米提：《维吾尔文学中的抗战题材研究》，喀什师范学院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
卢剑锋：《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和意义》，《新闻战线》２０１５年第２３期。
吴启讷：《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江海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何一民：《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
期。

陈峰：《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４３页。
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基础》，《哲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美］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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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必然受到损害。恰恰相反，

它可能给予我们的研究以更多提示。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国家认同，就没有少数民族抗战行为的发

生。问题在于如何来理解所谓的国家认同？既有研究着重从政治层面阐释它，凸显出日本军事侵略和

中国抗战动员对少数民族认同感的激发效应。但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恰如汉族一样，投入到各种抗战

活动中去的少数民族群众绝不仅仅是遭受日军直接侵害的人，如果没有既存的某些国家认同，很难想

象人们仅凭战时动员就积极走上各种形式的抗日阵线，更毋论其时日本对华的民族分化图谋一直在具

体实施中。应当注意，所谓民族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①，而所谓国家认同也应当包括有文化认

同的内容。此语境中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指———甚至主要不是指———我们惯常所说的科学文化知识，

而是指向人的整个日常生活，它存在场域的无比广阔恰恰决定了它的无比复杂，往往使人陷入 “不

追问还明白，若细究便糊涂”的境地。② 换言之，学界还较少从文化层面来阐释国家认同，恐怕不是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由于该问题的异常复杂乃至使人 “无从下手”。大概也正因此，现在为数

不多的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局限在抗战时期来分析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难免会

给人以中国各民族在抗战时期才形成广泛和深刻的文化认同的印象。事实上，固然不能否认抗战本身

对各民族文化认同加深和加强的作用，但恐怕这种文化认同早在抗战以前就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刻了。

本文正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发现文化认同及其形成逻辑，以此突破对中国各民族文化认同与

国家认同研究的时间局限或绝对泛化与空心化可能。我们拟紧密围绕国家认同特别是其利益认同本质

来梳理和凝练学界既有的主要探索成就，继而深入至文化层面，通过着重辨析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的

关系，使少数民族抗战与国家认同的历史真实得到更为全面和丰满的展示。应当说，这样的研究思路

不仅可以对未来进一步开展有关少数民族抗战史的研究提供必要提示，也可能为我们如何巩固和增进

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二、少数民族的抗战与国家认同

（一）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军事抗战

政治和军事的抗战是少数民族参加抗战的重要表现，而遭受日军侵害又是发生这些抗战行为的重

要原因。一些学者正是依据这条线索来展开研究的。例如，李金莲专门对日军在滇西地区的性暴行进

行考察，用大量史料证明日军对当地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犯下的累累罪行。③ 程昭星对日军侵

略贵州黔南地区期间布依族、水族等当地聚居群众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作具体统计，说明日军的侵害绝

非 “误伤”和个例。④ 张港、刘敏对赫哲族遭受日军侵害的情况作专门研究，认为这是整个赫哲族在

抗战结束时仅剩不到３００人的主要原因。⑤ 张若愚和孟和宝音则考察日军侵占内蒙古东部和中西部过
程中当地蒙古族民众的受害情况，特别指出 “蒙地奉上”的土地政策剥夺了蒙古族群众放垦的权利

和利益，又给他们套上一层经济枷锁。⑥

日军入侵导致的生命和财产巨大损失，直接和强烈推动了少数民族暴力反抗行为的发生。既有研

究表明，各少数民族集中性的抗战行为主要发生在日军直接侵略的地区特别是民族聚居地区，以武装

斗争为主要抗战形式。⑦ 这些武装斗争具体通过如下形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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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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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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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文化差异：对现在民族关系的一种评估》，《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霍桂恒：《文化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光明日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第１４版。
李金莲：《抗战时期日军对滇西妇女的性暴行初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程昭星：《“黔南事变”中贵州黔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敌斗争》，《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张港：《日寇的残害是赫哲族人口少的主要原因》，《新闻三昧》２００５年第７期；刘敏：《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赫哲族发展
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张若愚、孟和宝音：《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民众抗日斗争探究》，《理论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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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自发性的暴力反抗。这些反抗行为大多发生在日军在民族聚居地区行军、烧杀、劫掠的直

接过程中，零散、随机但非常普遍。如朱万一提到，日军在入侵山东济宁附近时的侮辱行为导致当地

回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当场杀死日军２００余名。于此前后河北文安县附近的回民群众也自发击沉日军
进犯汽船，并俘敌多名。① 耿德铭则列举了日军由缅甸侵入云南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个人、三三两

两相约或用民族语言与同族当面 “密商”击杀日军的大量事例。②

其二，有组织的武装反抗。这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自发建立起的各种抗日武装团体，往往有上层人

士或较高民间威望的人居间联络和组织，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对敌行动也往往带有更强的计划性

和规模性。如金恒薇着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群众自发成立各种抗日武装的情况，指出

这些武装组织数量非常多、战术灵活、对日作战频繁。③ 周正龙则专门考察了西南地区上层民族人士

的武装抗日活动，指出各地少数民族土司组建的各种抗日武装对西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④

其三，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战。既有研究成果几乎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

民族抗战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一项重点，这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提供了重

要注脚。既有研究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抗战的领导具体通过以下几种组织形式来实现：第

一，整合和提升少数民族既有的各种抗日武装，例如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和冀中、渤海地区回民抗日

武装的发展壮大，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密切指导和领导之下，这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体现。第二，

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武装转入抗日斗争。如汪梅琪指出，在广西、海南岛、福建和浙江等地的民族聚

居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打下了一定工作基础，有些地方还建立红军游击队。抗战

全面爆发以后，这些既有革命武装被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有的还被编入新四军，积极投入抗战。⑤ 第

三，发动和成立新的抗日武装。如李资源提出，日军侵入内蒙中西部地区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发动

和组织蒙汉抗日游击队，这为后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初步基础。⑥ 周艺提出，抗战期间中

国共产党在广东、广西瑶族聚居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建立了抗日武装，还形成了一

些比较稳定的抗日据点。⑦ 第四，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在如上工作基础上，依靠东北抗日联

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正规武装的开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大小

不一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不仅有力支持了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也吸引更多

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武装中来。这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考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还考察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爱国官兵对少数民族抗战的支持和影

响。如张竹邦提到，云南地方政府为团结和动员当地的民族上层人士作了大量工作，这对少数民族群

众的抗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⑧ 张若愚提到，冯玉祥、吉鸿昌等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鼓

舞和吸引了很多蒙古族爱国民众报名参加。⑨ 还有学者考察了近邻国家民众与我国少数民族协同抗战

的情况。如李资源考察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我国东北境内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这对鼓舞和动员东北

朝鲜族等各族群众的抗战起到积极作用。瑏瑠 李志宏指出依兰县等地建立起的中朝人民联合军，吸引了

很多满族群众参军。瑏瑡 耿德铭在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滇西地区由中缅印三国多民族组成的 “缅北抗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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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支队”的抗战情况。① 还应指出的是，在民族聚居地区以外的各个战场上，还有大量少数民族出身

的中共党员、指战员和国民党政府的爱国官兵，出现了像 “回回军”等一些少数民族占有相当比例

的部队②，直接投身到对日作战当中。目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但多数通论

性的成果里对此都有考述。

（二）少数民族的其他形式抗战

在整个十四年抗战过程中，少数民族还以其他各种形式汇入抗战洪流。

首先，战区群众自发为中国军队和抗日武装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既有研究反映出这种事例的大

量和普遍存在。例如滇西地区的傣族、彝族、佤族等各族群众为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担当侦察、向导、

运送军需和救护伤员者不胜枚举。③ 仅滇缅公路修建过程中，日均参与工程修建的当地群众就有１１．
５万人，最多时达到２０余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群众，付出了３０００多人的伤亡代价。④

东北抗日武装比较活跃的民族聚居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不仅当向导、送情报，还将自己家的粮食

物资贡献出来。⑤ 在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经常活动的黎族、苗族聚居地区也是这样。有群众还

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有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⑥

其次，全国各地不断兴起抗战社会团体和捐献运动。很多研究显示，抗战时期华北、华东和华中

很多地方出现了类似 “回民战地服务团”、“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的社会团体。⑦ 为适应抗战

动员的需要，有些地方的回教协会还直接更名为 “伊斯兰抗敌救国协会”。⑧ 一些回族的宗教领袖和

实业家的组织和示范，推动这些社会团体服务抗战的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与身处前线的回民抗日武

装遥相呼应，极大增强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声势。还有不少研究注意到新疆和藏区的服务抗战情况。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即在新疆组织拓展连接苏联的两条重要公路干线，当地的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构成修路工程的主体力量，为保

证苏联援华物资的顺利输入做出巨大贡献。１９４４年维吾尔族群众备马１０００余匹到克什米尔地区接运
美国援华物资，在极端恶劣的地理和天气条件下，不少人献出了生命。⑨ 从１９３６年冬为绥远抗战募
捐开始，新疆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捐献运动。每次捐献运动都有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

参与，捐献数额也不断增加。瑏瑠 “九一八”事变后，本来矛盾已比较激化的藏族宗教领袖共同通电全

国，表示要 “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这对广大藏区群众支持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西藏

各寺庙喇嘛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西藏僧俗一次就捐赠国币５００万元，青海藏族群众一次
就捐献羊皮衣１０万件。瑏瑡

第三，各种文化形态的抗战动员。这当中最普遍的就是进行有关抗战的文艺创作和传播。这里不

仅包括老舍等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文艺救亡活动瑏瑢，相关研究还不断呈现出更多的创作群体及

相关历史信息。例如，关于东北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学者对 “九一八”事变后留在东北和流亡关内

的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他们与同时期东北汉族作家的创作特色作了比较分析，表明这

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风格不仅繁荣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在动员东北少数民族群众投身抗战方面发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耿德铭：《滇西抗战中多民族战事考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林祥庚：《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耿德铭：《滇西抗战史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页。
程利：《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关伟、关捷：《东北少数民族抗战之中华国魂———写在 “九一八”事变８０周年之际》，《文化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陈国裕：《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白灵：《抗战中的武汉少数民族》，《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李全中：《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林祥庚：《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马小燕：《新疆抗日捐献运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西南大学２０１３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３页。
陈国裕：《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赵亮：《老舍１９４９年归国原因探析》，《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

挥独特作用。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新疆的抗战文艺研究中，不少学者采取了这种比较分析的方

法，指出在服务抗战的整个新疆文艺转向之下，当地少数民族的戏剧、歌剧和舞蹈创作发展特别重视

对本民族传统作品的改编和加工，有力保证了抗战意志在本民族受众中的更加广泛贯彻。② 还有学者

对抗战时期少数民族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情况进行整体和专门的考察，指出少数民族诗歌在整个中国抗

战文艺当中的重要地位。③ 既有研究还表明，少数民族中进行有关抗战的文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不仅

限于专门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如对广西少数民族抗战歌谣的研究

显示，这些歌谣中包括大量少数民族民歌，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参与抗战动员的生动体现。④ 当

然，除文艺事业之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考察或涉及少数民族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地政府举办的少

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中⑤，或以其他各种形式进行支持和服务抗战的工作。

几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更加全面和立体地呈现着少数民族投身抗战的壮阔图景，而在其背后则是

少数民族中间广泛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当然是一种政治立场，但政治立场不是只能依靠政治表

达来标识，也不是仅仅依靠专门的政治教育就能真正确立的。国家认同本质上仍是一种利益立场，是

个体有关必须或应当基于怎样一种基本的生存格局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认定。这种认定在一开始可能是

不自觉的，但当生存格局被外力打破和改变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判断和反

应。由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在社会阶层和地域上的不平衡，对于抗战爆发前后的很多普通民众来

说，他们可能还不具备非常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更不用说对日本这个国家和中日关系有多少深入的

了解。但当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民众必须直面日军侵略所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时，哪怕是出于本能的

反抗行为都已成为国家认同的实际体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也不例外。当然，抗战过程中并非所有的

少数民族群众都直接遭受了日军的侵害，而且日本侵略者也不仅仅是进行生命的残杀和财产的劫掠，

还有隐匿在种种所谓 “亲善”面具下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殖民，凡此都凸显出进行政治引导 （抗战动

员）的重要性。但是，有效的抗战动员也必须以揭批日军的生命和财产侵害为重要内容，才能更加

有效地激起受众的共鸣。其时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间自发进行的抗战动员，还是中国共产党和其

他政治力量领导下的抗战动员，都证明了这一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抗战动员的广泛开展，一方面带动

更多地区和更多民族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抗战过程中得以

不断地增强和升华。从此意义上说，日军侵略和中国的抗战动员对其时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观念起到

了重要的激发效应，而少数民族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战又是这种观念广泛存在的有力体现。

三、文化认同与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展望

（一）国家认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面对外族的入侵，个体利益的损失或对可能造成损失的担忧最终演变为无数个体对既有的基本生

存格局———也就是国家———的自觉维护，但是否可以由此反过来说，国人对外族入侵的抗击完全是基

于个体利益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⑥，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时无刻都能自

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是说人们只会有意识地进行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活动。正如前文指出的，日本基

于控制中国的目的，既有恐怖震慑的手段，也按照中国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实施各种形式的分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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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果广大民众考虑的只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只怕我们的抗战规模和动员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凡

此都提示：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业已共同培育起某种天然 “抗体”，它的形成

过程也就是中国不断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是在整个中华民族范围内广泛和深刻存在着的文化认同。

国家之于个人，凸显的是政治格局，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实际则是文化格局。文化是人整个精神

世界的外化，是人整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化。① 一切个人都既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差异之中，又存在于一

定的文化认同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文化认同在不同范围内的不同强度？这又跟人的生活经

历密切相关。文化本质上作为人的观念，其归根结底所体现的当然是人的利益诉求，但人对利益的追

求总是以生活为重要载体，一切根源于利益诉求的文化认同总是以生活为重要媒介。更为重要的是，

时刻存在于生活中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人际交往还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人们在更多方面形成共识，乃至

于如何认识世界和人生。从此意义上说，人们日常生活轨迹的交汇密度与其文化认同的广度和强度关

系密切。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既存有文化认同的不同国家民族间仍有各种纷争，而出身于

同一家庭的不同个体在其后来的人生中也会演变出不同的人格特质。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

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②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们或许没有对文化认同做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认识到文化认同对维系特定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性，也不妨碍人们认识到生活交往与

文化认同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人们不仅会有意识地通过密切生活交往来增强文化认

同，还会有意识地预防和规避文化认同对生活交往的依赖，所谓 “文化传统”即便不是因此而生，

人们至少也是因此才这么重视它的习得与传承。因而今天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的各种范围内的文化认

同，恐怕很难说就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是被持续不断地注入人的各种主观努力的结果，明确这一点

对我们理解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尤其重要。

国家不是因耕作和互市形成的村落和城镇，也不是因通婚和生育形成的宗室和家族，而是依靠暴

力和其他强制力形成的疆域和社会。其内部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族群间所必然存在的文化差异，决

定了越是幅员广阔和民族众多的国家，越难以构建起国民同一的生活场域来 “自发”消弭这种文化

差异。因而一个政权要延续和发展，不管统治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总要借助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是对政权合法性的鼓吹，但这种鼓吹从来不是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宣示，而是被注入到道德训诫、知识

教育乃至宗教信仰等各种形式之中，通过受众间的言行传递，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

此，人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接受既有政权合法性的过程，往往就成为人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

度上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虽然内嵌着既有政权意志的深刻烙印，

却又不会伴随政权的更迭而轰然倒塌。意识形态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历史，政权意志的文化化和生活

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新的文化体系来让受众认同，而总是对受众既有某些认同点的有意放

大和凸显，总是对受众可能形成某些新认同点的探索和确认，只不过这些认同点可能以新的话语体系

来表述而已。不同政权对文化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所有政权都不会否认文化在奠定共同思想基础方面

的巨大功用。政权因种种因素发生更迭，但继起的政权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和放大之前的某

些认同点，同时更替和寻找自认为更有价值的某些新认同点。从此意义上说，伴随一个国家历史的演

进，后来的文化发展总会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烙印，然而这种烙印在其久远趋势上不是更多的话语体

系，而是曾经借助这些话语体系加以呈现和接受历史检验的、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文化认同。

抗战前的中国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典型和长期的历史进程。在广袤的内地，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

与中原汉族人口的南迁，逐渐开启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悠久历史。在辽阔的边疆，无论曾经作

为边疆政权统治的中心区域，还是内地政权拓展的疆土，当地与内地间、不同边疆地区间人口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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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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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或被迁移，使得很多边疆地区从总体上具有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历史特点。① 地区和族群间各种交

往的不断扩大，使各民族生活文化融通点的出现和增加不可避免。更为关键的是意识形态。至晚自汉

代以来②，在近代中国疆域范围内所出现的各种国家政权，没有哪一个不是面对着多民族成分的人口

状况。这些政权不管是有意识地推动民族融合，还是从社会和经济地位等特定方面强化民族或地区界

限，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整合社会思想和一些社会文化符号的强烈诉求，这其中包括文字、服装、发饰

乃至婚丧礼仪。③ 很显然，这是统治者试图以其所认可的某种文化形态来全面地引领乃至替代各种既

存的文化形态，是对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强行整合。毫无疑问，这种强行整合本身就是在抹掉民族

差异性的很多具体表现，因而很可能对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加深发生某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要实现人们生活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完全同一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文化认同也绝不是指各民

族文化形态的同一。那么，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的密切关系主要是指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

者尝试从秩序角度来理解文化，如提出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秩序安排，文化就是秩

序的内容本身和对秩序的标识。④ 而在对中国历史上一再进行的意识形态实践进行考察时也不难发

现，不管统治者有无自觉意识到，其对特定文化形态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文化形态的秩序立

场的认可。沿着这个线索可以进一步发现，由于以不同的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或出身于不同的民族，由

于不同政权乃至一个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内外情况，中国历史上代际和国别间的经济和

社会秩序经常发生变动，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恰恰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和差异之中，反而凸显

出一种基本政治秩序的愈加稳定，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少数民族

的建政史特别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些政权不管是边疆的、横跨边疆与内地的还是以内地为中心

的，不管是由哪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也不管这些少数民族之前是在怎样一种政治秩序之下活动的，由

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所组建的不同国家政权里，统治者总是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集权的

政权组织形式。这可能就便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权不仅表现出全面整合文化的强烈诉

求，更总是具有将其实际演变为强行整合的权力支撑。正如前文所说，依靠强行整合是无法实现文化

同一的，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民众正是在各种方向的强行整合中不断适应直至 “天然”地认可了中

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

由此我们必须尝试回应学界的经久争论，即如何认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中国民族融

合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政权明确将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并广泛开展这一学说的

专门教育⑤和其他各种文化实践。这不断扩大和加深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汉字、汉族生活方

式的推广乃至汉族官话对少数民族口语的影响⑥都是例证。但若由此认为中国的民族融合就是建立在

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基础上，可能又远离了历史事实本身。直至今天在边疆乃至内地的很多民族聚居地

区，其独特传统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更不要说当时。还有学者强调儒家文化在发

展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民族性，因而绝不能说儒学就是单纯的汉族文化。⑦ 这当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观

点，但若由此认为中国的民族融合是建立在对儒学的认同基础上，恐怕也难以立足。姑且不说秦汉以

来还有大量的政权和在大量的时期没有把这一理论视作根本指导思想，它也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特别是

新文化运动以来为何民族凝聚力不弱反强。从文化秩序立场的角度可以发现：不管统治者是因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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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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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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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而抬高儒学的地位，还是因为受到儒学的影响才主张中央集权，根本为各民族政权所认同的

都是其基本的政治秩序立场。这个立场不是儒学独有，但正是儒学不仅强调立足于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来渗透中央集权思想的重要性，更为进行这种全面的文化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从此意义上

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再出场不断加速着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但真正为各民族所认同的不是这个

理论体系本身，而是其政治秩序立场和被其加以自觉化了的赖以支撑这个政治秩序的社会价值体系。

当然，“如果事务的表现形式和事务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那实际上不仅 “一切科学就都成

为多余的了”，① 而且一切历史也都成为多余的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能实现的，也不

是单纯依靠文化认同能实现的。上文提到，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不是儒学的独有立场，但它又岂是中

国文化的独有立场呢？国家认同的实现和巩固从根本上依靠的是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交相作用，并

在实际过程中须臾离不开政治实践的影响。疆域是国家政权统治力量所及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边疆地

区来说，建立起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系，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中央政权的资源分配权威，

对于引导民众立足于一国范围内来加强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重大。从此意义上说，清朝时期中央

政权基于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政治实践，特别是以 “改土归流”为主线的边疆政治实践，为其

后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威权衰落的情况

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具体到边疆地区的情况来说，很大程度上

还是有赖于中央和当地政府对清朝时期统治策略的 “路径依赖”。很显然，到抗战特别是抗战全面爆

发以后，伴随国民政府政治和经济重心向西北和西南大后方的转移，边疆政治实践对于增强当地民众

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也就进一步显现出来了。

（二）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视野和意义拓展

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提示进一步扩展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视野。这种扩展首先是时

空意义上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必然开启于民族间的文化激荡过程中，而民族间的文化激荡又必然以

各自民族文化的形成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有关国家认同的考察不应单纯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式的诞

生为起点，也不应单纯局限在抗战时期，而应观照到各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就目前有关少数民

族抗战的研究来看，有些成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着重强调少数民族对故土的世代情感累积、反抗

外来侵略的传统以及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族群的安抚。但这并未呈现出各民族历史上文化认同的发展

情况，相反会使人感到，似乎各民族实际上始终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这当然不是历史的事实，因而

不能对少数民族抗战历史逻辑实现足够深刻的把握。凡此都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视野不仅要向过

去极大延伸，而且应注重把握文化认同的线索。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的扩展其次是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们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认

同集中在对基本政治秩序及相关社会价值的认同，绝不是说这就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全部。从全人类

的历史来说，人对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极其持久和普遍的，中国各民族当然不例外。具体

到中国的历史来说，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间乃至多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间，其日常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

都在不同方面或不同程度上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认同因子。当然，在

各民族共享的大量文化认同当中，对于基本政治秩序和其价值支撑体系的认同仍居于核心位置，但这

些认同特别是价值观的认同既来源于人的日常生活，又通过回到人的日常生活来加以实现和不断加

强。凡此都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应更为注重观照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的扩展还是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我们提出要注重民族文化层面的研究，不

是为研究文化而研究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抗战行为的选择、实施及其影响。从此意义

上说，“文化认同”概念在此项历史研究中的引入，其本身就体现着研究方法的扩展。然而，各民族

文化与其民族本身一样久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人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具体和广阔，都决定了相关历史

信息体量的无限庞大，即便我们只是进行以文化认同为中心的考察，也没有哪种成果形式能够一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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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此大量的信息，更不要说研究者的精力。实际上，伴随我们研究视野在时空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

扩展，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已经进入其他很多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和

利用。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目前在很多历史研究中已广泛采用这

种研究方法，例如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搭建整个研究框架，乃至从历史心理学意义上衍生出新的交叉

学科。但具体到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目前所能看到的交叉研究不仅比较少，而且基本上局限在历史

学、政治学、军事学、传播学和管理学的范围内。正是基于考察和研究各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提示

应在更加广阔的学科领域内扩展研究方法，特别是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对

于我们统摄浩如烟海的史料信息并从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抗战的历史逻辑，尤其具有重要性。

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也赋予少数民族抗战研究以更加重要的意义。每个国家 （政

权）都不仅有权彰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而且这种彰显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必不可少，多民族

文化背景的国家尤其是这样。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开启，大大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这个进程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生活方式已经发

生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革，而在这种变革的背后又是各地民众基本生活场域的不断趋同。这里不仅包

括我们惯常所说的高度类型化和标准化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更指向互联网背景下人的整个生活方

式的变革和趋同。从此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各地区和民族间文化认同的增进无疑具备有利

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种危险：其一，现代化在加速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

在加速中国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后者正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其二，

现代化在客观上不仅为民族分裂思想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传播条件，而且使这种思想更易打破传统生活

方式的地区差异，实现极端思想的跨地区乃至跨国界动员。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加速了

文化认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实现，又从内外两个方向挤压着国家认同的思想空间，意识形态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只不过在今天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依靠意识形态来加速文化认同，而是依靠意识形态

来引领文化认同。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个角度实现扩展。这部历史的逻辑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发展

史的逻辑，是民众对高度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认可，是民众在这种形式下实现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实

践。中国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这个根本立足点，使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中国具备着异常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程度是其他很多国家和民族难以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联系，对近代国人而言，他们或许还

没有实现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自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将国家存在作为个体存在一个组成部分的自觉。

这种自觉构成了少数民族抗战历史的中心内容，而少数民族抗战历史又使这种自觉得到了激烈、集中

和直观的显现。因此，在今天进行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受众呈现国家认同的有力史实，更

提示在各个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实践中凸显中央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统一的重要性———这既是中国政

治文化发展长期以来的显著特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更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才得以不断

深刻实现的。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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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彭先兵

【摘要】“三三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创造的、从

政权层面有效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模式。它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蒋

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更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政权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它适

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 “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政治国情，实现了对民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

行，因而能获得空前的认同。“三三制”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历史先河，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

价值观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三三制”；毛泽东；践行民主价值观；制度模式；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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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先兵，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文化整合研究”（１６ＢＫＳ０６８）

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追求民主为己任，在艰难曲折的民主革命中努力站到践行民主

价值观的最前列。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形势的巨大变化，在与蒋介石国民

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探索出 “三三制”以践行民主价值观，领导抗日根据地实施抗日的普选

的民主政治，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的空前认同，为在抗战中成为 “中流砥柱”

和抗战后解决 “中国之命运”奠定了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这一成功实践，可为今天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民主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之处，因而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新的研

究。其实，任何新的制度及其背后的理论，一般都具有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性质，旨在

找到更好的发展道路和实现更好的发展。设计 “三三制”来践行民主价值观，也符合这一历史辩证法。

一、“三三制”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的否定

民主在中国成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观而被津津乐道始于清末，但其践行长期有问题。无论清末新

政，还是袁世凯基于由 “约法之治”至 “宪法之治”的名义所推行的强人政治，抑或是孙中山的

“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的党权政治，各种眼花缭乱的实践都未能驶入民主政治的正轨，反而

在追求 “自由行之”的大权的惯性中一次次滑向了化妆专制主义①，无法整合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

清末新政可追溯到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主要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本鼓动

清朝实行变法。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清廷颁布变法诏书，但此后所有的诏令中只字未提 “君主立宪”。

维新派仍不惜通过弄权、专制、暴力来推进自己的主张。康有为甚至提出 “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

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②，后来他果真与谭嗣同密谋 “围园杀禄”。光绪皇帝本人则倾向洋务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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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钟群：《比较宪政史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１８页。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第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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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欲借变法改变自己有位无权的处境，赢得真正的帝王地位。慈禧太后绞杀了这次维新变法，但

她于１９０１年亲自发动的 “新政”是比百日维新更全面、更深刻的变法运动，形成了梁启超说的 “无

一官吏不言筹备宪政”的局面，“资政院提出请愿国会案，无一人敢反对；督抚公电，无一省持异

议。而代表团历访枢府当道，莫不温言唯唯”①。然而，清末新政最后还是无法摆脱皇权专制主义。

当官制改革触及皇室的既得核心利益时，慈禧太后便下了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

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的 “五不议”诏。此后清政府虽然发布了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各纲要，但

《钦定宪法大纲》只有 “君上大权”一章，后附臣民权利义务。它规定皇帝世袭罔替，权力至高无

上，不受议会约束。这种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的君上大权，被陈茹玄称为 “极端元首制”②。尽

管清政府根据９年的预备立宪期对各项事关立宪的大事均有较系统的纲领和步骤，但在实际操作中，
既得利益者大多持能拖则拖的态度，还不惜多方阻扰。即使 “缓办派”也因担忧而持折衷态度。如

孙家鼐认为，“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

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③。当立宪派再三发起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时，清政府虽然勉强答应提前３年
开国会和马上组建责任内阁，但又以立宪之名行加强皇权之实，以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责任内阁成了

“皇族内阁”。最后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中推出的 《十九信条》，终于实质性地限制了皇权，本可有推进

宪政和民主之功，但因它来得太晚，已谈不上践行。总之， “今满洲政府之对于施行宪政、开设国

会，无一毫之诚意，故到底不能见诸实事；即见诸实事，亦决无效果也”④。

袁世凯是从响应和拥护宪政而逐步登上民国的历史舞台的。在清末那段岁月，无论练新军，还是

办新政，时人多视袁世凯为新人物，而非晚清权贵眼中的危险分子。袁世凯曾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

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并奉诏入京讨论和参与立宪大计。他向慈禧面陈时，力主先设责任

内阁。清廷发布 “预备立宪诏”和启动官制改革后，袁世凯更是卖力地主张立宪和新政。他曾扬言，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为了立宪大业，“当以死力相争”⑤。他还用心良苦地奏陈：“现奉诏切

实预备立宪……拟请简明达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门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⑥ 辛

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说： “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

秽。”⑦ 然而，他一旦成为最高当权者，便开始走向与宪政、民主背道而驰的道路。作为 “新结构中

的旧人物”，袁世凯最熟悉的是专制和人治，还有武人政治。他十分推崇其时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

度。⑧ 在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初，袁世凯表面上赞成共和，实质上如鲠在喉的是政党、代议制和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⑨ 他批评政党政治怀挟阴私，“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瑏瑠，

指责 《临时约法》自公布施行以来，国势日削。“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瑏瑡，还

通电反对 《天坛宪草》，认为它 “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是无政

府也！”瑏瑢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借机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另组政治会议通过了集权主义的 《中

华民国约法》，“独自创作之集权制度，以实行 ‘一人政治’主义”瑏瑣。这种德日帝国类型的政体，使

大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 “自由行之”的大权，几乎不受议会制约。稍后的新选举法又规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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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可成为终身总统。这样，最初主张立宪政治的袁世凯，最终沦为首个否定晚清以来宪政化成果的

独裁者，由他主导制定的一系列法令，使得名义上对大总统有所制约的条款全成了摆设。但他还不满

足，最后走向了称帝的道路。袁世凯在一片反对称帝的声音中忧愤而死后，先后上台的各路北洋军阀

表面上仍假托 “共和”来粉饰门面，但同样实行军阀专制的一套。尽管个别军阀也认识到武人主义

的巨大弊端，表示欲改弦更张，“继今以往，凡所以息内争而恢复统一，舍革命而进于宪政。一切皆

将基于理性上之权威，诉诸国民之自觉，以决其成否”①，特别是段祺瑞，人称有 “三造共和”之功，

但由于 “武人政治”的强大惯性，他与其他北洋军阀一样，直至覆灭都未能走出武人主义和军阀专

制的窠臼。

孙中山早年曾主张过改良，在经历向朝廷上书失败等系列事件后，他洞悉到 “不幸中国之政，

习尚专制”②，“况夫清廷屡下变法维新之诏矣，然审其言行，有符合者否？无有也”③，转而走上了

革命道路，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此

后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并没有成功地发展起来。对此，长期以来都把直接责任归到 “新结构中的旧

人物”袁世凯的头上，但若从制度政治学和现代法治的角度考察，则 “民国梦”的破灭，首先与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莫大的直接关系。因为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和推动民主政治的

发展，关键在于依据法精神设计好具有长期性、稳定性、非人格化的制度模式和法治路径，并严格遵

循之，如此假以时日，则民主政治必成。回顾历史，很难说孙中山树立了制度化、法治化践行民主价

值观的牢固理念。他常以他自己注意力的改变、当时政坛掌权人物的改变而改变民主政治的设计方案

和践行路径。孙中山早年怀着炽热的民主理想投身革命，在建立民国之前总的来说还算民主，但之后

就表现出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非自己干的都不好”④。他不相信袁世凯、段祺瑞等人，认定其以天

下为私，“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⑤，还说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

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而对于自己，他则明确地说 “除我外，无革命导师”，要求别人信任他到

盲从的地步，“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⑥。孙中山以人己为界践行民主

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一面大力反对袁世凯等军阀的专制集权，一面自觉不

自觉地进行着自己的专权独断。具体而言，当孙中山不能主导政体的选择和设计时，他便坚决反对别

人大权在握，反对总统制，反对专权体制。如他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时，马上将总统制改为国家元

首权力较小的内阁制，置袁世凯于虚设的总统之位。后来，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国会又以 《天坛宪法

草案》赋予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绝对优势，削去了很多本应属于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特别是任命国

务院和解散议会两项基本权力），以致蔡锷等人纷纷响应袁世凯反对该宪草的通电。另一方面，当孙

中山能主导政体的选择与设计时，他便大力主张总统制，且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专权独裁倾向。“南京

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各部总长是临时大总统的赞襄者和其意志的执行者，护法军政府和后来的

大本营时期采用的是大元帅独任制。护法时期在广州一度建立的正式政府也仍是总统制。”⑦ 在遭受

陈炯明叛变这个一生中最惨痛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正式与苏俄合作。他将苏俄体制与中华革

命党的集权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军政时期 “以党建国”、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和宪政时期以 “三民

主义”建设中国的新的理论和做法。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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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５卷，第１７页。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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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正式提出 “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①，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②，并根据苏俄模式确立

了一党负责和总理集权的制度。该制度把孙中山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

的领袖和军队的领袖。作为党的总理，孙中山可以无限连任，党员必须服从总理。他兼任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议有最终决定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的具有强大权力的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都由

孙中山指定或提名。这样，孙中山通过建立党直接对国家机构实行控制的集权制度，就只待建国后以

党的总理身份出任 “极端元首制”的大总统了。国内外的历史已反复证明，即使 “真心原始之革命

党”，若无分权制衡 （制约）体制，同样会走向专制主义，民主共和难以到来。后来，蒋介石将孙中

山的以党治国的理论发展为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体制，极权的南京政权成了党内少数人 （家族）分

赃的工具，这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总之，孙中山的一生并未做到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大会

上所讲的那样：“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③ 因为他没有树立起制度化、法治化

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牢固理念，每每先发制人地打破既有法统，继而引发袁世凯等人的后发制人，造成

了不可逆转的非法治恶性循环。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从清末新政的统治者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同阶段的当权者在政

体的选择、设计与践行方面总体上在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面上跳动，一般先照搬或借用西方某种民主

政治的方案，并大力倡导之，尔后遇到问题便驾轻就熟地折向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道路，不过为了增

强合法性往往会说是学习了更好的德日模式或苏俄体制。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 “三三制”，成功地摆

脱了这一历史怪圈，既不照搬外国的政体模式，又立足于中国的既追求民主但又崇尚权威的国情来实

行民主政治，找到了制度化践行民主价值观的有效模式，实现了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二、“三三制”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是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条件下与蒋介石国民

党进行政权建设竞争、争取民心的需要，是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否定。

蒋介石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民主革命，后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并争到了中华民国的大统。

但综观他统治大陆的时期，搁置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反对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政策，为我所

用地曲解孙中山留下的 “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 “党在国上”的理论和制度，又通过 “以军治

党”建立起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由他一人独裁的极权体制。具体而言，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政权，

尽量利用三民主义和民国招牌来增强合法性，但又断章取义地发挥孙中山的 “军政、训政、宪政”

三阶段论，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３日主导国民党中常委会议通过了 《训政纲领》，基此建立了党和政府的

两套组织系统。依据 “党治”原则，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和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尽

管国民政府名义上代表了国家，也被赋予 “总揽而执行五权”的职能，但政府由党产生、对党负责、

执行党的政策。从法理看，拥有最高决策权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委，但国民

党的全代会几年才开会一次，中执会会议的间隔时间也较长，且其成员较多，即便开会，也难以讨论

细节。一般来讲，“中央必定是等待到内政上、外交上、经济上或党务上有重大问题须要中央的权力

机关来解决时，方才决定召集中全会”④。这样，日常行使权力的中枢机构实为中常会和中政会，前

者为党的权力核心，后者受前者和中执会的委托具体指导、监督政务。但由于中政会的运行也很复

杂，且其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近百人，加上列席人员，达２００人以上，“便有影响于政治会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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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严，不能使人重视。开会时，大家视为一种例行应酬……出席会议的人数，有时竟不足十分之

一”①。有时，蒋介石和许多封疆大吏的委员均不出席。再者，因为中政会的委员多为兼职，导致其

职责范围内的大小事务实际上都由秘书长掌握，而秘书长则由蒋介石的心腹担任 （中执会和中常会

的秘书长也由其心腹兼任），所以即使蒋介石不列席中枢会议，甚至不在位了，照样有人帮他操盘。

于是，国民党治下的党国体制，表面上党权至上，实际上是蒋介石一人决定一切。党的权力机构只有

掌控在实力领袖手中时，它的权威才是至高无上的。若实力领袖不在其位，法定的权威机构也同样会

被架空、冷落。中政会职能的虚实变化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从现实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政体

制的运转不成熟，蒋介石往往视其个人需要和客观情势而动，即使有制度，他照样可以不予遵循，甚

至带头破坏。他将常规的权力机构当作为其所做决定提供合法性的图章，在具体操作中往往指设一个

临时机构，对此临时机构的倚重远胜于体制内的正式机构。蒋介石在党政军中长期处于实力领袖地

位，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手谕就是 “圣旨”，尽管其担任的职务时有变更，或担任国府主席、行政

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或一身数职，但只要是他担任的职务，法规就赋予最大的实权。反之，则

有名无实。② 《国民党国民政府组织法》随蒋介石的进退反复修改了１３次之多。在抗战前，蒋介石的
专制还会受到党内外政治力量的挑战；此后，蒋介石为他的集权找到了无可争辩的根据：“就目前事

实而论，不仅训政时期的工作受到阻碍，而军政时期应做的工作，且须从头再做一遍。” “因此严格

的说来，我们目前还在军政时期之中。这时期的工作依建国大纲的第六条，应该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

之下。”③ 于是，通过建立领袖制、对领袖宣誓制和国民党总裁制等，蒋介石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大元帅、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于一身。“一个领袖、一

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最终建立起来。蒋介石以军事统帅身份驾驭党和政府，实现了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集权。

客观地讲，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些当然为战时所需，但他借战争名义搞一党专政、排斥异己、

搁置民主和压制人权，很不得人心，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整合全民族的力量致力于抗日救亡有

严重的负面影响。训政伊始，很多著名学者公开撰文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呼吁人权、民主

和宪政。特别是胡适认为，“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

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④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此置

若罔闻，反而在抗战正酣的１９３９年，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

转向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这一做法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批评。同年９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中全会
在重庆召开，青年党、国社党等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势的议案，中共代表配合着提出结束党

治、实施宪政的议案；出席会议的代表如张澜、褚辅成、沈钧儒等，纷纷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

求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和改革战时行政机构等。为收揽人心，国民党在会议上公开承认争取宪政

为合法行为，也指派代表提出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的议案。这样，宪政座谈会在国统区很

快发展起来，并影响到全国各地。中共中央也先后两次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宪政运动 “反映了全

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没有宪政就会有亡国的危险”。毛泽东指出，要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

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⑤。此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

认识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变化。在国内，国共两党的斗争不仅在摩擦与反

摩擦上进行，而且还在民主制度和政权建设上展开。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 “溶共、防共、限

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掀起反共高潮不同，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大义和民主政治，在同期举行

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首届会议上通过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此表明对国民党的 《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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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救国纲领》的积极回应和对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拥护。在认真研究民主

联合政权建设方案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指示博古等在国民党第五届参政会上提出：“国
民大会代表名额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至少为四分之一，国民党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党派及无党派

代表占三分之一。”① 鉴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宪政承诺口惠而实不至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只能率先在陕

甘宁边区实现这一构想。３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出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这一由毛泽东

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明确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产生 “应经过人民的选举”，“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

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７月５日，毛泽东为纪念全面抗战三周年写了 《团结到底》一文，

向全国首次公开宣布了 “三三制”原则，并郑重指出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

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

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③。根据 “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的带领下，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

立起新式的民主政权。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三三制”正式写进了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
通过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据此原则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政权机关。谢觉哉在 《三三制的理

论与实际》中总结道，“三三制”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 “新的区域，三三制做得好一些，甚至不仅

共产党员只够三分之一，有的国民党员当选人数比共产党员还多”④。这与国民党的 “一党专政”形

成鲜明反差，很好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 “言行一致”，同时也借此揭

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宪政谎言和自相矛盾———口允宪政而实行一党专政。两相对比，共产党领导的边

区政府自然凸显为实施民主政治的模范，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阶层人民、无党派民主人士分

享权力的诚意和协同工作的能力，从而无形中削减了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全国的合法性。

三、“三三制”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基于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由陕甘宁边区带动其他抗日根据地

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既是一种 “继往”———对过去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实行民主政治的经

验总结，又是一种 “开来”———根据新形势和新方针建立更具竞争力的民主政权，以争取抗战的胜

利和民主政治在全国的大发展。

先看 “继往”。毛泽东对此曾有个明确的说法。１９３９年１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在延
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

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以参加参议会。”⑤ 回顾历史，中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实践

是有偏差的。先是大革命期间，因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⑥，没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一味地妥协退却，放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导致大革命中形成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的民主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代替，共产党被肆意地排斥、屠杀。后是土地革命期间，在共产

国际的错误领导下，李立三、王明等党的领导人又犯了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 “左”倾冒

险主义错误，在同盟军的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主张打倒一切，不讲联合，反对同中间势力建立任何

形式的统一战线，认为 “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

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⑦ 这使得该时期的民主政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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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狭隘性，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连名称都用 “苏维埃”，因而难免遭到

失败。

再看 “开来”。面对王明路线造成的失败、蒋介石剿共的压力和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如何建立更

具合理性、更有竞争力的民主政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

致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纷纷崩溃，残存的政权也无法适应抗战的需要，有的还成了动员群众的障碍，而

那些自发成立的抗日团体，“只能是过渡的，两种政权决不能在较长时间内和平相处和相持，必须有

一个被否定，或融化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的东西”①。于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主导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显然，过去那种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在抗战中已难

以为继，新的形势要求建立能管理和整合各阶级、阶层的政权。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

导人的认识是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红军还在长征北上途中，中共中央就发表了 《为抗日救

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都应具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觉悟，

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

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底的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了在抗日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

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要用 “人民共和国”代替

“工农共和国”。② 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共中央通电停止 “反蒋抗日”的口号，稍后提出 “逼将抗日”的

方针，翌年２月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改
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此后，根据国共合作的

有关协议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建成 “统一战线模范政府”，边区迅即在基层启动民主选举运

动，发布了 《民主政府施政纲领》。经过近两年的探索，１９３９年１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
成功举行，通过政纲性质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发布的告边区同胞书中指出，边区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推动者，是民主政治的先进地区”③。为落实民主政治，也为与国民

党政权的一党专政作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 “三三制”以实施民主政治。“三

三制”的理论基础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于１９４０年初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在抗日战

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

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

个政权的资格。”④ 据此，３月６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实行 “三三制”的指示，并立即在部分新

区试点推行，第二年扩大到整个边区。稍后，陕甘宁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陕甘宁

边区施政纲领》中写进了 “三三制”，并基此成立了新一届边区政府。有了边区政府的示范作用，其

他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 “三三制”政权。总的来看，以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理论与实践为基

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从理论上批驳、实践上反衬了蒋介石国民党是 “在挂宪政

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⑤，“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简直就是

“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⑥，又很快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在 “开来”上的任务是 “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⑦。但 “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

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⑧，要依靠民主，“更进一步地团结全边区各界人民，建设出一个很好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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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方，协同整个中国解放区，为全中国人民作出榜样，并和全国一齐努力，达到驱逐侵略者与建设新中

国之目的”①。毛泽东明确指出，宪政 “就是民主的政治”②，要 “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

者，建设新中国”③。抗战胜利后，要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由各级代表大会选

举政府，且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④ “中国人民不欢

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

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但中国也未到实行社会主义宪政的时候，“只得暂时不要它”。适应现阶段

的 “应该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是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⑤。中国共

产党用来实行民主政治的三三制，“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

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⑥。

任何性质的民主都需要依托一定的制度模式来实行。“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而不独占，其

他党派 （包括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多元参与的一种用来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它符合中国国

情和适应时代需要，实际上开创了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成功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先河。

它的３个 “三分之一”，既保证了稳定的领导核心，又保证了其他党派和非党人士的民主权利和参政

积极性，因而能确保民主政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毛泽东强调说：“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

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

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⑦ 尽管抗战后局势迅速发生了巨变，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为

主要矛盾，“三三制”已难以坚持下去，但中共中央本着和平的愿望，仍然高举民主联合政府的大旗

（内在地吸收了 “三三制”的合理内容），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耐心的谈判。在１９４６年政治协商会
议上，中共代表提出，应商定共同纲领来改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有权决定人选，在政府主要职员

中，大党所占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具体谈判时，为能行使１／３否决权，中共坚持要在国民政府委员
会的４０个名额中与民盟一起合占１４个名额，但蒋介石国民党坚决不同意，后来还单方面召集国民大
会，并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一面成功地应对了内战，一面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

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９年９
月在北平召开，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两个较大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代表名额的

做法。在６６２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３０％，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人士代表约占２６％。在筹备
会２１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７名；所设６名正副主任中，中共党员占２名；下设６个工作小组组长
中２人是共产党员，７名副组长中仅１人是中共党员。而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６名正副主席中，
中共党员只有２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新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和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了一半以上———６名副主席中有３人是党外的，
４名副总理中有２人是党外的，２１名政务委员中有１１人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３４个机构的１０９个
正副领导职位中，民主人士占４９人，其中正职占１５个。以上这些都是民主联合政府的直接外在表
现，从中仍可看到 “三三制”的影子。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

因其符合历史辩证法，故表现出很强的历史合理性。首先，它适应抗日救亡时代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需要。回顾历史，近代中国抵抗列强入侵每每失败，重要原因就在于专制政府实行的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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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政府抗战和军队抗战，统治者不敢发动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群众，至多是偶尔利用群众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可谓空前绝后，中华民族不整合出最大合力不足以取得最终胜利。

在专制独裁已失去合法性和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近代中国，抵抗外敌入侵，进行抗日救亡，必

须依靠民主，实施民主政治，还权于民，才能真正调动人民群众包括当时影响力还很大的士绅阶层的

积极性，进而才能形成最大的民族合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地认识到，要将国民党一党

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要保障人民自由，否则 “就不能实现

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①。因此，与蒋

介石精心炮制 《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国民党 “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宣扬一个政党、一个

领袖、一个主义不同，② 与国民党政权排斥异己、反共限共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三三制”政权

不是一党专政，而是由各党派 （也包含国民党）各阶级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因而能获得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空前认同，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抗战合力。其次，它符合

“重权威，求民主”的政治国情而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先河。中外历史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民

主政治都有一个与其国情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好，发展顺利；反之，则国运多舛。中国古代长期盛

行皇权专制主义，形成了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使民主共和

观念深入人心，但并未祛除根深蒂固的崇尚权威的政治传统，也没有顺利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因

此，近代中国在政治方面形成了 “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国情。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屡屡沦为

化妆的专制主义，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严重忽视这一国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以 “三三制”实施

民主政治，就是把握了 “重权威，求民主”的新旧传统的体现。“三三制政权是镇压敌伪汉奸活动和

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不是维持

各阶级均衡的中立的东西”③，而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为基础的，党的 “所谓领导权，不

是要一天到晚当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

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④，即主要依靠民主树立起来，当然也受民

主制约。这种民主政体，既立足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

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⑤，又继承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积极因素，不

走极端，不搞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而是与其他坚持抗张的各党派 （包括国民党）、非党派人士进行

民主合作。这就如亨廷顿所说，要建立秩序，得先有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变革中要

“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他

着眼于变革，但又不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革”⑥。最后，它实现了对民

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行。依据制度政治学的原理和现代法治的经验，任何民主政治都得以一定的制度

模式为基础，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路径来践行。否则，民主便只能是抽象的民主，无法变为现实的政

治；即便有民主理想，它也会遭遇人治而沦为化妆的专制主义。也就是说，从国家政权层面践行民主

价值观，应设计好并严格遵循非人格化的制度模式和法治路径，最忌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

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否则，即使 “真心原始之革命党”，也难免要滑向化妆的专制主

义。从清末统治者至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窠臼的关键原因，就是违反了这一重大

原理，而 “三三制”则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理论和实践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

值观提供诸多有益启示。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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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述评

漆调兰　马启民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中之重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近

年来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专题

研究，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研究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

思主义话语建构的理论基础、背景、历程、基本要素和建构途径梳理不够，对其基本经验总结不足。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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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启民，陕西杨凌人，（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

（１３ＢＫＳ０１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

义话语权建构路径研究”（２０１７ＴＳ１１８）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一定程度上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体系产生、完善、丰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

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研究，并

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对其研究大都散见于其党史类综合性著作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研究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意识形态思潮的蔓延，张静如等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

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①。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的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

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② 将 “话语权”和 “领导权”放到同等的地位加

以强调，引起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已有学者对国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

题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③，这为我们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建构实践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

的历程，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实际传播开始，已有百年历史。而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

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时期，在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在应对各类社会政治思潮和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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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统治地位。系统梳理其

建构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历程、途径以及科学总结其建构的基本经验，为当今重建马克思主义话

语权提供历史借鉴。

一、国内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的基本观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

广义上说，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涉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近年来，

在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的高度关注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在较短

时间里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内涵的研究

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内涵，是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但是，当

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普遍缺乏深入探讨，“有些学者回避对这一问题的界定，有些学者对其进行一般

性的描述，而且用词方面也并不统一”①。由于大多数学者对话语权的理解不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

话语权概念的含混性。例如，侯惠勤认为 “话语是思想统治权实现的具体形式”②，“思想领导权的实

现路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③。张国祚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

权，这样的说话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主要是

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④ 刘先春提出了 “文化领导权主要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

曰话语权”⑤。吴荣生甚至将话语权引申为控制舆论的权力。⑥

基于对话语权内涵的不同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内涵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韩庆祥、陈远章

指出，马克思主义 “三化”问题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⑦ 袁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其实质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权

的政治认同与拒斥问题。⑧ 杨昕的博士论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话语

权。⑨ 杨寄荣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问题。瑏瑠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还没有形成 “共识性”表述，正处于争议

阶段。由于 “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是科学、哲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马克

思主义话语权研究呈现出科学、哲学与意识形态三种相互分立又彼此联系、相互贯通、归于统一的视

角”瑏瑡。这种思路很有见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学者的标准、角度不同，对命题内涵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同。另外，还必须

分清命题内涵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内涵的不同层次。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中国特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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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系等概念交叉使用，似有不妥。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研究较为薄弱

著名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不是现实和语言之间的一个接触或者面对的狭窄表层，词汇和

体验的混合体。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

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① 由此，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建构历史实践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历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研究。陈锡喜的专著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

话语体系》一书勾勒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话语体系建构的轮廓，为本文在方法和内容上提供了指

导。刘先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嬗变进行了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由弱势变为强

势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确立强势地位阶段；１９７８至今受到挑战阶段。②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杨昕③、唐
勇④和曹天航⑤。陈红娟从话语表达史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历经了翻译引介与意

义建构、争竞与转换、重构与创新的三个阶段。⑥ 李亚彬运用话语理论 “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

三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了我党历史上围绕话语和话语权展开的两次主要思想斗争，指出两次马克思主

义话语权的成功取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⑦ 总之，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历程的划分，大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阶段相一致。

第二，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贡献研究。赵士发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

体系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归纳为话语主体、话语受众以及话语表达等要素方面。⑧ 陈锡喜、

温美平指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 “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

的、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⑨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唐爱军等人，认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和道路等诸多问题

上，毛泽东都创造性地运用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瑏瑠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学界对毛

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度认同。

第三，对某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李军林的专著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将话语理论的研究方法应用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

的早期传播研究中，对本文在方法上有很大启发。赵淑梅以 “左”“右”倾含义变化为中心，对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话语权的博弈进行了梳理。瑏瑡 黄寿松以 “人民民主”的重要话语为中心，系统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话语建设。瑏瑢 吴永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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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行了探源。① 蒋积伟重点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构建的特点。②

第四，对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基本经验的研究。周连顺借鉴制度学派的相关理论，对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经验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③ 侯惠勤对毛泽东、邓小平

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经验做了总结，他把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措施

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学习、批判和立法；还对毛泽东之后改革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经验做

了总结：一是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 “当代中国形象”④，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

语创新，三是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⑤。李莉对邓小平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的具体措施做了分析，并进一步揭示出其现实启示。⑥ 曹国圣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建构路径的特点。⑦

（三）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系统研究成果较少

文贵良在其专著 《话语与生存》中指出，１９３６－１９４３之间，毛泽东的话语建设工作表现为陈述
群落的整体生长。各种重要的陈述都会涉及不同的领域，构成了被称之为 “毛泽东思想”的整体。⑧

可见，延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架构的重要时期，值得学界高度关注。

第一，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研究。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的专著从宏

观上对毛泽东创造的新民主主义话语模式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这种话语模式的重大创新意义。⑨ 郭

若平指出 “新民主主义”概念的使用，建构性地表达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理论意图，并以此主导了中

国革命的观念与思想。瑏瑠 李永进专门分析了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

贡献，认为毛泽东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重任务”与 “两步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一

系列新概念和新范畴，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瑏瑡 蒋积伟对 “新民主主义”话语

的建构过程进行历史考察，指出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未来

国家政权不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抗战的合作性和矛盾性交互生长的产物。瑏瑢 其实，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有大量的话语创新，比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三三制”“人民”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对这些话语创新的研究明显不足。

第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方式的研究。张瑾认为舆论是话语权建构的

重要方式之一，在其专著中系统地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变迁。瑏瑣 张富文认

为学习运动是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方式之一，以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中心，具体考察了延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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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９年第９期，第１８—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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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① 李永进以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为研究对象，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初步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超越，逐步掌握了中

国民主革命的话语权。② 这种研究思路非常有见地。可惜，目前学界并没有从众多论战的角度揭示马

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其实延安时期的各种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文艺

界发生的 “民族形式”论战，毕海指出 “虽然从表述层面上来看将是要建构一种 ‘新文艺’的 ‘民

族形式’，实际上却是完成了对 ‘五四’文艺的批判和新的文艺形态的建构”③，暗含了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构建的成功。可见，从论战的角度揭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看来，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探讨当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面临的各类问题，比如

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内涵的理解、对当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弱化的原因分析、对当今马克思主义话语

权建构的途径等。但是，很少从历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延安时期———中

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由弱变强的重要时期，其研究的薄弱现状与研究对象的极高价值、历史地

位极不相符，形成较大反差，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的历史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取得，是在和

其他意识形态话语权共生与斗争中凸显其优势地位的，梳理其历程，总结其经验，可为当今重建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提供历史经验。

第二，有助于从学理上提升当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研究是

当前中国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其基本概念、基本要素等一般理论问题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澄清。延

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革命话语体系，通过透视延安

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命题、基本要素和基本经验，以期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的学

理性。

第三，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

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提及 “话语权”这一概念，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基于对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付诸于实践，最终在经济

文化落后的国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思想。

第四，有助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话语体系是在话语的基础之上构建而

成的。概念、判断、推理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

其科学思想体系形成的背后，是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完整体现。每一个话语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社

会现实问题而来，都是与当时各种思想对话的产物。系统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确立历程

并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有效应对当前 “非毛化”的

错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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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文：《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
１４２—１４５页。
李永进：《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２—８９
页。

毕海：《延安对 “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及其意义———以 “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第５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二）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获得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是马克思主

义话语权建构的核心问题。针对当今西方 “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的做法所 “导致马克

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架空”的现象，加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而延安时期

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过程就是在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战中确立起来的，表现在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历史和现

实，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话语权。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在学术思想领域争夺马克思主义

学术话语权的动态过程，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学术论战中的引领作用，有助于深刻理解加强马克思

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

第二，有助于应对国际话语霸权的挑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国际上传播其革命话语

和影响力的，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斯诺的 《西行漫记》一书对中国共产

党的话语建构起了什么作用、毛泽东是如何给外国人讲述中国革命故事的，等等。总结其基本经验，

是为当今应对国际话语霸权提供借鉴。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展望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研究，离不开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刻把握。目前学界对福柯话语理论在中国

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研究有待拓展。有学者指出，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及其对 “话语”和 “权力”

的理解，国内学界对它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很多人对话语的理解和应用仅仅处在望文生义的层面

上，学术界误解、误用的现象很普遍。① 因此，在正确理解话语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阐释马克思主义

话语权的内涵及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历程、建构方式及其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话语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来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在西

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提及 “话语权”这一概念，但在唯物史观基础

上，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付诸

于实践，最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

义话语权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展整体态势的研究。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

权的建构，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整体发展态势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中国的演进，历经

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过程。具体从学术界的论战到党内根据地的转变，最后走向全国的

过程。从话语权意义上厘定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出现的文化来源与社会土壤。

第三，从政治与学术的两个方面的实践，扩展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历程

的研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内涵的界定尚不成熟，目前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

究居多，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区分不够。其实，笔者认为，在新中国成

立前，马克思主义还谈不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

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两个方面。因此，对其话语建构实践的研

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实践的分析视野下，还要注重其学术实践。虽然各种论战表现着强烈地争夺

政治话语权的色彩，但通过从理论论证和学术建构的方法系统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使得延安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既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又不失其科学性。而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话语权的理论根基。因此，从政治实践与学术实践的双层角度挖掘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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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述评

构，具有很深的现实价值。

第四，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成要素的研究。话语和话语体系为话语权

服务，是话语权的基础元素。话语权的巩固与提升，直接体现为话语的成熟和话语体系的完善。延安

时期，一系列新话语的诞生，比如由 “无产阶级革命”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转变、由 “社

会主义国家”到 “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话语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成熟。

揭示其话语体系的内容、特点及其创新的根本方法，有助于从学理上阐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相关问

题。

第五，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论战”方式的研究。话语产生于矛盾，

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

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因此，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过程是在不断解决各类社会尖锐的政治矛

盾中发展的。论战作为革命时期话语生成、话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延安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无论

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历

史和现实，争取学术的话语权乃至各自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唐勇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拥有话语权的

优势地位，参与论战是必然之路。”① 可惜，学界对此研究不够，没有将这些论战放在马克思主义话

语权争夺的视角下进行梳理研究，例如发生在文艺界领域的 “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发生在延安地区

和广大国统区的 “学术中国化”运动、发生在国共两党政治直接交锋的 “两个命运”之争、“三民主

义”论战，等等。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论战此起彼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六，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的研究。科学总

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是当今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只

有全党高度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性，才能在新时期更好的去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这不

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正如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

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战争的特殊年代，

在纷繁复杂的话语背景下，建构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需要我们

认真对待，并予以科学总结。比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国际上传播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

需要我们梳理并借鉴；蒋介石的 《中国之命运》曾一度搁置外文发行，可是毛泽东让陈伯达写的批

评文章不仅在国统区发行，而且１９４４年初还在海外发行，这其中的话语较量、话语自信暗含了什么
等等。这也是需要涉及并总结的基本经验。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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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勇、王进：《２０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话语权地位的变迁》，《今日中国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５—６期。
倪光辉：《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第００１版。



朝向上帝的否定之路：德里达与艾克哈特

李永毅

【摘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艾克哈特的否定神学有很深的渊源。两人都采用了充满悖论、挑衅逻辑的言

说方式，都拒绝正面描述上帝的性质。艾克哈特的上帝源与德里达早期的延异有许多相通之处，德里达晚

期以 “弥赛亚精神”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艾克哈特的启发。德里达和艾克哈特都试图用一种否定的

方式接近上帝之名所代表的先于宗教和神学的原初性信仰。

【关键词】信仰；宗教；语言；否定神学；解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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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构主义诞生之初，德里达与否定神学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或称Ａｐｏｐｈａｔｉｃ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的关系就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Ａｐｏｐｈａｔｉｃ（ａｐｏ意为 “远离”，ｐｈａｔｉｃ意为 “言说”）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的名称
概括了这支神学的特征，就是认为上帝作为至高的存在物，既是人不可知的，也是不可言说的；人描

绘上帝的属性只能用否定的形式，不能用肯定的形式。德里达早期关于延异 （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等概念的
论述和晚期关于弥赛亚精神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等术语的阐释都与否定神学有或明或暗的相似，尤其让人
联想起德国１３世纪否定神学的代表人物艾克哈特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的著作。早期的德里达刻意划清
解构主义与否定神学的界限，而晚期的德里达则主动在否定神学中为解构主义寻找资源，他与艾克哈

特分与合的轨迹可以帮助我们沉潜到否定神学和解构主义的幽微之处，在充满悖论的语言中追踪人类

寻找某种无限信仰的思维历程。

一、延异与上帝源的异同

１９６８年，在法国哲学学会的大会上，解构主义的标志词 “延异”诞生了。这个词在德里达理论

体系中的地位堪与上帝在神学中的地位相比，如果遵循古典哲学的思维，我们可以近似地把它定义为

造成一切差异物和差异的 “构成性、生成性、原初性的因果关系”和 “分裂和分离的过程”①。但这

样一种带有浓重形而上学色彩的解释显然无法让德里达满意，他用了许多近似道家悖论和禅宗公案的

说法来进一步阐明 “延异”的内涵：“它不再是一个概念，概念性、一切概念的系统和过程因它才成

为可能”②，“它不命令任何东西，它不统治任何东西，它不行使任何权威”③，“没有任何名称能指代

它，甚至 ‘本质’和 ‘存在’也不能———甚至 ‘延异’的名称都不能，它不是一个名称，它不是一

个名称的统一体，它在差异替换的链条上无休止地断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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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Ｍａｒｇｅｓ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７２，ｐ．９．
Ｉｂｉｄ．，ｐ．１１．
Ｉｂｉｄ．，ｐ．２２．
Ｉｂｉｄ．，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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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史上，采用类似论述方式的只有否定神学。正如德里达区分了作为效果和表现形式的

差异与作为原则和推动力量的延异，艾克哈特也区分了供人敬拜的有形上帝 （Ｇｏｄ）和作为宇宙原则
的无形的上帝源 （Ｇｏｄｈｅａｄ）①。正统的肯定神学 （ｋａｔａｐｈａｔｉｃ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相信，可以循着万物的因果链
条和圣经的指引认识上帝，艾克哈特却认为真正的上帝是不可知的，只有越过可知可解的上帝才能接

近上帝源，接近无名的上帝。他说 “上帝和上帝源有天壤之别”②。他形容上帝源是 “深渊”“荒野”

“神圣的黑暗”“无”，上帝源没有名字，并不是暂时没有命名，而是没有任何声音或文字符号能够与

它相称③。接近上帝源，需要抛弃一切既有的关于上帝的观念，甚至观念本身。

德里达在推出 “延异”这个术语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学术界同行会将自己的论述与否定神学联

系起来。在解构主义的初创期，在激烈抨击形而上学传统的过程中，德里达极力强调延异理论和否定

神学的不同。当然，他无法否认后者的语言策略和语言观对自己的吸引力，惊讶于它用符号 “消解

符号”，用踪迹的游戏抹掉踪迹，用语言的 “过剩和欠缺”来质疑 “语言的本质和可能性”④，也无

法否认解构主义和否定神学在表述方式上几乎难辨彼此的相似性。但他坚定地认为，延异不是上帝源

（更不是上帝）。

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的内涵不同。艾克哈特拒绝正面描述和讨论上帝源

是因为上帝源作为宇宙的至高原则和创生力量是超本质的存在 （ｓｕｐｒａ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ｔé），它超越 （或者说

“高于”）人类思想覆盖的一切存在范畴⑤，所以一切语言面对这样的存在都失去了效用。从这个角度

看，上帝源不仅没有背离传统的形而上学，反而是登峰造极的形而上学。而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延异

是 “低于”存在的，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它甚至没有 “自己” （ｌｕｉｍêｍｅ）。其次，上帝源和延异的
伦理不同。艾克哈特用无名无形的上帝取代传统的上帝，在上帝之上设立了上帝源，仍然是从正统神

学护教的目的出发。当人们从正面描绘上帝时，就是将某种属性赋予上帝，用人类的有限禁锢无限的

上帝。从伦理的意义上说，就是基于自我中心，将某种教义当作偶像来膜拜，就是僭越被造之物的本

分，反过来塑造造物主。否定和沉默反而是保护信仰纯洁性、保持虔敬的最佳方法。当艾克哈特被控

异端、接受宗教裁判所质询时，他辩解说：“当我说上帝不是一种存在，上帝高于存在时，并不是质

疑筣的存在，反而是赋予筣更崇高的存在。”⑥ 艾克哈特传达给梵蒂冈的讯息是，否定神学的所有否

定归根结底都是肯定，都是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延异却没有这层宗教色彩，把延异作为宇宙的最高

法则，表达了德里达对差异和他者 （他者之所以是他者，正是由于主体的差异）的无限尊重，这种

尊重要求取消建立在创造者和被造者、敬拜者和被敬拜者基础上的等级结构。

早期的德里达认为，上述差异表明否定神学仍然在传统神学的范围内，仍是一种预先设定了边界

的有限结构。否定之路 （ｖｉ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ａ）迂回地通向天国，否定神学始终在为天父的事业奔忙，始终在
努力确立 “一种无限存在物的无法言说的超验地位”⑦。否定的幽暗始终隐含着一个光明的终点，就

是最终回到上帝身边，获得真知⑧。换言之，否定神学是肯定神学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肯定 －否定
－肯定的模式恰好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暗合⑨。正因如此，德里达把否定神学视为 “本体论神学”

（ｏｎｔｏｔｈéｏｌｏｇｉｅ）的一部分。“本体论神学”在解构主义术语体系中无疑是贬义词，它指的是哲学和神
学领域中以 “在场”（ｌａｐｒéｓｅｎｃｅ）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延异的提出正是为了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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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神学中的ｇｏｄｈｅａｄ一般译为神性或神格，但艾克哈特所称的ｇｏｄｈｅａｄ更接近于 “上帝的源头”这个意思，所以译成 “上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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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缺席、有和无之间僵化的二元对立，它 “不属于神学，甚至不属于否定神学最具否定性的一

支”，作为创造差异的力量，它构成了存在的可能性，先于一切存在，因此 “它包含了本体论神学”

并 “一去不返地越出了它的边界”。①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解构主义与否定神学在精神旨趣方面如此泾渭分明，为何在语言和逻

辑上却会高度混同？我们或许可以回答，无论是 “高于”存在的上帝源，还是 “低于”存在的延异，

都不能落入我们所能言说的存在之物构成的世界，两者都是超语言的。但两种不可言说的原因仍有差

别。上帝源不可言说，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语言；延异不可言说，是

因为它是一切差异的源头，而根据索绪尔符号学的原理，语言和概念的意义都取决于差异，我们无法

用语言描述从逻辑上先于语言、甚至先于逻辑本身的东西。

另一方面，早期的德里达似乎故意夸大了解构主义和否定神学的区别。如果延异被过早纳入一个

与否定神学相近的轨道，解构主义思想的革命性就会被复古的阴影遮蔽，就会失去充分发展的空间。

德里达对否定神学的过激否定或许正如否定神学对上帝的否定一样，是必要的、策略性的迂回。事实

上，否定神学对德里达的影响持续一生，而且越往后越明显，艾克哈特也成为德里达最重要的中世纪

思想资源。

二、否定神学的独特形态

如果说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德里达对艾克哈特为代表的否定神学主要持批判态度，那么在
８０年代以来的著作里，德里达明显从否定神学中汲取了灵感，为自己的政治、伦理和宗教讨论增添
了历史厚度，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核心词汇。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偶然，即使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德

里达似乎已经对否定神学有一种萦绕不去的情结，猜想 “在它里面，或许隐藏着巨大的、星云般弥

散的多种可能性，它们躁动不安，异质多样，‘否定神学’的简单名称已无法容纳”②。

在德里达看来，艾克哈特尽管虔敬，但他对上帝的矛盾态度超过了正统神学许可的范围，越过了

教会共同体和各种制度的边界。否定和沉默的方式让他摒弃了所有人格神的形象和人神交流的话语。

作为绝对他者的无形无名的上帝不同于圣经中慈悲公义的上帝，面对这样的上帝，艾克哈特感受到的

既不是国王般的威严，也不是家人般的亲密，而是一种既极力保护其神秘性又渴望进入神秘性内部、

既想靠近又需远离、既冷且热的感情。这种无言之言既像无神论，却又是 “最不能满足的对上帝的

渴望”③。最能表现出这种悖论的是艾克哈特的著名祷词：“我祈祷上帝让我摆脱上帝。”④ 否定神学

几乎只能以表演的形式存在：祷告、呼告、忏悔、见证……无法简化为一种认知理性的行为，无法成

为提供真理或真知的讲授或启示。⑤ 这样，它就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之外发现了 “知识”（ｅｐｉｓｔēｍē）
的另外一种形态，“某种绝对的秘密，它并非神意，永不显明”⑥。

艾克哈特的否定神学采用的是一种 “既多于又少于语言”的语言⑦，它对语言的可能性本身提出

了质疑。他的词句表达的 “意义”很少，近乎没有，不厌其烦地阐述沉默是最好的语言，喋喋不休

地描述拒绝描述的重要性，似乎耗尽了语言，却又源源不绝。不仅如此，由于几乎任何人都可轻易复

制、仿冒否定神学的悖论式表述 （正如任何人都可模仿禅师的公案式语录），否定神学似乎丧失了独

特的思想标记，成为一个空洞的容器。德里达说，否定神学的陈述 “倒空了所有直觉的完满”（ｉｎｔ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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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ｐｌｅｎｉｔｕｄｅ），动摇了形而上学传统中语言和超验对象之间不证自明的联系，揭露了直觉式意识内在
的缺陷和危机。① 否定神学饶舌和沉默的奇异结合展现了语言在自己的内部反抗自己，它把我们引向

语言的边缘，那里仅剩下名称，名称指向的概念或事物却消失了。

面对无名无形的上帝，艾克哈特的祷告注定不同于祈福消灾的实用式祷告，也不同于推心置腹的

倾诉式祷告，而是一种特殊的超出应验和回应可能 （即使上帝存在）的极限式祷告。用德里达的话

形容，它 “什么都不求，同时却求得比一切事物的总和还多。它不求礼物，而求上帝把自己献出

来”②。这里，上帝被理解为礼物或者赠予礼物的欲望，祷告成了阐释行为，也成了阐释发生的 “空

间”。祷词 “为上帝命名，谈论筣，说出筣，对筣说，让筣在它们里面说”，让名称成为 “名称之外

的可名，不可名的可名”③。在这个虚幻的奇异空间里，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消解了，词与物的交换停

止了，请求与允诺的经济学不再有效，只剩下上帝这个不可能的礼物 （ｌｅｄｏｎ）。礼物是德里达晚期
著作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和早期的延异一样充满悖论：“礼物从来都不作为礼物存在，永远都不与

感激、交换、赔偿、报答等价……礼物不应该被回赠，不应该被拥有，甚至不应该作为礼物存在。一

旦礼物作为礼物被送出，感激和答谢就开始摧毁它的本质。要使礼物成为礼物，送礼和受礼的人都不

应该把它看成礼物。”④ 礼物是超越算计、超越等价交换、超越经济学的利益关系的，正如艾克哈特

祷告中的上帝。

否定神学对德里达的最大价值是它向未来和他者敞开的精神渴求，晚期的德里达显然已经把艾克

哈特引为解构主义的同道。此时的他认为否定神学不只是神学的一支，而且是人类超越一切存在、本

质、身份禁锢的激情，它不仅是对这类意识的批判，更是对摆脱所有意识形态奴役的期盼，对公正和

信仰的向往。否定神学是 “一种内在的反叛”，它中断了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某种社会契约”⑤。

德里达甚至宣称：“我相信，没有任何文本没有以某种方式受到否定神学的浸染……否定神学无处不

在，但从不单独存在……它也属于它似乎冲破的哲学或本体论神学空间的一部分……”它的否定姿

态是 “为了某种真理，为了听见一个正义声音的名字”。⑥ 如果我们把引文中的 “否定神学”换成

“解构”，这段话仍然符合德里达的立场。和否定神学一样，解构 “并不是从外部用于某物的方法或

工具”，而是 “自然发生并发生在内部的东西”，自解构 （ａｕｔｏｄé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是世界的普遍现象⑦。
和否定神学一样，解构也不能脱离它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存在；和否定神学一样，解构也有信

仰，就是永远不能被解构的公正 （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和作为一切制度化宗教源头的弥赛亚精神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

正如卡普托所总结的：“解构从来都不仅是否定式的，从来不满足于说 ‘不，不’。”⑧ 解构质疑

一切百般禁止我们、压抑我们的话语，它深沉持久地期盼着来自未来的他者，这位他者是公正、是民

主，却是超越一切教条和算计的公正和民主。虽然他者和艾克哈特的上帝一样永远不会到来，但否定

神学和解构主义希望以他者之名承担解放心灵的责任，用绝对的异质性 （ｌｈéｔéｒｏｇéｎéｉｔé）将我们不断
从舒适的旧观念中惊醒。

三、上帝源的解构特征

尽管艾克哈特声称无法正面描绘上帝的属性，他还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所描绘。当代学者阿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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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认为，艾克哈特提出的深奥难测的上帝源包含四个方面：无名、无声、无分、无为，这四种性质在

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解构主义的特征。①

上帝源是艾克哈特最抽象的概念，它试图指称的是基督教上帝形象背后或者说之外赋予上帝存在

的神秘空间。艾克哈特写道：“上帝自己永远不会往这个空间里看，一刹那都不会，只要筣还具备任

何属性，筣就从未看过……如果上帝看过哪怕一眼，筣就会失去所有神圣的名称，也不再配得上筣的

位格；如果筣想往里看，就要把这一切留在外面。”② 这意味着在上帝源这个空间里，一切名称都是

禁止的。艾克哈特引用的１１世纪伊斯兰神学家阿维森纳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在上帝源里上帝何以必须保持无名状态：“对于上帝这样一种存在物，无物存在，也没有任何物能与

之相似。”③ 阿尔蒙德由此推论：“如果上帝源与我们所能命名或者思考的东西都根本不同，那么每一

次命名的行为都只会把上帝源推向离我们更远的地方。”④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德里达的延异。延异是

不得已而临时性、策略性采用的名称，它所指称的力量实际上是无法命名的，因为它与我们在语言和

思想中经验到的任何事物都有着根本的差异。上帝源既然无名，本体论神学授予上帝的性质，诸如公

正、慈悲、至善，在这个空间里就无法存在，我们就不能再把上帝的这些伦理性质视为永恒的、先验

的。用德里达的观点来阐发艾克哈特，上述性质都是所谓的超验所指 （ｌｅｓｉｇｎｉｆｉé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ａｌ），都
是人类语言创造出的幻象，并不具备实体性的存在。概念并没有客观的现实对应物，概念的意义只存

在于它在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概念的差异。

上帝源不仅无名，而且无声，它是一个非语言的空间。艾克哈特在一次布道时说，当他住在上帝

源里面的时候，“没人问我往哪里去或者我在做什么。那儿没有人可能问我……没人问我从哪儿来或

者去过什么地方。那儿没人惦记我，因为连上帝都消失了”⑤。在上帝源这个空间里，沉默之所以是

必然的，是因为沉默不用语言再现任何东西，就不会用人的概念侵犯任何东西，这样上帝源就能保持

其纯粹。在这个静寂之处，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性。上帝源先于上帝，就如同沉默先于语言。延异

也是沉默的，德里达用ａ替换 “差异”（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中的ｅ，创造出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这个词，就是对语音中
心主义传统的挑战，ａ是沉默的，因为在法语里面，它和ｅ的区别无法用声音表现出来，只能诉诸书
写。延异甚至超越了这种无声的书写 （因为有形的文字符号仍会唤起语音的联想），成为一种无形的

书写，按照德里达的定义，一切创造差异的运动都是广义的书写，这种抽象的书写是真正无声的。延

异也是非语言的，理解延异的最好办法就是忘记它是词。

上帝源的无分特性既指它内部纯然一体，也指它对外部的事物不做区分。艾克哈特断言，在上帝

源里，“最高的天使、苍蝇和心灵”是同等的⑥。上帝源是纯一。艾克哈特解释说：“灵魂在上帝源中

得到净化后就体会到了上帝，那时它不添加任何东西、不思考任何东西。纯一是否定之否定。所有被

造之物都天然包含了一种否定：它们否认自己是其他物。但上帝拥有否定之否定。筣是纯一，筣否定

一切，因为上帝之外无物存在。”⑦ 所以，任何进入上帝源的东西都同样没有价值，没有名称，没有

属性。上帝源无分的特性似乎与德里达的延异截然相反，因为延异是创造差异的力量，但延异理论针

对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形而上学的在场思维，在场思维的特点便是将价值、名称、属性实体化，并以此

为基础建立二元对立和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上帝源的无分特性从源头上否定了这类区分的合法性，
与解构主义仍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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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源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无为。艾克哈特说：“上帝工作，上帝源不工作。它无法工作，这里

没有工作可做。它从未考虑任何工作。上帝和上帝源的区别就在于工作和不工作。”① 如果作为宇宙

终极源头的上帝源是无为的，宇宙便不会有形而上学传统所深信的目的 （ｔｅｌｏｓ），所以艾克哈特这里
也挑战了哲学和神学领域形形色色的目的论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上帝源不仅无为，他物也不可能对它有所
为。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它，它甚至不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然而，上帝源怎么可能创造宇宙呢？艾克

哈特的答案是，上帝源虽然不会有意识地工作，内部却有一种自发的机制或者原则，他称之为 “涌

溢”（ｅｂｕｌｌｉｔｉｏ），就像水在沸腾中上涌并溢出容器，上帝源也会最终从深渊中涌出，成为上帝和万
物。② 但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艾克哈特的上帝源却很独特，它既非亚里士多德的静态上帝 （ｕｎｍｏｖ
ｉｎｇｍｏｖｅｒ），也不同于圣经中不仅创世而且直接干预人世的动态上帝。这种动静之间的中间状态恰好
与延异一致。德里达指出，正如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的名词后缀 ａｎｃｅ在法语中既可表示主动，也可表示被动，
延异既不是简单的主动，也不是简单的被动，而像古希腊语的中间语态，同时包含了主动和被动。③

从延异创造了差异来说，它是主动的，但延异只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自发机制，因而又是被动的。

艾克哈特在描述上帝源时陷入了一个不可摆脱的困境，这个困境也是德里达的困境：如何用有局

限的语言呈现语言自身的局限，让读者通过语言的暗示瞥见超出语言表达能力的某种真实？更进一步

说，如果这种真实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也是思想所不能思想的 （思想也在语言中展开），艾克哈特

和德里达是如何获取不能称为知识的 “知识”的？对于艾克哈特而言，如果上帝源无名、无声、无

分、无为，他是如何摆脱语言的羁绊，进入这个自由的深渊的？他如何保证通过语言所描绘的图景符

合上帝源的 “本来面目”？对于德里达而言，如果延异不是词，不是概念，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捕获

到它的，他被迫用语言形容的延异能否帮助我们理解延异 “本身”？当艾克哈特祈祷上帝帮助自己

“摆脱上帝”时，已经体会到了人不得不生活在有形世界的无助。德里达也深切感受到了解构主义不

可解决的难题。虽然 “符号”是个形而上学的词和概念，然而放弃这类 “与形而上学同谋”的语言

就意味着放弃 “对这种同谋关系的批判”，因为除了这套语言，解构主义再无别的资源。④

四、告别与回归上帝

艾克哈特与德里达的亲缘性使得他在德里达的 “神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解构主义的

重心从解构转移到建构 （当然仍沿袭了解构的表述方式）时，否定神学成了德里达 “无宗教的宗教”

不可或缺的源头。按照学者吉尔尼的看法，德里达是他所称的 “返神运动”（ａｎａｔｈｅｉｓｍ）的代表人物
之一。⑤ “返神”并不是简单否定无神论 （ａｔｈｅｉｓｍ），回归有神论 （ｔｈｅｉｓｍ），而是既抛弃上帝又回归
上帝，抛弃形而上学因果性和神义论 （ｔｈｅｏｄｉｃｙ）的上帝，回归一个不再全知全能、完全陌生的上帝。
列维纳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用法语词 ａｄｉｅｕ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新型的人神关系。Ａｄｉｅｕ（表示告别）
由介词à（表示靠近）和名词ｄｉｅｕ（意为 “上帝”）构成，人必须先与传统的上帝概念告别，才可能

重新回到上帝身边⑥。或者用利科尔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的话说：“只有偶像死去了，存在的象征物才能
开始说话。”⑦

对德里达来说，告别上帝需要借助否定神学的思路。在 《救／除名》（“ＳａｕｆｌｅＮｏｍ”）一文中，
他提出，在这个后无神论的时代，我们只有拒绝注入确定的内容，才能拯救 “上帝”这个神圣的名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ｅｉｎｅｒＳｃｈüｒｍａｎｎ，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２１６．
ＩａｎＡｌｍｏ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ＴｈｅＨｅｙｔｈｒｏｐＪｏｕｒ
ｎａｌ．４０（１９９９），ｐ．１５８．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Ｍａｒｇｅｓ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７２，ｐ．９．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Ｌ’éｃｒｉｔｕｒｅｅｔｌａ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ｕＳｅｕｉｌ，１９６７，ｐ．４１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ｅａｒｎｅｙ，“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ｏＧｏｄａｆｔｅｒＧｏｄ：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Ｒｉｃｏｅ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３９（２００９），ｐｐ．１６７－１８３．
Ｉｂｉｄ．，ｐ．１６８．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Ｆａ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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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文章标题已经浓缩了他的观点，ｓａｕｆ作为形容词意思与动词 “拯救”相关，作为介词则表示排

除。排除既有的关于上帝的观念，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层层重负下将 “上帝”这个名称解救出来。这

种通过拒绝命名上帝来维护上帝的策略和否定神学如出一辙。德里达甚至说，真正渴望上帝的人必定

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摇摆。 “对上帝的渴望”在 “荒野中与极端的无神论相交”，这样的无神论

“总是见证了对上帝最强烈的渴望”，“和神秘主义一样，否定式的话语总是有无神论的嫌疑”①。所

谓 “否定式的话语”（ａｐｏｐｈａｔ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里无疑指的是否定神学。德里达在此揭示了解构主义、
否定神学和无神论的复杂关系。他从不否认解构主义是某种意义上的无神论，但这种无神论并不反对

上帝，而只是反对由各种上帝观念构成的传统。

德里达认为，回归上帝首先是一个清空 “上帝”这个概念的过程，悬搁所有从传统继承的前提、

结论和心理期待，放弃所有的教义、仪式和制度，在旧上帝缺席之处为新上帝创造一个迎接的空间。

但迎接新上帝并不意味着创造另一套前提、结论和心理期待，建立另一套教义、仪式和制度，这位新

上帝如同艾克哈特的上帝源，是不可用任何概念限定和把握的，它是绝对的他者，它带来的是绝对的

惊讶，因为我们的一切语言、一切概念在它面前都会失效。德里达把这种向未来和他者敞开的心理结

构称为 “无宗教的宗教”。如果说 “无宗教的宗教”中还存留着什么，那就是原初性的信仰 （ｌａ
ｆｏｉ）。信仰不同于宗教，它存在于一切宗教的核心和源头。“没有任何宗教没有承诺的行为。”② “如
果没有表示信任的行为，没有某种宣誓，你不可能和他者对话。你试图证明某件事的时候会怎么做？

你会对另一方说：‘相信我。’即使你在撒谎，即使你在作伪证，你也会请求对方相信你。‘相信我，

我在和你说话’就是请求信任的宣誓，这种信任不可能简化成一个理论的陈述，一个结论式的判断，

它打开了与他者交流的通道。”德里达把 “这种承诺的普遍性，这种对未来的期待的普遍性，还有这

种期待与公正之间的关系”称为 “弥赛亚精神”（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③。它不同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的、伊
斯兰教的弥赛亚体系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以及这些宗教里面出现的特定的弥赛亚形象。

解构主义神学与否定神学的相似性再度显现出来。两者都容易与无神论混淆，但它们从根本上说

并非无神论。无神论在激烈否定包括上帝在内的各种神的概念的同时，会把某种物质性的或者以物质

性为基础的东西作为新的信仰基础。德里达和艾克哈特虽然抹掉了神学传统中上帝的各种属性，但他

们并没否定上帝本身，或者说没有否定人期待上帝的心理结构。即使艾克哈特希望摆脱上帝，只要他

还向上帝祷告，信任的心理基础就依然存在；即使德里达抽空了上帝的一切内容，只要他还保留了上

帝之名，他就依然为人类朝向某种绝对的他者留出了通道。

但我们却无法说两人的信仰是纯粹的形式、毫无内容。德里达的 “弥赛亚精神”和艾克哈特的

“上帝源”都曾被他们比喻为荒野。我们当然可以把荒野理解为宇宙的终极状态，但这个词里始终出

没着一个幽灵，那就是摩西的荒野。或许两人在有意无意地暗示，荒野只是一个中间状态，或许存在

某种超越语言和思想局限的智慧能最终把人引向迦南那样的应许之地。他们不愿放弃这个上帝这个伤

痕累累的名字，原因或许在此？但无论如何，这种 “空洞”的信仰至少代表了一种伦理立场。德里

达指出，将普遍的 “弥赛亚精神”固化为具体的 “弥赛亚体系”就是 “把特权赋予了众多传统中的

一种，并且承认了某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某种语言、某种原教旨主义是上帝所赐”，从而让宗教变

为一种压迫的工具④。即使在一种宗教内部，某种教义唯我独尊也是常态，艾克哈特被指控为异端就

是证明。所以，否定之路可以避免肯定之路的专横、暴力和血腥，从而将我们引向信仰源头的上帝，

而不是膜拜权力塑造出来的某个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学的否定其实是伦理的肯定。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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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Ｏ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Ｅｄ．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ｔｏｉ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３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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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ｐｐ．２１－２３．



德里达论宽恕：作为 “不可能”的 “可能”

龚晓康

【摘要】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宽恕那些 “不可宽恕的事情”和 “不请求宽恕的人”。如果一种

罪行可以轻易被 “补救”与 “原谅”，这是人们永远都可能做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宽恕不能出于 “同情”，

不能出于 “交换”，也不能出于特定 “目的”，因而属于 “不可能”的绝境性体验。但宽恕的 “不可能”

中蕴含着 “可能”，他者的 “相异性”是其得以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人类正是经由宽恕，方能实现对自我

有限性的超越，并获得自身的最终解脱。在此意义上，“解构”并非 “摧毁”了宽恕，而恰恰是对宽恕的

“建构”。

【关键词】宽恕；解构；他者；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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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空性与解构”（０９ＣＺＸ０１８）

在德里达的后期哲学中，他更多地关注宽恕、死刑、正义等伦理学问题，以回应学界对于解构哲

学消解了伦理的指责。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德里达接受了法国 《论坛报》的专访，指出宽恕的真正本质是

无条件的，即 “宽恕不可宽恕的”；如果只能宽恕可以宽恕的，就意味着宽恕变得有条件，算不上真

正意义上的宽恕。２００１年９月，德里达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

效约束”的演讲，指出宽恕概念中存在着悖论性因素，宽恕乃是摇摆于 “可能”与 “不可能”之间

的 “绝境性”体验。德里达对宽恕概念的解构，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张宁认为解构思路最大的

特点是 “追索思考对象在语言中的原初状态”，找出其 “异质与悖论因素”，让其自身的悖论运动在

自我建构中 “自我解构”。① 尹树广指出德里达对西方伦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解构，并非要 “放弃所

有传统或提供一个绝对抽象的乌托邦”，而是要 “使伦理和政治观念重新获得它们的现实能动性”。②

本文以 “宽恕”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为线索展开，指出解构并没有否定一切，而是包含着肯定性的

因素。德里达对于宽恕概念的解构，并没有堕入价值虚无主义，而是重构了宽恕的伦理价值。

一、作为绝境体验的宽恕

西方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两种宽恕传统。一种是有条件的宽恕，要求犯罪者认罪、忏悔和改过自

１７

①

②

参见张宁：《德里达的 “宽恕”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参见尹树广：《宽恕的条件和界限———苦难意识、记忆理性和有限度的超越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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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并向受害者提出请求，以此来换取受害者的宽恕。但是，有罪者如果做出了忏悔，认罪并请求宽

恕，那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 “另一个人”。① 那么，人们宽恕的又是谁呢？另外一种是无条件的宽

恕，不要求犯罪者忏悔自己的错误，甚至不需要犯罪者的请求，都应给予宽恕。有条件的宽恕遵循

“罪罚相当”的逻辑，无条件的宽恕则是对此种逻辑的超越。德里达认为这两种逻辑共同存在于传统

之中，只不过前者比较明显，后者比较含蓄而已。如 《圣经》所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

耀。”②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③ 两种宽恕逻辑虽然存在着异质性，但又是不可

分离的，“在无条件宽恕的提案中，有一种在自我规定、自己服从于有条件性的过程中对明确、特定

的变化－效果的内在要求”。④

谁能请求宽恕？谁能作出宽恕？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宽恕具有神圣的性质，只有上帝才能给予宽

恕，人不能宽恕人。但德里达说，受到罪恶伤害的始终是人，因此，请求宽恕和给予宽恕的只能是

人。并且，宽恕只能在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才能发生，唯有施害者可以请求宽恕，也唯有受害者才能

给予宽恕，宽恕是 “单独的”、“面对面的”。另外，施害者能以集体的名义请求宽恕吗？受害者能以

集体的名义给予宽恕吗？当受害者已经死去，其后人或者幸存者能代表他们宽恕吗？德里达说，不可

以。只有受害者才能有权利宽恕，如果受害者已经死亡，那也就没有了宽恕的可能。同时，要警惕以

集体的名义代表受害者做出宽恕的承诺，因为这窃取了受害者宽恕的权力，剥夺了其是否给予宽恕的

自由，“使受害者丧失一切表示、一切作证的可能性，受害者因而进一步受害”。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宽恕日益与政治、法律、外交联系起来。许多纳粹战犯认为自己只是

作为公民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并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有的甚至认为大屠杀是 “革命”的行

动。在法庭上，虽然也有人对犯下的罪恶请求宽恕，但是，这种请求是发自内心的忏悔吗？有可能只

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假装、机械的仪式，虚伪、盘算或者装腔作势，通常也在其中，并寄生在

这一认罪典礼上”⑥。纳粹的罪行是如此的血腥野蛮，已经超出了人性所能承受的尺度。在他们没有

忏悔罪行及请求宽恕之前，我们能给予宽恕吗？当有罪者通过经济奇迹而变得 “丰衣足食、脑满肠

肥”时，宽恕就变成了 “一种阴险的玩笑”。⑦ 为此，扬凯列维奇写下了 《宽恕》 《不受时效约束》

等文，主张有罪者应做出真诚忏悔并自我审判，惟有如此宽恕方得以可能⑧，否则宽恕会导致对暴行

的遗忘。扬凯列维奇虽然主张宽恕的有条件性，但也承认自己对此 “摇摆不定”。因为他相信宽恕具

有无限的力量，对罪犯的惩罚显得无足轻重，“宽恕像恶一样强大，但是恶也同样有力”⑨。这些罪行

不可能用人的尺度来衡量，但宽恕本身也可能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被要求，或者是彻

头彻尾的罪恶，也要给予宽恕。德里达指出，扬凯列维奇的论证包含了两个需要澄清的 “公理”。第

一，在施害者没有忏悔罪恶，没有提出请求的时候，不应该给予宽恕。已经发生的罪行不可逆转，这

是 “过去”的存在，不可遗忘亦不可救赎，需要施害者承担 “历史”的责任。第二，纳粹犯下的罪

行如此惨绝人寰，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死亡”瑏瑠，因此，不应该宽恕，

应该不宽恕。

两种宽恕传统共同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这源于宽恕概念中的悖论性因素。在德里达看来，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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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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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２３页。
《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２００９年，“旧约”第１０５９页。
同上，“新约”第９页。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３４页。
［法］德里达：《世纪与宽恕 （续）》，金丝燕译，《跨文化对话 （五）》，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０页。
同上，第１２页。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１２页。
关于扬凯列维奇宽恕思想的分析，可参见陈旭东：《善与恶的搏斗———扬克列维奇论宽恕》，《哲学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Ｊａｎｋéｌéｖｉｔｃｈ，Ｌ＇ｉｍ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１９８６，ｐ．１４．
Ｉｂｉｄ．，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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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着两种 “对立”和 “互补运动”。纳粹认为犹太人有着不可补赎的罪恶，所以纳粹

“以本身不可补赎的方式在任何可能的宽恕之外行事”；犹太人也认为纳粹的罪恶是不可补赎的，因

为纳粹把 “他们的受害者当作具有生存或要求作为人生存的原罪 （不可补赎）的有罪之人”。① 双方

皆认为对方存在着 “不可补赎”的罪恶，因此针对对方的任何行为皆无需请求宽恕。正是这种对立

的 “互补运动”，使宽恕变得不再可能，成为了一种 “绝境性”的体验。宽恕的有条件性与无条件性

之间相互矛盾，又共同存在于宽恕概念之中。德里达通过对宽恕概念的分析，试图揭示其隐含的内在

矛盾性，从而表明解构的运作并非外在于概念本身，而是概念本身的某种 “自我解构”。

二、“不可能”的宽恕

在德里达看来，如果一个罪行可以被轻易 “补救”与 “原谅”，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做到的，谈不

上严格意义上的宽恕。真正的宽恕应是 “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②，而这又超

出了普通的逻辑，使宽恕成为了 “不可能”。

首先，宽恕不能出于 “同情”。“同情”乃是 “同一性”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自我”将 “他

者”纳入自身，从而建立起双方的认同；如果了解了施害者的施害原因，那就进入了对方的角色，

或者对方在请求原谅时站在 “我”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上的话，那么双方就有了某种认同化过程，我

会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甚至原谅他的所作所为，也就不再有宽恕可言了。因此，宽恕只能是一种

“相异性”的经验而不能是 “同情”，只有当我面对 “某个我根本不了解、离我无比遥远，而且我无

法认同于他、他也无法认同于我”的人时，宽恕才是可能的。③ 事实上，“他者”作为异质性存在，

是 “自我”永远不能通达之地，永远不可能被自我化约为 “同一”。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有着神秘

的深渊，自身经验本身中无法还原的东西正是朝向他者的通道和出口， “他者只有在其相异性绝对

地、无限地不可还原的情况下才是他者”。④ 无限 “他者”是任何概念都束缚不了的，不能被置于任

何 “同一”的视域中加以思考，因为 “在同一视域这种根本统一体中，所有的突变、所有的意外总

是被纳入某种理解和认可”。⑤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可移植的差异，是一种 “极端相

异性”的经验。德里达指出：“要想有宽恕就必须有绝对的、不可移植的差异，这可能使得宽恕不可

能！”⑥ 如果 “他者”被纳入了自我的同一性，只不过表明双方建立起了 “同情”，但这也意味着宽

恕的停止。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德里达认为宽恕不能是 “分享”他者的情感，而是超出了 “同情”、

“理解”、“认同”等 “同一性”的运动。

其次，宽恕不能出于 “交换”。德里达提醒我们，伦理中存在着经济学的维度：一种是对等的经

济学，“讲求相对称的利益交换或复仇的经济学”，伦理行为中存在着利益的算计与考量，追求的是

对称的、同质的、等值的回报，因而这种行为的伦理价值也是 “有限的”；另外一种则是不对等的经

济学，被交换的事物具有异质性与不对称性，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则是 “无限的”。⑦ 不对等的经济学

源于对 “他者”的绝对责任。“他者”意味着非聚合、离散性、异质性，还包括与自身的非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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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宽恕及跨文化哲学实践———德里达访谈录》，《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第５７卷，第１１８页。
参见邓元尉：《他者的佳音———德希达的他者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王晓朝、杨熙楠主编：《传统与后现代》，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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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不完备性、无限的超越性等，不能被归入某种整体性、同一性，也因此不可被计算，不能被划

入某种特定的规则。对于他者的责任是不对等的：“不是为了可计算的平等，因此不是为了主体或客

体的对称和共时的可计算性或可归罪性，不是为了恢复一种限于惩罚、复原和公平处事的正义，而是

为了恢复诸如赠礼的不可计算性和他人的超越经济立场的独特性这样的正义。”① 因此，宽恕不能是

要求回报的交换行为，而只能是无条件的 “赠予”。

据张宁在 《德里达的 “宽恕”思想》中的分析，宽恕的法语为 “Ｐａｒｄｏｎ”，其中 “Ｐａｒ”有 “出

于”“由于”之意，“ｄｏｎ”有 “天赋”“赠与”之意，因此可以理解成 “宽恕出于天赋和赠与”。又，

英文 “ｆｏｒｇｉｖｅ”意为宽恕，而 “ｇｉｖｅ”即是 “赠与”。② 从词源上来说，“宽恕”与 “赠与”存在着某

种内在联系。赠与是将礼物无条件地 “赠送”他人的行为，与赠与相对的是有条件的 “交换”。既然

赠与是无条件的，那赠与者就不能要求受赠者任何回报，否则赠与就变成了利益的 “交换”。当我们

“赠与”礼物时，不能希求 “回收”礼物，甚至 “赠与”本身要求隐没 “赠与者”、“受赠者”、“礼

物”三者，“为了有赠送，作为赠送是不许显现的。③ 因此，“赠与”的难题就在于，赠与者不能要

求回报，受赠者不能表示感谢，如果有 “回报”与 “感谢”，那 “赠与”就成为了 “交换”。这意味

着 “赠与”不能考虑算计、规则、均衡、公平等，不能与感激、交换、赔偿、奖赏等联系在一起。

德里达说：“礼物不应该被回赠，不应该被重新占有，甚至不应该作为礼物存在。一旦礼物作为礼物

被送出，感激和答谢就开始摧毁它的本质。”④ 礼物超越了赠与者与受赠者相互感激的循环，甚至不

应作为礼物而被答谢，礼物从来都不能作为 “礼物”而存在。 “礼物”概念中所蕴含的悖论性，是

“赠与”与 “宽恕”所共有的性质，“大概就是它们存在的那种原则上的无条件性，及它们不同于人

们日常所称的向意识或实存呈现的经验的那种经验性”。⑤ 这就是说，宽恕只能是纯粹无条件的给予，

超越利益的算计而不求任何回报。如果要求施害者的忏悔，这就变成了一种 “交换”行为，已经远

离了真正的宽恕。宽恕不能以 “不再发生”为前提条件，因而是一种 “不可能”的经验。

第三，宽恕不能有特定 “目的”。宽恕既然是超越算计的非交换行为，那就不能与特定的目的联

系起来。宽恕只要为一个目的服务，无论 “这个目的多么高尚多么精神化 （赎救或救世，和解，拯

救）”，只要它 “旨在建立一种正常化 （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心理的）”，那么，“宽恕就不再

纯粹，包括宽恕这一概念”。⑥ 为了特定的目的，如为了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甚至外交上的需

要而做出的道歉举动，这些都是有条件的行为，与真正的宽恕无关。换言之，宽恕只能是非功利的和

纯粹的，出于特定目的的宽恕不是真正的宽恕，它不过是一种 “政治策略”或一种 “精神疗法似的

协调”。⑦

真正的宽恕是宽恕不可补救与原谅的罪恶，即那些非正常的、非标准的、非规格化的东西。这也

意味着，如果一个加害行为是正常的、标准的、规格化的，那就应能为我们所 “谅解”，因此也就不

需要 “宽恕”，宽恕本应该是 “异常的，奇特的，经得起不可能的：就好像它截断历史时间的通常进

程一样”。⑧ 宽恕那些本来不可宽恕之人或事，意味着宽恕乃是 “不可能”的经验，“应该被视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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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本身，它可能做的是不可能”。① 这种 “不可能”的因素，内在于宽恕概念之中，体现了概念的

“自我解构”。

三、宽恕的 “可能”

宽恕那些本来 “不可宽恕”的，这让宽恕变得 “不可能”。但德里达认为，宽恕的可能性正是在

它的不可能性当中，“宽恕只在在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宽恕不可宽恕的罪恶的地方才能获得意

义和宽恕的可能性”②。那么，宽恕的 “可能”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他者”突破了同一性的幻象，这构成了宽恕得以可能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上学所追求的

自身同一性，在解构主义看来只是一种幻象，因为自身中的 “他者”早已存在，不断地推迟 “自我

同一”的 “在场”的实现，此即德里达所谓的 “延异”运动。在此过程中，同一性与整体性被彻底

瓦解，而差异性与分离性得以凸显。然而，只有在与他者发生关联时，才能有所谓的宽恕问题，因为

有了不可能被同一化的异质性——— “他者”的存在，才敞开了 “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因此， “解

构”乃是朝向 “他者”的永恒运动，不是排斥而是尊重和拥抱 “他者”，在回应 “他者”祈求、倾

听他者召唤的过程中，承担起对 “他者”的伦理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宽恕乃是一种

“极端相异性”的经验，只有当我面对某个我根本不了解、离我无比遥远，而且我无法认同于他、他

也无法认同于我的人时，宽恕才是可能的——— “与宽恕的不可能性恰恰自相矛盾的是宽恕变成可能

的因素”。③ “他者”的相异性虽然构成了宽恕概念中的悖论性因素，但这恰恰是 “宽恕”得以可能

的前提；也只有在 “他者”的相异性运动中，才能显现出宽恕的真正意义。

宽恕不是朝向 “自我同一化”的运动，而是承认了 “绝对他者”的相异性，即是打开了朝向他

者的无限视域，乃是对封闭的、有限的 “自我”的超越。德里达赞同黑格尔所说，人的本质具有绝

对普遍性，然而人的直接存在却是有限的。判断意识是以普遍性为目标，试图摆脱有限性的羁绊。但

是，行动所涉及的对象总是有限的，是以实现具体目的为满足，所以判断意识把一切行动意识看成是

为恶的，是对无限性的背离，行动意识也将判断意识看作是 “卑鄙的”。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能否实

现和解呢？黑格尔指出，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都是精神行为形式，都是整体的一个环节，只有双方放

弃自己的片面性，相互承认才能克服有限性，表明为宽恕与和解这种精神 “在它的对方中，亦即在

作为绝对存在于其本身的个别性的那种纯粹自身中，直观地认识到作为普遍本质的那种纯粹自身知

识，———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相互承认，也就是绝对的精神”④。宽恕源于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的和解，

因此其本质就是放弃自我以接纳他者，可看作自我意识的完成及绝对精神的实现。“如果我不宽恕，

历史就会立刻停止。”⑤ 人类正是通过宽恕他人，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以实现自我的解脱，故宽恕

也是构成自我的过程。就此而言，伦理生活的关键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在宽恕 “他者”的过程中实

现 “自我”的超越。只有实现 “自我”与 “他者”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才能共同走进动态多元的开

放世界。

其次，宽恕超越了 “罪罚相当”的逻辑，因而属于 “自由”的决断。 “法律”是可以计算的，

犯下何种罪行应该受到何种惩罚，完全可以依照现成的法律做出判定。但是，如果一种决定只需要遵

循一定的规则，那主体就不需要为此 “决定”担负责任，因为他仅仅是遵循规则而非 “自主”地决

定；但如果这种决定没有规则可循，是主体自主做出的 “决定”，那他就需要为决定的后果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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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宽恕作为难题性的体验而没有任何规则可循，超越了司法意义上的 “罪罚相当”逻辑，因而属

于主体 “自由”的决断，但这恰恰意味着主体要为此承担 “责任”，承担对 “他者”的绝对伦理责

任。

同时，宽恕也不同于道歉、遗憾、赦免、时效性等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赦免权是统治者以国

家的名义，对罪犯做出的特赦决定，因而是对司法－政治秩序的中断，属于例外的逻辑：“这也是在
司法－政治本身中中断司法－政治的秩序的东西，是在司法－政治中的一种司法－政治的例外，但这
是一种至高权利的例外和中断，是它们奠定了这种它们由之被驱逐并与之不相容的东西。”① 康德认

为赦免权属于至高权力，是最微妙与最困难的，因此将其称为 “一次行动”：“通过一种最高权力的

尊严的、带有特权性的权威行动来处理，作为在个别案件中运用赦免权的一次行动。”② 赦免只能针

对那些冒犯至高尊严的罪行，如偶然发生的有损于统治者本人的叛逆罪。因此，法律上的赦免应该有

严格的限制：一是不能赦免那些没有做出请求的人，二是不能赦免针对第三者犯下的罪恶。德里达与

康德一样，对赦免权持审慎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 “极其暧昧”的权力，在赦免一个罪人的同时

凌驾于法律之上。但问题在于，君主如果不是受害者，他也就没有权利宽恕。因此，赦免权与宽恕虽

然都属于例外的逻辑，但前者不能排除利益的考量，因此并不属于宽恕的范畴。德里达认为，赦免权

可以中断法律的规则，但宽恕却不能代替司法程序，“我们可以宽恕一个进行报复的恐怖分子而同时

诉诸法律：纯粹的 ‘宽恕’，无条件的 ‘宽恕’”③。即使我们准备宽恕某人，也可以将他送上法庭。

因此，对于罪犯的宽恕并不是鼓励犯罪，也不意味着罪行都将得到宽恕，更非容忍极端的暴力行为。

宽恕不能以惩罚为前提条件，也不意味着放弃惩罚。在德里达看来，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就

是要通过公开的审判，以公正培育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以宽恕抚慰伤害。

最后，宽恕中断了复仇的循环，使受害者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宽恕属于不对等的经济学，即使罪

犯不求悔过，我们也应给予无条件的宽恕，这意味着宽恕中止了报复的循环。根据阿伦特的分析，报

复行为 “一般以再次行动的方式针对最初的冒犯，因而人们不是结束第一次过失的结果，而是依然

纠缠于这一过程，使每一行动无终期可言”。④ 但与没有尽期的报复相反，宽恕行动以一种出乎意料

的方式做出反应，不再对冒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从而中止了复仇的循环。阿伦特还将宽恕视为人的

本能之一，即一种从不可逆性中超脱出来的能力，如若没有此种能力，“我们将永远成为后果的牺牲

品”。⑤ 德里达赞同阿伦特的观点，如果没有宽恕而只有报复，施害者与受害者将无法摆脱冤冤相报

的循环，双方都将成为罪恶的牺牲品而难以自拔。但是，宽恕并不是教人忘却惨痛的过去，也不是抹

消对于罪恶的记忆。恰恰相反，宽恕要求对罪恶和有罪者 “拥有绝对、完好、主动的回忆”。⑥ 只有

毫无保留地重建对于罪恶的回忆，才能谈得上宽恕以避免罪恶的再次发生。

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德里达既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又主张给予无条件的宽恕。１９９５年，
南非成立了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秉持 “用特赦换取真相，用真相换取和解”的原则，力图在还原

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不但使施害者得到了新生，也使受害者得到了解脱。正

如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所说：“真正的宽恕针对的是过去，针对过往的一切从而使未来成为可能，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代代人。无论是福是祸，正是这一点

让共同体成为共同体，民族成为民族。”⑦ 正因为有了宽恕，南非的种族和解才成为可能。德里达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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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过宽恕并且只能通过宽恕，才能使施害者与受害者实现真正的和解，使双方从报复的循环以及

罪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才能让他们回到和解的共同体中。因此，宽恕不但赦免了施害者，也解脱了

受害者———让他们从受害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从而开创崭新的未来。

四、结　　语

诚如德里达所说：“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全部思考都可以规定为 ‘可能’与 ‘不可能’的对立之

上。”① 宽恕是 “不可能”的，其所面向的是 “不可宽恕的事情”和 “不请求宽恕的人”，这超出了

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但宽恕又是 “可能”的，因为人类具有从罪恶中超脱出来的能力。只宽恕那

些可以宽恕的，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宽恕；如果真有宽恕存在的话，也只能是对不可宽恕的宽恕。宽恕

在 “可能”与 “不可能”之间摇摆，德里达称之为 “不－可能”：“如果宽恕存在的话，它不是可能
的，它并不作为可能而存在，它只有在脱离可能的规律之外、在被不可能化并无限忍受作为不可能的

不－可能才存在。”② 宽恕的 “不－可能”表明其既非单纯肯定，亦非单纯否定，而是 “可能”中蕴

含着 “不可能”，“不可能”中蕴含着 “可能”，宽恕概念充满了 “辩证”运动。因此，德里达对于

宽恕概念的解构，并没有取消宽恕本身，只是彰显了概念中的二元对立，以揭示其自身具有的悖论性

结构。当然，德里达也认为解构的究竟之处超越了语言的界限，“这个概念不能被证明，不能对之进

行伦理和道德的描述”。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概念能够被证明，那就是一种 “纯化”的行为，“意味

着某种等级的划分，意味着有目标、条件等等存在”③，而这些恰恰是需要 “解构”的。宽恕乃是

“绝境”性的体验，是他人无法进入的私密之地，在无条件与有条件的宽恕之间，“绝对是不同质的，

相互不可约的……所有决定和责任都应该在不可调和而又不可分离的这两极之间作出”④。而且，实

际的宽恕行为必定处于时空之中，总是在 “有限的存在”上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

“宽恕的本质是有限的，是 ‘只此一次’的”。⑤ 因此，宽恕是在 “可能”与 “不可能”之间的艰难

抉择，我们只能尊重宽恕行为的个体性与神秘性。

德里达声明，对宽恕的 “解构”只是为了厘清概念，并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宽恕实践，他不曾

说过必须给予宽恕，也不曾说过宽恕是某种善事。宽恕不可宽恕的东西，即是将 “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这等于实现了人类能力之外的壮举，也意味着人类理智的升华，德里达说，这是 “一种人

类心胸宽广的标志”，也是 “宗教的起源”。⑥ 正是经由宽恕，人类才能从罪恶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从

而实现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因此，德里达对于宽恕的解构，并未消解其价值而堕入伦理虚无主义，

恰恰相反，正是在 “解构”宽恕的过程中，德里达实现了对宽恕的 “建构”。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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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超越的时间

———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林华敏

【摘要】时间问题是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地基，其核心是历时性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ｅ）。历时性揭示了时间的异质
性结构，同时也奠基了精神自我揭示和伦理的基本关系。历时性指出了时间的断裂与非连续：过去是不可

追溯和不可弥补的过去，当下是不断破裂的瞬间，未来是纯粹的未来。时间作为一种绝对的异质性在他人

的到来中进入意识，构成了精神全新的经验。关于他人的经验既是时间本身，也是基本的伦理事件。在无

限的视域下，时间指向一种没有神的神学。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

历时性指出了一种精神与上帝关联的途径，而这个途径最后在伦理的他人那里获得了实现。

【关键词】历时性；精神；他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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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华敏，哲学博士，（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转向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５５）

时间问题贯穿于列维纳斯的思想历程，其核心是时间的历时性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ｅ）。如列维纳斯所说：
“我最深的思考是关于时间的历时性，它支撑着我所有思考，我关于无限的思考———这种思考比关于

有限的思考更早。”① 在列维纳斯的思想进展中，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是从内在性到超越 （上帝）这个

转换的核心枢纽。历时性概念渗透在列维纳斯整个思想脉络中，交叉在意识和伦理主题的讨论中，这

些讨论最后都指向一种无神论的上帝 （超越）。通过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时间的反思以及弥赛
亚时间的整合，列维纳斯指出时间不是物理世界的客观结构，也不是意识的先验结构，它是无端的开

端、超验性的开端。这个开端的最初产生，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本文拟就这个基本脉络进行梳理，

围绕着列维纳斯的 “历时性”概念，探讨其形而上伦理学如何从时间历时性这个基本概念中发生。

一、异质性的时间经验———时间的去结构化

在１９８８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 “您现在作品主要的关注是什么”时，列维纳斯说：“我研究

的根本主题是对时间这个概念的去结构化。”② 这个主题点明了列维纳斯对康德之后一直到海德格尔

在时间问题上的批判和反思。康德将时间作为经验的基本形式；而到了黑格尔，这种时间形式辩证地

与内容结合，获得了充实；胡塞尔时间构建也基于一种意识的基本结构 （滞留、当下化和前摄的能

力）。列维纳斯认为，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都将时间视为人类经验的结构形式，因此，对作为我思

的统一体的时间的去结构化从伯格森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现代思想的问题。③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学

生，他对时间的考察打破了胡塞尔的形式化。列维纳斯充分肯定了这点，认为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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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柏格森早期的洞见，把时间理论发展为绵延的相互渗透的领域，揭开了 “钟点时间”之下更深

的结构———关于综合的 “狂喜的”时间性，本质地与人的实践、知识、道德、在世、历史相连的时

间，并且打开了存在者的揭示。① 海德格尔的时间考察也属于柏格森和罗森茨威格以来的 “时间的去

形式化”，② 但是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并不彻底，它没有真正将时间引出存在总体。海德格尔虽然不

问 “时间是什么”，却通过 “被抛”（过去）、“共在”（现在）、“先行”（将来）等概念试图以一种

不同于度量时间的方式考察时间，以对此在的分析代替物理度量的方式来揭示时间，只是这种揭示始

终没有摆脱 “此在整体结构上的全体性”。即使海德格尔最终把时间延伸到了死亡经验，但列维纳斯

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 “死亡之意义从一出发起就被解释成为存在于世之终结，消亡”③。不同于海德

格尔，列维纳斯的 “思想坚持 ‘从时间出发设想死亡，而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死亡出发设想时

间。’死亡不再是成为可能性的虚无，而是虚无与陌生的暧昧———时间不再是存在的地平线，而是在

与他人之关系中的主观性情节”④。从海德格尔回溯至康德，列维纳斯认为 “自始自终，本体论、存

在与虚无的领会一直是任何意义的源泉。无限 （它也许随着历时性、耐心和时间的长度接近思想）

从来不以任何的方式被这一分析所暗示。自康德以来，哲学成了没有无限的终结性”⑤。

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基本立场是超越康德以来的形式化的时间，将时间引向真正的本源和无限的

时间。与海德格尔不同，列维纳斯指出 “时间并非存在的界限，而是存在与无限的关系”，“死亡不

是毁灭，而是必要的疑问，以便与无限的这一关系或曰时间得以产生”。⑥在１９４７年的重要著作 《从

存在到存在者》开篇，列维纳斯就明确指出：“柏拉图置 ‘善’于存在彼岸的准则是引导这些研究的

最概括也是最空泛的指南。这就意味着，引领一个存在者 （ｅｘｉｓｔａｎｔ）趋向善的过程并非是存在者上
升为一种高级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超越行为，而是一个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的过程，是一种出
越。”⑦ 这表明了列维纳斯思想的基本指向，也指出了他在时间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对于列维纳斯来

说，“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是时间考察的重要目的，而这个目的只能通过时间观的置换获得

实现。我们知道，《从存在到存在者》阐明了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立场的基本差异：将每个具体的存

在者从存在总体中实显出来，获得其独特的意义。这项工作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超越于存在 （总体）

的命运的时间经验。在第二年的著作 《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进一步通过 “他者”深化了这种

超越：“时间不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存在论境域，而是作为超越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 ‘思’与他

者的关系。”⑧ 对于列维纳斯，能够 “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进而朝向善”的根本抓手是 “他

者”的时间。只有 “他者”的时间才能打开 “异于存在”的视域。在列维纳斯整个论述中，他将这

种 “他者”时间的论述转向了更为复杂晦涩的语境——— “时间的历时性”。

“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ｅ）是列维纳斯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有时为了与传统的用法

区别，强调时间的异质性与断裂性，会采用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ｅ这一写法），多用于语言学符号学，与顺时
性、共时性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相对，指事物 （现象）的进程及其本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具固定

性和稳定性；亦指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非共时性）。但是在列维纳斯的文本中，他寓于历时性这

个概念丰富而晦涩的内涵：历时性描述了时间自身的异质性结构，“历时性如同是 ‘在同一个中的另

一个’中的 ‘在……中’———而另一个还尚未能进入到同一个之中。古老得不可记忆者对不可预见

者的敬重。时间既是这同一个中的另一个，又是这不能和同一个在一起、不能是共时的另一个”⑨。

历时性也意味着精神和世界之间的 “非构建”关系，它揭示了一种伦理的和启示 （神学）的超越关

系、所说 （ｓａｉｄ）和言说 （ｓａｙｉｎｇ）之间的延异 （踪迹）关系。历时性是 “这样一种伦理的和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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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结构———他者的亲密性、无私、为他、所说之说”，“这种结构生成伦理和语言”。① 按照列维纳

斯的看法，历时性这个概念始终与 “不可包含者”（他者）相关联。② “历时性确切地描述了与绝对

外在的东西的关系。”③ 这种关系始终折射出意识原初的被动性以及对超越者的渴望 （Ｄｅｓｉｒｅ）。
关于时间的历时性，首先要回到列维纳斯提到的两种时间：普遍历史的时间和历时性的时间。普

遍历史的时间 （顺时性的时间），也就是列维纳斯说的死亡的时间、总体化的时间，它是存在论的基

础。“普遍历史的时间作为存在论基础持续着，在这种时间中个体性特殊的存在者失去了，它们的本

质被计算和概括了。”④ 这是一种同者的时间。在其中，个体命运是总体的一个环节，没有例外也没

有惊奇。而历时性的时间是一种断裂的时间，一种非吻合的时间，它是 “非一致性、驱逐自身的”⑤，

“要求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表明了受造者的极度分散与多样性”，它是 “历史的总体化的连续———

死亡时间所标志的———的破裂，是造物主安排在存在者中的一种破裂”。⑥ 历时性 “超越于所有永恒

的在场之顺时性”⑦。“这一历时性———既相吻合，又不相吻合———或许正是超验性的特征。”⑧

以上引文表明列维纳斯对历时性概念的丰富而晦涩的使用。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我们都

能看到这个概念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时间观的某种回应。首先，由于普遍历史的时间是存在论的基

础，因此，历时性构成对海德格尔时间和存在论的一种回应。其次，分散与超越性也打破了胡塞尔的

再现的时间经验。在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下，时间获得两个重要特征：时间不是水流，也不能被意

识再现和主题化。“水流或潮汐这些用以解释时间的形象适用于时间中的存在者 （ｅｔｒｅ），却并不适用
于时间本身。时间并不像一条河流那样流淌。”⑨ “历时性是这样一种结构，任何主题化和有目的的意

识运动 （记忆或希望）在它所建构的统一化中都无法吸收或填补这种历时性。自我的孤立的时间性

被从未来和不可记忆的过去而来的不可预见的他人的来临打破。”瑏瑠 列维纳斯认为，时间是非连续和

创生的，它无法被意识统摄进一个整体 （片段）之中；过去和未来不是当下化 （再现）能把握的，

过去不是滞留的结果，未来也不容期待。“在最后的分析中，历史的时间的每个瞬间———在其中行动

开始———是一种生产，它因此打破历史的连续性的时间———一种属于作品的时间而不是关于意志的时

间。”瑏瑡 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与历史之整体以及意识的主题化 （意向性）决裂。时间经验不再是一个

“整体”史的经验，也不是意向性的构造，它是关于不可预见的他人的超越经验。

我们知道，在胡塞尔那里，意识以一种基本 （先验）结构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同时赋予过去

和未来以意义。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历时性指出：“（时间）的历－时性，历时性的 ‘差异’，并不意

味着单纯的破裂，而是意味着一种在先验统觉的一致性中找不到的无私和调和……意味着背叛它。”瑏瑢

列维纳斯指出，通过计算和历史，时间的历时性被聚集在当下和再现中。瑏瑣 但是， “未来的历时性

……与前摄并不是一样的”瑏瑤，“过去之历时性位于时间的具体性的底部，它不能被集合到再－现 （现

在在场）”瑏瑥。由此可见，过去的流逝和未来的来临不附着在先验的主体结构 （胡塞尔）中，时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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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意义也不是先验的意识结构所赋予的。

在 《历时性与再现》一文中，列维纳斯强调了时间的超越 （外在）维度。过去是不可追溯的过

去，总是在我 （意识）介入的每个瞬间前已经在那儿。这是一种 “更为古老”的过去，它无法被我

们设想为 “曾经的”在那儿。过去是一种无法推卸的 “在”。未来，则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未来，是一

种总是要应对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却无法把握的临近，也因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 （无限）责任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因此，关于时间的经验是一种关于绝对不可把握的外在性的经验，这种关于外在性的
经验内在于我们与陌生性相遇的经验中，这就是生存的时间性。通过陌生性与他人的关联，列维纳斯

进而将时间 （历时性）作为人与人关系的节点：“历时性———超越于所有永恒的在场之顺时性———是

我和邻人 （准确地说从我到他人）之间不可逆转的 （或无私的）关系的节点，这种关系不可能是顺

时性，并且同时是无私的，如同辞别，已经是一种爱。”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列维纳斯通过历时性概念

揭示了时间的展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向度：作为他人不可回忆的过去及其不可期待的未来。历时性的

特征坐落在了他人身上：自我无法记忆他人经历过的事件；当他人从未来向我涌来，以一种不可根除

和不可还原的差异的时间性与自我相遇时，自我既不能预见也不能期待面容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责任的

命令。任何主题化和意向性的意识运动都无法同化这种在他人身上所展现之时间历时性。

二、时间历时性为伦理奠基

在 《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列维纳斯指出时间对存在论的超越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

是 “通向一种比存在论更古老的伦理学”②。“超越存在之诘问，所得到的并非一个真理，而是善。”③

对此，理查德·科恩也曾指出：“（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这两位哲学家通过对时间和感受性的仔细

分析开创他们完全不同的视角：在海德格尔那里是终有一死的和焦虑的存在者，在列维纳斯那里是道

德的和服从的责任者。”④ 这表明了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伦理指向。而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如何与伦

理关联并奠基伦理？

列维纳斯是如何理解伦理学这个概念的？在 《上帝·死亡和时间》中，他这样界定伦理学：“伦

理学是与他人、与下一个来者 （其临近不应该跟空间意义上的一种相邻关系相混淆）的关系。‘下一

个来者’，它首先强调了这一关系的偶然性特征，因为他人、下一个来者就是第一个来临者。这一关

系是一种临近性，即一种对他人的责任。”⑤ 这个界定中，列维纳斯指出了伦理学内在的时间线索，

“下一个来者”既是他人，也是未来。“时间 －他人”这个关联一直位于列维纳斯思考的中心。１９４６
年到１９４７年的以 《时间和他者》为题的讲座中，列维纳斯直接点明了：“时间不是作为一个存在者

的存在的存在论视域，而是作为存在之外的形态，作为 ‘思’与他者的关系。”“时间并不是一个孤

立的、单独的主体的成果，而是与他人之关系的结果。”⑥ 可以说，时间命题直指伦理，或者说时间

在列维纳斯的讨论中，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中才能真正超越胡塞尔和海德

格尔那里 “伦理的缺失”）。在列维纳斯那里，这二者的关联是通过主体性概念获得的，因为正是因

为真正的时间 （非物理的）的存在人才能从一般存在物中分离出来，作为伦理的存在者。主体性与

时间密切关联。我们知道，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 （甚至于在奥古斯丁时间的灵魂转向）中，时间

的内在化就已被明确提出，时间和主体性的关联也不是新的议题。对于列维纳斯，他所提问题之重点

不在于时间和主体性的构成之间的关系，他要提出的是：时间的他者指向所包含的 “时间 －他人 －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ｌｔ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ｐ．１７３－１７４．
［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第二版序言，第３页。
同上，第１１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ｔｈａｎＢｅｉｎｇ，ｏｒ，Ｂｅｙｏ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ｘｉｖ．
［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３０，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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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这个逻辑关联。在这个关联中，主体性看似问题的中心，实际上问题最后的落脚点是 “他者

性构成主体性”。也就是说在逻辑关系上，主体与时间的关联是通过他人 （时间的历时性）而完成

的，进而凸显出在主体性问题上他者 （伦理）的关键地位。正是在这个路向上，列维纳斯那里的时

间内在化进程才走出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讨论，时间的内在化才最终开显出外在性的视域。

相较于胡塞尔，主体性对于列维纳斯是个纯被动性问题，这个被动性最终发端于时间的历时性

———不可追忆 （古老）的过去和绝对的将来 （陌生）对于意识的某种 “迫近”。在胡塞尔那里，主

体的在场是我作为我自身而在场，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从 “我”这里被构建起来的，自我成了他者

的主宰。列维纳斯通过历时性经验否定了自我对他者的在场性控制，在他者对意识的进入过程中，主

体性是纯被动的。时间是自我和他者 （未来）的特殊关系，未来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东西，它不

能被人所设定。① 因此，我们和未来的关系是和异质性的关系，和一种根本地外在于我的东西的关

系。“和他者的非常的关系是和未来的关系。”② 这种关系是超越的，它是 “没有关系的关系”。这种

关系具有无限的张力和模棱两可性：未来绝对地外在于当下、外在于我，不能再现也不能期待，那么

又如何与当下，与我发生关联？这是列维纳斯的 “没有关系的关系”晦涩与困难之处，也是笛卡尔

那里 “自我包含无限”、“多寓于少”问题的核心。

但是列维纳斯没有沿着笛卡尔的思路往下走 （去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将这种紧张而模棱两可

的超验关系落实 （具体化）到了自我和他人身上。当下和未来的关系通过主体间的关系得以建立。

“未来进入当下并不是主体自身得以完成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的关系。时间的条件在于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③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人，时间是无法成其为时间的，时间经验就无法获得；反过来，如

果没有历时性，与他人的关系就会被纳入到同一性的整体中。时间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的本质是他者性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而他者性的核心在于他人的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与伦理关联。通过这种转换，
把未来置换为他人，从而实现 “绝对的未来———他人”的转换。可以说，如 《时间与他者》的标题

所揭示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他者，进一步地，就是他人；时间的历时性对应于他人的异质性。

《时间与他者》构成了对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背离式的呼应：通过以他者的时间代替

存在论的时间，列维纳斯打开了时间的伦理维度。时间作为 “‘思’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存在论

关系，也不是认知关系，而是超越关系。“与将来的关系，未来的在当下的在场，在与他人的面对面

的关系中完成。”在这个意义上 “面对面的境地才是时间的真正展开；当下对将来的进入并不是主体

独自的成就，而是主体间的关系的成就。时间的条件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在历史之

中”④。将来的临近是一次基本的伦理事件，这个伦理事件是他人的亲临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以及随之而来
的我对这种亲临的回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或者说是 “责任”）。正是在这个亲临和责任中，主体性才被构建

起来。“时间———在其耐心、长度和等候中———并不是一种 ‘意向性’，不是一种终结，它属于无限

性，并且在对他人的责任中显现出历时性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⑤ 对于列维纳斯，他人不是现象，而是
“世界”现象的中断。时间发生在绝对不在场和在场之间。⑥ 来自他者时间之中断打破了世界现象

（显现）的连续性，带来了瞬间无休止的绽出以及意识对这种绽出的回应。

这种回应是无限的。回应总是对不可回应的回应。当下不断绽出，将来无法预期，过去永远无法

追溯。在时间中，别人的一句 “你好”、“再见”是永远无法同步的，永远无法真正 “在场当下”回

应。它与我是不同时的，甚至于不可追忆的。这使得我的回应，我的回答 “你好”、“再见”永远只

能是之后和没有回应的。德里达在列维纳斯的悼词中提到一件事：他与列维纳斯通电话时，列维纳斯

在说完每句话或者每句话还没说完时，都会 “喂、喂”（ａｌｌｏ，ａｌｌｏ）地问个不停。“他似乎在每个瞬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ｂｉｄ．，ｐ．７９．
Ｉｂｉｄ．，ｐ．７７．
Ｉｂｉｄ．，ｐ．７９．
Ｉｂｉｄ．，ｐ．７９．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ＯｆＧｏｄＷｈｏＣｏｍｅｓｔｏＭｉｎｄ，ｐ．８１．
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７页。



作为超越的时间

间都担心被挂断，担心沉默或者消失，担心那个他所呼叫和通话的他人的 ‘没有回应’，伴随着在每

个句子之间 （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句子中间）不断的 ‘ａｌｌｏ，ａｌｌｏ’。”① 与他人的关系预设了一次无限的
分离，面容所显现出来的无限的打断，当另一次中断在死亡的片刻降临而更加无限地把第一次分离化

作空虚，在中断的深处又有一次破碎性的中断。这种中断是向谁发出的，又是何时发出的？② 这是他

者时间的核心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伦理－时间的深渊。在这种中断之间，伴随的是一种伦理焦虑。
在自我和他人的关系 （时间）中，这种不同步 （中断）是永远存在的，“对方”的回应永远在下一

刻，“此刻”和 “下一刻”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伦理的焦虑———不断的 “ａｌｌｏ，ａｌｌｏ”来填补，而这种
焦虑却永远无法把对方拉到同一个时间 “当下 （在场）”里。“通过以间断性、和总是重新开始性，

也即将 ‘自身延异’意义上的 ‘历时性’当作时间性的基本界定后，真正的 ‘他’‘人’就 （或才）

一同呈现了。有了他人，才有责任或回应意义上的主体。”③ 这是主体在时间中走向伦理的根本机制。

历时性打破存在与思的束缚，他人进入了时间的核心。时间的真正意义在于绝对的新奇 （他人）

的进入，这个意义远远超过对此在的领会 （海德格尔）和意识的赋意 （胡塞尔）。对于海德格尔和胡

塞尔，不论是存在还是意识，始终有一种自身同一性。但是，真正的时间———他人的亲临———打破了

这种同一性。在历时性中彰显着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取消他者的异质性，但是确保了他者对

“思”的非排斥性。“时间不是永恒的堕落、下降，而是与不允许自身被经验所吸收的东西———这种

东西是不可被同一化，绝对的他者———的关系；或者是与不允许自身被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自身

是无限———的关系。”④ 这是一种与不可见之超越者的关系，一种介于 “伦理 －形而上学”之间的关
系。“他人或上帝 （绝对他者）进入意识”与 “未来进入意识”这两个事件是伦理和形而上学之间

的同一事件。列维纳斯称这种关系为 “一种没有条件的关系，一种没有等待对象的等待，一种无法

满足的愿望”，它是 “一种距离，也是一种临近”。时间因而是一种彻底的伦理范畴。时间既是当下

（瞬间）的凝聚 （实显）和创造 （出离），也是未来进入当下 （自我）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把握的过

程，这个过程在面向他人的面容中得到实现。列维纳斯指出：“被理解为朝向绝对他者的无限的超越

的时间的运动并不会在流俗的方式上时间化，并没有与意向性的光束的直接性相似。它的显示的方

式，以死亡的神秘性为标志，通过进入与他人的关系的伦理冒险而实现了一种迂回。”⑤

这个过程是没有任何预知和止境的，“他者”的进入是一个纯被动的过程，即使是最后的死亡也

不是终点 （预期）和完成。“并不是如海德格尔所想的存在的有限性构成了时间的本质，而是存在的

无限 （构成了时间的本质）。死亡的宣判并没有指向存在的结束，而是作为一种未知，这种未知悬搁

了权力。间断的构造———它使存在从有限性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呼唤死亡。间断的虚无———一种死

亡的时间———是无限性的产物。复活构成了时间最初的时间。”⑥ 对于主体而言，复活不是瞬间的完

成，而是下一个瞬间的开端，是他人的介入打断了意识的自我沉醉，从而使得自我中心主义被打破。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不是因为瞬间的机制使得未来 （他人）的来临成为可能，而是

因为未来 （他人）的到来使得瞬间被打破，下一个瞬间才到来，时间才得以构成。

这里，我们发现列维纳斯时间阐述的真正内核：时间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内在构建的；它是一个

事件和行动———意识与绝对陌生性 （他人）的相遇。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了，意识的暗夜 （睡眠）才

能被打破，继而存在和世界才能开显。这是一种本源的时间，之后才有 “物理”和 “再现”的时间。

在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基本框架中，存在、意识、瞬间、过去、未来、复活 （创造）、弥赛亚的末世

等，这些概念都共同地指向那个活生生的他人 （陌生人、邻人），指向任何一个我们可能遭遇到的面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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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ｅｒｒｉｄａ，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ｄｉｅｕｔｏ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Ｐａｓｃａｌｅ－ＡｎｎｅＢｒａｕｌｔ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ａａ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９．
Ｉｂｉｄ．，ｐ．９．
王恒：《列维纳斯的他者：法国哲学的异质性理路》，《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８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３２．
Ｉｂｉｄ，ｐ．３３．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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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时间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每个瞬间的完成与开始，每个瞬间对他者的责任。时间是 “一个同

者到他者的运动，这个运动永远不会回复到同者”，但它又不是完全朝着一个虚无的方向的运动。①

而如同 《从存在到存在者》开篇提到的，这个指向必然地回到了柏拉图的 “最高的善”，统一于那个

绝对的外在者 “上帝”。

三、结语与余论

“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的

千古之问道出了时间问题的困境。从列维纳斯思想发展的轨迹看，时间本身不是其主旨，却是他思想

运思的地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伦理、价值、主体性和普遍性被质疑 （上帝之死与主体之死）的

背景下，列维纳斯却坚持谈论伦理与主体性。这种坚持对其后法国哲学乃至欧洲哲学中伦理的恢复具

有重大意义。在列维纳斯前后，许多思想家从物理时间 （外时间）到心理时间 （内时间），从存在到

上帝等多维度探讨了时间，却较少有人将时间问题转为伦理 （价值）问题讨论。在根本上，列维纳

斯通过对时间重新描述了人类的基本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验。他将时间与伦理关联从而拓展

了时间与伦理议题的视域和内涵。列维纳斯要寻求一种他者的时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时间———用列维

纳斯的话说是 “另类的时间”。② 这样一种另类的时间包含着在存在与意识 （意向性）之外，列维纳

斯对精神和生命 （个体）独特的理解：时间经验不是关于时间本身的经验，而是人类生存的经验。

人类的生存之所以是具有时间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的，是因为它始终指向那个没有开端和结束的超越
（无神论的 “上帝”），那个我所无法预知和承担的他人。对于精神而言，精神的意义在于新的经验

（而不在于主动地去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而与他人的遭遇是所有的经验中最独特与新奇的，也是

最为平凡而常见的。恰恰是这种经验构成了主体性的意义、精神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如果说生命是

时间的另一种表述，那么生命便是 “新的经验”，是异质性、陌生性的不断进入，不断构成 “我”的

新的经验。没有新的 （陌生差异的）东西进入意识，意识是死亡的，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列维纳

斯，意识无法自我构建和自我赋意。过去、瞬间与未来正是在其不可回忆、不断的断裂以及绝对的陌

生中给主体性提供了绝对不可把握 （规约、划归为整体）的内容和意义。而这个过程在与他人 （邻

人、陌生人、弱者、寡妇等）的现实遭遇中获得具体的实现和效应。

时间是一种超越。在罗森茨威格那里，这种超越通过个体与上帝的关系获得了实现。列维纳斯同

样也主张时间的绝对超越，只是这种超越同时具有深刻的伦理性。通过 “时间 －他者”的转换，我
们意识到精神的内在性不能构造起时间性本身，只有当这种内在性不断被打破，时间性才获得意义。

意识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意识的当下或者活着的生命 （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ｆｅ）的内核。胡塞尔及传统认识
论的意识之光，由内而外的一种光照被打破，这个打破是惊醒，甚至于是惊厥，而真正能够引发这种

打破与惊厥的是他人。他人作为另一个活着的生命，他 （她）是不可追溯的过去 （总是已经在那儿

的），他 （她）的经历 （时间）是我所无法经历的，也是绝对的未来 （不可期待的）。列维纳斯的时

间考察充分揭示了，对于人的存在，时间和伦理并不属于两个事件，它们寓于同一个事件———与他人

面容相遇。这个事件的不断发生才使得精神构成精神，才获得一种 “活着”（ｌｉｖｉｎｇ）。他人的进入是
一个完全的新奇的事件，同时也是一次冒险事件，如同德里达所描述的 “绝对的好客”所携带的危

险性。但是，对于列维纳斯，精神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未知性及其携带的冒险性，这是精神走向新的

境地，发展与延伸的必要条件与内涵，也是时间的根本意味。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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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看 《圣经》译本中 λογοσ、Ｗｏｒｄ和
“道”的互训

何光顺

【摘要】在 《创世记》中，语词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就是存在的出场。在 《约翰福

音》中，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英译本的Ｗｏｒｄ、中译本的 “道”，就是对 《创世记》语词创生世界的语词

中心论传统的再阐释，是父性主权话语的强化。不同的翻译隐藏着文化背景的歧异，古希腊 λογοσ（Ｌｏｇ
ｏｓ）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是更加精神化的；英译本的Ｗｏｒｄ主要含义就是语词，是更加符号化与抽
象化的；中译本的 “道”却具有某种母性文化和阴阳和合型特质，是实践化倾向的。古犹太与古希腊文化

的融合就在 《圣经》的翻译和阐释中实现并生长出整体性的西方语词中心论的文化传统，这使其区别于较

为独立的以 《易经》等多文本为源头的行动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传统。

【关键词】Ｓａｉｄ；语词；父性；存在；λογοσ；Ｗｏｒｄ；道
中图分类号：Ｂ９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８５－０７

作者简介：何光顺，四川盐亭人，文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中文学院教授。

作为西方思想的范本，《圣经》既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从哲学角度阐释 《圣经》不同译本的

关键词，特别对希腊文译本的 “λογοσ”、英译本的 “Ｗｏｒｄ”、中译本的 “道”这几个词进行互训，

目前尚未见到有深度系统的研究。实际上，中西方 《圣经》译者特别是研究者，并非没有认识到这

几个词的重大差异，但从互训角度阐释中西方思想的歧异，特别是着眼于文本凭据的思想史的比较，

却是远不够充分的。本文以 《圣经》的 《创世记》和 《约翰福音》的 “语言”问题为起点展开思

考，论及 “语词”或 “言说”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所引发的持续讨论，比较这种 “符号化”的 “概念

语词传统”和中国思想的 “形象化”的 “行为语词传统”的歧异，阐明西方思想传统中所具有的

“语词”和 “存在”同一并指向 “父性”的文化根基，以及中国思想传统中所具有的 “实践”和

“道德”同一并指向 “母性”的文化根基，从而区分西方思想注重 “言说”和中国思想注重 “无言”

的深层根源。这种中西方的差异可从 《创世记》的Ｓａｉｄ（道说）、Ｃａｌｌｅｄ（命名）、ｍａｄｅ（造物）这
三个层次的分析来得到展开。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对 Ｓａｉｄ（道说）一词进行诠释，并对不同译本中
的λογοσ、Ｗｏｒｄ和 “道”的歧义进行互训。

一、Ｓａｉｄ（道说），语词的言说：“λογοσ”和 “Ｗｏｒｄ”的同一

在早期希腊传统中，λογοσ（Ｌｏｇｏｓ）最基本的含义就是 “言说”①，希腊神话和史诗就是在众神

的 “争吵”中开始。早期希伯来神话及基督教圣经也是在上帝的 “言说”中开始，《约翰福音》英

５８

①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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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开篇有 “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ｄ”对 “Ｗｏｒｄ”（语词）的强调，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将其
直译为 “太初有 ‘言’”（《约翰福音》１：１）。２０世纪以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西方哲人都在
语言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悠久的语言论传统中，柏拉图主义的哲学阐释进路始终是其无法挣脱的父性

基因，即语词只有指向绝对理念的父性上帝或存在，才构成西方思想合法性的源泉，以阐明世界的可

理解性和秩序性。而这就是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语言赋予世界一种可理解的清晰性，世界被语言重

塑，制造为一种决定论的神话学，世界不再是不可说明的。①

从 《旧约·创世记》到 《新约·约翰福音》的首要问题，就是对 “语言”的关注。语言被赋予

一种创造性力量，世界在上帝的说 （Ｓａｉｄ）中被创造。《创世记》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
（Ｓａｉｄ）：‘要有光。’就有了光。”这种说 （Ｓａｉｄ）因其创始性和本源性而被很多学者直接译为 “道

说”，从而有近于中国文化中创始万物的 “道”。如中国 《易传·彖辞》的记述：“大哉干元！万物

资始，乃统天……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为君、为

父、为阳、为刚，乾道就是阳刚君父之道，就是 “大明”之道，是光明划破黑暗的二元剖分，乾道

运行，创生万物。《创世记》的 “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同样可以隐喻为父系阳性统治力量到来之前

的阴性母系时代，故 “神说”的精神力量和话语运行就可以被视为父系时代的阳性力量。

从 《旧约》到 《新约》贯穿始终的就是上帝的父性之道，就是乾阳之道，是精神性话语克服自

然性混沌的愈趋抽象的符号性言说。世界在上帝的神圣的说 （Ｓａｉｄ）中有了 “事物状态”的最初步

的二元划分：

神说 （Ｓａｉｄ）：“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
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 （Ｓａｉｄ）：“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 （Ｓａｉｄ）：“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 （Ｓａｉｄ）：“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在上帝的说 （Ｓａｉｄ）中呈现出一种从 “无”到 “有”的裂变，神从 “虚无”造出 “万有”，象征着

“语词”之 “道说”的神秘创造，世界在语词中绽放，“无－有”、“光－暗”的二元状态被呈现，只
是还未得到进一步的符号化和概念化命名。然而，万物已渐次显露，青草、菜蔬、树木在萌芽生长，

鱼、鸟、牲畜、昆虫和人等活物成为一种尚未被命名的 “存在者”：

神说 （Ｓａｉｄ）：“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说 （Ｓａｉｄ）：“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 （Ｓａｉ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②

值得注意的是，神用 “语词”说 （Ｓａｉｄ）出万物时，事就成了。但在人这个环节，神却先要预告
“造人”的具体细节和人在被造以后的使命和职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创１：２７）这一细节就隐藏着多重意蕴：第一层可以是荷尔德林的阐释 “神是人的尺

度”、“人本是神性的形象”；第二层可以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说，神创造了苍

穹、大地和人，人的诞生只有从其余三方的映照中得到澄显；第三层可以是易学的阐释，即神的初始

状态有近于中国易学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 “阴阳同体”思想。

如果说 《圣经》第一章 “神……照着筣的形象造男造女”还隐指上帝性别的未曾区分，那么

《创世记》第二章却指向神最初创造的是一个男人，而女人是神 “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创

６８

①

②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第７９页。
有关引文主要参照 《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英文：新国际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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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这时，男人首先被造的神话在后来的宗教叙事中就掩盖了第一章中男人和女人同时被造的
含混神话。于是，上帝就被等同于父性的上帝，语词的创造就是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代表着父权的

男性力量就确立了其对于代表着母权的女性力量的胜利。正如希尔曼指出的，今天我们接受这一希伯

来／基督教的公理，即 “先有亚当，后有夏娃”：这种差距确立了男人相对于女人而言的优越地位，

而不是父亲相对于母亲。它关心的是长子身份继承权，而不是男人与女人的繁殖能力问题。①

二、Ｓａｉｄ（道说），父权的强化：道成肉身的运作

《创世记》中带着象征性和描述性的隐含的父性语词创造，在 《约翰福音》中直接演绎成了陈述

性和解释性的显明的父性神道创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１：１）这个中译本
翻译对应着英译本 《约翰福音》 “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ｄｗａｓｗｉｔｈＧｏｄ，ａ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ｄｗａｓＧｏｄ”，这神道的创造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就被表述为 “圣父与圣子”同一：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筣的荣光，正是父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独生子
（ｔｈｅＯｎｅａｎｄＯｎｌｙ）的荣光。” （约１：１４）上帝的 “语词” （Ｗｏｒｄ）的创造，就是 “语词”的肉身

化，“ＴｈｅＷｏｒｄｂｅｃａｍｅｆｌｅｓｈａｎｄｍａｄｅｈｉｓ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ｕｓ”（语词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
种语词的创造同时也是父性力量的创造，是父性 “精神”的物化史， “……ｔｈｅＯｎｅａｎｄＯｎｌｙ，ｗｈｏ
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语词、道、独生子正是来自父）。

上帝的 “语词”的创造，在希腊文 《圣经》中被直译为 “λογοσ” （Ｌｏｇｏｓ）： “Εναρχηην
λογοσ，καιολογοσηνπροστονΘεον，καιΘεοσηνολογοσ．”② 古希腊思想的关键词 Ｌｏｇｏｇｓ
（λογοσ）的词根源于ｌｅｇｅｉｎ（说），含义甚广，主要有 “谈论” “说明” “思想” “理性” “公理”

等。这个从 “言说”义而后被诠释为 “法则”“理性”“公理”的古希腊关键词，同样是在父性的意

义上被使用的。如毕达戈拉斯就将公正、理性、单一划入到 “阳性”，而将混乱、丑恶、偶数划入到

“阴性”。λογοσ就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这也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暗线。在这个意义上，《约
翰福音》英译本的Ｗｏｒｄ和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得以相互贯通，而且 Ｗｏｒｄ的翻译实际就来自希腊文
译本λογοσ的 “言说”及其引申出的 “秩序”“公正”“理性”的含义。因此，当赫拉克利特在箴言

中作如下叙述：

虽然这里所说的 “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不留意……尽管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

成。［残篇１，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反杂学》，ＶＩＩ，１３２］
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列篇５０，希波吕特 《反

驳》，ＩＸ，９，１］③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关于 “λογοσ”的论说已为基督教神学作了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准备。当赫拉克利
特以 “逻各斯”作为 “火”创生 “万物”的根据和法则时，本源之 “火”和现世 “万物”的桥梁就

被搭建起来了。于是，赫拉克利特说：“火在升腾中判决和处罚万物。”（［残篇６６，希波吕特 《劝勉

篇》，ＩＸ，１０］）这 “火”就有近于 “上帝”；而 “逻各斯”则近于上帝的 “语词”（Ｗｏｒｄ），或耶稣
基督、上帝的 “独生子”（ｔｈｅＯｎｅａｎｄＯｎｌｙ）。“‘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不留意”，同样
可以转换为 《约翰福音》中犹太人对耶稣的不理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 （约

８：５２）“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约８：５７）而耶稣对自己的父神的 “独生子”身

份作了超越时空的论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８：５８）就近于
“逻各斯”作为火的法则的论述：“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

７８

①

②

③

转引自 ［意］鲁伊基·肇嘉： 《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９页。
雷立柏主编：《拉丁成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６页。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因此，当犹太人还无法理解耶稣基督时，非犹太的希腊哲学却为其找到了哲学化的阐释路径。本

源之火 （创造主） －逻各斯 （创世法则） －被造的万物 （世界），就贯通了。世界的本源、宇宙的

同一性以及万物的生成毁灭都依据逻各斯。因此，听从逻各斯，就是听从神秘圣言的召唤，就是在父

性的单一中得到保持。这种 “语词”、“思想”和 “存在”的同一在另一位更加玄奥的希腊哲学家巴

门尼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残篇２，普罗克洛 《论蒂迈欧》，Ｉ，３４５］
巴门尼德否定了作为现象的万物的真实性，将这些现象命名为 “非存在”。“非存在”只是感官和意

见的对象，而不是 “思想”的对象，因此也不能被真正 “道说”，那些凡人的日常 “人说”都无关

乎 “存在”。于是，“存在”的单一性被凸显，“语词”的父性基因被奠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约略

作出这样的训释：巴门尼德的 “存在”就相当于 “上帝”，“思想”就相当于 “基督”或 “逻各斯”，

而 “说”就相当于上帝的 “Ｓａｉｄ”。
从上面关于 “λογοσ”和 “Ｗｏｒｄ”的互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 “父性”、“阳性”、“理性”的力

量被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说，《圣经》翻译者将英译本 “Ｗｏｒｄ”和希腊文译本 “λογοσ”训为中国
的 “道”，是并不完全贴切的。因为从旧约的古希伯来文到新约的古希腊文书写既有着诸多重大变

化，如旧约以信仰上帝、祭祀、律法为重，强调对待敌人要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强调犹太人是

上帝选民；新约则以信仰基督、爱、谦卑为主，强调 “爱你的仇敌”，说明外邦人如忠实上帝，即便

没受割礼也是选民。然而，这些差异相对而言却是次要的，真正贯穿始终的却是父神、子神和语词的

同一。当然，这种同一在 《创世记》首章还有着上帝 “阴阳同体”的含混表达，有着上帝 （未具体

化）、语词 （道说、命名）、亚当 （近于子神）从同一中被初次分开的裂变；《约翰福音》中，上帝

被具体化，道成肉身，具体化的语词上升到上帝、存在和道的高度，基督代替亚当成为子神。父神、

子神和语词的统一得到完成，而由此 “父权”主导下的 “语言中心论”便真正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

三、Ｓａｉｄ（道说），存在的彰显：西方重言和东方重行的歧异

中国思想的关键词 “道”虽然同样有着 “乾阳”的君父之道对于 “坤阴”的母性之道的突破，

但 《周易》更重视阴阳的和合共生，语词的力量尚未被凸显。从 《周易》来看，“易道”就是阴阳

的互转互成，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这种 “偶性”平衡从中国文化开端处就被确立。从中国 “道”

的最初字形 “ （石鼓文）”、“ （古鼎文）”来看，它表达的也不是 “语词”的 “说”，而是

两边合起来像一个 “十字路口”以及中间是一个 “首”字的 “人在十字路口”的即将选择和行动状

态。① 在这个 “道”的源初词义中，并没有 “语词”或 “言说”的彰显，而是人在十字路口的观望

和即将上路的注重行动的状态，是一种注重彼物生此物的生生思想，还不曾过度显现 “神－人”“物
－人”的对峙，不曾依靠语词进行从无到有的裂变性创造。从创始性、开端性含义上说，“道”更像
古希腊哲学化的 “神”或 “存在”。至于 “道”的 “言说”含义，后于情境化的 “人在十字路口”

的本源义，也后于作为 “路”的引申义，在早期文献中，只有如 《诗经·邶风·墙有茨》 “中?之

言，不可道也”等少数具有 “说”的义涵的用例。但从中国 “道”学思想统绪看，脱离形象而向着

抽象语词言说发展的 “道”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 “道”更多是在形上和形下的统一中，以

一种 “生生”思想淡化了父权文化的侵略性和断裂性特征，而注入了更多的母性情结。比如在老子

著作中，“道”就被表述为一种母性力量：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帛书本第６章）

８８

① 何光顺：《老庄的 “庸道”———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互训》，《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Ｓａｉｄ：语词、父性和存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誒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帛书

本第２５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帛书本第４２章）①

在老子看来，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世界万物之外和之先的 “上帝”，而只有那 “生生”的 “道”。这

“生生之道”更像一种母性的生殖力量，可以被比喻为 “玄牝” （母性生殖器），其德可以譬喻为母

性和阴性的水。随后，庄子对 “道”也同样作了具有母性之德的形象比喻：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

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这里，天地鬼神万物，都是从道化生出来，道未曾被显明是父性的，更多是阴阳共生的，道内

在于世界，表明未曾有 “单一性”和 “多样性”的断裂，从而也就没有 “父神”的外在化创造和子

对父的弑杀。中国的道既超越了时空，却又不像上帝那样凭借语词 “说”出这个世界，而是更倾向

于一种无言的沉默和生生不息的绵延与运动。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作为中国主导传统的儒家思想脉络中，“道”渐渐脱离自然化和阴性

化的譬喻，而具有了社会、政治、人伦的 “父性”法则含义，比如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

语》１．２），“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１．１２），“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５．
２），“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１１．２４），“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１８．６）。在这些例文中，“道”作为士君子进入社会生活与政治伦理的应当践行的准则、公理和正义
的含义愈益被凸显。当然，即使这种 “父性”法则的 “道”逐渐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层面，但其

基本意义仍旧是非言说而注重行动的。同样，在中国其他各家思想中，注重行动状态中的法则、规范

或态势，而非注重语词、言说，都是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这种非完全 “语词化”的行动之 “道”

就充满着一种张力，而避免了 “父性”文化完全挣脱 “母性”文化所带来的紧张与断裂。

正是从希伯来圣经开端处对于 “说”的重视，以及随后 “λογοσ”、“Ｗｏｒｄ”等以 “语词”、“言

说”为基本义的阐说，决定了西方思想的 “语言论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和 “父性”主宰的历史呼

应。形成对照的是，中国 “道”对于 “实践”的重视及其 “人在十字路口”的 “实践论传统”，同

样是和 “阴阳共生”文化主导的历史相呼应的。在西方思想中，我们看到，从 《旧约》以来，语词

的力量不断得到强调。《旧约》的 《诗篇》就多次强调圣言的神迹：“一吩咐便都造成。”（《诗篇》

１４８：５，３３：９）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同样强调 “言”和 “神”的同一：“那至高的本性是至高单一

的，同样那话语也是至高单一的。”② “那至高的真理的 ‘言’ （Ｖｅｒｂｕｍｓｕｍｍａｅ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ｓ）———那
‘言’自身就是至高的真理。”③ “那至高的 ‘灵’通过同样永恒的 ‘言’说出它自己。”④ 真理、圣

灵和圣言的同一性，在根本上奠定了西方古典语言中心主义和父性文化的地基。

西方学者诺思洛普·弗莱同样将基督教的 “三位一体”思想与 “Ｗｏｒｄ”（语词）、“λογοσ／Ｌｏｇ
ｏｓ”（逻各斯）作了关联性阐述：“那些大写的术语如 Ｇｏｄ（上帝）、Ｗｏｒｄ（道）和 Ｓｐｉｒｉｔ（灵）”构
成了 “《圣经》的核心”⑤，“作为最后一部福音书的 《约翰福音》开头便论述理念 （Ｌｏｇｏｓ）的绝妙
序…… ‘词’（Ｗｏｒｄ）作为人类思想交流的单元，归属于一种思想秩序，这一思想秩序是与一种自然
秩序联系在一起的”⑥。在弗莱看来，作为人类思想和交流的单元，词 （Ｗｏｒｄ）和上帝的道 （Ｗｏｒｄ）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小龙：《庄子原解》，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８页，第１５４页，第２０６页。（帛书本老子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现
存最早的老子版本，其文序为 《德经》在前，而 《道经》在后，不同于后世王弼作注的老子通行本。刘小龙比照王弼老子通行

本对帛书本老子作了详细校对和文本复原，学术价值较高。）

［意］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作选集》，溥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２页。
同上，第９４—９５页。
同上，第９７页。
［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０页。
［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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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绝对理念 （λογοσ）奇妙合一了，而这就是言说 （ｓａｉｄ）的灵性 （Ｓｐｉｒｉｔ）根源。上帝的 “道说”

召唤着世界从黑暗中跃入光明，让万物在到来中显现和闪亮。正如德国诗人格奥尔格对于神圣语词的

颂歌：“我于是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格奥尔格 《词语》）

四、余　　论

在 《创世记》中，因为 “说”，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划分由此形成。人因着 “说”，便有了从

“神”的 “一元”世界走出，从而形成一个 “二元”分化的世界。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分割同时也必

然导致上帝与造物的对立，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人作为上帝的造物，终被魔鬼引诱，走出神的世界，

失去神赐的天堂，然而也由此意外获得独立的自由与痛苦。《创世记》载，耶和华神所创造的，惟有

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是造物中最初反抗神的觉醒者，它同时将神最宠爱的造物 “人”也

招为同盟。当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３：１）“你们不一
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３：４－５）蛇在这里
似乎揭示了一个秘密：神害怕人知道更多，而这种害怕还似乎出于私心。不管是夏娃还是亚当，似乎

都接受了这种说辞，选择了偷吃禁果。“人”与创造天地的 “父”的二元对立终于形成。

人吃了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但人却不习惯于 “明亮”，而将自己 “隐”于 “黑暗”。他们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创３：７）。“编作裙子”是人
（亚当）继为万物 “命名”之后的一次真正的独立行动，是人创世的开端，是光明与黑暗的再次剖

判，而 “属灵”的世界由此显现，“属地”的身体被放置回黑暗。身体与灵魂的分别被人自觉地认识

到了。神并非不欣赏人的智识自觉，而是恼怒于人因为这种意志自觉终可能犯罪，并走向黑暗、背叛

神。故而，神以驱逐人作为对人的惩罚。

人离开了伊甸园，二元化的世界便进一步被强化。人迷失了来源于 “神”的 “灵”，也失去了

“圣洁”，听从物欲诱惑，而这就是文明的开端。《创世记》本当在神歇了筣的工后就完美地结束了，

但因人的灵性的丧失与堕落，“救世”的主题遂也从这里开始。人远离了神，而依赖于自己的 “说”

（ｓａｉｄ）、“称”（ｃａｌｌｅｄ）、“造”（ｍａｄｅ）来 “创世”（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这种创造何其艰难！这创造
的道路何等漫长！但人既不愿失去 “说”的权力，便必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里，伊甸园的出走

无疑是一种思想史的隐喻。人在尘世漂流，却相信自己与神的一体相依关系，认为被造物从来不过是

创造者的一种延伸。相应地，Ｇｏｄ→λογοσ→Ｗｏｒｄ的逻辑关系，在神存在被怀疑之前，往往被视为一
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此时的 λογοσ和 Ｗｏｒｄ也并未分离，凡上帝的 Ｗｏｒｄ即是 λογοσ。然而，近代以
来，当笛卡尔以 “我思故我在 （是）” （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ａｍ）开始自己的沉思时，思维主客体的分
离导致了人神关系的分裂。思想和语言的同一性被割裂，λογοσ和Ｗｏｒｄ也由此二分。

在从 《旧约》到 《新约》的阐释中，我们或许能理解德里达所说的：“如果对于约翰来说，这词

语 （道）是光，在这里它是灰烬中的光。太初 ［诗的开始］有 （道 ［词语］）灰烬之光。”（“Ａｎｄｉｆ
ｆｏｒＪｏｈｎｔｈｉｓｌｏｇｏｓｉｓａｌｉｇｈｔ，ｈｅｒｅｉｔｉｓａｌｉｇｈｔｏｆａｓ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Ａｓｃｈｅｎｇｌｏｒｉｅ．”）
那不在场的中心即原初的意义和神圣的言说已远去，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灰烬，是 “言说／意义”死去
的痕迹。于是，词语／道、光／精神、诗歌／意义的否定性从开端就展露出来。① 词语 （ｗｏｒｄ）就是圣
言 （Ｗｏｒｄ）燃烧的灰烬。燃烧的初始之光不可见，遗下的灰烬可见。太初的道不可见，道留下的印
迹可见。《约翰福音》将 《创世记》的神 “言”升华到 “道”（Ｗｏｒｄ）且与 “神”（Ｇｏｄ）同在的境
界，这样，语词的道说便具有开创世界的始源性含义。语词就构成了人类精神源出的故乡，语言的构

成识度就构成人之生存的识度。

（责任编辑　任　之）

０９

① 耿幼壮：《诗歌的终结与见证的不可能性———论阿冈本的诗学思想》，《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９３页。



“悬搁”上帝如何？

———从现象学含义论看本雅明的 “纯语言”

张　琳

【摘要】针对业界 “本雅明的纯语言是指上帝的语言”这一缺乏科学依据的命题，本文提出 “悬搁上帝”

的建议，从现象学含义论视角展开讨论 “纯语言”。首先对 “译者的任务”作译者与译本分析，聚焦于其

英法译者对 “意向”一词的处理，并结合他们自身直接或间接的现象学背景，指出他们对该词处理的原因

及合理性；其次从本雅明批判者角度进行反向观望，最终得出本雅明思想中蕴含朴素的现象学因素。基于

此，本文进一步指出，通过 “悬搁上帝”可以看到，“纯语言”相当于胡塞尔意义上的 “含义”，它与意

义、语义构成了三层结构，这也意味着本雅明 “意义的传递”这一翻译本质观其实指向胡塞尔意义上的

“含义的转渡”。

【关键词】悬搁；纯语言；现象学；本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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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　琳，山东潍坊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青岛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现象学视域中的翻译本质”（Ｊ１４ＷＤ０９）

一、“纯语言是上帝语言”的由来

近年来，以 “译者的任务” （以下简称 “任务”）而蜚声哲学界与翻译界的瓦尔特·本雅明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他的 “纯语言”因为触及翻译的本质而吸引人们

不断从各种角度展开探究。“纯语言”被看作是一个 “抽象晦涩”的纯粹概念、“抵制翻译的果核”、

“不可译的东西”或 “本雅明的政治心声”等；也有不少学者借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认为纯语言

或许就是 “普世语言”，即上帝的语言①。保罗·德曼 （ＰａｕｌＤｅＭａｎ）认为，本雅明的 “任务”激起

了受众反应论者的愤怒，所以人们把这归罪于本雅明的宗教背景，认为这是一个后退到诗歌的救赎式

概念的例子，这种概念的所谓宗教性是错误的②。鉴于德曼所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力，人们把纯语言归

为上帝的语言，很难说与此没有关系。而在译界，乔治·斯坦纳对本雅明纯语言的神学归因③也起到

１９

①

②

③

参见翁再红：《语言转换与经典传播：重读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１３页。
ＰａｕｌＤｅＭａ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ｒｃｈ４，１９８３”，
ｉｎＹａｌｅＦｒｅｎｃ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９７），２０００，ｐ．１６．
参见曹明伦：《揭开 “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 〈译者的任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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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本雅明信仰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这使得他的学术言说蒙上神

学的面纱①，但它同时也可能是一个雾障，阻碍了人们跳出他的神学背景去看向更本质的东西，对

“纯语言”的认知即是一例。

本雅明这样界定 “纯语言”：“语言之间所有超越历史的亲缘性在于隐含在每门作为整体的个别

语言背后的那个意向中———但这种意向并非任何个别语言所能获得，而只能由互相补充的所有个别语

言的意向总体实现：纯语言。”② “纯语言”可以说是 “意向总体”的别称。在其后文中，本雅明对

意向对象、意向方式进行了解释，表明语言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也就是说，纯语言的本质是意向。

“不同 ［外国］语言在其意向中互相补充，尽管它们在语词、句子、结构等方面互相排斥。”③ 这说

明本雅明认为语词等语言层面因素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深层意向，后者是诸语言所共同含有的东西。由

此可推断：在翻译过程中，这个共有的东西是不变的，因而任由语言转换而始终如一，而翻译要做的

一个核心工作就是把它转渡到不同语言中。

本雅明１９２０年的 《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和１９２１年的 “论译者的任务”，所试图要解决

的其实就是 《小说理论》遗留下来的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现时代的艺术具有了发现真理的权能。

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指出翻译者就是无神时代的先知，他要以众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解释诗人的作

品所传达的本质④。由此可知：第一，翻译者是无神时代的先知，说明他要传递的纯语言不是上帝的

语言，否则 “无神时代”不成立；第二，诗人作品所传达的本质即纯语言，这进一步明确了本雅明

在 “任务”中提出的 “纯语言是终极本质之物”⑤ 这一观点。

其实就翻译问题而言，坚持认为纯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这一观点中包含着一个悖论：上帝推倒了巴

别塔，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们拥有同一种语言，于是翻译登场；但纯语言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这

难道是说上帝在推倒巴别塔的同时又寄希望于人类再把它建起来吗？因而，若说纯语言是历代语言学

者的渴望与追求，则把纯语言归到上帝的语言只会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不可能实现。那么，人们

追求的价值何在？翻译的价值何在———本雅明所谓 “纯语言的传递”岂不是在自我否定？无论怎样，

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向上帝本人求证纯语言是否他的语言。既然如此，何不 “悬搁”上帝？从人类

理性的角度，看看能否对 “纯语言”做出合理解释。

二、“悬搁”上帝的原因及可能性

本雅明曾说过：“我的思想和神学的关系，就如同吸墨纸和墨水的关系，我的思想饱蘸神学，倘

若抽掉墨水，吸墨纸上将荡然无存。”⑥ 诚然，本雅明思想中的神学因素不容忽视，但如果对他一切

思想的讨论都唯神学马首是瞻，那么他复杂多元思想构成中的其他成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本雅明

是哲学家而非单纯的神学家。他的哲学特质表现出多元性：它包含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理想主

义、政治批判以及童年时代给他重大影响的弥赛亚主义的观念和思维逻辑等等思想⑦，他的一生都处

于 “学术流浪者”状态⑧。因而，本雅明的某些观点非神学所能涵盖就完全有可能。而把解释不了的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６２页。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ＨａｒｒｙＺｏｈｎ（ｔｒａｎｓ．）．
ｉ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８２．
Ｉｂｉｄ．
尚方健、林之源：《辩证法：从早年卢卡奇、本雅明到阿多诺》，《学术界》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５６页。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ＨａｒｒｙＺｏｈｎ（ｔｒａｎｓ．）．
ｉ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８２．
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６５页。
同上，第６３页。
ＴｈｏｍａｓＫｌｉｋａｕ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ｓｓａｙ”，ｉ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ＵＳ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６（６），ｐ．２１７．



“悬搁”上帝如何？

东西一味推给他的神学背景，让上帝说话，这无论如何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我们还应

避免陷入武断终止论证的陷阱①。

本雅明对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知，这使得他能够以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

切近那些普遍受到关注的人的存在问题；另外，他又拒绝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式的整体性哲学传统的阐

释②。鉴于纯语言恰恰是一种存在但不实存的事物，我们有理由推出：纯语言的得出，与其说是本雅

明神学背景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他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所致，相比较前者，后者因为少了那层神

秘虚幻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本雅明的思想中或许有一定的、至少是朴素的现象学因素。

而对本雅明与现象学关系的认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将纯语言与含义联系起来，因此值得探究。虽然暂

不能下结论，但不妨碍我们往下走出关键一步：“悬搁”上帝，从现象学的角度看看纯语言为何物。

三、本雅明的现象学 “向度”

这里做本雅明与现象学的关系研究，并非一定要证明他具有现象学背景，而是希望通过分析与论

证得出他思想中至少具有朴素的现象学因素。本文将首先对 “任务”文进行译文与译本分析，通过

英法译者对 “意向”的处理管窥本雅明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其次从本雅明的批判者角度反观其思

想中的现象学因素，将选取颇具代表性的德曼与阿多诺为对象；最后在得出本雅明思想中的确含有朴

素的现象学因素的基础上，本文从胡塞尔含义论角度对纯语言作了分析，认为后者就是胡塞尔意义上

的 “含义”。

（一）从 “任务”译本看本雅明与意向性的关系

这里聚焦于意向性是因为它是一个为哲学界普遍关注的概念，而胡塞尔的语言分析和意义理论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联结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个关键桥梁。例如胡塞尔认为，从理论上

说，意识可以离开语言而继续存在，反之则不行。此后，这个观点在塞尔那里找到知音，塞尔同样认

为 “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③。换言之，在思与言的关系研究中，胡塞尔是一座绕不开的

山。如果本雅明思想中所具有的朴素现象学因素得到确认，则有理由认为 “任务”中的 “意向”是

胡塞尔意义上的，无论它是否源自后者。

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

不再指 “意图”或 “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真正将它作

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是弗兰茨·布伦塔诺④。他的学生胡塞尔继承了这一思想，把现象学发展成为

一门以意向性为研究核心的科学。

关于本雅明的 “意向性”意识，我们可先从 “任务”文的英译本谈起，因为佐恩 （ＨａｒｒｙＺｏｈｎ）
的英译本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汉语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在谈到 “任务”文时无法忽略它的

存在。这里主要以佐恩对 “意向”（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一词的处理作为讨论对象。
笔者发现，在佐恩的英译本中，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系列⑤出现了２３次之多 （其中 ｉｎｔｅｎｄ出现８次，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出现１３次，ｉｎｔｅｎｔｉｏ出现２次），而德语原文中只有１０处———在原文使用 Ｇｅｍｅｉｎｔｅｎ或 Ｍｅｉｎｅｎ系
列单词的地方，英译文有１１处使用了ｉｎｔｅｎｄ系列，而原文使用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或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地方，英译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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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ｎｏｔｅ／２４８３２５６５８／（２０１６－１１－５引）明西豪森的三重困境中有一条就是武断地终止论证：在论证过
程中，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 “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如果不能走出这个困境，论证的说服力就

会大打折扣。

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６４页。
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现代哲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９７页。
倪梁康：《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４７页。
所谓 “系列”指的是同根不同词性的一系列单词，例如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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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使用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这个拉丁词汇①。特别是在本雅明区分 “ｄａｓＧｅｍｅｉｎｔｅ” （意指内容）和 “Ａｒｔｄｅｓ
Ｍｅｉｎｅｎｓ”（意指方式）之处，德曼认为这是逻格斯与词汇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说是某个特定陈述的
意指内容和这个陈述意欲意指的方式②，但颇为吊诡的是佐恩的译文中这里变成了意向对象和意向方

式。显然，佐恩是从文本整体角度考虑才大胆地将 “意指”改为 “意向”。那么，佐恩这种处理是任

性为之还是有意而为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从实施本雅明 “译作为原作的衍伸”这一观念看，

佐恩的译文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他应该是看出了本雅明文中所蕴含的对意向的含而未宣的关注，从而

在翻译时将它表达了出来；从翻译的大胆 “创作”看，佐恩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这种胆识与魄

力并不难理解；从现象学角度看，“意向”的添加更有助凸显本雅明 “翻译本质为纯语言的传递”这

一观念。首先，由于本雅明认为无论原作还是译作都不为读者而写，因此作者与译者不可能具有普通

意义上针对读者的意图、意向。所以，对文中 “意向”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它主要是一种 “指向”，

一种原作对译作的指向，至于有没有读者反应，无关紧要。因为原作生而含有可译性，可译性体现为

这种意向的指向，这是非常合理的。由于胡塞尔意义上 “意向”的主要特征几乎无关 “意图”，因此

可以说，这里佐恩使用的 “意向”在很大程度上与胡塞尔的 “意向”一致。其次，原文与英译文出

入的地方，基本上是ｍｅｉｎｅｎ一词，本雅明没有用ｉｎｔｅｎｄ，应该与他对ｉｎｔｅｎｄ的限度认知有关。从词义
上讲，ｍｅｉｎｅｎ既可指意向又可指意图、意指，显然它比ｉｎｔｅｎｄ涵盖范围要大一些，尤其是在 “意向”

包含普通意义上的 “意指”之处，用ｍｅｉｎｅｎ比用 ｉｎｔｅｎｄ更合适。从整体语境讲，虽然翻译超越了语
言，但毕竟还是与后者密切相关，对翻译的论述不可能完全脱离语言因素，也就是说， “意指”与

“意向”会有一定程度的交缠。但这就越发凸显了本雅明对 “意向总体”的强调———这里他使用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说明纯语言跟语言没有关系，因而德曼所总结的 “翻译是纯语言，只跟语言有关”③ 是对

本雅明的误解；同时，这也说明本雅明对意向的特点比较了解，则前面用ｍｅｉｎｅｎ而非ｉｎｔｅｎｄ、却被佐
恩处理成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地方应该是本雅明有意为读者／译者留下一个两可的空间。结合佐恩的学
术背景———他的作品中常见的名字有马丁·布伯，弗兰茨·卡夫卡，弗洛伊德等④，而这些人的共性

是对意识的关注，且他们都与现象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可知他对 “意向”了解颇深且显然有浓

厚兴趣，因而能在本雅明混合使用ｍｅｉｎｅｎ与ｉｎｔｅｎｄ的语境中敏锐地把握住哪些译作ｍｅａｎｉｎｇ，哪些译
作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再来看一下法译本。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曼专门指出 “任务”法语译者 Ｇａｎｄｉｌｌａｃ作为一名哲
学家，了解现象学，并于现象学在法国极为盛行时期写过相关文章，他这里用 “ｖｉｓｅ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来翻译这个 “意指内容”，而按当下 （德曼时期———笔者注），则应用 “ｖｏｕｌｏｉｒｄｉｒｅ”和 “ｄｉｒｅ”，也
就是 “意指”和 “说”来对应这两个短语⑤。我们看到，Ｇａｎｄｉｌｌａｃ也像佐恩一样，把 “意指”处理

成了 “意向”，尤其是他又有着现象学研究背景。因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两位译者把原文的ｍｅｉｎｅｎ
系列衍伸成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系列，至少部分归因于他们与现象学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
自然地把本雅明此处的观点与现象学归为一类，因而把后者的术语拿来处理前者 ｍｅｉｎｅｎ的翻译。至
于汉译者 （无论是从原文翻译还是从英译本转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跟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关，

此处不提。但为什么本雅明却没有用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系列或者说留下了 “两可空间”呢？英、法译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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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过度诠释的可能呢？笔者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说本雅明思想中所含有的是朴素

的现象学因素———他或许没有受过现象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对 “意向”的理解与把握尚未达到

应有的确然性，这从他对ｓｅｎｓｅ与ｍｅａｎｉｎｇ的混用即可窥见一斑，后文将详细展开。
（二）从对本雅明的批判反观其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

除了译本分析，还可从学界对本雅明的批判进行反角度观望以得出佐证，进一步明确本雅明思想

中的现象学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德曼和阿多诺对本雅明观点的批判。

在对英法两名译者的批评中，显然德曼也注意到了二者对 “意向”的处理。他特别指出：Ｇａｎ
ｄｉｌｌａｃ做了一个与现象学有关的注脚，提到了胡塞尔，并认可后者的观点，认为意指和意指方式都是
意向行为。但德曼却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尽管意指功能肯定是意向性的，但意指方式，即我进行

意指的方法，却绝非先天地 （ａｐｒｉｏｒｉ）必定是意向性的；若我们不考虑意义或语义而在纯粹形式层
面使用语言，则不存在意向；因此两位译者这种处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一

门语言现象学，或者一门诗性语言的可能性，一种建立一门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语言现象学的诗学的

可能性①。但如所周知，语言哲学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位列意识哲学之后，这也是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

学本体特征的主要区别②。可见德曼这里所谓的 “语言现象学”言说并不能站得住脚。由此可推知，

如果说他接触过现象学，也应该是后期海德格尔而决非胡塞尔。事实证明的确如此③。那么，他有什

么理由指责对胡塞尔现象学专门做出注解的Ｇａｎｄｉｌｌａｃ呢？
他还引用ＣａｒｏＪａｃｏｂｓ所说：“佐恩认为所有碎片被整合在一起，而本雅明却坚持认为最终出现的

仍是一个破碎的部分。”④ 从Ｊａｃｏｂｓ的角度看，佐恩对于本雅明本意的理解上有出入。但从本雅明的
“任务”看，Ｊａｃｏｂｓ这里存在对他的误读，本雅明自己也是倾向于碎片的整合———原作与译作的和谐
统一即是一例。在对 “碎片”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从提喻、隐喻、转喻等进行了语词层面的细致分析之后，
德曼指出，本雅明的 “碎片”说并不意在构建一个整体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德曼恰恰在这里暴露

了他对原文主旨把握上的偏差———本雅明既然主要论证原作与译作的和谐统一，这个主旨肯定不会因

为个别语词的差异而改变。这一偏差显然是由德曼的修辞语言观所致。我们还可通过德曼对象征和被

象征之物的阐释来看一下：从现象学角度讲，这一对概念代表着自发性与被动性，从本雅明后文可

知，他意在此，因为他强调了自发性与被动性。但德曼显然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把焦点

放在象征本身的修辞功能上⑥。可以说，他在这里发生的重点偏移主要是因为对现象学不了解。

关于德曼的现象学渊源，本文不予多说，因为ＤｏｎｎＷｅｌｔｏｎ对深深影响德曼的德里达现象学的批
判已足够说明问题：德里达对胡塞尔作品的解读仅限于 《逻辑研究》、《大观念》和一小部分 《危

机》这些现象学的 “导论”（胡塞尔全集的前六卷），而胡塞尔１９２０年后的手稿，也就是他方法论的
主体部分，尤其是发生现象学，德里达并未接触过。换言之，几乎完全基于德里达文本的解构主义和

分析哲学在接触的胡塞尔文本范围方面同样有限⑦。基于此，如果德里达尚且对胡塞尔现象学了解有

限，那么深受他影响的、并未对胡塞尔思想有过直接了解的德曼则更是如此。因而，我们可反角度看

到，本雅明思想中正因为蕴涵了现象学因素而受到了德曼的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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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与阿多诺的 “阿本之争”为学界所熟知，本文仅就相关现象学的部分进行讨论。本雅明

在与阿多诺的通信中曾说过：“系统追问的任务不是探索隐藏的或显现的关于实在 （ｒｅａｌｉｔｙ）的意向
性结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而是解释实在的无意向性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把独立的实在
要素的外在形象、影像组织起来，抽取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建构可能性。”① 其中

“实在”“意向性”“可能性”等都表明本雅明对胡塞尔意义上的 “意向”具有一定的熟识度，因此

他才会在指出阿多诺不足的时候用到它们。由此反观本雅明对纯语言的阐释，可知他不可能弃 “意

向”而仅仅青睐 “意图”或 “意指”。

阿多诺参加过关于胡塞尔的研讨班，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的先验性》。

可以确定地说，他是从现象学开始接触哲学的②。阿多诺认为，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充满了像范畴直观

那样自相矛盾的观点③，但由于缺乏对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理路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阿多诺对范畴直

观的批判仍然带有局部性和断想性的特征④。阿多诺的确抓住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制高点———范畴

直观———来展开批评，但显然他并未真正了解胡塞尔的奠基观念，因而无法清楚在胡塞尔视域中感性

直观与范畴直观、感知与范畴、经验与超越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阿多诺的相关思想与相关表述给

人的总体印象仍然是缺乏方法上的明晰性与可控性，仍然是在避现象学方法之难而就辩证方法之

易⑤。

本雅明的哲学兴趣主要集中在康德 （包括新康德主义）那里而不是黑格尔那里⑥，而在海德格尔

和阿多诺之间则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海德格尔早期使用的 “存在的显现”与胡塞尔的范畴

直观无异，但后期却抛弃了这个原则⑦。鉴此，当本雅明与胡塞尔的哲学兴趣都与新康德主义十分接

近，而与本雅明观点相对的阿多诺与胡塞尔的理念也背道而驰时，可进一步推知：本雅明思想中含有

朴素的现象学因素。

（三）本雅明的 “纯语言”与现象学的 “含义”

本雅明在弗莱堡大学读书期间，与海德格尔做了三年同学⑧，而且从其入学时间 （１９１２）和后来
他对海德格尔就职演说 （１９３３）的不屑———认为那是一堆胡话⑨———看，他比较认同早期海德格尔
（１９２９年之前）的思想，也就是说，本雅明思想中的现象学因素是胡塞尔式的，因为早期海德格尔对
胡塞尔的思想一脉相承。此外，本雅明还是莫里茨·盖格尔的学生，而盖格尔作为现象学慕尼黑学派

的成员，尤以现象学审美学与对现象学方法的研究而著称瑏瑠，他与胡塞尔的相熟程度不言而喻。笔者

认为，这些背景足以确定本雅明对现象学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鉴此，我们从胡塞尔的含义论角

度来看 “任务”一文的核心观念具有了合理性及可行性。

语言是意识 （包含思想）用来表达和交往的工具———而意向性表现了意识的基本性质。意识总

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向总是指向某物，不论该物是否实存瑏瑡。因此我们先来看纯语言的结构性：原

作与译作在纯语言即意向总体上关联，原作意识指向译作，所以才有了原作生而蕴含着可译性；译作

意识指向原作，所以才有了译作是原作的衍伸，而这些都要通过语言表达来操作，于是就有了一个关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倪钢：《本雅明哲学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６５页。
张一兵：《梦幻哲人阿多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德］阿多诺：《胡塞尔与观念论问题》，陈磊译，《世界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２页。
马迎辉：《范畴直观与现象学的悖论———反思阿多诺对范畴直观的批判》，《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７２、７６页。
倪梁康：《过渡与间域———阿多诺的哲学定位》，《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第７９页。
赵勇：《在辩证法问题的背后———试论 “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的哲学分歧》，《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２４页。
参看倪梁康：《过渡与间域———阿多诺的哲学定位》，《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第７９页。
ＴｈｏｍａｓＫｌｉｋａｕ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ｓｓａｙ”，ｉ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ＵＳ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６（６），ｐ．２７０．
Ｉｂｉｄ．，ｐ．２７１．
详情参见倪梁康：《现象学美学的起步———胡塞尔与盖格尔的思想关联》，《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一）》，《现代哲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９６页。



“悬搁”上帝如何？

联：

原作／源语→意向总体／纯语言←译作／译入语
而纯语言超越了语言层面，始终如一。

再看一下纯语言的发生性。本雅明认为：“在个体的、未被补充的语言中，意义从来不会具有像

其在个体语词或句子中那样的相对独立性；相反，它处于一个持续的流 （ｆｌｕｘ）的状态———直到它能
作为纯语言从各种意向方式的和谐中脱颖而出。”① 可知作为纯语言的意义在脱颖而出前始终处于流

动中，再进一步，它脱颖而出后也并非当即锁定，而是会向译入语渐入，从显性重新变为隐性，没入

译入语的意义中，待读者将其挖掘。所以本雅明接着说：“直到此时，它依然藏在语言内部……是翻

译点燃了作品的永生之火，造就了语言的恒久延续。”② 可见，发生性是纯语言出现的必要条件，这

是不容忽略的。它的表象为何呢？答案是含义的转渡，或者用本雅明的话说是意义的传递。从最表层

看，这个传递发生在原作到译作，或者源语到译入语。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角度看，如果以纯语言为

基点，则它脱颖而出的当下属于现在，之前的时间属于滞留，之后的则属于前摄，三者并非客观意义

上可独立分开的三段时间，而是处于一条不间断的流中，每个当下都是 “现在”，即 “现在”是超越

客观时间的，而 “现在”瞬间即成 “滞留”；而且这个时间之流也并非单线性的，而是叠加式前行，

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前浪并未消失，只是被后浪所淹没。由此可更清楚地看到，纯语言从源语

一路流向译入语，或许在某一时刻它会被捕捉，或许瞬间又消失不见，但却始终在其中，一以贯之。

这样说只是从其特性角度而言，并非说纯语言无法传递，因为它始终在意识之流中，所以不可能消

失，只是会随意识 “主体”的改变，例如从作者经译者再到读者，而更换载者。但我们看到，就如

同渡河之人，在此岸、河中和彼岸的，都是同一个人。

当纯语言的结构性与发生性都得到了现象学角度的阐明，可以说它与胡塞尔的 “含义”具有极

大的相似性。胡塞尔的Ｓｉｎｎ和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分别被英译为ｓｅｎｓｅ和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③。早期胡塞尔例
如在 《逻辑研究》中，这两个单词是混用的。一般说来， “含义”在与表达行为相关联时可以称作

“语义”，在与直观行为相关联时则可以称作 “观念”。换言之，“观念”或 “本质”或 “先天”在与

语言发生联系时会以 “语义”的形式表现出来④。可以看到，含义与语义并不在一个层面。从作为客

体化行为的直观行为为作为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达行为奠基看，观念显然属于为语义奠基的质料，则可

知语义的背后还有观念存在，后者比前者隐藏得更深。此外，从观念即本质看，可知本质的东西在直

观行为中，待到了表达行为时，本质之物也披上了一层外衣———语义。随着含义论的发展成熟，差异

慢慢凸显，逐渐形成一种三层结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ｉｎｇ指的是最内层的含义，即观念统一，ｓｅｎｓｅ
指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指语义。

本雅明在 “任务”文中也基本混用 ｓｅｎｓｅ与 ｍｅａｎｉｎｇ。例如，他指出 “显而易见，在对形式复现

中所要求的忠实极大阻碍了对意义 （ｓｅｎｓｅ）的传递”，又说 “翻译一定要尽量避免想要交流什么、传

递意义 （ｓｅｎｓｅ），这样的话，原作对它而言重要仅仅是因为它已使译者及其作品从接近和表达被传递
之物的努力中解脱出来”。⑤ 可见，两处 ｓｅｎｓｅ所指并不相同：第一处是本雅明不希望看到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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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ＨａｒｒｙＺｏｈｎ（ｔｒａｎｓ．）．
ｉ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７８．
Ｉｂｉｄ．
在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是后者，这是从整体角度讲的，即侧重成熟后的 “含义”———笔者。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

学概念通释 （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７６页。
倪梁康：《何为本质，如何直观？———关于现象学观念论的再思考》，《学术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５１页；倪梁康：《哥德尔与
胡赛尔：观念直观的共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ＨａｒｒｙＺｏｈｎ（ｔｒａｎｓ．）．
ｉ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７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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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ｅ的传递为形式复现所困，可知它与语言不相关；第二处是本雅明希望做到的，即 “翻译一定尽

量避免想要传递意义”，可知它仅指语义。而之前之后的语境中都是 ｍｅａｎｉｎｇ。例如翻译避免传递意
义的原因是 “不应追求与原作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的相似”，可知第二处 ｓｅｎｓｅ与这里的 ｍｅａｎｉｎｇ所指相
同；待到后文 “关于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一个译作的语言能够———实际上是必须———让其自身离开”①，
则ｍｅａｎｉｎｇ又与第一处ｓｅｎｓｅ所指相同，都与语言无关。

从 “本雅明不仅要求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意义之相当和语义之相近”② 可见，已有学者

注意到了意义与语义的区别，只是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这个 “意义”为何。这里尝试进一步阐明：首

先，从英语和德语单词的表达看，语义往往指的是 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而意义是 ｓｅｎｓｅ／Ｓｉｎｎ；其次，
由于这两个词是同义词，经常被混用，所以当它们作为差异词出现时，我们需要清楚差异何在———语

义相似意味着深层意义的不同，这是同义词辨析的一个基本原则，显然 ｓｅｎｓｅ比 ｍｅａｎｉｎｇ深了一层；
再次，从 “任务”语境看，ｓｅｎｓｅ和ｍｅａｎｉｎｇ都不是纯语言，可知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纯语言最深，
其次ｓｅｎｓｅ，再次ｍｅａｎｉｎｇ。此外，虽然本雅明对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 ｓｅｎｓｅ基本是混用，但他在一处非常清晰
地给出了区分二者的语境：“在其诗性意指中，意义 （ｓｅｎｓｅ）并不局限于语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而是来自
被用以表达它的语词所传递的内涵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③ 可见，本雅明自己对 ｓｅｎｓｅ的定位是语词所传
递的内涵，这再一次明确了它不是纯语言，也非语义。胡塞尔始终认为：“这个共同的、客观的世界

是被设想的，它是被我与他人所意识到的，但它不是被我体验到的，因为它隐含着对没有真正被体验

到的和无法真正被体验到的、而是被他人体验到周围世界。”④ 意义的缺失可由此得到解释。在翻译

语境中，这首先决定了译者无法像作者本人那样领会原作的完整意义；其次决定了读者同样无法完整

领会译作。也就是说，意义的缺失是一个无解的短板。综上可知，本雅明停留在了意义层面而未再进

一步深入，而现象学的角度则让我们透视到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存在，它才是那个一以贯之的纯语言，

这也进一步明确了笔者前述的三层结构，即语义－意义－含义／纯语言的逐层递进。
当本雅明与现象学的勾连得到证实，可以说，本雅明的纯语言作为意向总体和终极本质，就是胡

塞尔意义上作为观念统一的含义 （或本质、观念）。按本雅明的观点，翻译的本质在于纯语言的传

递，那么我们有理由说：翻译的本质就是含义的转渡。这里有一个汉语表达的问题。笔者认为 “传

递”和 “转渡”相比，前者对所传递之物的保全性不如后者强，即转渡不会改变那一以贯之之物，

而意义在传递过程中却有所缺失。所以含义既然不变，转渡它比传递它更符合语境。

基于上述，当我们可借助胡塞尔含义论理清本雅明的纯语言为何物时，至于所谓 “纯语言是上

帝的语言”这种命题，因其缺乏科学论证，在人们为它找到更有力的依据之前，不如先将上帝 “悬

搁”。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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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伦：《揭开 “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 〈译者的任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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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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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对 “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黄启祥

【摘要】康德在 《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

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

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

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 “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

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关键词】康德；说谎；人类之爱；义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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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 《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人们应该无条

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如果一个被追杀的朋友藏在你家中，凶手问你，他是否

在你家，即便这个时候，你对凶手说谎也是一种犯罪。① 我对康德捍卫和论证不说谎义务的努力充满

敬意，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哲学家的见解来支持康德的这个观点，因为康德并非唯一坚持这个观

点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奥古斯丁就认为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②，也不主张

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而说谎。斯宾诺莎也认为不能为了避免生命危险而说谎。③ 当然，我对康德的

敬意以及他人的类似看法并不能表明康德的观点及其论证一定能够成立，他的这个看法在当时就引起

了争议，而且直到今天对它的争议也没有停止。

一、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两种反驳

首先明确一下康德所说的说谎或者诚实的含义，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误解。康德所谓的

“说谎”是指 “有意对另一个人做出不真的声明”④，一个人在不能回避用 “是”或 “否”来回答的

场合，对应该用 “是”来回答的问题，用 “否”来回答。相应地，诚实就是尽自己所知说出实情。

康德把谎言区分为法学意义上的谎言和伦理学意义上的谎言。他把直接损害一个人的权利的那种不实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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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３４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道德论集》，石敏敏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７５页。
Ｓｐｉｎｏｚａ，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ｐｉｎｏｚａ，Ｖｏｌ．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５８７．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李秋零译，第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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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词称为法学意义上的谎言①，例如为了使某人失去应得的东西而伪称和某人签订合同。单纯的伦理

学意义上的谎言则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

对于康德的说真话义务，有两个重要的批评者。一个是与康德同时代的法国学者邦雅曼·贡斯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另一个是当代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克丽斯廷·科尔斯戈德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Ｋｏｒｓ
ｇａａｒｄ）。贡斯当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是］如果人们无条件地并且处处采纳这个道德原理，它
就会使任何社会成为不可能。”② 贡斯当之所以不赞同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这

个义务借以实现的中间环节，即参与制定原则。在他看来，义务总是与权利相应的，我们对某人尽义

务意味着他有权利让我们尽义务。我们之所以有义务遵守一个原则是因为我们平等地参与了这个原则

的制定。说真话这个原则似乎并不是我们参与制定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让每个人都遵守这个原则，

显然是不可行的。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的批评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她认为康德的说真话义务可以得到康德的先天

道德律令中的人性律令和目的王国律令的支持，但却不一定得到普遍立法律令的支持。因为，那个追

杀你的朋友的凶手在向你询问你的朋友是否在你家时，他一定以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要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向他说谎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将这个行为准则普遍化，它仍然是有效的。其次，科尔斯

戈德认为，康德关于不说谎义务的观点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他的道德理论是一种 “单层理论”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ｏｒｙ），他没有区分理想的道德环境与非理想的道德环境，因而也没有区分理想的道
德原则和非理想的道德原则。在科尔斯戈德看来，理想的道德原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长远的政治

与道德生活提出了理想的行为准则，但是它们并非总是直接可行。它们的运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

假定每个人都行为正义，假定历史的、经济的和自然的条件达到了理想的行为准则能够实行的程度。

非理想的道德原则适用于存在着恶的非理想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应遵守的是具体条件下可行

的原则而不是理想的原则。非理想的道德原则会为我们设定某些优先规则，这些优先规则是我们在紧

急情况下应尽可能遵守的规则，它们使非理想情况下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恶最小。科尔斯戈德并没有完

全否认理想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她认为即使在非理想的环境下，理想的道德原则对我们的

行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它规定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使我们在确定优先准则时知道最重要的准则有什

么特征，并指导我们采取最不让人反感的措施。③ 科尔斯戈德认为应该以这种 “双层理论”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ｏｒｙ）来修正康德的道德学说。康德的错误在于，把适用于理想世界的理论 （即设想中的在

“目的王国”应该如何行事的原则）完全贯彻于非理想的世界中，而道德本身有时允许甚至要求我们

去做某些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行为。在存在着恶的非理想环境下，我们可以放弃理想的道德原

则，而遵守非理想的道德原则。绝对不说谎义务只有在理想世界中才可行，在充斥着恶的环境里说谎

有时是必要的和允许的。

科尔斯戈德的 “双层理论”很有意思，但是在哲学史上并不新鲜。斯宾塞曾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即绝对道德与相对道德。他说：“完满的人与不完满的社会是不可能共存的；如果他们共存，不会产

生道德标准所希望的结果。”④ “生活在非理想的人中间的理想的人不可能做出道德理论所要求的理想

行为。在一个食人部落中，一个绝对正义与十分富于同情的人不可能依照自己的本性来生活和行动。

生活在阴险奸诈与恣意妄行的人们中间，十分诚实和坦率者必定自取灭亡……一个社会的每一成员的

行为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的行为相适应。”⑤ “因此很清楚，我们必须认为理想的人只存在于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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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地，虽然只是以轻率的方式说出不实之词，虽然习惯上常常被称作谎言，因为至少就忠实地复述这种不实之词的人作为一

个轻信者成为他人的笑柄而言，它也可能是有害的。但在法学的意义上，人们还是只把这另一个人那里直接损害其权利的那种不

实之词称为谎言。”（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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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对 “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社会状态……只有两者 ［理想的人与理想的社会状态］共存，绝对道德所要求的那种理想行为才可

能存在，这些理想行为是相对道德来评价各种非义与恶的标准。”① 威廉·詹姆斯也曾提出类似的观

点：“在人人皆圣徒的环境里，圣徒的行为是最完美的；然而，必须补充一句：在圣徒稀少、多数人

与圣徒正相反对的环境里，圣徒行为必然不合时宜。”② 在詹姆斯看来，完善的行为是三要素之间的

关系：行为者、行为对象、行为的受用者。这三个要素即意图、实施和受用，应该彼此适合。③

科尔斯戈德与贡斯当对康德的批评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康德所谓的说真话义务在现实中缺少

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普遍遵守。不过他们所举的理由不同，因为他们的批评分属两个不

同的层面：贡斯当对康德的批评立足于法学的层面，科尔斯戈德则对康德的批评则立足于伦理学层

面。

二、康德著作可对两种反驳做出的回应

作为贡斯当的同时代人，康德对贡斯当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个回应收录在康德的著作集中。康

德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三个辩护：第一，对凶手说谎，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声明不可信，从而使所有建

立在契约之上的权利无效，这就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造成了伤害；第二，说真话未必会给被追杀者带

来伤害，换言之，对被追杀者的伤害纯属偶然；第三，权利绝不能去适应政治，而政治必须永远适应

权利。④

康德当然不能回应当代学者科尔斯戈德的批评，但他的著作可以回应。首先，我们要替康德指

出，科尔斯戈德根据康德的普遍立法律令，模仿康德反对虚假许诺的例证，对于说谎权利的普遍合法

性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康德说，通过虚假承诺来借钱，这一行为准则如果为每一个人所采纳，那么

根本就不会有人借钱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借钱就行不通了，“谎言最终以欺骗自己结束”⑤，所以这种

行为准则不可能成为普遍法则。⑥ 科尔斯戈德认为，那个上门的凶手一定认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

想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会以实情相告；这时你对他说谎，他必定相信；而且即使每个人

在类似的情况下都说谎，谎言仍然有效，所以这种说谎是可以普遍化的。⑦ 从科尔斯戈德的表述来

看，她显然没有全面理解康德谈话的背景。她实际上认为，只要你知道凶手是什么人以及他要干什

么，而他以为你不知道这些情况，你就可以对他说谎，而且这种谎言能够普遍有效。但是康德的表述

明确告诉我们，无论谋杀者是否知道你知晓他的身份与意图，你都不应对他说谎。康德认为在这两种

情况下说谎都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行为法则。事实上，科尔斯戈德所设想的这种情况与康德所说的通过

虚假承诺来借钱的例子并无本质不同。在通过虚假承诺来借钱的例子中，说谎者也是处在通常不可能

说谎、因而对方不会怀疑他说谎的情境中，否则他不可能得逞。科尔斯戈德所说的可普遍化的说谎，

至少在康德看来是不可普遍化的。因为从被询问者的角度看，你只是对谋杀者说谎，但是从谋杀者的

角度看，你是对任一个询问者说谎 （因为他认为他在你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询问者）。基于被询问者

的立场，如果每个被询问者都对询问者 （谋杀者）说谎 （从询问者的角度看），还有哪个询问者 （谋

杀者）会相信被询问者的话呢？这种说谎焉能具有普遍有效性？

其次，根据康德的理论，任何道德法则都是理想性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道德法则在现

实中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否认其正当性。在康德看来，实践法则 “说明什么应当发生，尽管它也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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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会发生”①。即便没有一个人实行它，它也仍然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当遵从的普遍道德法则，

“即使还没有发现这样做的任何榜样，理性也丝毫不考虑这样做会给我们产生的利益”②。而且康德明

确地说没有哪个道德法则在现实中曾受到十分普遍的尊重和遵守。在他看来，虽然意志与道德法则的

完全一致是神圣的，但是感性世界中的理性存在者中没有哪个在其存在的任一时刻能够达到这种完全

的一致。③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它不是我们在现实中应当遵从的法则。如果根据科尔斯戈德的双重

理论，似乎任何道德法则在现实中都不应被普遍遵守。

再者，科尔斯戈德认为理想道德原则不能用来对付非理想世界的恶，这乃是对康德哲学的一个误

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不是海市蜃楼。康德所说的不说谎义务并非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而是来

自一个理性存在者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且康德的道德理论所针对的恰恰是非理想世界中的非道德

倾向，怎么能说它 “本来不是用来对付非理想世界中存在的恶”？科尔斯戈德似乎把康德的道德义务

单纯理解为理想世界的命令了。但是在康德看来，在理想世界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根据理性行事，

没有与此相反的力量存在，“我的全部行动就会永远和意志的自律性相符合”④。由此，这个义务就不

是命令，而是意志的必然意愿了。

科尔斯戈德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的道德理论产生误解，是因为她混淆了两种恶的概念：一

种是履行不说谎义务时所面对的恶，另一种是履行不说谎义务所产生的恶。她实际上认为履行不说谎

义务所产生的恶，例如无辜者的遇害，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的恶造成的，因为康德的理想道德原则本来

不是对付非理想世界中的恶的，现实中的恶使得康德的理想道德原则所适用的环境不复存在，如果硬

要把这种理想道德原则应用于现实，必然产生恶，因此她在上述事例中把义务冲突所产生的困境归咎

为一个具有邪恶意图的凶手的闯入，凶手利用 “我”对不说谎义务的履行，去实现一个侵犯人性的

行为，因而扰乱了义务之间的正常秩序，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义务冲突是外在于康德的理想道德原则

的。她认为只要进入了没有恶的理想环境，康德的道德命令就会畅通无阻，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恶产

生。科尔斯戈德没有注意到，上述例子中履行道德命令时之所以产生恶，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现实中

是否存在恶。即使在理想世界中，履行道德命令仍然会有恶果产生。例如，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如果

得知自己的病情，会很快去世；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生命可能会延续较长的时间。这时他的家

人如果将其病情如实相告，恶果也不可避免。可见科尔斯戈德的双层理论并不能帮助康德走出不说谎

义务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履行一个道德义务例如 “不说谎”会导致恶果，这对康德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康德在

道德问题上不是一个效果论者，在他看来，对道德法则的尊重恰恰应该不以行为的对象或后果为出发

点，甚至应该完全不考虑后果。另一方面科尔斯戈德认为康德的 “单层次理论”背后是由 “上帝”

来支撑的。姑且不论 “上帝”是否能够支持康德的 “单层次理论”，如果它能够支持，这实际上等于

承认不说谎义务所导致的恶果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是可以辩护的，即如果一个人因遵从道德法则

而失去了现世的幸福，上帝会在来世为他提供与其德行相称的幸福作为补偿，所以后果的好坏并不能

对康德的不说谎义务构成威胁。由此，科尔斯戈德对康德的不说谎义务的反驳在理论上也是不能成立

的。

三、康德 “绝对不说谎义务”的困难所在

康德在不同著作中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说谎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他深刻地指

出，外在的说谎使自己在别人眼里成为蔑视的对象，内在的说谎使自己在自己眼里成为蔑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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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对 “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他对不说谎义务的精辟论述让人油然而生敬意，但是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和问题。鉴于篇幅所

限，下面只就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部分进行讨论。

（一）未能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

康德并不认为说真话是我们的唯一义务。他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说，人既对自己有义务，也

对他人有义务。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包括：对自己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者所负有的义务即保存生命；

对自己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所负有的义务即诚实。人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即提高自己的自然完善和道

德完善。人对他人的爱的义务包括行善的义务、感激的义务、同情的义务和尊重他人的义务。行善的

义务即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身处困境的他人得到他们的幸福。① 既然不说谎并非我们的唯一义务，既然

我们有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义务，接下来的问题是，不说谎义务是否会与其他道德义务发生冲突？康德

认为，各种义务的冲突隐含着这样一个道德责任的前提，即一个义务取消另一个义务。因为两个彼此

对立的规则不能同时是必然的，如果根据其中一条规则去行动是义务，那么根据相反的规则去行动就

不仅不是义务，甚至有悖于义务，所以义务之间的冲突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康德所说的义务冲突指的

是两个相反的义务之间的冲突，他们不可能共存。比如，说真话是义务，说谎就不能是义务。但是我

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即两个并不相反的义务同时出现，但我们只能履行其中之一。这种义务冲

突是现实存在的。

无条件地对谋杀者说出真相的义务与行善的义务———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身处困境的人得到幸福

———有时相互冲突。在这些对立的义务中，说真话是否最优先的义务？不对谋杀者说谎的义务是否绝

对高于并取消拯救朋友的义务或自我保存的义务？进一步，不说谎在我们的所有义务中是否首要的义

务或者最高的义务？康德确实提到，诚实是一切德性的基础，是第一自然法则。他说：“对诚实的热

爱，其价值在于：它是所有德性的基础；第一自然法则就是：要诚实！它是 （１）有关他人的德性之
基础，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不说谎，一个人的谎言就会被看成是可耻的。（２）它是有关一个人自身的
德性之基础，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自我隐瞒，也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憎恶。”② 而且康德认为不能为了自

己的或他人的生命而说谎，这等于说不说谎义务高于自我保存和拯救他人的义务。由此，似乎可以得

出结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说谎。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康德无辜地

被一个谋杀者追杀，他藏在一个隐蔽之处，例如甲场所，他能够听到谋杀者的说话声音，但是只要康

德不说话，谋杀者就找不到他而转身离去。如果这时谋杀者大声呼喊：“康德先生，我想找到你，把

你杀掉，你藏在甲场所吗？”对于这样一个 “诚实”的杀手，康德是否要如实地以 “是”回答呢？如

果康德果真如实相告，然后被凶手杀死，有谁会赞同康德的这种诚实呢？无人赞同的这种所谓道德义

务还是康德所说的普遍道德义务吗？面对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康德关于不说谎是首要的或必选的义

务的说法难以服人。

如果说真话是每个人的唯一义务，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履行这一义务，或许就不会产生任何困

难了。事实上，即使我们假设不说谎是我们的唯一道德义务，它也不可能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履

行的义务。因为它还可能与自身发生冲突，因为一个人可能同时承担两个同样的不说谎义务，但只能

履行其中之一。实际上，康德在上述事例中确实陷入了这种窘境，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它。当康德的

朋友请求藏在他家中，而康德又答应这件事时，他实际上应诺了不会把这个情况告诉谋杀者。这种应

诺也许没有以明确的书面形式或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康德必定已默示于他，而且他的朋友也清楚

地领会了这一点，否则他的朋友就不会藏身于其家中了。康德既已向朋友许诺不会向凶手说出朋友的

藏身实情，如果他后来对谋杀者仍以实情相告，那么他就是对朋友说谎。如果他信守对朋友的承诺，

那么他必定对谋杀者说谎。康德在这里实际上承担着两个不说谎义务，而这两个不说谎义务是彼此冲

突的。康德无论如何回答都逃不出这个两难窘境。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康德在其例证中并没有真正贯彻不说谎义务。既然康德认为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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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都不应说谎，那么他应该对所有人都不说谎。他答应朋友不对谋杀者道出他的藏身之处，这本

身就是向朋友许诺：准备通过说谎来保护他。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康德已经明示或默认了可以

对一个人 （朋友）许诺，他将为了保护这个人而对另一个人 （谋杀者）说谎。康德既已向朋友许诺

不会向凶手说出朋友的藏身实情，又说他不能对凶手说谎，这就等于说，他既会对谋杀者说谎又不会

对谋杀者说谎。他的论述本身隐含着自相矛盾，这是其例证诡谲奇异而不能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原

因。

（二）未能具体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对谋杀者不说谎的事例暴露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即未能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

突，同样，他也未能具体指出人们面对这种冲突时应采取的取舍标准。在两种义务的冲突面前，我们

应当如何取舍和决断？不同哲学家的回答也不尽相同。例如：戴维森认为：“并非所有的谎言都是错

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应当出于某种更重要的考虑去说谎。”① 戴维森显然认为不说谎并非人类的

头等大事。但是奥古斯丁说，如果有人向你寻求庇护，你只要说谎就可救他性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说谎也是不可取的。“人不怕犯罪，却愚蠢地害怕死亡，其实那死所灭的不是灵魂，而是身体，主命

令我们不应怕死 （马太福音１０：２８），而说谎言的口杀死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既然一说谎就失
去永生，就不可为救某人的短暂生命而说谎。”② 在奥古斯丁看来，他人的死只是身体的毁灭，而说

谎是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永生重于身体的死亡，所以不可为了救他人性命而说谎。

不同义务的冲突本身要求我们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根据则是区分和确定不同义务的优

先性和价值大小，因此确定义务的优先性和价值大小的标准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

采取三个原则，并且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标准来判断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更大善原则，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前所述，康德把人的义务分为对自

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他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把保存自己的生命列为人作为动物性存在者对

自己的第一义务，而把诚实列为人作为纯粹的道德存在者 （其人格中的人性）对自己的第一义务。③

这一点对于理解康德对说谎权利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保存生命和不说谎，这两个义务哪个更为重

要？根据康德的观点，作为一个纯粹的道德存在者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而且，康德的先天道德

律中的第二条是要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看成目的而不只是看成手段。这里说的人的人格性即人作为理

智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动物性存在的生命。我们似乎由此可以推出不说谎义务的优先性。康德

在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把诚实看成对别人的第一义务，而把帮助别人看成对别人的第二义务。④

我们似乎借此也可以推出不说谎义务的优先性。就此而言，至少在康德的道德哲学范围内，不说谎义

务相对于其它义务的优先性似乎是可以证明的。但是康德本人好像并未根据他的这些理论来论证不说

谎是我们的最重要义务，而是主要采取了另外一种论证方式。

康德认为说谎之所以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因为说谎是对人性的伤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破坏了诚

实原则，而诚实是契约的基础，从而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它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是一种

更大的恶。这乃是一种基于后果的功利主义论证。所以，从对不说谎义务的论证来看，无论奥古斯丁

还是康德最终都是功利主义者或效果论者。这种对于说谎的功利主义论证是与康德的基本道德原则相

冲突的。问题还在于，说谎造成的危害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大于不履行其它道德义务所造成的危害？康

德根据后果将不说谎义务看成最重要的道德义务是否具有说服力？答案显然并不像康德所说得那样简

单。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认为抢劫和暴行是对国家或全体人民利益的侵害。⑤ 根据他们的观点，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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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对 “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造成的后果要大于对一个人说谎的后果，由此，制止这些行为就是更为优先的义务。

第二个原则是时间优先原则。同一个义务，如果只能向一个人履行，你先向谁许诺，应对谁履

行。例如，你只有一辆自行车，你已经允诺在某个时间将它借给某位朋友，就不能再允诺在同一时间

借给另一位朋友。关于这一点，霍布斯说得很明白。他说：“前约可使后约无效。因为一个人在今天

把权利转让给某人之后，他在明天就不再有这个权利以转让给另一个人了。因此，后来的允诺便因不

能转让任何权利，是无效的。”① 根据这一标准，即使在康德的道德哲学范围内，康德也无法证明不

说谎义务的绝对性。在前述有关谋杀者的事例中，一个人已经向朋友许诺 （尽管可能是默许而没有

明示）不会将他的藏身之处告诉谋杀者———这是时间上在先的义务，他就不能向凶手说出朋友的藏

身之处———这是时间上在后的义务。这相当于两个同样的信约，前一个使后一个无效。

第三个原则是法律规定。我们这里不讨论无法律的状态，因为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所论述的无法

律的自然状态下，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有权利做任何事情，包括通过说谎和欺骗以求生存；而且在

无法律约束的状态中，如果一个人在其他人都不履行诺言的情况下履行自己的一切诺言，等于让自己

成为了他人的牺牲品。② 康德的不说谎义务在这样的状态根本行不通。我们将不说谎义务的讨论限定

在国家中。在国家中人们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来规定。但问题是，国家是否要把说真话规定为无条

件的法律义务？康德认为说真话的权利绝不能去迁就政治，而政治必须适应这个权利。根据这个观

点，似乎法律必须规定，说真话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许多国家的法律确实规定，证人在法庭上必须说

真话，作伪证要承担法律的惩罚。但是，并没有哪个国家把说真话列为所有公民的无条件义务甚至第

一义务，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或者规定说真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最

高义务。相反，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会规定一些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国家机密。这实际上规定他们在一些

事情上不能对外人说出实情，否则就是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根据康德的观点，说真话意味着值得信赖，相互信赖是社会契约的基础。但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

都说真话并非总能赢得别人的信赖，相反，他可能会失去人们的信任。人们不会选择一个在任何时候

都说出实情的人去承担保密工作，也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人担任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他会把国家的机密

都暴露给外国人甚至国家的敌人，使国家的安全毫无保障。

我们看到法律会规定公民有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义务，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有

向谋杀犯提供被谋杀者的真实信息的义务。通常情况下，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远比单纯地说一个

“是”要重要得多。在不义的强制下向谋杀者说出被谋杀者实情的人可称为懦弱的人或者智力不足的

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一个道德的人。相反，在不义的威胁面前坚持不向凶手说出被谋杀者实

情的人才是一个道德的人。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不计后果地容忍说出一切实情的人，也不会

不问原因就惩罚一切不说真话的人。法律上如此，道德上亦是如此。

四、康德论证中的一个诡辩

康德认为说真话导致的恶果纯属偶然。在康德看来，如果你对谋杀者如实相告，谋杀者在你家中

发现并杀害了你的朋友，你可以既不受法律惩罚也不受道德谴责。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并没有伤害由于

他的诚实而遭难的人，那人所受的伤害是偶然引起的，所以一个人由于诚实的表达而对朋友造成伤

害，他不必承担责任。这种由于说真话而导致的恶果不是一个 （法学意义上的）自由行为必然导致

的结果。这种伤害与行事不义所造成的伤害不同，它是我们道德上必然的行为所偶然伴随的结果，我

们不能为了避免这个结果而做一个不道德的人。此外，康德还认为说真话未必对他人造成恶果，因为

你如果对谋杀者据实相告，而此时你的朋友已经在不知觉中离开了你家，他并不会落入谋杀者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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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而并不会受到伤害。①

另一方面，康德认为说谎可能由于偶然状况而对他人产生恶果。在他看来，既然一个人没有说谎

的权利，他就必须对说谎可能偶然导致的恶果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不仅如此，康德认为善意的

说谎还可能由于某种偶然而应受民法的惩罚。因为只是由于偶然而逃脱外在法律惩罚的东西，可能被

外在法律判为不义。即使你以一次说谎阻止了一个谋杀行为，你也要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负法

律责任。例如，在前述事例中，当你说你的朋友不在你家时，凶手就不去你家了，这阻止了对你的朋

友的追杀。但是，如果这时你的朋友碰巧离开了你家，凶手在离开你以后遇到了他，并且杀害了他，

法律就有理由把你作为此人死亡的肇事者而起诉你。所以康德说： “谁说谎，不管他当时心肠多么

好，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甚至是在民事法庭前负责，并为此受到惩罚，不管这些后果多么

无法预见。”② 我不知道康德时代的德国法律是怎样规定的。我认为法律以这种理由来起诉一个要保

护无辜者的人，实在很荒唐。

我们看到康德把牺牲被追杀者看成遵守说真话义务所导致的偶然后果时，还潜在地诉诸另一个论

证，即他人对这个规则的违反。康德自己不对谋杀者说谎，他认为这是在遵守道德法则，在尽道德义

务。其潜在的理由却是别人说谎，不尽道德义务。他认为对谋杀者说实话不一定给朋友带来伤害，因

为他的朋友可能已经离开了他家，谋杀者在家里找不到他。可是，如果别人都像康德那样说出被追杀

者所处的位置，他必定无所遁形。所以被追杀者如果能够脱险，只能寄希望于他逃出康德家之后，别

人不说出他的藏身之处。如果康德认为别人也会与他一样遵守说真话的准则，那么他就不能通过这个

理由为自己的上述观点辩护。而且，如果康德的这种行为准则普遍通行，那必将是恶人任意横行的天

下。

我们看到，康德一方面通过真话可能变成假话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又通过谎言可能变成真话的偶

然性，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真话碰巧成为假话———他对谋杀者说朋友在他家，

实际上朋友已经离开他家；一方面又希望别人的谎言碰巧成为真话———如果别人对谋杀者说朋友不在

自己家，实际上朋友确实已经离开了他家，从而改变谎言和真话各自最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康德论证的可怜之处。为了给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寄希望于概率最大的事件变成概率最小

的事件，概率最小的事件变成概率最大的事件。

当康德通过这种偶然性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所谓不说谎的含义已经发生

了变化。康德把说谎定义为 “有意对另一个人做出不真的声明”③，这意味着说谎者知道实情。如果

你对谋杀者说你的朋友在你家，但是这个人很可能已在不被知觉的情况下走出你家，这时你对谋杀者

说的并不是实情，因为你并不真正知道实情。也就是说，在你自以为告诉谋杀者实情的时候，你告诉

他的却并非实情。这个时候你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谎话？既然你不了解实情，你怎么知道自己说的是

真话？谋杀者会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话？康德认为说真话即尽自己

所知说出实情。这里的实情是你所知道的过去的事还是当下的情况？谋杀者问的是当下的情况，而当

下的你正在与谋杀者说话，并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在家里还是已经离开了你家。对于你的朋友现在的情

况，你只能做一种推测。如果我们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只能用 “是”或 “否”来回答，我们如何回答？

无法回答。我们或许只能说：“他在十分钟前到了我家，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我家？”所以，

我们看到康德在这个论证中偷换了概念。

我们毫不质疑诚实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但是我们难以苟同康德对此进行的论证。而且他的论

证也与其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不相容，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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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命医学伦理 “施益原则”与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之对话

陈琼霞

【摘要】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 “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① 之内涵进行增补，以 “忠

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

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

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 “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

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 “推己及人”的

概念，强化 “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 “施益原则”与 “仁爱原则”之内涵。

【关键词】施益原则；仁爱原则；忠恕之道；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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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西方生命伦理学四原则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对话与融合研究”

（１７ｋｗｐｙ６６）

一、前　　言

生命伦理学源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它的研究领域涉及传统医学伦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健
康照护伦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ｔｈｉｃｓ）、动物伦理 （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环境伦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ｔｈｉｃｓ）、遗传
伦理 （ｇｅｎｅｅｔｈｉｃｓ）等，是一门跨领域学科。生命伦理学这大范畴也开展出生命医学伦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之研究。著名的生命医学伦理学家汤姆·比彻姆 （ＴｏｎＬ．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与詹姆士·邱卓思
（Ｊａｍｅｓ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合著的 《生命医学伦理原则》②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提出四个中层道
德原则：不伤害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ｎｏｎ－ｍａｌｅｆｉｃｅｎｃｅ）、施益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公
平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尊重自主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这些原则可作
为相关从业人员执业时的道德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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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以往的讨论中，“仁爱原则”被视为儒家思想的黄金道德律 （ｇｏｌｄｅｎｒｕｌｅ），也就是第一律之 “道德理论”。学者往往将儒家文

化中的 “仁爱”与基督宗教的 “圣爱”进行对比，并将两者共同视为黄金道德律。但依照以往写作儒家当代生命伦理学理论之

学者，则将 “仁爱原则”视为第一律下的 “中层原则”（ｍｉｄｄｌｅｌｅｖ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也就是次于第一律的原则，其更贴近于案例与
实践的运用。

此书已复印至第七版，可谓是医学伦理中的圣经级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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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视野的扩大，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群，皆存在

一套属于自己文化圈的思维向度、属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因此形成专属自身社群文化的价值选择。在

西方生命伦理学发端之后，中华文化圈亦有学者试图思考，能否在我们的文化圈中寻找适用于医疗、

生命科技、医疗执业伦理等领域指导原则，一套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圈下的生命伦理原则。根据目前研

究，关注此问题之研究者有三，他们各自提出 “生命伦理原则”。其一，李瑞全先生在１９９９年 《儒

家生命伦理学》① 中提出儒家生命伦理两原则，分别是各尽其性分原则、参赞天道原则。其二，范瑞

平先生在２０１１年于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② 中提到儒家生命伦理四原则，分别是仁爱原则、公义

原则、诚信原则、和谐原则。其三，马家忠先生在２０１３年 《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

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③ 中提出中华医学的生命伦理原则，分别是尊重生命原则、仁爱原

则、精诚并重原则、社会责任原则。范瑞平先生与马家忠先生皆认为 “仁爱原则”必须列为重要的

生命伦理原则，李瑞全先生也认为儒家 “仁”的思想可涵摄西方生命伦理中 “不伤害原则”与 “施

益原则”④。儒家 “仁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价值，且为华人医疗文化特别强调的部分。⑤

故强调 “仁爱原则”具意义与必要性。西方生命伦理 “施益原则”首重对他人付出仁慈、进行增益

他人之利他行为，与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强调爱人、推恩他人之精神有其相似处。故将西方

生命伦理的 “施益原则”与华人医疗文化之核心 “仁爱原则”进行对话，以增益儒家生命伦理 “仁

爱原则”。

二、对 “施益原则”的再思考

“施益”（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主要指为利他、爱人和人道，更广泛的意义则指增进他人利益的行为。⑥

“施益”指为履行仁慈、善良的行为或做善事，也就是要施加利益在他人身上，增进他人的幸福或福

祉。⑦ 施益作为一种原则，指为增进他人利益而行动的道德义务，其确立一个帮助他们增进其重要的

合法利益的义务。⑧ “施益原则”指为做造福他人的行为。⑨ “施益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强调医疗人员

应该努力把利益加在病人身上，尽可能地对病人施予仁慈且善良的德行。瑏瑠

“施益原则”与作为普世价值的 “乐善好施”行为相同。因此，将 “施益原则”作为中层伦理

原则应没有任何疑义。然而，部分哲学家却探问：应该将 “施益原则”视为一种 “道德义务”或仅

作为 “可选择地仁慈的行为”（非应然之行为）。换言之，“施益原则”究竟是一种道德理想，或应

被提升至公共性道德义务成为 “施益原则”讨论的焦点。此外，在一般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不

同的对象中，施益者对他人的施益程度与范围之界定，也成为延伸讨论的议题。。

有些哲学家，例如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罗斯 （Ｗ．Ｄ．Ｒｏｓｓ）、辛格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等，认为
“施益”应被视为积极义务，但部分批评者质疑此论点。质疑者认为我们无法要求其他人必须协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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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台北：鹅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马家忠：《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南京：东南大学，２０１３年。
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第６０页。
清代名医喻昌在 《医门法律》中提到：“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孙思邈在 《备急千金药方》提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唯当审

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倚。”

ＴｏｍＬ．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Ｊａｍｅｓ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９７．
萧宏恩：《医事伦理新论》，台北：五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４页。
ＴｏｍＬ．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Ｊａｍｅｓ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９７．
萧宏恩：《医事伦理新论》，第１０５页。
黄苓岚：《医学伦理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台北：新文京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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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助者，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加以施益他人。但罗斯认为我们需视施益是一种义务的理由在于

“基于单纯的事实：这世界上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可使他们在德行、才智或快乐方面的状况获得改

善。这是仁慈的义务”。① 辛格同意应该把施益视为义务，且划定可容许的施益范围与程度，他主张

“如果我们有能力防止坏事发生，且不会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在道德上我们应

该这样做”②。

部分批评者否定 “任何时间、任何情况对大多数人施益”这一观点。汤姆·比彻姆 （ＴｏｍＬ．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詹姆士·邱卓思 （Ｊａｍｅｓ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麦可尔·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就采取此类论
点。斯洛特认为施益者无须牺牲 “基本生活计划”加以施益他人，所以我们无须把施益他人视为是

一种义务。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防止严重的恶行或伤害，且自身行动并不会严重扰乱自己的生活

计划，那这个人才有义务进行施益。③ 比彻姆和邱卓斯则看到人们面对不同施益对象之差异，都明确

表明我们不可能相同地施益于不同的对象，面对亲属的施益远远大于对陌生人的施益。因此，比彻姆

和邱卓斯虽主张须将 “施益原则”列入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但否认施益原则凌驾其他原则之上。他

们认为是否施益他人的标准在于：我们仍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是值得的。

学者们的争论隐含对普遍原则的渴望。这是当代伦理学寻求普遍客观原则的思路。学者们试图将

“施益原则”抬高至公共道德的高度，这意味着将原则拉抬至职业相关从业人员皆须认同的普遍行为

标准。但即使是采取批评立场的学者，也未全盘否认 “施益原则”，而是试图完善 “施益原则”的普

遍标准。事实上，这只是降低了 “施益原则”对他人作为应然义务的要求。

尽管学者们试图寻求 “是否应施益的普遍标准”，但我们仍须进行提问：如何能准确地或者适当

地估量我们自身所付出的风险与成本，以及衡量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回馈呢？即使现今已有量化的方式

进行计算，例如成本－效益分析 （ＣＥＡ）、成本 －利益分析 （ＣＢＡ）。但我们仍难以准确地估量人的
内心感受所计算出来的风险和成本，这似乎是科学数据所无法提供的。我们能客观地计算付出的成本

与整体获益是否值得，但我们难以估量、掌握施益者对自身所付出成本的感受，甚至考虑完成施益他

人之后对施益者所造成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提问，台湾曾发生一个案例：一位罹患血癌的女童，透过某宗团体教骨髓数据库比

对，找出两名完全吻合的捐赠者，④ 但两名捐赠者被告知比对成功后却拒绝捐赠骨髓给女童。女童母

亲透过媒体力量希望捐赠者能同意捐赠，但依旧未果，后来女童接受了另一名不完全吻合的捐赠者之

捐赠，但却因排斥反应而死亡。⑤ 捐献骨髓即可能救治女童性命，且根据台湾民众普遍具有 “积阴

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思维，两名捐赠者应捐赠骨髓。换言之，捐赠者付出之成本 （捐赠

骨髓）远低于其所产生的利益与回馈 （救女童性命），但两名捐赠者却都拒绝了。我们无从猜测两名

捐赠者内心的考虑，⑥ 但他们所选择的行动呈显出了施益的普遍标准未能估量施益者内心之感受。

关于第二个提问则有另一例子：媳妇同意捐赠已脑死先生的器官，捐赠之后却遭受亲友的责难与

歧视之案例在台湾屡见不显。更有同意捐赠器官之家属，因无法忍受亲友责难而痛苦寻短。⑦ 器官捐

赠让多人受益，执行行动之后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回馈 （一人捐赠多人受益），但倘若我们将行动之

后所带来的影响放入行动所产生的利益进行考虑 （媳妇所受的长期责难与心理煎熬），那么量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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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Ｄ．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２１．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Ｆａｍｉｎｅ，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７２，ｐｐ．２２９－２４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ｌｏｔｅ，“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ＷｏｒｌｄＨｕｎｇｅ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ｔｌｉｏｎ，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７７，ｐ．１２７．
此两名捐赠者同意将自己骨髓资料给某宗教团体建档之初衷，应是同意未来有他人比对成功后愿意捐赠骨髓。

《两捐髓者都反悔，八岁癌童不治》，《苹果日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日。
移植骨髓需经过多次穿刺骨盆，以麻醉无痛进行骨盆穿刺抽取，但这其中有一些风险，麻醉可能造成死亡，穿刺抽取可能造成神

经受损而瘫痪，这或许是捐赠者内心的考虑之一。

《狠心？不爱他？同意器官捐赠家属却遭歧视痛苦寻短》，《Ｎｏｗｎｏｗｓ今日新闻》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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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回馈更显困难。

在西方生命伦理 “施益原则”的讨论中，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普遍的 “规范”以及衡量的 “标

准”，为医护人员、相关场域中的从业人员寻求一个依凭的准则，一种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标准。然深

层地思考，即便拥有计算公式，但进行决策者的内心、心理状态似乎难以估量；即使已经客观化地使

用 “成本”、“风险”、“利益”这几个重要衡量指标，但将个体人的思维考虑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置

入其中，普遍化的原则与衡量标准显得格外苍白。在此，我们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选择扬弃这

种寻求普遍化准则的思维，二是为这种准则找到另一个增补的方式。而中华文化下的生命伦理学准

则，提供出一种可能。

三、当代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之内涵

生命伦理学相关议题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传入中国，并在２１世纪开始茁壮。关于儒家生命伦理原
则之讨论在２０００年前后逐渐被重视。儒学为中华文化之根本，“仁”亦是儒家文化之核心，与中国
人的个人生命意义、家族关系、职场关系等 “己与我”“群与己”之人伦关系休戚相关，故将之视为

儒家生命伦理学原则之首当之无愧。本节主要说明马家忠先生与范瑞平先生所理解的 “仁爱原则”

之内涵，并反思此原则内涵完善程度。①

马家忠先生提出中国传统宇宙论 “天 －地 －人”之三元结构，强化 “人”处于 “天”和 “地”

之间，且人具有认识天地自然大道、顺应大道、修性养命达到整体社会和谐之能力，这些能力体现出

人的中心位置和积极作用，因此 “人”具有崇高的价值。“人贵论”的思考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②

马先生引用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

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孟

子·告子上》），强调 “仁”并非外加的，而是出自人之 “本心”。他还以孔子之言提出推己及人的

观念内涵，如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庸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颜渊》），强调 “出于自然”的仁学，通过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

换言之，人之贵在于人有 “仁心”且能通过己身的人心能力，将仁外推于社会中的其他人。③ 因此，

马先生认为医者须发扬 “仁心”、“仁术”，由仁之爱人之情，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不同的内

涵，即使儒家强调爱有 “差等”，但进入医学领域终将消散，将爱人之心扩展至所有病人群体中，医

生对任何病人的职责都是救治性命，帮助恢复健康。④

范瑞平先生也认为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应置入 “仁爱原则”。他认为仁爱源于亲情，应当适当地

推及他人以及天地万物；但人的家庭之爱应当具有优先地位；仁爱既是普遍之爱，也是差等之爱。⑤

范先生的论证理路为：“仁”是人天生本具，是上天根植于人心的自然能力。换言之，每个人天生具

有爱他人的情感能力。人是家庭中的动物，即使爱是自然潜能，但爱的情感并不是平等地施给所有

人，《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因

此必须借助孟子所谓的 “推恩”的功夫，《孟子·梁惠王章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仁”才能从一种自然情感上升为道德行为，成为一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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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瑞全先生认为儒家生命伦理学以 “仁”为核心架构，但未将 “仁”视为一个原则。本文着重于 “仁爱”作为中层原则之讨论，

故本节将不引用李瑞全先生之论述。

马家忠：《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第３９—４０页。
同上，第４１—４３页。
同上，第９３—９４页。
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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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力量，终成为一种人之品格。仁爱具差等性，但能向外推恩于万物，则有赖培养行动者的修养功

夫，也就是 “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使人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颜

渊》）。通过严肃的礼仪行为，一个人培养、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感，从而合适地爱人爱物。①

马家忠先生所提的 “仁爱原则”侧重培养医事从业人员的 “仁心”、“仁术”，强化职业应有品

格的要求。范瑞平先生虽亦侧重仁心推己及人之外推性，但特别强调家庭人伦之爱，认为必须先肯认

家庭之爱，肯认仁爱具有差等性，继而强调仁爱的推扩意义，以达到宋明理学家强调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张载 《西铭》）的境地。但不论哲学家们对生命伦理学 “仁爱原则”的讨论为何，他们

共同强调：１．“仁心”无须外求，人之本具；２．“仁”能向外推扩，借助推扩，达到对他人普遍之
爱；３．“仁心”虽本具，仍需工夫加以培养优秀的品格。

我们必须提问，对 “仁爱原则”的阐述已经足够了吗？若以 “仁爱原则”分析癌童等待捐髓个

案，能进行适当地伦理分析吗？强调 “仁心”本具、差等之爱、推恩于外的观点下，骨髓配对成功

者应该捐赠给女童。但在实际的情况中，捐赠者拒绝捐赠，难道这意味着捐赠者与亲友不具仁心吗？

而拒绝捐赠器官亦即违反 “仁爱原则”这一中国文化传统所共同肯认的品格，那么拒绝捐赠者必然

受到社会中多数人施以鄙夷之眼光，这样合理吗？

四、对 “仁爱原则”的反思：“忠恕之道”实践之力

中西方思维对伦理学发展的向度根本上不同。儒家生命伦理在 “仁爱原则”的立基与朝向亦不

同于西方生命伦理 “施益原则”。“施益原则”本质上是一规范伦理学之思考，其尝试提出较具普遍

性的规则与判准；而 “仁爱原则”则强调由己身出发，尝试培养、教育生命医疗场域中利害关系人

的本心自发之良善与推扩他人的爱人精神。

尽管西方哲学家对 “施益原则”的探讨首重是否须将 “施益原则”视为道德义务，进而延伸思

考施益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如何订定，总结出多数伦理学家仍同意 “施益者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

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衡量是否施益的标准。但如上文所述，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与衡量花费的

成本是有其难度的，特别当施益者与受益者有特殊关系，甚至是施益者自身价值观与客观利益衡量产

生冲突所造成的成本计算更显困难。“普遍原则”与 “个体差异”本身即存在着鸿沟，将抽象原则运

用于具人格或具体生活情境中，只能是误入歧途。即使哲学家们试图寻求一种普遍性的施益规律可能

是失败的，但这个失败却也指向出一种可能——— “施益者的衡量”。“施益者的衡量”意味着回到施

益者自身，让施益者的自主意志衡量施益的程度与范围。对于 “施益者的衡量”彷佛可以回到儒家

的 “忠恕之道”中再度思考。

关于 “仁爱原则”之讨论，其预设 “仁”是人之本性，仁表现在爱人且必然利他行为上。但这

明显忽略了不同情境下人际、人与物的利害相关性，在利益冲突下人之本性如何必然行 “仁”？“仁

爱”成为一种道德理想。这样的预设无法处理生命科学、医疗场域中的实际问题。尽管医护人员们

知道需要具备医德，需要为患者和其家属着想；器官捐赠有利益于受赠者；生命科学研究者知道自身

进行研究时需要对生命尊重，尽量不伤害具有成为生命潜能之生命，尽量不伤害研究主体，甚至是施

益于研究主体，例如被研究的小动物们或者人体。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太多的利害冲突，我们实在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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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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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医护人员或关系人在利害冲突下仍旧怀抱着推恩他人的精神。① 事实上，“仁爱原则”内容之建

构落入中国哲学习以为常的传统建构模式，必须找到 “仁”的人性本体论，再求修养功夫以养仁。

一个原则的设立必然认为其能引导行动者进行更好的价值选择，并且提供可实际操作之方法与规则，

使受引导者能有所本。反观现今 “仁爱原则”内容更适当可运用于相关医疗、生命科学研究者等的

伦理教育活动上，培养医护仁爱之心。但我们仍须反思，生命医学伦理问题不仅在于医事人员品格与

行动之培养，更涉及各项生命价值选择的议题中，其作为一种原则，仍需作为道德抉择的一种行动指

导方针，而不是一种高远的道德理想。因此，着重于思考 “仁爱原则”的实践层面，使其面对医疗

情境之可用也是 “仁爱原则”所需补强的部分。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 “仁”，但他并未直接把 “仁”视为人之本性。“仁”的实践方法表现在哪些

方面呢？《论语》提出了 “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论语·颜渊》）等三种

行 “仁”的方式。“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达到理想人格之修养方式，“爱人”是行

仁的基本精神。“克己复礼”较强调对己身之修养，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展现出来的 “忠恕

之道”却更强调己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生命医疗相关场域，己身 （医疗人员与利害关系人）需

面对不同的对象，建构适当和谐的人间关系是更为重要的。

“忠恕之道”的提出者是曾子。曾子认为其为孔子 “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有了 “忠恕之道”

亦是孔子 “仁”观念中重要的一环之说法。孔子自身并未对 “忠恕之道”进行说明，充其量仅在

《论语·卫灵公》中对 “恕道”进行解释，即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人逆推 “忠”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庸也》）。现今对 “忠恕之道”之诠解多元，但本文认为

从 “忠”与 “恕”字源上之意义，以及 《论语》本身的文本内在诠释可以提供一些视角活现 “忠恕

之道”作为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补充之必要。

“忠”、“恕”两字由孔颖达解释为：“如心为恕，谓之其己心也。”《周礼·大司徒》疏：“中心为

忠，如心为恕。”“忠”与 “恕”字形为 “中与心”、“如与心”。“中”于甲骨文字形为旗杆正中竖

立，旗面飘扬。《说文解字》解为 “内也”，《说文解字注》“内者，入也”。试想能竖立 （站立）于

正中者，必为主要之物。而 “内”与 “外”有别，内者是亲者，更为核心与重要者。换言之，“忠”

对己身而言，强调 “心之中”，内心重要的思考与想法、真诚地内心感受与思索，而非因受到各项外

力影响所造成之想法。然而旗杆竖立于正中，是重要之物，亦可为当地之目标之物，具有特殊象征、

精神指标之意涵。“忠”另一层面意味着是必须被追随的对象或象征。因此，“忠”一方面具有审视

内心真实且重要地想法之意涵，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对象的追随与朝向。“如”从女从口，甲骨文字形

象一人跪姿向言说之口。《说文解字》“随也”，徐锴曰 “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如”意味着

顺从。“恕”则可解释为随顺内心，审视内心之想法。一女子跪姿听人之言，意味着 “恕”亦有随顺

他人之言之意。因此， “恕”一方面强化随心，另一方面亦强调听从他人之言。由字源上之考察，

“忠”与 “恕”皆强化 “心”的意义，而且是 “己心”。更进一步推想 “心之中”与 “随心”皆隐

晦地指出 “人的主动性能力”，亦即 “人之自主意识”，换言之，“忠”、“恕”字源意义强调人在进

行行动前的内心运作、审视自身内在意识之能力。但 “忠”、“恕”并非仅是对自身内心的审视与随

顺，亦含有对外与他人、他物相连结之关系，并与他人形成一种追随与听从。实则上，“忠”、“恕”

两者的运作皆强调对自身与对他人的双向运作关系，行动者具主动性能力，经过自身审视内心想法

后，进行伦理判断形成行动之选择，然后将行动抛掷于外，成为与他人关系之建构。但 “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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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实际的临床状况：刘小姐是一名教学医院的护理长，某日家里突然来电，告知其弟发生车祸需要进行紧急开刀，但邻近且适

合执行此刀的医院皆无床位，家里希望刘小姐能动用自身的关系，为其弟挪移一张加护病房的床位出来，使其弟能尽快进行开

刀。刘小姐确实动用自身关系，请求该科主治医生移走一名患者，使其弟接受开刀。基于仁爱原则的角度，亲亲造成的差等之爱

使其动用关系挪出床位给其弟，但若考虑到 “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那么刘小姐就不应该这么做。实则上差等之爱与推恩之

爱存在着某种内部矛盾。（萧宏恩、姜月桃：《医护伦理：个案解析与探讨》，台北：高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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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存在着对对象的一种服从。

在 《论语》中对 “忠”和 “恕”的讨论相对于 “仁”的讨论较为弱化。但孔子对 “恕”进行了

一种人文化的解释，让其成为所有人靠着自身修养而能所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由 “己”

作为生发，己身省视自身感受，并因同理他人而不将自己所恶之事推至他人。因此审视内在感受是重

要的一环，但这里的审视并非仅对己身感受之审视，这个审视亦包含着周遭环境中的人、事、物投射

于己身意识中感受，也因此 “己”不仅仅是独活的自我，而包含外界环境所给出于我的 “我的感

受”，这是一个双向动态的结构交流，审视我的内心的同时，亦在审视你与我的关系，并且思索回

应。正因为审视自身心中感受中有对象物所给出之物，那么行动者的决策行动就不仅仅是自我中心的

仅只有自己，而有了对周遭事件的人、事、物的考虑，进而能进行更适切的行动方案。

“忠恕之道”并非提出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准则要求他人加以接受，或者受到规范之引导而

生活，但其要求返回行动者主动性地内在审思，寻求行动者内在之自省能力，审视其内心真诚的想

法。当然如前所述，这种考虑隐含着对他人感受之考虑，但其不仅希求行动者内省，更要求将内省的

思真诚地为化为行动面对或协助他人。

“忠恕之道”的提出，一方面试图回应 “施益原则”之缺失，另一方面将增补 “仁爱原则”之

实践方法。当然，儒家生命伦理学中 “仁者爱人”之定义、“克己复礼”之行动皆不能抹杀，倘若不

先培养 “仁”之品格，培养 “爱人”的情操，即失去医事人员、生命科学研究者济弱扶贫、善待万

物之品格，因此以 “仁爱原则”作为培养相关从业人员是伦理教育之大事。但我们仍须留意操作面

向上之考虑，“施益原则”考察施益者施益的范围，但 “仁爱原则”可透过 “忠恕之道”提出对施

益者内在之省察和推扩之力，让医事人员、生命科学研究者、医疗场域中之人经过慎思熟虑后找到一

个属于自己的道德判断继而行动，尽管这个判断可能存在着风险或者牺牲自己的成本，但那是属于行

动者自身的行动选择。

五、结　　论

本文提出以儒家 “忠恕之道”回应 “施益原则”与 “仁爱原则”。“忠恕之道”的特殊之处，不

仅在于 “忠”与 “恕”字源意义下对内心之审视，更重要的是 “忠恕之道”所提出之我 －他者之双
向互动结构，其一方面强调我与外在环境之关系，另一方面强化了我－他者之关系与关怀，继而建基
在爱人、关怀的前提下，拥有适当的行动、无悔的行动。行动者在行动中和他者相融合而失去了自

我，但正因为失去了自我才更清晰地明白自己给出或牺牲之意义。因此 “仁爱原则”更需补足此一

实践与行动面向。

尽管有人质疑 “忠恕之道”强调心的内在省察继而外推之功夫，并未实际解决西方生命伦理

“施益原则”所遗留下来寻求标准、普遍规范的问题，严格来说，“忠恕之道”似乎也未能实际地给

出相关从业人员或医疗场域中的人们一个道德抉择上的绝对方针，使其在临床方面获得具体的解决方

法。但面对当前多变的社会环境，以及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个人，寻求一种绝对客观的普遍性实有难

度。事实上，我们更该关心的是伦理行为的 “共通性”（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① 而 “忠恕之道”回归

人所共有之心作为共通性之基础，实际上正展现了一种人世间、建立在社群生活基础上的相对普遍

性，在这种普遍性下没有死板的必然规范，有的是相对而不断调整且根植于己心而起于己行的人间之道。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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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ｅｉｍｉｎｇＴ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Ｃｈｕｎｇｙ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７６，ｐ．１０３．



先秦儒家 “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黄建跃

【摘要】先秦儒家的 “自我”观念包含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 “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

“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 “超然之我”。“自然之我”主张满足个体正当欲望和物质需要，蕴含权

利意识的萌芽；“应然之我”要求个体承担共同体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群己关系中成人成己；“超然之

我”倡导个体加强修养向君子人格与圣人理想趋近，担纲儒家之道。明晰先秦儒家包具三重面相的 “自

我”认同框架，有助于廓清原先的诸多错识。

【关键词】自我；自然之我；应然之我；超然之我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１４－０６

作者简介：黄建跃，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４１）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现代语境中的 “自我”（Ｓｅｌｆ）具有广、狭二义：狭义的 “自我”指权利主体或社会组织基本单

元；广义的 “自我”指个体的自我意识，表达个体与他者或共同体区别开来的观念。若据狭义理解，

我们很难从先秦儒家典籍中找出与之完全对等的内容；若取其广义，便可看到 “我” “吾” “予”

“己”“身”“私”这类词汇在先秦时期已经大量出现，这是个体意识以及个体与他者关系意识发展

到自觉阶段的直接证据。本文对先秦儒家 “自我”观念的探讨专就广义而言，致力于阐明先秦儒家

话语系统中的 “自我”是一种构造性存在，概括来说有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 “自然之我”，

作为社会性存在的 “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 “超然之我”。

一、自然之我

儒者大多以 “气”为始点讨论人的自然规定性。《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

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孙希旦认为：“天地之德以理言，阴阳、鬼神、五行以气言。”①

这应当是儒家对于人所从何来的普遍性看法。因为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之中，阴阳是天地所生二气，鬼

神是阴阳二气之 “良能”，“五行之秀气”特指 “气”的高级质态，都强调 “气”是构成人体的物质

要素。孔子提到的 “血气”，孟子提到的 “气，体之充也”，以及荀子提到的 “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皆可证此。

“气”往往与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联结在一起。孔子道：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意思是说，

不同年龄阶段的 “血气”呈现出不同状态，有必要进行调节与控制。孔子所言还蕴含这层意思，即

必须调节的各种欲望实际上根源于 “血气”。比较来看，孟子论 “气”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他一方

面认为 “气，体之充也”，承认 “气”是人之形体的物质构成；另一方面主张培育 “配义与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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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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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刚的 “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赋予 “气”某种精神性的力量。孟子论气的上述特点

还可以结合 “性命之辨”予以审视。他一方面强调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

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告子上》），另一方面提出 “理

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同上）。这表明身之欲望恰如心之善端一般，同属与生俱来，自有

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有识如此，孔子和孟子都尊重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需要。孔子明确宣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也”（《论语·里仁》）。他认为在 “邦有道”的情势之下，居于贫贱当引以为耻 （即 “贫且贱焉，耻

也”《论语·公冶长》），进而发出了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的慨

叹。孟子的类似态度可从他与齐宣王的对话中窥出。当齐宣王提出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和 “寡

人有疾，寡人好色”时，孟子并没有将之视为必须根除的 “疾”，而是回答：

昔者公刘好货……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昔者太王好色……王如好色，与百姓

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在孟子看来，公刘与太王 （古公父）施行仁政，绝非以灭除个人欲望和需要为前提，而是在满足

自身欲望和需要的同时，秉持 “与百姓同之”的原则，让百姓的欲望和需要得以满足。他要求为政

者 “好货”则力争做到 “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好色”则力争达致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荀子 “气”“生”“知”“义”的区分，将孟子思想中 “气”的精神性内涵剔除殆尽。这种理论

创设导致了荀子 “礼治”与孟子 “仁政”的两歧，但荀子肯认人之基本欲望和需要的主张与孔子、

孟子并无二致。他说：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

之所同也。（《荀子·非相》）

综上可见，先秦儒家正视并肯定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满足这些欲望和需求具有毋庸置

辩的正当性。这些议论虽然主要针对人类整体而发，但同样适应具体的个人。也就是说，既然儒家承

认个体首先是一种自然性存在，理所当然地就必须承认植根于此的个体欲望和物质需要，并承认满足

欲望和需要的合理性。这些内容构成了先秦儒家建构自我认同之际的一个重要面相。我们将这个面相

的 “自我”称为 “自然之我”。

无视儒家 “自然之我”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丁为祥先生指出：由于古人很早就看到了 “我”

之私有、有欲与感性粘连的一面，所以古代典籍中凡与第一人称相关的代词一般都不直接称 “我”，

即使以 “我”相称，指的也是 “私我”“小我”①。这种论断绝非可靠。《论语》《孟子》《荀子》中

“我”字凡２００余见，其中既有 “毋固，毋我”之 “我”，又有 “我欲仁，斯仁至矣”之 “我”，还

有 “舍我其谁也”之 “我”。由此可见，“我”专指 “私我”“小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必须指

出，肯定人之正常欲望和合理需求的儒家，根本没有必要在 “我”字的使用上有所避讳。不仅如此，

对于儒家 “自然之我”的认识，理当向前推进一步，即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权利意识的萌芽。具体地

说，先秦儒家满足 “食”“暖”“息”的主张与今人所谓的生存权声气互通；“十亩之田，三亩之宅”

这类 “制民之产”的主张则包具了财产权的端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 “自然之我”视为儒

家建构自我认同的 “权利”维度。

二、应然之我

笔者把先秦儒家立足群己关系建立的自我认同面相称为 “应然之我”。儒家认为，自我作为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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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为祥：《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郭齐勇主编： 《儒家伦理争鸣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３５—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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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无法实现自身，只有与他人建立联系才找到了实现自身的出发点，因而自我必须是通过父子关

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存在才存在的①。

“应然之我”的上述特质，首先可以从文字学研究成果中找到证据。许慎 《说文解字》曰：“我，

施身自谓也。”段玉裁注：“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我古为叠韵。施读施舍之施。谓用

己侧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② 依此释义，可知在界说 “我”时，古人不是将 “我”与 “他者”

隔绝，更不是将 “我”与 “他者”对立，而是把 “我”置于众人之中，通过众人定位自我，即 “与

众人相联系而又能把自己同众人区分开来，才有所谓我”③。比较而言，儒家思想中的 “应然自我”，

与强调 “个人的自我归属感”④ （我为什么属于自己而不是他人：如家族、社会、国家）这种现代认

同模式不同。这是因为儒家的 “应然之我”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关系性的存在。有的研究者立

足于今人眼光，以 “今”度 “古”从而扭曲了儒家 “应然之我”的本义。如论者认为 “我者，私己

也。一执我见，则戈矛自生”⑤，又谓 “我”象 “戈”形，“我”是以戈自卫或以戈服人的意思。凡

此种种，皆是把儒家的 “应然之我”错识成了与他者对抗的实体。根据周清泉先生的分析，甲骨文

中 “我”“戈”二字的字形实有区别，前者的尖刃部向内，而后者的刃部向外，因此 “我”字之初

形，应是象 “头上著簪”⑥。据此极易让人联想到 《仪礼》 “士冠礼”中的相关仪式，以及 《礼记·

冠义》对成人的界定：“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

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⑦ 古代冠礼传达的信息表明，

“自我”必须得到共同体的承认和接纳才能奠立，或者说需要他人的参与始能成人成己。

基于文字学的分析可以同儒家文本互相印证。孔子的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

与”（《论语·微子》），孟子的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都说明 “自我”的

社会参与特别是 “自我”对共同体所赋责任的承担，构成了 “人禽之辨”的一大要件。因此，儒家

视担纲世俗生活赋予的各种责任为 “义”，视弃世归隐的做法为 “无义”：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

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隐者固然可以恪守 “长幼之节”，但毕竟割舍了 “君臣之义”。在儒家看来这损害了人之 “大伦”，

即便怀抱 “欲洁其身”的动机，依然不值得推崇。儒家基于社会生活对个体所作的规定，不能停留

在 “自了汉”的层次。相反，必须让 “自我”向家庭、国家、天下敞开，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

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程度，正是判定个体成人层级的尺度。因而在孔子那里， “行己有耻，使于四

方，不辱君命”的士居于最高级别；“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稍逊一筹；“言必信”“行必果”只能

居于末流，属于必须用礼、义进行塑造和提升的类型：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

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经由上述引文，可以发现仅仅完善内在之德不足以谓之 “成人”。孔子反复申述 “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立于礼”（《论语·泰伯》）），实际上是

在强调：个体只有承担起个体之于家庭、个体之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才符合礼的要求，方可谓为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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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３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３２页。
焦国成：《中国古代人我关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页。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６页。
周清泉：《文字考古》，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４４页。
同上，第６４３页。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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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 “应然之我”与 “自然之我”的区分，可以廓清学界对于儒家思想的诸多误读。如刘泽华

先生认为：把 “克己”理解为 “灭私”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复礼与立公也是相通的，礼也是尚公

的①。刘先生因此得出 “克己复礼”就是 “立公灭私”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他对儒家的自我意

识缺乏整全的理解，将 “自然之我”与 “应然之我”不加区分地论说。应当看到，“克己复礼”的

“克己”跟 “灭除私欲”是不搭界的，肯认 “自然之我”的儒家根本不可能提出 “灭除私欲”的要

求，而是主张 “立己立人”和 “达己达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

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对于 “仁”的上述定义，将孔子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肯定和盘托出。此中可见，孔子所持的主张尚

且不能看作彻底的利他主义，又怎么能说是 “立公灭私”呢？与此同时，孔子思想中的 “自我”也

绝对不是 “自我主义”或 “自利主义”的。如他说：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虽然 “事父母”的 “我”“事君”的 “我”以及 “与朋友交”的 “我”并没有根本不同，但不同的

情境要求 “自我”秉持不同的处事原则。在孔子看来，个体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之中担起自身

的职分，才能完成 “自我的实现”，这表明 “自我”与具体情境中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分割。这与西方

“私人自我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ｌｆ）是真正的自我，而公共生活中的自我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ｌｆ）则事实上只是一种 ‘角

色’（ｐｅｒｓｏｎａ）”② 大异其趣。不可否认，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处理具体关系确实是以 “我”为中心展

开的，费孝通先生因而将之称作 “自我主义”，他说：

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以 “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

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

的人，随着他转动。③

费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

成的网络。

应当承认，孔子思想中的 “自我”的确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但是 “我”必须用其所属共同体的

性质和关系来界定自身，还必须在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参与过程中完成自我的实现。更具体地说，

“我”不能毫无原则地处理 “我”所面临的各种关系，“我”的任何行为均不能违背 “礼”“义”设

定的规范。因此，“我”在处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关系时，绝无可能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秉

持 “为了自己牺牲家庭，为了家庭牺牲国家”的 “自我主义”：

父母存……不有私财。（《礼记·曲礼》）

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不敢有以私抉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荀子·臣道》）

上述三条引文，足以证实无论在家庭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自我”的行止取舍都不能以一己利害为

依据，因而 “自我主义”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费先生 “自我主义”的失足，在于将儒家

的 “自我”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差序格局》中有关西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描述成 “一捆柴”，可

见费先生将个体、家庭、社团、国家和世界看作一个一个的 “实体”，而且预设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关

系。费先生根本忽略了这种实体性的自我意识和实体性的共同体意识完全不能与儒家通约。在儒家这

里，家庭和国家都是 “自我的领域”④。因此，如果一定要将儒家的 “应然之我”定义成 “自我中

心”的话，就必须注意儒家 “自我中心”的社会关系，不能等同于费先生 “自我主义”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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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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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２９页。
［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０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３７页。
［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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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义务论”，而后者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权利论”。梁漱溟先生晚年曾

指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一句话，它跟 “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而是 “互相以对方为重”①

的。这一论断道破了儒家 “应然之我”的本质特征，揭示出了儒家 “义务论”语境中的 “自我中

心”与西方 “权利论”语境中的 “自我中心”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综上可见，孔子思想中的 “应然之我”既不是 “大公无私”的，也不是 “自我主义”的，而是

“自我”与共同体有机结合、交融互动的存在。《孟子》《荀子》中的 “应然之我”亦是如此。《孟子

·离娄上》道：“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荀子·非相》言：“禽兽有父

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凡此种种，都是根据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依据礼、义确立

人之所以为人的判准。

三、超然之我

儒家思想世界中的 “自我”还是体道与行道的主体。儒家之道的超越性和公共性，决定了这个

面相的自我认同既能超脱 “自然之我”的牵绊，又能突破 “应然之我”的限制，获得一种道义性的

存在形式。如果说 “自然之我”无所逃于人的自然生物性基础，“应然之我”无所逃于个体所在的共

同体处境，因而两者都是 “给定性”的自我理解的话，以体道和行道为矢志的 “超然之我”更多地

凭籍 “天”“道”或 “天道”得以实现，因而是 “理想型”的自我理解。

应当指出，儒家 “超然之我”的全副理想，主要寄寓在 “圣人”这种理想人格之上。这是因为

“圣人”既是社会秩序的创制者，又是 “自我”与 “天道”合一的存在。《周易》提出的圣人 “通天

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主要就前者而言；其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则针对后者立论。由于先秦儒家的 “天”与 “天道”具有超越性和公

共性，圣人当然也就具备 “以为天下利”和 “利天下而弗利”的品格：

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易传·系辞上》）

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郭店楚简·唐虞之

道》）

郝大维 （ＤａｖｉｄＬ．Ｈａｌｌ）、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在 《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指出：“道”和

“天”的观念在其自身中包含了现存世界的秩序，它们被描绘为公正的，同样，“圣主”或 “天子”

也不应自私②。他们的判断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引文的绝妙注解，更为吃紧的是点破了 “超然之我”的

形上根据。

当然，“圣人”这种理想人格在儒家经典中常以托古的形式出现。孔子自道 “若圣与仁，则吾岂

敢”（《论语·述而》），表明 “超然之我”并非能够轻易达致。尽管如此，“圣人”毕竟是人们效法

的楷模，“道”毕竟是人们体认的对象。孔子的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

货》）无疑是在提示人们：圣人之道是可以为所有人切近的，因此才有 “士志于道”的自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的鼓舞。曾子则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仁以为己任”的这个 “己”字，当是指 “士”的个体而言的③。这是在说，儒家之道以及儒家揭橥

的仁义礼智诸般价值，不仅需要 “超然之我”去担纲，而且只有通过 “超然之我”才能得以全尽的

彰显。因此 “自我”必须能从 “自然之我”与 “应然之我”的处境中提拎得出来，努力促成儒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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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簌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６年，第２４页。
［美］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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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现实世界中安立。从这个角度来看，“超然之我”实际上是自我获得的一种超越意识或者说分辨

能力，由于拥有这种意识和能力，个体首先便能够节制附着于 “自然之我”的物质欲望：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

不宁唯是。“超然之我”还能超脱社会身份的羁绊，甚至不惜牺牲个体生命，坚定地践履儒家之道：

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

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

综上可知，由于儒家 “超然之我”面相的存在，个体能够超越 “个人的工作岗位 （职事）和生活条

件的限制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对象”①，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因此得以空前高扬。此种情形下，一

己得失、个人祸福、家族荣辱，甚至行道环境都可以暂时不予管顾，个体的全部使命寄于实现自身与

道的合一。

问题在于，自我如何才能达成 “我”与 “道”的合一，成为体道、行道的主体呢？严格来说，

先秦儒者的取径各有不同。孔子主张通过 “能近取譬”的为仁之方，不断向 “仁”与 “圣”趋近以

臻于道，具有实践的品格。孟子强调 “尽心” “知性” “知天”，认为反求诸己即能触摸到超越的

“天道”，具有神秘的色彩。到荀子那里，体认 “道”的方式在于发挥 “心”的认知功能，具有认识

论的倾向。尽管存在上述差别，总的来说先秦儒家都是从 “修身”这个基点出发去体认和把捉 “道”

的。因而儒家始终强调 “修己”“为己” “贵己”。唯有如此，才能内成外平，实现由天下无道向天

下有道的转化。完成这种转化的具体步骤，于孔子而言，要求人们遵循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的次第；于荀子而言，则主张接受 “礼”的绳矩和坚持 “学”的积累；至于孟子

的主张，可经由以下引文略窥大概：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

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表面上看，这里仅是孟子对其学生乐正子的评价，但同时也揭示了 “自我”由内而外趋向整全人格

的发展过程。“善”“信”“美”主要强调 “自我”的内在修养，“大”是向外展现的开端，最终指向

则是要实现对外的影响和教化功能，达成内在之我与外在之我、现实之我与超越之道的统一。

无视 “超然之我”与 “应然之我”的区分也会得出自是而非的结论。如金耀基先生曾道：在儒

家思想中，虽然重视 “己”，把己看作是从修身到平天下的主体，但却又以己是 “私”，是达到

“公”的障碍，因此要绝己，要去私…… “重己”思想与 “去私”思想间存在着很大的紧张性与矛

盾，这种内在的紧张性与矛盾使 “公” “私”观念无法各得其所，也使 “公” “私”失去立足点②。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明了儒家的 “重己”主要针对 “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是就 “超

然之我”所作的规定。“去私”则主要针对共同体与自我关系而言，是就 “应然之我”所下的判语。

这即是说，“重己”与 “去私”是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对 “自我”提出的要求，二者并不构成矛

盾。说得更直接一点，先秦儒家的 “重己”不是自私自利，“去私”也不是毫不利己。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９１１

①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９８页。
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８—１５０页。



论 《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

欧阳祯人　黄　盖

【摘要】本文以先秦时期学术脉络为背景，在参考当下学者的各种结论从而论证各种有关 《容成氏》之学

派讨论为非的基础上，从体恤天下苍生、“不赏不罚，不刑不杀”、庶富教、天地人民之道、禅让制、君权

的合法性在于德性的修养、汤武革命等八个方面研究了上博简文献 《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本文认

为，《容成氏》受到了墨家、纵横家的影响，尤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系列影响，但是该佚籍不可能是墨家、

纵横家，也不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儒家。

【关键词】《容成氏》；禅让制；儒家思想；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０－０７

作者简介：欧阳祯人，湖北建始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黄　盖，重庆合川人，（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关于 《容成氏》的流派与思想，数年来，有说杂家佚籍者，有说儒家佚籍者，有说墨家佚籍者，

还有说纵横家佚籍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谓众说纷纭。本文试图立足于文本，参考当下学者的

各种论述，以先秦时期学术发展脉络为背景，在论证各种有关 《容成氏》之学派讨论为非的基础上，

探索 《容成氏》一文的儒家思想倾向，为专家们进一步讨论 《容成氏》的创作目的和思想内涵提供

一个客观的视野。本文并不认为 《容成氏》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儒家文献，但是，笔者认为它至少从

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容成氏》不属于纵横家、墨家

李学勤先生称 《容成氏》为纵横家作品：“《容成氏》讲古代的禅让和古史传说，可能与战国时

期纵横家们的宣传有关。”“《战国策·燕策一》载鹿毛寿等人劝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子之，所发言论可

以与此相对照。另外，郭店简 《唐虞之道》似乎也是类似，可能都是一些纵横家们的宣传品。”①

笔者窃以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纵横家的最大特点是崇尚计谋，尊奉机巧权变，因而

把游说看作万能的法宝，极力宣扬游说的艺术。第二，纵横家之言始终以某种功利为目的，为了达到

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投其所好，危言耸听，挑拨离间，因而给人有丧德败性之感。第三，公开宣扬

权势富贵的显赫、重要，因而纵横家基本上都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在思想上不仅没有深度，而且在

很多情况下见利忘义，巧言令色，丑恶之极。孟子称他们走的是 “妾妇之道”，也不是没有道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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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７、３１３页。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

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

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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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成氏》中有些句子确实有纵横家的风格。例如，第九简的内容写道：“是以视贤，履地戴天，

笃义与信。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① 其铺张扬厉、酣畅流丽

的文风若隐若现。我们知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厘定的下葬时间离现在已经有２２５７±６５
年②，也就是说，《容成氏》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２５０年左右，正好是战国中晚期。而这个时候也正
好是纵横家甚嚣尘上的时候，在文风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如果仅仅只是从

文风上看，当时的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无不受到纵横家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仅仅凭借文

句上的一些蛛丝马迹，很难说 《容成氏》就是属于纵横家的。况且，笔者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总结已

经指出，《容成氏》与纵横家的本质属性相去甚远。

也有人认为 《容成氏》是墨家的作品，认为 “其德?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

官其材”等文句体现了墨家兼爱、尚贤、非攻等思想；桀之伐岷山氏娶女、为倾宫、为琼室、为瑶

台、为玉门，纣之作为九成之台，“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淫”，皆与墨家非攻、非乐、节用

的主张相违背，是 《墨子》经常援引的反面例子；至于其中的汤伐桀、武王伐纣，因为墨子说 “彼

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非攻下》），所以 “诛”也是墨子所认同的，“因此由 《容成氏》简文

的叙事过程看来，确实反映了明确的墨家思想倾向”；“但是它和 《墨子》各篇的风格还是有所不同。

《墨子》各篇有比较集中的主题，论说色彩很浓，举例简明扼要。《容成氏》则以顺序叙述古代帝王

的传说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形式更为朴拙，素材更为详备”，因此 《容成氏》“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

作品，就应该是墨家讲学时讲义一类的东西”。③ 还有的人从考证第３３简的内容入手，认为其内容
“□乱泉。所曰圣人，其生易养也，其死易葬，去苛慝，是以为名”讲的是 “禹下葬时，墓圹下部不

绝泉水的意思，这和 《墨子·节葬下》的说法完全相同，而用词则和 《说苑·反质》、《汉书·杨王

孙传》一致”，并认为 “裘锡圭先生指出３３号、３４号简文 ‘禹……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跟

《墨子·尚贤下》的说法相同，亦是一证”。“从篇幅角度而言，《容成氏》对禹的作为记载得最为详

细；３３号简还对禹的节用、节葬行为也进行了详细记载，并予以 ‘圣人’的评价 （《庄子·天下》

云 “墨子称道曰：‘……禹大圣也，而行劳天下也如此’，是墨家称禹为 ‘圣’的明证），我们觉得

很难否认这些内容与墨家学说之间的联系。”④

笔者认为，《容成氏》一文确实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资源，例如关于 “禹政”的那一段描写，就确

实有墨家的影子。但是，如果将 《容成氏》完全归属于墨家学派，笔者深以为不妥，理由有三。第

一，墨子始终在实践与理论上都是小生产者的代表，他说他自己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

臣，奚能以封为哉？”（《墨子·鲁问》）他拒绝了鲁国王的赏赐，并不想与统治者搅到一起。这本来

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墨子把政治改革的理想完全寄托在贤君、明君身上，而自己却不参与。墨子

提倡的是 “以民选贤”，而不是 “长官授贤”，这与 《容成氏》的选贤理路是根本不同的。⑤ 《容成

氏》中的尧、舜、禹，皋陶、后稷等，虽然都出身贫寒，在禅让之际也都有 “五让”的环节或者习

惯，但是这些都是一种礼仪，不是真正的不接受。在儒家的笔下，读书人就是要 “学而优则仕”，就

是要学 “大人”，学 “君子儒”，孔子就自称是一个 “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到了孟子那里，

更有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强烈期望，与 《容成氏》的理路是一致的。 《容成氏》离儒家近，

离墨家远，这是事实。第二，《容成氏》从根本上反对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夺取政权。其作者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所引 《容成氏》原文均出自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以下引文
不再一一注出。

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页。
赵平安：《楚竹书 〈容成氏〉的篇名及性质》，饶宗颐主编：《华学》第６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６—７７页。
郭永秉：《从 〈容成氏〉３３号简看 〈容成氏〉的学派归属》，简帛网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ｍ．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
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４５５
《墨子·尚同上》：“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

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士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

万国，立诸候国君，诸候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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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从尧、舜、禹到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禅让到武力革命的堕落历史，他推崇的是

禅让制，而不是武装革命。《容成氏》认为，任何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作法都会导致奸邪并起，社会

政治的正义性将不复存在。我们知道，孔子是反战的，语见 《论语》的 《宪问》和 《卫灵公》①，尤

其是在 《泰伯》中，孔子称赞泰伯 “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明确地显示了孔子是反对以革

命手段攫取国家权力的。孟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

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

之。”（《孟子·离娄上》）孟子甚至强调：“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

公孙丑上》）但是，墨子对战争有深入的研究：“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

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墨子·公输盘》）这段在

中国家喻户晓的话，说明了 《墨子·备城门》等讨论战争的文章很有可能是属于墨子本人的思想。

所以，司马迁称墨子善于 “善守御”（《史记·孟荀列传》），这当然与 《容成氏》完全排除任何战争

的终极理想相去甚远。当我们仔细阅读 《备城门》等十一篇著作之后，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墨家其

实是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它是离不开战争的②。第三，《容成氏》的根本理路是德礼相依，是提倡礼

乐、德化教育的，愈古愈新，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至道、圣道、“天地人民之道”的文化保守主义。

《容成氏》尊崇了孔子的理路，把 “礼乐”治国的方略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把 “乐”视为考察接班

人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繁荣的重要象征：

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舜于是乎始免执磈耨锸，谒而坐之子。尧南面，

舜北面，舜 【１４】于是乎始语尧天地人民之道。与之言政，悦简以行；与之言乐，悦和以长；与之
言礼，悦

!

（緁）而不逆。尧乃悦。尧 【８】……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
陶以为李。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 【２９】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
和均。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立

"

以为乐正。
"

既受命，作为六律六 【３０】? （吕），辨为

五音，以定男女之声。当是时也，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草木晋长。【１６】③

在这里，“与之言乐，悦和以长；与之言礼，悦
!

（緁）而不逆。尧乃悦”，“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

用之，乃立
"

以为乐正。
"

既受命，作为六律六? （吕），辨为五音，以定男女之声”这种句子和表

述方式，与先秦儒家哲学的几乎毫无二致。很显然，“乐”在这里依然是儒家教化的重要内容，这是

不容辩驳的事实。正是从儒家的整个政治哲学的角度上来讲，《容成氏》的作者认为，人类的发展历

史就是天道与人道在权力的争斗之下不断崩裂的历史，他向往的是一种太古的文明，是天人合一的至

高境界。但是，我们知道，墨子所提倡的 “非乐”理论，尤其反对儒家哲学 “述而不作”、崇尚古代

文化、“君子必古言古服”（《墨子·非儒》）的思维方式，与 《容成氏》以 “乐”“会天地之气”的

政治学说大相径庭。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 《容成氏》属于儒家的文献。姜广辉先生认为 “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

是早期儒家的两个基本思想。《容成氏》简文把它表达得淋漓尽致。尧舜禅让，传贤不传子，是上上

之策。否则传子不传贤，最后会招致暴力革命，政权被推翻。汤武革命实为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最后手段”，“从思想倾向来看，《容成氏》应属于儒家作品”。④ 还有一些学者根本就不予讨论，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卫灵公》又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

之学也。’明日遂行。”

值得注意的是，《容成氏》有一种 “德”者高于 “贤”者的思想倾向，从文章的结构上有一种舜高于禹的寓意，文章似乎是在暗

示，汤武革命的真正祸根来自于 “禹政”。因为有了 “贤者”，就必然有 “不贤者”，有了 “不贤者”，矛盾就会滋生，并且最终

引发武装夺取政权。笔者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完全排除 《容成氏》一文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可能，也是不行的。

本文所引 《容成氏》的释文，全部出自陈剑先生 《上博简 〈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一文，参见朱渊清、廖名春

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７—３３４页。
姜广辉：《上博藏简 〈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



论 《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

把 《容成氏》属于儒家作品视为当然，例如台湾的林素清先生和中国大陆的丁四新先生。①

我们知道，《容成氏》的基本思路是 “述其先王之道”（第３５、４２简），尧、舜、禹之所以能够
实行禅让制，就在于 “履天戴地”，遵奉了 “天地人民之道”，也就是遵奉了 “先王之道”，所以人

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够 “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第５简）。而桀、纣之所以神人共愤，
也就在于不能够 “述其先王之道”。《容成氏》认为整个三代以来的历史，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不

断堕落的历史，道德的最高表率在 “尧”，是尧发现了舜，在反复考察之后，舜继承了大位，舜之所

以能够在在位期间把国家的事情做好，是因为执行了尧的既定方针。舜的接班人 “禹”，劳苦功高的

同时，也打破了尧舜以来 “不赏不罚，不刑不杀”、“无为而治”、天人冥合的格局，在政治的理想上

已经脱离了尧、舜的天人理想，在 《容成氏》的整个文章结构中，弦外之音，在对 “禹政”的描写

中隐含着批评的意味。我们知道，儒家虽然崇敬禹，但是墨家更加崇敬禹，禹是墨家的 “神”。《庄

子》批评墨家学派 “以自苦为极”，“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故不爱己……使人忧，使人

悲，其行难为也，恐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随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

下，其去王也远矣”（《庄子·天下》）。透过庄子对墨子的批评，我们也可以掂量出 《容成氏》在尧

舜与禹之间的褒贬分寸。更为重要的是，《容成氏》既然是一篇提倡禅让制的文章，当然也就是一篇

否定任何父传子的政治权力移交形式的文献，它的伦理学基础是否定 “亲亲”的。所以，《容成氏》

不仅对 “攻益自取”的 “启”，其后的桀、纣都是持批评意见的，而且对 “文王崩，武王即位”（第

４９简）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对先秦时期原始儒家所标榜
的圣人禹、文王、武王，持有批评态度，尤其是这种态度从文章的整个结构上来讲，触犯了儒家的大

忌，与孔子的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祖训相去遥远。因此，笔者认为，完全

认定 《容成氏》出自儒家学派的观点是有欠思考的。

二、《容成氏》中的儒家思想倾向

战国时期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大融合时代，各种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完全百分之百地定性为诸

子百家中的一家，而且即便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也不可能不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例如，《容成氏》

肯定受到了纵横家、墨家、道家②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出土文献的学派属性，

尤其是讨论文献本身的思想倾向性，对我们加深文献本身的思想理解，把握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发展

脉络，都是十分有益的。

笔者认为上述各位学者关于 《容成氏》是纵横家、墨家、儒家文献的讨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是不够的，一是先秦时期整个的学术背景是我们不能须臾离开的参照系统，

二是我们对 《容成氏》本身不能断章取义，必须对它进行全面通透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还必

须从理论的内部和整体出发，系统地加以论证。

笔者并没有确定 《容成氏》在学派的归属上一定会属于哪一 “家”，但是，笔者在认真阅读 《容

成氏》的时候，强烈地感到 《容成氏》的作者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汲取了系统而又丰富的资源。

认真鉴别这种资源的来历，只是在探讨 《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并不是在确定 《容成氏》的学派归

属。这是笔者要首先声明的一个基本态度。

下面，笔者就根据 《容成氏》的具体内容，从以下八个方面讨论 《容成氏》与先秦儒家思想的

３２１

①

②

林文：《读 〈容成氏〉札记》，《简帛》第２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３—２４８页；丁文：《楚简 〈容成氏〉“禅

让”观念论析》，刘大钧主编：《简帛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６—２１６页。
《容成氏》的 “其德?清”，陈剑先生读为 “?”，李零先生读为 “芁”，并且指出 “芁清”一词 “疑是清静无为的意思”。（参

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１页）更为重要的是，《容成氏》
的 “无为而治”虽然与道家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自由性，在打造理想的社会管理的人文模态上，

却与道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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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容成氏》在表达的各种政治理想中，一再表现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各种人才都各尽所

能的强烈希望，不仅 “喑聋执烛，冒 （从木）工鼓瑟，跛
#

守门，侏儒为矢，长者□宅，偻者□数，
瘿者煮盐，

$

者渔泽，□弃不□”（第２－３简），而且 “上下贵贱，各得其所” （第５简）。这种思
想传统早在 《尚书》中就有彻底的表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周书·康诰》）“欲至于万年，

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无逸》）在

《孟子》中更是明确提出了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这是

实现仁政理想的第一步。《容成氏》在关于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各种人才都各尽所能的理想上，与

《尚书》以来的儒家思想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容成氏》一再表明，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与墨子

同情下层民众的生活的观点也无二致，但是 《容成氏》承认上下贵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礼乐制度，

这是与墨子绝对平等之兼爱、尚同、非乐思想的根本不同之处。

第二，《容成氏》在刑与德之间追求的最高理想是 “不赏不罚，不刑不杀”（第４简）的无为而
治的社会境界，这种境界毫无疑问与道家的 “无为而治”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是 “禅让制”自上

而下的德行、德性教化的结果。正是因为有自上而下，执政者身教重于言教的感化力量，才有可能使

全国上下 “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甚缓而民服”（第６简）。用郭店简 《唐虞之道》的话来讲，

就是 “禅让制”的实施导致的 “化民”结果。这种思想毫无疑问也是属于先秦儒家的。孟子说：“广

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

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衎然，见于面、盎于

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孟子的意思是，广土众民，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都是 “君子”所追求的，但从社会的道德呵护来讲，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仁义

礼智根于心”，身心互正，金声玉振，践形生色，施于四体，就会释放出无穷的德性教化的感召力，

并且逐步扩大，影响整个社会。这也就是孔子说的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所达

到的政治效果。所以，孔子 “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的理想境界，是必须要从国家的执

政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开始做起的。这也正是 《容成氏》的理路。墨子的理论显

然没有这种深度和广度。

第三，《容成氏》完全依托于孔子 “庶、富、教”的治国策略，从正反两个方面汲取了孔子的思

想：“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奠 （定），乃□食，乃立后稷以
为□ （

%

？）。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豢土，五年乃穰。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

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李。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年而天下之人无

讼狱者，天下大和均。”（第２７－３０简）后稷的责任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人物，但是仅仅 “富之”

是很危险的，因为老百姓 “无求不得”之后就会 “娇态始作”，于是，皋陶氏乃治理讼狱。但是，治

理讼狱的目的是为了取消讼狱，理想的状态是 “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这当然是孔子

“必也使无讼乎”憧憬的体现。孟子的表述似乎更加彻底：“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

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哉？”（《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容成氏》在治国方略上借鉴了孔子的思维方式。

第四，《容成氏》在政治哲学上提倡的是 “天地人民之道”，其政治理想是 “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礼记·乐记》），它把礼乐的建设视为治理

国家的最高境界。《容成氏》在叙述了后稷、皋陶的功绩之后写道：“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

乃立
"

以为乐正。
"

既受命，作为六律六 【３０】? （吕），辨为五音，以定男女之声。当是时也，疠

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草木晋长。【１６】”也就是说，在 《容成氏》的作者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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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的途径只能是 “乐”，这是国家繁荣最显著的标示，这就是 “疠疫不至，妖

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草木晋长”、天人合一的境界。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关键在

于实行了 “禅让制”之后，也就是通过以 “诚”为中心的 “人道”与 “天道”达成了统一，领导以

身作则，教化大盛，“天道”与 “人道”的融合，必然会导致国家繁荣。这就是 《礼记·中庸》里

面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

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五，“禅让制”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它的作者始终认为，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说国家的最高权

力，自上而下，必须彻底贯彻德治的主张。他始终认为，如果不是通过 “禅让制”所移交的权力，

这个权力本身的正义性就是不可能的。郭店简的 《唐虞之道》说得非常直截：“禅也者，上德授贤之

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第

２０－２１简）这里透露了禅让制的两层意思：其一，不是禅让制产生的权力，绝对不是正义的权力，
在这个权力统治下的政府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正义性，“世明”讲的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也就是

权力的正义性；其二，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要使 “民兴效而化乎道”，就是要使整个社会进入诚

信、和谐的状态。但是，如果 “上德授贤”的权力移交过程没有真正贯彻到底，这种理想的社会状

态就不可能出现。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在禅让制的感召下，“民兴效而化乎道”，人人在内心的精神

世界里俱足圆满，因此，社会数据化、制度化的强化管理已经成多余，这样一来 《容成氏》由此而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淡化社会具体管理制度的倾向：“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

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内廷。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 （第４－５
简）“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甚缓而民服。”（第６简）这种 “无为而治”的最终结果是，通

过禅让制的努力而形成的一种高度人文主义化、人道主义化的社会形态。这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极

致。《论语》著名的 “子奚不为政”（《为政》）章、“吾与点也”（《先进》）章等都是明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道家也有 “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具有与儒家完全

不同的理路。道家的 “无为而治”完全因循自然，反对一切知性和智慧的行为，反对一切知识的学

习和社会的进取、发展，要广大的人民无知无欲，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状态之中去。这显然不符

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更不符合人性的基本事实。美则美矣，但是那只是属于太古的虚幻梦

想。与此相反，儒家的无为而治，建立在孔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

·为政》）的理念基础之上。这种理念的基点是把人当人，充分尊重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尊严。换言

之，人完全可以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 （比方，在彻底实行禅让制理想的社会里）自足圆满，自我成

长，走向善、信、美、大、圣、神的精神境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它不是统治者统治、欺压、盘

剥的对象。因此，禅让制的根本出发点就在尊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神性、天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儒

家的 “无为而治”是经过以 “圣王”不断修身养性之后，全国人民一起修身，造成了一个每个人自

足圆满，每个人都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最后 “万物皆备于我”而导致的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诚信与

和谐，它是社会知识积累、历史文化传承更替、发展提高的结果。

第六，《容成氏》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反战精神。在 《容成氏》的作者看来，“官其材”是 “寝

其兵”（第２简）的直接结果。因为只有 “寝其兵”，杜绝一切巧取豪夺的途径，完全进行德性的教

化，才有可能上下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否则，在没有正义性的状态下，人们的才能根本

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发挥，颠倒错乱，人鬼混杂，鱼目混珠，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必然结果。所以，《容

成氏》写道：“禹听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略矢，田无蔡，宅不空，关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

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迩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悦怡，而

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第１８－１９简）《容成氏》的作者已经看到，战争的本
质就是杀人，而任何杀人的行动都是对 “天”的亵渎，都是对 “人”的蔑视，因此，“去苛而行简，

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减租减息，保证民生，发展经济，是任何一个人道的政府应该履行的基本

职责。尤其是孟子有言曰：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产生 “近者悦怡，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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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贡”，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

第七，《容成氏》的禅让制理想最终的政治行政结果是 “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

无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内廷。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 （第４－５
简）。值得深思的是，禅让制的根本原则在于修身，尤其是在于国家的首要领导者以身作则，修身养

性，以此化民则天下咸服，以此治国则国家强大。与孟子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

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衎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尽心上》）的深层理路完全相同。我们知道，孔子、孟子是要通过内心世界的博厚、高明、

悠久，达到在政治上的广泛影响，于是乎 “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

皆欲藏于王之?，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訫于王”（《孟子·梁惠王上》），

全面实行仁政的景象就赫然实现了。《容成氏》的相关表述是：“是以视贤，履地戴天，笃义与信。

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第９简）这与 《尚书·尧典》开头的

文句在精神实质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第八，“汤武革命”的思想虽然在 《容成氏》的文章结构中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汤武

革命”本身又是 《容成氏》在历史的逻辑推进中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采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革命

手段。《尚书·五子之歌》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把人民的力量写得惊心怵目：“皇祖有训，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

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正是人民的反抗力量在 《尚书》中的反映。

孟子在这个方面的论述也是很多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 ‘残’。残贼之人，谓之 ‘一

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

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豪语就是对武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梁惠王下》）的革命形式毫无保留的赞扬。在 《容成氏》中，桀纣的劣行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描写，作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唤起人神共愤的情感。对周文王， 《容成氏》并没有把他简单

化。纣王的恶行导致 “九邦叛之”的时候，简文是这样写的：

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

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
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 “吾所知多

蝄，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文王持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

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纣也，如是状也。（第４６－４９简）
在这里作者把文王描写成了一个具有儒家忠君、事父的忠厚长者，当纣王要他带兵去镇压九邦叛民的

时候，他素服而行 （“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认为用国家的军队去镇压叛民，就是滥杀无
辜，“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对天下苍生充满了慈悲的情怀，字里行间对周文王是十分推重的。

最后，周武王带甲万人，替天行道，结束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这实际上也是儒家的理想。

从上述八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容成氏》在思想体系上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

从文本具有纵横家的风格来看，可知本文成文于战国时期，因此，受到了 《尚书》、孔子以及此前的

儒家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笔者坚定地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说 《容成氏》是一

篇地地地道道的儒家文献，因为它是以推崇禅让制，并且反对周文王、周武王以父传子的方式移交国

家的政治权力的。虽然在正面的叙述中，《容成氏》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恭敬有加，但是在文章的结构

上，从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念上，《容成氏》充满了一种历史性的无奈和哀叹，与孔子盛推周文王

的态度是有根本不同的，因为它从精神实质上昭示了与儒家的亲亲 “孝道”的根本冲突，进而也就

把一切家天下的政权视为反人性、反人民、反人道的政权，把一切通过武装夺取的政权视为非法的、

非正义的政权。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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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涂可国

【摘要】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

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

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 “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

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 “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

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

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 “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

与仁义礼智 “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关键词】孟子；责善；合理性；挑战；化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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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涂可国，湖北麻城人，（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西伦理学比较视域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１４ＢＺＸ０４６）

孟子是儒家责善论的首倡者。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

起了长久而广泛的争议和驳难。笔者认为，要科学认知和评价孟子的责善论，首先必须把握其真实的

义理。

孟子从两个方面对责善论做了阐述：一是教化层面的责善论。在回答弟子公孙丑关于为何君子不

教子问题时，他指出，如果父教子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怨怒、伤害，导致关系恶化：“势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

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

焉。”（《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古代君子易子而教且父子不责善，因为责善就会疏远、反感或隔

膜，并会由此造成极大的不祥和。二是孝道层面的责善论。在回答弟子公都子关于为何还要与被举国

称为不孝之子的匡章进行交往并礼待的问题时，孟子先是例举了 “五种不孝”，认为匡章没有其中任

何一种不孝，然后指出：“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

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

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离娄下》）

围绕孟子上述两个层面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特

别是宋代在孟子升格的同时，出现了一股以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何涉、冯休、傅野、晁说

之、郑厚等为代表的疑孟、非孟声音，其中包含着对孟子责善论的批评甚至责难，而以朱熹、余允文

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则为孟子责善论做了辩护。进入新世纪以来，刘清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儒家

特别是孟子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伦理做了多种批判，提出了 “儒家腐败说”和 “儒学深度悖论说”，指

责孟子 “父子之间不责善”规范是为了巩固 “父子有亲”的家庭私德而不惜堵塞 “责善”这条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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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的有效途径，存在着把特殊性血缘亲情置于普遍性道德准则之上的弊病①。显而易见，刘清

平对孟子 “父子之间不责善”的批判有些夸大其词，因为 “父子之间不责善”仅仅是用来处理父子

这一特殊家庭人伦的规范，并不牵扯到社会性的 “责善”“正义”之类的普遍准则。不过，虽然孟子

因其学识、傲世和好辩使笔者对他始终抱有 “诚心”和 “敬意”，但总觉得他的责善论有不够圆满之

处，甚或感到其面临诸多有待化解的合理性挑战，而宋明以来直到当今的一些学者对其的辩护也不能

让人十分满意，使笔者一直难以释怀，现将一些困惑、疑难陈述如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

针对司马光 《温公疑孟》对 “易子而教”等的质疑，宋代余允文专门撰写了 《尊孟辨》一文。

他辩解说：孟子之 “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谓其不教，而是与孔子根据孔鲤趋而过庭教之以诗礼 （《论

语·季氏》）一样，没有直接责备儿子，使他自我思过从礼、改过迁善②。延续余允文的解释逻辑，

周春健指出：孟子所说的 “责善”一词非指一般性的要求而是包含浓重的 “强制”意味，且蕴含所

提要求遭对方 “强烈反感”之意，故而容易造成 “责善则离”的后果；而 “不责善”并非指父于子

全然不顾，只是不去严厉地 “责善”，父子之间允许有 “教”的行为存在③。

按照以上的诠解，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教子，在 “易子而教”的同时，父可以教子，只是要注

重采用委婉的不言之教的方式。然而，笔者依然有几个问题存疑：一是孟子说 “易子而教”是否意

味着他否定了父亲直接教子而只是主张间接教子，或者它否定了父子之间可以直接问责。如果是，那

余允文、周春健的诠释是否属于误读？二是孔子教子虽然委婉、温和，可他也时常注重对儿子的诗礼

之教、言传身教，这同孟子的 “易子而教”理念是否发生冲突？三是自古以来，父教子不仅是一种

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养不教，父之过”），而且，只要教子有方、教子有度，事实证明并不会带来父

子关系的紧张，假如说孟子讲的 “易子而教”不是针对特殊处境下的特殊规定，而是完全否定了父

可以也应该教子的话，那么它是否超脱了特殊性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呢？

笔者在与黄玉顺私下就 “易子而教”问题进行探讨时，他明确指出：“易子而教”是自夏商周三

代以迄明清的中华优秀教养模式，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 “母教子”的传统，就是今天 “易子而教”

和 “母教子”的家庭教育范式仍不过时。黄玉顺的论断进一步引发笔者一探孟子 “易子而教”的究

竟。仔细琢磨，孟子之所以提倡 “易子而教”，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 “古者易子而教”。这

表明孟子所说的 “易子而教”是古代的历史事实，是孟子之前就有的特殊教子方式。那么，孟子所

说的 “易子而教”到底是不是普遍的历史事实呢？据笔者考证，中国古代确实存在 “易子而教”的

情形，但主要限于 “士大夫”阶层，其原因大致是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父亲忙于事务

而无暇顾及以及孟子所说的 “势不行”———情势不许可。这也许正是促成古代中国形成了源远流长

的父亲 “易子而教”传统的重要根由。但问题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也具有与 “易

子而教”并行不悖的 “父教子”的优良传统，而且，从理论逻辑来说，如同康德所言一个人的责任

与能力必须相匹配，在 “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社会做父亲的更有资格教育子女，更能避免 “母教

子”更易带来的宠爱弊端。如果父亲一味 “易子而教”，那岂不是纵容父亲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责

任？二是 “君子教子”。有的解释说 “教”的主体必须是学过教育学、懂得少儿心理的人，孟子所处

时代的父亲一般达不到这种水平，因而不得不 “易子而教”。殊不知，公孙丑问的是 “君子之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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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清平：《也谈 “善意解读”和 “人文学关怀”———与杨海文先生商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参见 ［宋］余允文：《尊孟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６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２３页。
参见周春健：《孟子 “父子之间不责善”的古典学阐释》，江畅主编：《文化发展论丛》２０１７年第１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５—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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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君子按儒家的理解应是 “仁且智”的人。遗憾的是，孟子的作答并没有严格限于 “君子”的

范畴，而是笼统地要求 “易子而教”。就教育的对象而言，有的学者认为 “易子而教”的 “子”并

非一般的 “子”而是 “逆子”，因此它是特定形态的父子教养关系。假如做如此限定，固然避免了父

子关系限于更大的紧张，但这是不是鼓励父亲推卸教子的责任？三是 “离则不祥”。为了说明 “易子

而教”的合理性，孟子构造了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的因果

链条，认定最终结果是父子交恶或不祥莫大。诚然，做父母的容易溺爱、宠爱孩子，容易因 “恨铁

不成钢”的期待而生怨气、怒气，如此情势下的教子必然导致儿子产生逆反心理进而损害亲子感情。

但是，如果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那为什么不能说 “母教子”会伤害血缘情感？要知道，中国社会也

有 “慈母败子”等教子经验教训。况且，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再表明以正教子并不必然带

来恼怒、伤情、分离进而反目成仇，执子而教并不必然像孟子担忧的那样会造成父子双方关系恶化

（定然如此），而只具有某种或然性。

同易子而教一样，父子不责善也是孟子构想的、用以处理父子关系的策略。不过，不能像周春健

那样把孟子所说的 “易子而教”与 “父子之间不责善”不加仔细区分。毫无疑问，“易子而教”与

“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能完全等同，“易子而教”用以调节父对子的单向关系，“父教子”有时仅仅

指父亲对儿子的一般性教育 （含非道德性教育），而 “父子之间不责善”则是用来协调父子之间的双

向关系。当然，应当肯定， “易子而教”与 “父子之间不责善”彼此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易子而教”包含着 “父子之间不责善”的考虑，它旨在要求父子之间不能采取亲自直接问责的方

式，因而可以说 “易子而教”与 “父子之间不责善”之间呈现一种交叉关系，这也是孟子把二者相

提并论的重要原因。

要准确把握父子不责善的合理性，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必须科学理解 “责善”范畴。对

“责善”的内涵历来理解并不一致，有的解释为 “以善来互相要求对方”，有的训为 “互相责备”，

有的诠解为 “责备求全”或 “要求过多”，等等。杨泽波指出：“父子不责善”只是在处理父母和子

女之间矛盾的时候不能过于顶真的意思，讲的是如何处理父子之间矛盾的方法，根本涉及不到对不道

德的行为是否能够开展批评的问题①。刘清平则将 “不责善”解释为 “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

互批评”②。

孟子并没有明确规定 “责善”的内涵，但结合他对 “责善”的否定，笔者认为此处的 “责”既

应指中性的索取、求取、要求、督促、督查、规劝，也应指负性的责备、诘问、追究、批评等。一旦

“责”与 “善”组合起来构成 “责善”时，“责善”的内涵就既可以从实然层面理解为追究言行善不

善，也可以从应然层面界定为劝勉从善 （简称劝善）。 “过于顶真”也好， “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

也好，都不过是 “责善”的内在含义之一，抑或说是 “责善”的外在表征。当杨泽波和刘清平分别

把 “父子不责善”片面理解为 “过于顶真”和 “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时，实际已经预

设了对孟子 “父子不责善”的肯定或否定。殊不知，“责善”虽然可理解为 “以善相责”，但是必须

明了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其所言说的 “善”意蕴广泛，不能将其片面地归结为道德之善，它也包括

非道德之善。据此解读 “父子不责善”，那么它既包括 “父子间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也包括 “父

子间不批评非道德的一般过失行为”；既包含言语激烈的、过于顶真的、令人反感的劝善，也包括语

词和缓的、出于善意的、让人信服的批评。杨泽波和刘清平对 “不责善”的独断论解释各自走向了

“不道德之善”和 “道德之善”两个极端。

二程没有直接切入孟子的 “不责善”理念，而是从主诚论出发提出了独特的 “责善之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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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泽波：《〈孟子〉的误读》，《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杨泽波：《〈孟子〉，是不该这样糟蹋的——— 〈孟子〉中与所谓腐

败案例相关的几个文本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参见刘清平：《也谈 “善意解读”和 “人文学关怀”》，前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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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① 二程对责善之道的这一规定立

意深刻。它表明责善可以有两种：其一是语言过于激烈、态度不够诚恳，容易造成引起他人反感、抵

触、怨恨等负面效果的责善，这也许正是孟子就父子而言所反对的那种责善；其二是二程主张的出于

诚心、为了 “事正”、顾及他人感受、态度温和、方式得当、话语中道的责善，可以相信，如此 “言

不足”和 “责人缓”的责善必定有助于推动包括父子在内的主客体双方关系协调、融洽———于人有

益、于我无辱。

“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指出： “父子之间不责善，非置之不问也，盖在乎滋长涵养其良

心。”② 的确，孟子提倡的父子之间不责善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关心、关照，而在于促使双方各自滋

长涵养其天生的良心，自觉地向善、致善。可是，这样的辩护尚不能消解人的质疑，有人或许会说难

道父子责善这一直接问责方式，就一定会因生硬而产生误解、导致父子关系疏离吗？就一定不能激发

培育父子双方本有的良知良能吗？

明儒陈献章上升到人我关系普遍性高度涉及到 “责善”问题：

君子未尝不欲人入于善。苟有求于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语之，必不能入，则弃吾言于无

用，又安取之？且众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枝节以相矛盾。吾犹不舍而责之益深，此取怨

之道也，不可不戒。③

陈献章认为，君子一般希望向善、求善，如果他人有求于我 （君子），我可以劝告；但一般人不愿接

受忠告之言，假如强行劝告，必然产生枝节矛盾；如果责备太严 （“强而语之”），必生怨恨。殊不

知，孟子认定父子责善必然造成大不祥、大贼恩的后果，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因而陈献章的 “取

怨之道”论断尽管从普遍性的人己关系和社会心理意义上对孟子责善论做了人际空间上的拓展，但

对父子这一特定人我关系之间不责善的辩护却是无效、无力的，更何况这也偏离了孟子认为责善为朋

友之道的观点。

二、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

在孟子所处的先秦社会，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最为重要的人伦秩序，孟子本人极为重视家庭孝

亲伦理，把 “父子有亲”作为五伦之首凸显出来。正因如此，他在提出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

间不责善”之后，紧接着强调了事亲为大、守身为大，并对曾子和曾皙的事亲差异做了对比性分析

（《孟子·离娄上》）。实际上，孟子之所以两次讲到 “父子不责善”，正是担心如果责善就会伤害父

子之间的伦理亲情。

但是，就亲情伦理而言，孟子的 “父子不责善”规范接受起来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与儒家一

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儒家孝道文化力主双亲有过错做晚辈的应劝谏，只是要求当父母不听从

时也不能滋生怨恨之情，这就是孔子说的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礼记·内则》也指出，即便父母暂时不从还可以待日后再谏：“父母有过，下气怡色，

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 《孝经》同样特别重视劝谏的作用，认为做父亲的如

果有敢于直谏的儿子，就不会陷于不义之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孟子尽管也重孝、讲

孝，但更为凸现 “事亲为大”和 “劳而无怨”的观念，而从未提倡过父子之间的谏诤，由此不难理

解他为何反对 “父子责善”———孟子虽然也讲 “谏”， 《孟子》 “谏”字用例达１１项，可他所言的
“谏”主要指向的是对君主的谏言和君主的纳谏，如 “谏于王”（《孟子·公孙丑下》）、“谏于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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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程氏遗书》卷４，［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７５页。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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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同上）、“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孟子·离娄下》）、“虞公之不可谏而去”（《孟子·万章上》）

等，而无一处讲父子之 “谏”。余允文替孟子辩解道：“父为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之谓也。”① “君有

大过则谏”（《孟子·万章下》），孟子试图把谏诤与责善区别开来，以调和 “父子不责善”同儒家惯

有的 “事父母几谏”之间的矛盾。朱熹不但引述了 “所谓争者，非责善也，当不义则争之而已”②，

而且提出了下文所说的 “微谏”。然而，微谏也好重谏也好，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本质上仍属于 “谏

诤”，而犹如上面说的 “责善”内在地包括 “谏诤”，它旨在通过对父母之过、父之不义的责备、规

劝、诘问、追究、督促、督查、批评等方式或手段达到劝善、从善、为善的目的，再说余允文、朱熹

通过把谏诤与责善两相区别以为孟子 “父子不责善”的合法性做辩护的努力并不符合孟子 “父子不

谏”的本意。

二是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社会上确实不乏因以正教子、父子互相责善而疏远、隔膜的

例子，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孟子所说的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

夷矣”并不是普遍有效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现代社会，如果遇到父或子不义、不善，只要合理、

合规、合度，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么，婉言相劝、以正教子、劝人为善的责善有时可以采取

父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并非必然与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处世之道相冲突，

因而并不必然带来父子之间情感的伤害。父对子有恩，有恩必报，而在孟子看来，报恩应当孝亲，但

决不能责善，因为责善会极大地伤害恩情，而保全恩情比责善更重要。孟子为与匡章交往进行自我辩

护道，匡章既没有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

母之养，也没有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好勇斗很、以危父母等不孝之举，只是由于父子责善才导

致父子 “不相遇”“不得近”，因此背上了 “大不孝”的世俗骂名，但是他毕竟为了顾及父子恩情，

为了为父尽孝，为了赎罪，为了使罪过不致更大，而 “出妻屏子，终身不养”，从而不仅说明了与之

交往具有正当性，进而也表明了父子之间不能责善。显而易见，孟子基于教子和责善会造成对父母与

子女之间亲情的伤害为由而加以否定，突出了 “曲当人情”“父子有亲”等血缘亲情的优先性。朱熹

不论是对 “易子而教”的诠解还是对 “父子责善”的解读均基于 “全恩”的考量，例如他指出如果

责善 “父子行之，则害天性之恩也”③，因害怕伤及父子恩情而 “不责善”也与孔子主张的 “亲亲相

隐”观念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顺应了人的天性、人的温情、人的感受。虽然孔子强调 “成事不说，

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弟子子夏讲 “信而后谏”（《论语·子张》），子张说 “君

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同上），但是，正如上述，孔子儒家倡导以义相谏、以正致谏。孟

子基于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的不完全逻辑得出的 “父子之

间不责善”结论不能不说具有两面性，而与儒家倡导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正人正己、正义而行、

以正致谏的利他主义伦理理性并不一致。犹如曾振宇所言，孟子 “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

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和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④。刘清平更为

激进，他批评孟子 “父子不责善”的观念是把特殊性血缘亲情置于普遍性道德准则之上⑤。

三是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前已指明，孟子具有丰富的民谏君、士谏君、君纳谏理念，

如果承认劝谏属于责善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孟子认定 “责善”的诫命适用于君民关系、君臣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孟子明确指明了 “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至于为什么君臣之间、朋

友之间能够责善，孟子并没有加以充分论证。按照孟子的思想逻辑，大概是父子具有与生俱来、无法

断绝、无法选择的血缘、亲缘关系，同时又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如果彼此责善，极易伤害感情、伤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宋］余允文：《尊孟辨》，前揭书，第５２３页。
《孟子集注》卷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６页。
《孟子集注》卷８，［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７９页。
参见曾振宇：《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 “以正致谏”到 “父子不责善”》，《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参见刘清平：《也谈 “善意解读”和 “人文学关怀”》，前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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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伦乃至伤害家庭，这对于讲究亲亲至上、重视宗法血缘关系的孟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反

之，无论是君臣之间抑或是朋友之间，关系相对短暂，感情也不如父子那样深厚，功利成分大于情感

成分，彼此之间的忠告、劝导不可则止，不患贼恩也无惧于离，因而责善无妨。

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善”思想对宋明之后的儒家责任伦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尊孟派纷

纷为其辩解。被誉为 “通儒”、创立 “荆公新学”的王安石在 《答韩求仁书》文中说： “责难于君

者，吾闻之矣；责善于友者，吾闻之矣。虽然，其于君也，曰 ‘以道事之，不可则止’；其于友也，

曰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这里未提责善之于父子，只是强调孟子曾经提出的以道事君、忠

告善道待友，可见王安石肯定且遵循了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善”思想路线。黄宗羲就君臣关系与

父子关系做了区分，认为：父子之气相通，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间的名分只是由于治国平天下

而被赋予的，如果君臣共同担天下责任、以天下为事，就会发展为师友；即便这样，君臣关系可以多

次变更，父子关系则不可改变①。

在笔者看来，根据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和君臣关系不同的性质、内含、地位等而选择不同的交往

方式、交往准则，有助于更好地调节不同的人己关系，有助于个人更好地待人处世，因此具有相当的

合理性。但是，倘若像孟子那样认为父子不责善而朋友之间和君臣之间应该也可以责善，就未免失之

机械甚或说狭隘。实际上，如同父子之间既不应责善又可责善一样，朋友之间和君臣之间也是既应责

善又不可责善。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不仅需要友情、恩情，需要保持长久的往来，需要友谅，因而

不能轻易责善，也需要忠告、善道、劝谏、友直、友诤，故此应当责善。同样的，君臣之间固然需要

“责难”“道事”“劝谏”，也需要宽容、理解、和善，有时必须讲究不责善。恰当的责善和不责善均

具有普适性，关键在于要根据父子、朋友和君臣不同关系类型的具体情形加以选择。孟子的 “父子

之间不责善”和 “朋友君臣可以责善”的两分法注意到了亲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却忽视了这

两种关系的同一性，致使其与他倡导的 “推恩说”难以相容。

三、仁义道德向度的合理性挑战

孟子的仁义学说既创立了仁义分说，又建构了仁义合说两种思想范式。就仁义分说来讲，孟子经

常在不同语境、不同话题中单独使用 “仁”和 “义”两个范畴。《孟子》有关 “仁”和 “义”的用

例分别达１３８项和１０１项。在阐释仁政过程中，孟子常常单独采用 “仁”字，例如 “王如施仁政于

民”“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等。“义”也经常被孟子单独运用，譬如论养气：“其为气

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

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就仁义合说来讲，虽然孟子有时礼义并提，但大多仁

与义合论。仁义合说又分两种情形：一是仁义联用。譬如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

上》）、“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孟子·公孙丑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

也”（《孟子·离娄下》）等。二是仁义对说。这方面的例子较多，如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

残”（《孟子·梁惠王下》）、“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同上）、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同上）、“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

子·告子上》）等。最典型的是他立足 “四心”创建了仁义礼智 “四德”，凸显了儒家的仁义道德。

牟钟鉴、陈来、陈少明等学者吸收借鉴了包括孟子仁义分说和仁义合说以及仁义内在说在内的儒

家思想资源，主张纳义入仁、仁本义用、仁以义显，建构了不同样态的 “仁本体论”。更有一些学者

据此为孟子的 “易子而教”和 “父子之间不责善”论说作辩护。令人蹊跷的是，孟子虽然根据仁义

分析父子关系，却没有明确依据仁义范畴阐释 “责善”与 “不责善”问题。尽管如此，他的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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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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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责善”和 “朋友君臣可以责善”的思想与 《郭店楚简·六德》 《春秋梁传注疏》的 “门内

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或 《礼记·丧服四制》的 “门内之治恩蒁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

观念十分契合。这引导笔者从仁义角度分析其合理性。

一是恩情与责善。儒家历来具有把仁与义分属于家庭内道德和家庭外道德的思想传统，例如

《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荀子·大略》讲：“亲亲、故故、

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虽然 《郭店楚简》的许多文

献属于思孟学派，但尚不能完全确定孟子是否受到 《郭店楚简》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

恩”思想的影响。而且，《论语》无一 “恩”字的用例，无法判断作为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是否把

“恩”看成仁心、仁性、仁情并顾及父子恩情而力主 “恩掩义”，进而强调 “父子之间不责善”。也

有学者认为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善”和 “朋友君臣可以责善”充分体现了 《郭店楚简》 “门内门

外之治”的伦理价值思想范式。假如像雷静等学者那样把父子之间的亲爱或孟子积极意义上所说的

“恩”和消极意义上所说的 “不相夷”“不离”等同于 “仁”或 “仁”的发用①，把 “责善”理解为

“义”的表现②，那么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善”见识的确与 《郭店楚简》“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

之治义断恩”相吻合。可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仁与义的分离甚至冲突———为保全作为 “仁”的表现

的父子亲爱之情而牺牲掉作为 “义”的表现的父子之间的 “责善”。显然，这不仅与倡导仁义并举的

孟子仁义学说主旨相背离，也给那些批评孟子血亲伦理的人留下口实。笔者认为，与其把 “责善”

理解为 “义”，不如把 “不责善”理解为 “义”，这更符合孟子仁本义用的思想逻辑。

孟子从道德本体论上将他基于 “性善”论和仁宅义路观念构建的仁义礼智 “四德”视为人人都

具有的普遍性特质，因而义不仅适用于兄弟、朋友、君臣关系，也适用于父子关系，由此他应当接受

孔子由尊义、乐义而提出的 “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谏亲原则。可是，孟子尽管并不排除

“义”也是适用于调节包括父子关系的家庭人伦的重要伦范，有时却把仁与义的内涵和外延在家庭伦

理内部做了切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离娄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外，他也把兄爱弟视为 “仁”：“仁人之于弟

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正因如此，由于孟子过于看重 “父

子有亲”的亲情伦理，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以至于走向拒绝 “父子责善”

的极端。这虽然合乎焦期许的 “养恩于父子之际，而以责善付之师友，仁义便并行而不悖”③，但

实质上不仅造成了家庭内仁与义的背离，也形成了两种悖论：如果断言兄弟之间不存在所谓的 “恩

情”，那么依照孟子的思想逻辑，“父子之间不能责善”而 “兄弟之间可以责善”，从而符合 “门内

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理念，但这样一来与他的普遍仁爱观念相冲突；如果承认兄弟之

间存在 “恩情”④，那么依照孟子的思想逻辑，兄弟之间也不能责善，这固然体现了孟子 “敬长为

义”和父子恩情特殊性的观念，但又与 “门内之治恩掩义”的家庭治理之道发生了矛盾。

二是义谏与责善。为了化解义谏与责善之间的矛盾，宋代许多注家做了解释。张九成、余允文等

人主张将二者加以切割，强调父子以恩为主、师弟子以责善为主。不妨先看看余允文 《尊孟辨》的

一段较为详细的论述：

疑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

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可乎？”余氏辩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谓其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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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礼记·丧服·四制》云：“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

具矣……门内之治恩掩义，外之治义断恩。”

仁是父子之间的亲爱，义是所谓的 “责善”。参见雷静：《仁义德行的结构———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道德哲学问题

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明］焦：《焦氏四书讲录》卷１１，《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６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２页。
孟子的推恩说把 “恩”视为任何主体之间都会产生的普遍伦理情感，乃至主张 “恩足以及禽兽”。（参见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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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曰：‘父子之间不责善。’父为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之谓也。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岂

自教也哉？”①

司马光等疑孟派认为，孟子的 “父子之间不责善”论断与 《孝经》的 “父为不义则争之”和

《左传》的 “爱子，教之以义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针对此一质疑，余允文采取的论辩策略是把

“不义则争”“教以义方”与 “父子不责善”区分开来，说明二者不可混淆。朱熹同样认为父子可以

谏诤但不能责善：“子虽不可以不争于父，《内则》《论语》之言，则其谏也以微。隐之说已尽，更发

此意尤佳。”② 然而，余允文、朱熹虽然肯定了 “不义则争”和 “教之以义方”，窥见到孟学中仁义

分立的一面，但它回避了矛盾，并没有解决矛盾，因为 “义争”即是谏诤，即是特殊形态的责善，

有时它也要采取直接问责的形式。余允文的辩护与笔者主张的父子之间既要责善又不能责善观点不谋

而合，可惜它并没有消解孟子 “父子不责善”与 《孝经》《左传》的有谏有教之间的观念冲突。

三是义教与责善。余允文认为不责善并不是不谏不教，而是 “爱子，教之以义方”，而所谓 “教

以义方”不是自教而是他教。余允文把 “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和 “爱子，教之以义方”混

在一块，表明他并未意识到这两个 “义”字含义并不同———前者指道义、正义，后者指适宜、适当，

所谓 “教以义方”也就是按照适当的方法教育子女。焦循不仅注解说 “易子而教，不欲自责以善。

父子主恩，离则不详莫大焉”，还指出 “父子至亲，相责离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义也”③。

在他看来，“易子而教”不仅可以成仁也可以成义，有助于维护父子之间的亲情、恩情。包括黄玉顺

在内的当今许多学者和社会人士指出 “易子而教”之所以是合理的，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正确的角

色定位，父亲的角色是父亲而不是教师，教子的任务应当交给老师，如果父亲亲自教子就是角色错

乱；另一方面，父子之间有一种亲情关系，以仁爱为主，师生之间是一种职业关系，以义敬为主，假

如父亲直接教子，不但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排斥，而且最终会伤害父子感情。在笔者看来，孟子所说的

教子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限于学校教育；一个人的角色是多种的，他既可以为父亲也可以为

教育者 （不一定是教师），一定时候、一定场合亲自教子、直接责善和 “易子而教” “父子不责善”

一样，不仅是仁爱和负责的表现，而且，只要 “教子义方”，只要 “责善有度”，并不一定会造成父

子离恩离情、离心离德、离分离散。

周春健强调从通权达变的维度辩证理解孟子的 “易子而教”和 “父子之间不责善”，认为：孟子

并非主张 “不教”，而是强调父子之 “教”，注重为父者之 “身教”；孟子亦非完全主张 “易子而

教”，而是强调遇子不贤时要注重 “亲教”。如此解读虽然有过度解释之嫌，既不符合孟子的 “本

意”，也不符合孟子的所谓 “遗意”和 “言外之意”，但它与现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

理念相吻合，把 “易子而教”和 “有子亲教”有机结合了起来。实际上，“易子而教”和 “有子亲

教”各有利弊。就前者而言，它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主自立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抗压能力。就后者

而言，作为 “启蒙”教育的起始，家长教子是每一个人自我成长和素质教育的根基。如果父母以身

作责，正人先正已，致力于善意责善，那么 “己子自教”也具有现实性、合理性，也属于 “教子义

方”，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教子方式。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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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余允文：《尊孟辨》，前揭书，第５２３页。
［宋］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１５页。
［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５２４页。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张圆圆

【摘要】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

一。他集 “王门后学”与 “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

一定位即 “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

分，而且还努力为 “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 “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

新理解 “四句教”的涵义、置疑 “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 “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

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

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关键词】黄宗羲；阳明心学；定位；辩难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３５－０６

作者简介：张圆圆，黑龙江同江人，哲学博士，（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学习与探索》杂

志社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项目 “以 《明儒学案》为中心的中国哲学视阈下的传统学

术史思想研究”（１４Ｄ０６２）

以往学界对黄宗羲的研究，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其民本思想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制度的批判，

忽略了其作为一名理学家和学术史家，站在一定的学术立场对阳明心学做出的定位。黄宗羲是明末大

儒刘宗周的学生，其本人又身处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对故国的怀念，黄宗

羲对作为明代理学主流的阳明心学，有着极深的感情。在其师学的影响下，黄宗羲提出了 “心气合

一”“理性合一”的思想，他的气一元论思想，被刘述先先生表述为 “内在的一元倾向”。作为心学

传人，黄宗羲不仅致力于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与修正，而且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给予阳明心学极高的评

价和定位。在其学术史专著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用２８卷的篇幅，记述、梳理、评价了王守仁心
学及王门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同时，又根据王门后学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将其划分为

“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六个派系，在 《泰州学案》和 《止修学案》中，

对显著偏离心学的 “泰州学派”和 “止修学派”提出批评和指正，并在末卷第６２卷设 《蕺山学案》，

以示其师刘宗周集阳明心学之大成和对心学的修正与总结。可以说，在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中，上承孟

子之学、下至阳明心学的心学体系，始终是儒学发展的主线，是为圣之学，而阳明心学又是圣学的时

代彰显。因此，黄宗羲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笔墨对心学做出了 “圣学”的判断。然而，阳明心学自

产生之时，便受到程朱理学的挑战，被质疑为 “儒释杂糅”，而当时流传甚广的王门 “四句教”又是

引阳明心学入禅的一个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 “立心学为圣学”“为阳明学辨儒释”以及

“为王门四句教辩难”等问题，阐释黄宗羲尊阳明心学、抑程朱理学与释氏之学的学术思想。对这些

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在结合黄宗羲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投向 “哲学史研究”领域。这样

不仅区别于以往学界单向度地偏向于对黄宗羲心学思想的义理性研究，还能够为我们研究深入了解黄

宗羲学术史观，提供有益的参考，更重要的是，也能够为现当代的阳明心学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思

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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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心学为圣学

黄宗羲认为，天下学术的发展遵循着 “一本万殊”这样一条总的规律，即以儒家学说为天下学

术之本，以儒学多元化发展而呈现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学说为万殊之学，而在儒学范围内各种学

说的共同发展中，“心学”一支是主线。在黄宗羲看来，阳明心学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悠久的历史

渊源，其由先秦时期孟子的心性之学发展而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丰富的义理性阐释，而对

于孟子之学，黄宗羲又将其评价为 “千圣相传者心”的学问。所以，黄宗羲将阳明心学定位为圣学。

黄宗羲曾撰 《孟子师说》（共七卷），这里 “师”指明末大儒刘宗周。刘宗周是王门后学蕺山学

派的创始人，也是黄宗羲、陈确和张履祥等人的授业老师。黄宗羲在 《孟子师说》这部哲学著作中，

借助阐释 《孟子》章句的方式，记载了其师和黄宗羲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倾向。在 《孟子师说》中，

黄宗羲既肯定了孟子之学为 “千圣相传”之学的历史地位，又高度评价了阳明心学对孟子之学的发

展与延续。黄宗羲指出，“仁”是没有迹象的，孟子却能在 “无迹象之中”，点明了 “仁”存在的现

实根据，即 “仁义礼智”根源于人心，“仁”发端于人的 “恻隐之心”，以及 “人心”与生俱来的全

部内容就是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①。他还指出：“千圣相传者心也……禹、汤、文、武、

周公五君子，其功业盖天地。孟子不言，单就一点忧勤惕虑之心之描出，所谓几希也。”② 他认为作

为 “仁”存在依据的 “心”，是圣人们之所以为 “圣人”的共通之处，孟子虽然没有 “禹、汤、文、

武、周公”这五位圣人的功业，但仅从孟子对 “忧勤惕虑之心”的描述而言，孟子的贡献和历史地

位足以能够达到这五位圣人的高度。

继对孟子之学的总结和高度评价，黄宗羲进一步阐述了阳明心学继孟子之学而来的观点。他说

道：

“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此孟子继往圣开后学一大节目。徐行尧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为

尧舜也，只在著察之间耳。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

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自阳明之心学，人人可以认

取圣脉。③

在黄宗羲看来，孟子提出了 “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语，点出了圣学的精要和为圣的功夫，而后世儒

者却将成贤成圣看得繁琐，直到阳明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局面，王阳明打破宋儒所提倡的 “静坐澄心”

和 “格物穷理”之旧规，指出了良知自在，延续了孟子的圣人之学，创立了阳明心学，点明了人们

成贤成圣的实现路径，由此，阳明心学是圣脉相传的圣学。

在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不止一次地称论阳明心学为圣学。例如，他在 《明儒学案·白沙学

案》中记载陈献章的理学思想时指出，明初学术多不失程朱理学之矩?，直至陈献章之学 “以虚为

基本，以静为门户”，点出了 “静中养出端倪”，开启明代心学之端，“作圣之功”才至陈献章而始

明，后至王阳明而始大。在黄宗羲看来，“白沙之学”与 “阳明心学”两者一脉相承，皆是对孟子圣

人之学的延续，由 “白沙之学”至 “阳明心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即圣学在明代由微到显的过程。

又如，在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黄宗羲立心学为圣学的思想，再次得以明确的表达。黄宗羲

指出，明代以来的学术都是墨守先儒之成说，学者们未曾 “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 ‘此亦一述

朱，彼亦一述朱’耳”，然而，阳明心学打破了学术领域这种僵化的格局，动摇了程朱理学独尊学术

思想领域的地位，以可贵的学术自得和创新精神延续了古来之学脉，更重要的是，其提出了 “良知

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的观点，使道德先验与道德自律意识重新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继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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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１页。
同上，第１１３页。
同上，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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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后又一次开启了人们的 “作圣之路”①，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

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②。在黄宗羲看来，姚江之学恢复了已中断千百

年之久的圣学之学脉，使儒家道统得以延续，因此为 “作圣之学”。

二、为阳明学辨儒、释

黄宗羲以心学为儒学之大宗，以阳明心学为圣学这一学术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阳明心学

在明代中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尽管如此，阳明心学自明初发端之际，其入禅倾向，就持续遭到

程朱理学派的批判与指责；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其传播、发展与流变中，王门后学之流弊日益凸

显，由此，这种批判愈为强烈。明代初期，陈献章之学开心学之端，程朱理学派的胡居仁便批评陈献

章 “静中养出端倪”和 “藏而后发”的思想为 “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③，也指出

陈献章虽然 “窥见些道理本原”，但是却无格物穷理之渐进工夫，所以其思想只为 “空见”④。而对

于陈献章之 “物有尽而我无尽”之说，胡居仁则将其指责为 “氏释见性之说”⑤。黄宗羲在 《明儒学

案·白沙学案》中记载道：“先生 （胡居仁）必欲议白沙为禅，一编之中，三致意焉。”⑥ 也就是说，

胡居仁在论学中，已经将初具心学倾向的白沙之学划入禅学。罗钦顺则认为，王守仁之学以知觉为

性，把知觉当作 “良知”和 “天理”。但是，在他看来，禅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知觉为性，不

仅如此，禅学还把人的知觉和意识看作万物的根本，宣扬 “心生万法”的思想，禅宗的这一特征与

阳明心学的 “心即理”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由此，一向极力批判释老之学的罗钦顺，也带

有批判性地将阳明心学划入了禅学的范畴。明末斥心学为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顾炎武和王夫之。

王夫之在 《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而以充其 ‘无善无

恶圆融事理’之狂妄”，认为阳明心学为 “阳儒阴释”的 “诬圣之邪说”。这些对阳明心学入禅的批

判，给阳明心学做了 “外儒内释”的定性，与黄宗羲尊崇阳明心学为圣学的学术立场截然对立。基

于此，黄宗羲从找寻阳明心学和禅学的差异着手，试图为阳明心学辨儒、释，以划分心学和释氏之学

的界限。

黄宗羲指出，对于 “心”的不同理解，是阳明心学和释氏之学的本质差别：阳明心学视 “心”

为 “理”，而释氏之学视 “心”为 “知觉”。他说：

而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

之度外，更不复讲，而只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然其归

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总使合得本体上，已

费转手，故沿门乞火与合眼见?，相去不远。先生 （阳明）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

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邈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⑦

在黄宗羲看来，疑心学类禅者，在于其没有认识到儒释的界限在于一个 “理”字，释氏之学不寻求

万物之理，只把守知觉意识，而对心学持批判态度的 “世儒”虽然 “不恃此明觉”，但是却于心外求

理，这在本质上与释氏 “归明觉于心”是同一的。黄宗羲认为，王阳明指点出 “心之所以为心”，不

在于心有知觉，而在于 “心即理”，即将 “心”看作一切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根据。也就是说，在黄

宗羲那里，阳明心学与释氏之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对 “心”的内容的不同理解上。

在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中，黄宗羲又一次以 “心即理”为着眼点，辨阳明心学非释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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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８页。
［明］王守仁撰，董平、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页。
［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９页。
同上，第３０页。
［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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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今以理在天地万物者，谓之理一，将自心之主宰，以其不离形气，谓之分殊，无乃反言之乎？佛

氏唯视理在天地万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即理，则自不至为无星之秤，无界之尺矣。先生

（杨时乔）欲辨儒、释，而视理与佛氏同，徒以见闻训诂之争胜，岂可得乎？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

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①

在黄宗羲看来，杨时乔分 “心”与 “理”为二，将 “理”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存在，这一思想

与释氏的 “理在天地万物”的观点相同，皆属于 “无星之秤”和 “无界之尺”而不得要领。同时，

黄宗羲批判了杨时乔欲辨儒释却拘泥于 “见闻训诂”之争的错误路径，认为只有王阳明在 “虚灵知

觉”（“心”）之中，提出 “心即理”的命题，才真正辨清了儒释之界限。进而，黄宗羲批判了归心

学为释氏之学的儒者，指出其这种做法反而为佛氏所讥笑。

在 《明儒学案》的 《粤闽王门学案·行人薛中离先生侃》中，黄宗羲进一步以阳明心学中 “心

即理”的思想为切入点，区分了儒、释之差异。他说：

深于疑阳明者，以为理在天地万物，吾亦万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为己有。阳明以理在乎心，是

遗弃天地万物，与释氏识心无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阳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心，循

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万物，若以理在天地万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释氏之所谓

心，以无心为心，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譬之于水，释氏为横流之水，吾儒为原泉混混不

舍昼夜之水也。②

在这段话中，黄宗羲首先列举了 “深疑阳明类禅”者的错误认识，即他们把理置于天地万物之中，

以人为万物中之一物，分人与理为二，同时又认为王阳明合心与理为一的 “心即理”的思想，与释

氏唯心的思想相类似。其次，黄宗羲为阳明心学辩护，指出 “深疑阳明类禅”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

在于，没有理解到王阳明的 “理在乎心”的思想是指天地万物的理都存在于 “内心”，这种 “理在乎

心”的思想强调的是人作为道德主体，其道德与生俱来的先验性和将道德施之于事事物物的主体能

动性，体现的恰恰是孔子所强调的 “人能弘道”思想 （而不是 “道能弘人”），这样，黄宗羲从儒家

经典 《论语》中寻找理论依据，进一步确立了阳明心学的圣学地位。最后，黄宗羲分别对释氏之学

和阳明心学做出了不同的比喻，将释学比作 “横流之水”，将阳明心学比作 “原泉混混不舍昼夜之

水”，来表明两者的差异之处。黄宗羲不仅批判了 “疑阳明类禅”者 （宋儒）对阳明心学的错误理

解，还指出了宋儒分心与理为二，混淆了儒学和释氏之学的界限。由此，在黄宗羲看来，不是心学类

禅，而是宋儒类禅。黄宗羲认为，宋儒的 “理在天地万物”的思想，是将理看成了独立于心之外的

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宋儒向心之外的万物寻理，在本质上与释氏只守此知觉之心而置理于心之外的

做法大同小异，两者的不同不过是宋儒向外求理，而释氏不求理罢了。在此基础上，黄宗羲批评了程

朱理学的 “理”派生出 “气”的近禅思想。释氏之学有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寥寂，能为万象主，

不逐四时凋”之言，而宋儒提出了 “理生气”的思想，这两者在黄宗羲看来，都是在 “心”之外预

设了一个先验的客观存在的派生世界万物的本源，在释氏那里，这一客观存在的本源是指 “有物先

天地”之 “物”，在宋儒那里则指 “理生气”之 “理”，释氏的 “物”和宋儒的 “理”两者具有相同

的逻辑和意义。黄宗羲认为，宋儒对理气关系的阐释，并没有对理学和释氏之学做出正确的区分，反

而将两者等同起来，由此引来释氏的耻笑。在批判与指责宋儒的基础上，黄宗羲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

了阳明心学，认为阳明心学 “心即理”的思想及时纠正了宋儒入禅之弊端， “遂使儒释疆界邈若山

河”。由此可见，黄宗羲不仅为阳明心学辨儒释，划清了阳明心学和释氏之学的界限，而且还指出了

程朱理学近禅的弊端。这样，黄宗羲不仅为立阳明心学为圣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某种

程度上，还进一步巩固了阳明心学的儒家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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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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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三、为 “王门四句”教辩难

“王门四句教”由王阳明晚年贵州龙场悟道时提出，其具体内容为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

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于这四句话哲学内涵的阐释，王门后学中产生了分

歧，其中以王畿和钱德洪两人为著。王畿对 “四句教”的理解被称作 “四无说”。在他看来，“四句

教”的第一句为 “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 “心体”为无善无恶，那么 “心体”之 “意”“知”“格

物”也是无善无恶的。而钱德洪对 “四句教”的理解被称作 “四有说”，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天命

之性是至善的，因此心体是至善而无恶的。对于王畿和钱德洪的各抒己见，王阳明对两者进行了调

和，折中地说道：“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

相取为益，吾学更无以遗念矣。”① 王阳明指出 “四无说”和 “四有说”两种观点都成立：王畿的理

解代表 “上根人”而言，因为 “上根人”能够顿悟出心体之无善无恶，无需循序渐进之工夫；而钱

德洪的理解是针对 “下根人”而言的，因为 “下根人”只有通过 “为善去恶”的功夫通过渐修的方

式才能够体认本体。在王阳明看来， “四有说”和 “四无说”各有长短，单纯地依靠 “顿悟”或

“渐修”都无法实现成圣之目标，“上根人”和 “下根人”都应该结合 “顿悟”与 “互补”的方式，

最终达到至善。所以，王阳明指出， “四句教”的第一句话是为了阐发 “四无说”，意在强调 “顿

悟”的重要性，后三句话是为了阐发 “四有说”，意在强调 “渐修”的重要性。王阳明的这一思想，

促使了王门后学分划为 “本体派”和 “功夫派”，同时，其对 “四无说”的认可，也遭致了程朱理

学派的批判。很多人指责王门四句教中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属于释老之说，背离了传统儒家

的 “性善”思想。

黄宗羲毕生力斥释、老之学，且坚持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因而否认王门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

体”一句的合理性。因为黄宗羲是阳明心学的尊崇者和维护者，所以他认为 “无善无恶心之体”并

不是出自阳明之语，而认为这句话是由后人错会阳明之意而产生的。黄宗羲说道：

彼 （错会阳明之意者）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

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彼在发用处求良知者，认已发作未发，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

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远矣。得羲说而存之，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②

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良知是至善的，而 “错会阳明之意者”的错误之处在于以 “无善无恶”

界定 “性”，以 “无善无恶”为 “至善”，以至于把 “善”分解成 “有善之善”和 “无善之善”，这

种做法无疑是 “断灭”了 “性”的根本，同时，他们 （“错会阳明之意者”）在意念发动之处 （“已

发”）探求良知本体，只注重功夫，而没有真正停留于良知之处体认良知的本然状态，这种做法反而

对 “良知”是愈求愈远的，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违背了王阳明的性善思想。因此，在黄宗羲看来，

“无善无恶”之说并非阳明之本意。

而对于王门 “四句教”中 “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句的内涵，黄宗羲自有其理解。他说道：

天泉问答 “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

解者曰 “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

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

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

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③

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心体之性为 “至善”，并非人们对 “四句教”的错误理解———以 “心体无

善无恶是性”。他认为，对王门 “四句教”第一句的正确理解，应该为 “心体之性”是一种 “无善

９３１

①

②

③

［明］王守仁撰，董平、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０６页。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１７９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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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无恶念”的 “静”的本然状态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最高的善；基于此，可以推衍出第二句 “有

善有恶意之动”旨在表达 “心体”已发状态为 “意”的 “有善念”“有恶念”。以上黄宗羲对 “四句

教”的理解，对后人研究这一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现当代学者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在对

“四句教”第一和第二句的理解中，将 “心之本体”解释为 “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的超越之本心，

将 “心体”的发动理解为经验层面上的 “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对黄宗羲辨王门 “四句教”

的延续与发展。

在为王门 “四句教”辨难的过程中，黄宗羲不仅提出了 “心体”为至善的观点，而且还就 “四

句教”的出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王门四句教的 “无善无恶”一句，并非王阳明本人提出的，而是

王畿伪造的。在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具体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 《粤闽王门学案·行人薛中离

先生侃》中，黄宗羲说道：

又其所疑者，在无善无恶之一言。考之 《传习录》，因先生去花间草，阳明言 “无善无恶者理之

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盖言静为无善无恶，不言理为无善无恶，理即是善也……独 《天泉证道

记》有 “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之语。夫心之体即理也，心体无间于动静，若心

体无善无恶，则理是无善无恶，阳明不当但指其静时言之矣。释氏言无善无恶，正言无理也。善恶之

名，从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恶得言无善无恶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证之，则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阳

明也。①

人们对 “四句教”的质疑，往往在于 “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薛中离去花间草，考证了一个

事实，即王阳明说过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之言：在王阳明那里，“理之静”是

“无善无恶”的，而 “气之动”则 “有善有恶”，也就是说， “无善无恶”的侧重点在于 “理之静”

的 “静”，而并非 “理”，“理”是 “心之体”、是至善的，贯穿于动静，而 “四句教”中 “无善无恶

心之体”仅仅强调的是 “以静言理”，并非王阳明本意。基于以上推论，黄宗羲得出 “天泉证道”之

言为王畿伪造，并非王阳明本人的真实思想。黄宗羲还说道：“当时之议阳明者，以此为大节目。岂

知与阳明绝无干涉。呜呼！天泉证道，龙溪之累阳明多矣”②，进而划清了阳明心学与使阳明学备受

争议的 “王门四句教”两者之间的界限。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是以立心学为圣学为终极目标的。在他看来，阳明心学承

接孟子之学而来，提出了 “心即理”的思想，使人人具备了成贤成圣的可能。在尊崇阳明学的过程

中，黄宗羲努力为阳明心学辨儒释，以 “心即理”之命题，作为区分心学与释氏之学的主要标志，

并将程朱理学之理本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与释氏之学等同划一。同时，在认同 “王门四句教”使

阳明学背上入禅嫌疑的基础上，黄宗羲先是对 “四句教”中 “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进行重新理解，

然后又置疑 “四句教”的出处，最后得出结论，即 “王门四句教”并非出自王阳明，而是出自王畿

伪造。黄宗羲围绕定位阳明心学的一系列学术思想和论断，不但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而且

反映出其以主观学术见解为依据，对异己学说的学术偏见，也反映出黄宗羲作为明末阳明后学中的一

名得力干将，对心学的修正，以及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

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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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６５７页。
同上，第１３７９页。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李训昌

【摘要】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

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

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

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关键词】朱子学；甘泉学；阳明学：蕺山学；程朱王刘之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４１－０７

作者简介：李训昌，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１００）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度国家社会科学一般基金项目 “清初河南理学研究及文献整理”（１５ＢＺＸ０４７）；中国博
士后第５９批面上资助项目 “《孟子师说》：刘宗周、黄宗羲的孟子学研究”（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６２６）

“甘泉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突破理学而又吸收理学，主张心学而又批评 （陆王）心学的独特的心

学综合体系。”① 其主要目的在于吸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长的同时，避开两家之短。在唐枢 －许
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一系的甘泉后学中，唐枢、许孚远延续甘泉的思路，开始会通甘泉学与阳明
学；刘宗周的诚意说 “乃是沿着甘泉以及其师许孚远的思维路线，吸收阳明良知概念的部分内涵，

而提出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心体概念，这个概念达到了纠正王学末流之流弊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了湛

学与王学的合流”②。与刘宗周专注哲学体系的建构不同，黄宗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按师说对宋元明

三代理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因此，可以说甘泉学与阳明学的合流，是刘、黄师徒二人共同完成的。不

过，刘宗周殁后，黄宗羲对师说的阐发却与程朱王刘之辨结合在一起。这既与明末对阳明学的反激与

清初朱子学的复兴有关，也与整个时代精神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有关。黄宗羲会通王刘，借

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这是黄宗羲在民间学者与

官方学术两次程朱王刘之辨中，不得不采用的求全之法，其目的则在保全师说。只是黄宗羲主张阳明

太过，对朱子学成见太深，反而遮蔽了其与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

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一、《子刘子行状》：开始会通王刘

《子刘子行状》上下卷，又名 《蕺山传》，是黄宗羲为补救刘?、张履祥等人删改其师遗著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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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乔清举：《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６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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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记述其师生平学行的纪传体史书，约成书于康熙四年上半年①。在 《行状》中，宗羲只是说其

师 “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②，那么，黄宗羲究竟是以慎独说还是以诚意说为蕺山最

后宗旨的呢？在 《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中，黄宗羲开篇即说：“先生之学在慎独。”③ 在 《忠端刘

念台先生宗周》中则谓：“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④ 按时间顺

序来说，《行状》最早，《宗周》次之，《文集序》最晚，为黄宗羲晚年写定，当为最后定见。但是，

从刘宗周的为学历程来看，他 “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⑤。因此，刘宗周

的最后宗旨是诚意说而不是慎独说⑥。那么，黄宗羲为什么要以慎独说为蕺山最后宗旨呢？

刘宗周２６岁师事许孚远，直到３７岁著 《心论》才悟心外无理之说，于是有 “甲寅悟心”之论。

他早年不喜象山、阳明，此时也未接触陆王心学之书，而且其工夫克治省察与学问思辨并重，俨然程

朱巨擘，不类阳明。其实，刘宗周接触阳明心学有一个过程，其对阳明学认识上的转变也有内外两方

面的机缘。从过程上来说，自天启六年刘宗周读书韩山草堂，学朱子 “半日静坐，半日读书”⑦，一

面 “专用慎独之功”⑧，一面 “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⑨；越明年，著成 《皇明道统录》，“自

逊志、康斋外”，又推重 “曹月川、胡静斋、陈克庵、蔡虚斋、王阳明、吕泾野六先生”瑏瑠；是故，

“读 《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瑏瑡。如前所述，黄宗羲在 《行状》中对蕺山宗旨的概括就出了问题。

他的说法完全是抄自 《蕺山刘子年谱》天启六年、七年条的按语，而这只是刘?对其父在天启七年

前为学的评论，而不是对其一生学问的总结。黄宗羲以此来论定师说宗旨，就抹杀了其师将其慎独说

发展为诚意说的理论旨归。同时，这两年正是刘宗周对阳明学信之不移的阶段，也为黄宗羲会通师说

和阳明心学埋下了伏笔。

刘宗周对阳明学的认识和态度 “凡三变”，如黄宗羲说： “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

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瑏瑢 黄宗羲此论，也源自刘? 《蕺山刘子年谱》崇祯

十六年条的按语。与宗羲之说相较而言，刘?明言刘宗周于阳明学 “辨难不遗余力”的具体所指，

即 “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 《孟子》合 《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观

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浅也”瑏瑣。天启七年，刘宗周之所以崇信阳明学为圣人之学，主要是因致良知之

旨与其慎独说相类，俱为心学。但是，两人主张毕竟不同，所以刘宗周一方面指出阳明致良知在工夫

与教法上的不足，如他说：

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

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

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求学者支离眩骛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

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机轻于指点，启后

学躐等之弊有之。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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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安：《黄宗羲著作补考》，《古籍研究整理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０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３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８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９０页。
［清］刘?：《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 《刘宗周全集》第６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３页。
东方朔：《刘宗周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页。
［清］刘?：《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２—８３页。
同上，第８４—８５页。
同上，第８５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２５４页。
［清］刘?：《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１４７页。
同上，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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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性之觉，曰良知”说明刘宗周与王阳明不同，不以良知为性体，而以良知为性体的发觉显露。这

是刘宗周借鉴吸收阳明良知说，将其慎独说发展为诚意说的内在思想线索。另一方面，他还着手沟通

其慎独说与阳明之致良知。崇祯二年，刘宗周著成 《大学古记约义》，始以阳明 “慎独即是致良

知”① 的提法会通阳明学。崇祯四年，在 《证人会约·书后》中，刘宗周则谓： “孔门约其旨，曰

‘慎独’，而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独知时’，可谓先后一揆。慎独一著，即是致良知。”② 因此，直

到崇祯九年刘宗周５９岁创立诚意说时，他一直在会通阳明之致良知与其慎独说。崇祯二年、四年，
黄宗羲两次亲炙蕺山讲席，耳濡目染，受蕺山影响，即以慎独说为师门宗旨，以会通师说和阳明心学

为毕生的学术努力。

刘宗周提出诚意说的外在机缘，源于崇祯四年与阳明后学陶龄在越城共举证人之会。初次讲

会，刘、陶二人即产生分歧，使刘宗周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对慎独说与阳明致良知之旨的会通，另寻蹊

径。崇祯九年，刘宗周在京师讲学，辑成 《独证篇》，提出了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③ 的命

题。自此，刘宗周 “专举立诚之旨，即慎独姑置第二义矣”④。为了从根本上救正阳明后学流入禅学

的弊端，刘宗周的诚意说更强调以性规定心的思想。崇祯十一年，刘宗周编成 《阳明传信录》三卷，

对阳明学作了系统总结：一则从学则、宗旨、教法上捡择阳明之说，指出致良知之旨在工夫与教法上

的不足；一则将阳明与阳明后学流入禅学的弊病区分开来，为阳明辩护，即 “间尝求其故而不得，

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支离乎？”⑤ 在编纂 《明儒学案》时，

黄宗羲将 《阳明传信录》前两卷收入，定为 《姚江学案》，正可谓坚持了其师维护阳明的立场。不

过，黄宗羲误以刘宗周之慎独说会通蕺山、阳明，不但有失其师综合理学与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

学术精神，而且有抹杀其师诚意说之哲学努力与贡献。同时，黄宗羲按师说特别是以性规定心的思想

对阳明致良知的解读，集中在阳明 “四句教”上；解读以后，黄宗羲已经很难在师说和阳明学之间

做出区分。这是导致黄宗羲会通蕺山、阳明的内在思想线索。

二、《孟子师说》：转入贬抑程朱

《孟子师说》七卷，是黄宗羲以 《孟子》章句形式阐发师说的哲学著作，约成稿于康熙八年。成

稿后，黄宗羲又不断修改，故现行本有康熙八年以后的材料⑥。康熙六年，黄宗羲应万氏、董氏兄弟

之邀，讲学甬上。黄宗羲初至鄞城，即以其师之 《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授诸生，次至 《人谱》

《原旨》和 《证学杂解》；越明年，乃讲授 《四书》 《五经》。至此，由黄宗羲主持的甬上证人书院，

始由讲授蕺山之学转入阐发 《四书》《五经》的经世致用之学。不过，黄宗羲讲 《四书》即以师说

为标准。在他看来，其师于 《大学》有 “统义”，于 《中庸》有 “慎独义”，于 《论语》有 《学

案》，独于 《孟子》无成书，亦无成说。他潜心师说有年，虽不能无所出入，但窃取师说而著成 《孟

子师说》七卷，“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⑦。由此可见，黄宗羲在甬上讲 《四书》，主要是以传播

蕺山之学为目的，即 “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⑧。

职是之故，黄宗羲的 《孟子师说》处处针对朱子的 《孟子集注》也有顺理成章的一面，本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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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５０页。
［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２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９８页。
［清］刘?：《刘子蕺山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１１７页。
同上，第１１８页。
［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５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郑宗义：《黄宗羲与陈确的思想因缘分析》，《汉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７０—７１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８页。
［清］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２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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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非。如他说：“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① 这说明他针对的是明代官定的 《四书大

全》，还有以之为标准的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牢笼士人思想之弊，即 “愤科举之锢人生平，思所以变

之”②。但是，《四书大全》又以朱子 《四书集注》为蓝本，所以他说 “屏去传注，独取遗经”③，实

质上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朱子。又如他在评介张邦奇时所说：“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

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④ 这里的 “一先生”，根据上下文亦明指

朱子。

但是，在 《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往往是先论述自己的观点，再引朱子之言以示批评，再冠以

“羲以为”、“愚谓”的总结，最后引证宋明诸儒的语录以佐证其说。黄宗羲如此阐释 《孟子》大义，

就把对师说的阐发演绎为了对朱子的批评。如他对 《浩然章》的解释：

朱子云：“配义与道，只是说气会来助道义，若轻易开口，胡使性气，却只助得客气，人才养得

纯粹，便助从道义好处去。”羲以为养得纯粹，便是道义，何消更说助道义。朱子主张理气为二，所

以累说有了道义，又要气来帮贴，方行得去，与孔子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

之言，似有径庭。⑤

黄宗羲由养气工夫进而批评朱子的理气、心性二分，实涉及理气心性关系问题。其实，在此一问题

上，刘、黄师徒二人的理气心性合一论俱导源于湛若水⑥。不过，刘宗周综合程朱陆王而进退之，对

朱子阳明都有所批评、有所拨正，但他的态度比较平和，观点相对周正，如他说：

时谈禅者动援阳明而辟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尝支离？阳

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⑦

刘宗周批评 “援阳明而辟朱子”者，是为朱子辩诬，其慎独说即以批评调整朱子学为目的；批评援

朱子而辟阳明者，则是为阳明辩诬，其诚意说即以批评调整阳明学为目的。从理论上来说，刘、黄师

徒二人的理气心性一元论确有拨正朱子理气、心性易离为二的作用。但是，在心性关系上，刘宗周也

批评阳明，其意、念之辨即是如此；而黄宗羲则置若罔闻，把问题都推给了朱子，主张太过，有所偏

颇。其实，在 《孟子师说》中，黄宗羲的很多观点都源自朱子，如 《孟子师说》开卷第一句 “天地

以生物为心，仁也”⑧，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本是朱子的思想，而黄宗羲却将其当做儒家学者的共

识，不复再提与朱子的关系。因此，在 《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发就由会通王刘转

入明确贬抑程朱。

三、甬上证人书院与海昌讲学：

借阳明学以申师说、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

　　黄宗羲会通蕺山阳明，贬抑程朱，既与其在甬上证人书院、海昌讲学时，弟子之间的学术分歧有
关，也与清初康熙右文，尊朱贬王，编纂 《明史》理学传的论辩有关。前者主要发生在民间学者之

间，后者则涉及官方学术。在两次程朱王刘之辩中，黄宗羲的基本立场是借阳明学以申师说，借朱子

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这是清初朱子学复兴之际，黄宗羲不得不采用的求全之法，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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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８页。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２册，第３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８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５４５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６５页。
朱伯?：《易学哲学史》第４册，北京：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１页。
［清］刘?：《蕺山刘子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４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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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保全师说。

甬上本为阳明学重镇，刘宗周与陶龄在越城共举证人之会时，史孝复、王朝式等人已从阳明学

的立场怀疑甚至反对宗周对阳明学的修正。至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时，其弟子董允
'

、董允瞞

等又因素习阳明之学，认为蕺山 “意为心之所存”不合阳明，作 《刘子质疑》质诸黄宗羲。于是，

黄宗羲作 《答董吴仲论学书》：“余谓先师之意，即阳明之良知；先师之诚意，即阳明之致良知。阳

明不曰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又何疑于先师之言意非已发乎？”① 由此，黄宗羲认为：“欲全阳明宗旨，

非先师之言意不可。”② 同时，邵廷采本为姚江书院韩孔当的学生，后问学黄宗羲，转而信服蕺山之

学，即 “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③。与此不同，陈锡嘏作为甬上证人书院的主要组

织者之一，力主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与蕺山之学 “独依回其间，恕人量己，卑之无甚高论。非敢过

自沮弃，抑亦不能无疑于心也”④。黄宗羲批评他说：“君从事于格物穷理之学，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工

夫不敢放过，而气禀羸弱……故阳明学之而致病，君学之而致死，皆为格物之说所误也。”⑤ 陈锡嘏

不改朱子格物穷理之说，黄宗羲认为他之死 “虽其天性，亦其为学有以致之”⑥。这无异于说朱子之

学是死人之学，过于偏激。

甬上证人书院最严重的学术分歧，源自清初反理学的先驱潘平格。康熙八年，潘平格从昆山回慈

溪老家，东至宁波，西至绍兴，宣传自己的求仁哲学。及至甬上，潘平格首先说服其慈溪老乡、黄宗

羲弟子颜曰彬，引起不小波动。其时，万斯同馆于姜希辙家，并不在绍兴，至其回到绍兴，不但亲至

慈溪 “诘其说，有据”⑦，而且还将其书带回鄞城，始稍信潘平格之学。黄宗羲的另一弟子毛?在观

潘平格之书后说：

余少受业于南雷黄先生，学蕺山刘子之学。癸丑岁馆于宁城，因万季野得先生书数帙，一见而嗜

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笃。⑧

毛?虽 “未亲受业于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⑨。郑性则赞誉潘平格之学，“真可谓表

里无间而终始一贯者矣”瑏瑠。至此，潘平格的求仁之学在甬上证人书院引起轩然大波，几至分裂，致

使黄宗羲不得不出面主持大局。黄宗羲移书姜希辙、万斯同，批评指责潘平格之学，《与姜定庵书》

《与友人论学书》即因此而作。概而言之，潘平格作为反理学的先驱，指责 “朱子道，陆子禅”，认

为 “朱羽陆释”，将宋明七百余年之理学一概否定。黄宗羲则为维护一代理学之传，从 “灭气”、“灭

心”、“灭体”三个方面对潘氏之学作了批评，认为 “用微有此三弊，故其放而为淫
(

之辞，有无故

而自为张皇者，有矫诬先儒之意而就己议论者”瑏瑡。黄宗羲此时心里反倒清楚，潘平格的批评迁延开

去，其师可能被一并划为 “一群僧道”。因此，在 《与友人论学书》中，黄宗羲表面上是在为朱子、

阳明等宋明诸儒辩护，实质上他的反驳处处以师说为标准，处处是在维护师说。这是其老辣世故的一

面。不过，黄宗羲措辞严厉，指责潘平格为 “兔园老生”，其学为 “祖师禅”、“名母之学”，则反激

过甚，已超出学术讨论之范围。万斯同虽被黄宗羲之激烈态度所压服，但心里怏怏不快，谢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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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４６７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４４页。
陈锡嘏：《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兼山堂集》卷四，转引自方祖猷 《黄宗羲长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１
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４４６页。
同上，第４４６页。
李?：《万季野小传》，《恕谷后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８３页。
毛?：《潘先生传》，《潘子求仁录辑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页。
毛?：《序》，《潘子求仁录辑要》，第２页。
郑性：《序》，《潘子求仁录辑要》，第３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１５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① 及至晚年，在李?影响下，万斯同才发觉潘氏之学的不足，转而倾向颜

李学派。后来，全祖望批评黄宗羲一生不脱党人习气，盖因此而发。

在面对清初反理学思潮时，黄宗羲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平章朱、王，为朱子、阳明辩诬，继而为

传播蕺山之学张本。这一立场与他在参与官方的程朱王刘之辩时，借朱子之言以维护蕺山、阳明相

同。不过，与其师维护朱子、阳明的态度相比，黄宗羲之说甚有差距。又如：

余讲学海昌，每拈 《四书》或 《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辩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

与世抹杀。余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

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是也。”②

黄宗羲对朱子的批评，一定程度上与清廷将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关；其反对朱子与反对科举，又与其不

事清廷的遗民思想有内在联系。但是，这也与其天性有关，即 “余平生颇喜读书，一见讲章，便尔

头痛”③。这里，黄宗羲说 “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是借朱子之口以

封攻诋者之口舌，实质上还是在维护师说。即如在史馆立理学传的问题上，黄宗羲的 《移史馆论不

宜立理学传书》，表面上是在融合程朱陆王，对朱子的态度有所缓和，其实是借之以维护蕺山、阳

明。于此，他实有难言之隐，是其为维护蕺山、阳明而不得不在策略上的调整。此时，在民间学者与

官方学术的双重压力下，黄宗羲已无法正面回应人们对心学特别是阳明学和蕺山学的的批评。

四、《明儒学案》：会众合一的蕺山之学

在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除以师说为标准论定明代诸儒外，还积极维护阳明。这无论是从

《明儒学案》的篇章结构还是从其对诸儒的评介上来说，都是有目共睹的。从 《明儒学案序》出发，

有一种观点认为黄宗羲综合朱子、阳明，主张一本万殊、学贵自得，是会通程朱陆王而为一。其实，

他说的 “会众以合一”的 “一”具体所指是蕺山之学。他说：

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自科举之学兴，

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不道。童习自守，等

于面墙。④

黄宗羲此说，除反对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外，还反对以宗旨强附门墙、党同伐异的门户

之争，即 “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

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⑤ 在他看来，“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⑥。

又如黄宗羲在 《恽仲癉文集序》中说：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

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

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

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虽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盍将朱子之书一一读

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读书，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学者看

文字撞来撞去，将来自有撞着处。”亦思其所谓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肤论瞽言可以

当之矣。数百年来，儒者各以所长，暴于当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概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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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季野小传》，《恕谷后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８３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１７页。
同上，第６４５—６４６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７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页。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为异学而抹杀之乎？①

黄宗羲借朱子之语来讲学贵自得的精神，其主要目的是为其阐发师说张本，这是黄宗羲一以贯之

的态度和方法。所以对他来说，最切实的自得之学，即是蕺山之学。因此，在编纂 《明儒学案》时，

黄宗羲一方面恪守师说，评介诸儒，即 “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②；另一方面，

则体会诸儒之得力处，约之一二字为其宗旨，即：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之一二字，如何

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

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③

对黄宗羲而言，其得力处在蕺山之学；对诸儒而言，则 “是其人之得力处”；两者之间，黄宗羲约之

在我，保持了适当张力，所以其 《明儒学案》超出周汝登 《圣学宗传》、孙奇峰 《理学宗传》之上，

成为后人研治宋明理学的津梁。有一种观点认为蕺山之学是明代理学的殿军，因此，黄宗羲以师说为

标准，溯明而元而宋，逐一论定宋元明诸儒，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对蕺山之学，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中有 “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④ 的期愿；在 《孟子师

说》中，他则假 《乾》卦 《彖辞》贞下起元之说，以道自任，甚是担当，即：

吴草庐曰：“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余

以为不然。尧舜其元也，汤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贞也。若以后贤论，周程其元也，朱陆其亨

也，姚江其利也，蕺山其贞也，孰为贞下之元乎？⑤

受康熙右文的影响，康熙十九年以后，黄宗羲开始承认清廷的合法性。但是，举目四望，昔日的学友

悉数陨落，弟子后进也开始凋零，胡翰十二运交入大壮的希望业已破灭，担续蕺山之学的只有他孑然

一人。所以，他说 “孰为贞下之元乎”的心情是复杂的，梨洲末命，不棺而葬，只是期于速朽而已！

不过，事与愿违，贞下起元的不是其所属愿的蕺山之学，而是浙东经史之学。

综合来看，刘宗周的最后宗旨当为诚意说。刘宗周在甘泉学的立场上综合程朱陆王而进退之，不

偏袒一方，为宋元明三代理学之大成。惜乎，黄宗羲颠沛一生，亲炙蕺山时，又志在举业，未能注意

师说宗旨的调整，虽然基本坚持了其师的思想纲领⑥，而力主会通蕺山阳明、贬抑程朱，不但有失其

师综合理学和心学的学术精神，而且，“仅以阳明学之目光看其师之学。其编著 《明儒学案》，于蕺

山之甘泉渊源，更不复提起，遂遮蔽后人耳目，竟不知蕺山学术之自来，宗羲之误甚矣！”⑦ 这是使

用黄宗羲 《明儒学案》时，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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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第４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７册，第４页。
同上，第５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９１页。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１６６页。
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０页。
乔清举：《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３页。



“性体”与 “情识”

———论张岱 “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的两相并行

冯宁宁

【摘要】张岱的思想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面貌，主张作为本体的 “性”为无善无恶而又为至善，以 “真

情”为人之性灵，并在本体意义上把 “性”与 “情”两相同一。因此一方面，他既强调 “情”的合理性，

以此来张扬个体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 “率性而中”，要求 “情”的表现须合乎 “性体”之本然。

“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在张岱那里是可以两相并行的，而作为两者之间强大张力的内在制衡，则是

“诚”。本文对张岱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

【关键词】张岱；情欲解放；道德严格；性情；诚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４８－０５

作者简介：冯宁宁，河南开封人，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岱 （１５９７－１６８４）①，浙江山阴人 （今浙江绍兴），字宗子，号陶庵、蝶庵、蝶庵居士、古剑

等，博通经史，长于为文，著作宏富。除大量小品美文以及史学著作以外，还有 《四书遇》《明易》

《大易用》等经学 （理学）作品。然其论 《易》二书久已散佚，唯 《四书遇》独存，于１９８４年由浙
江古籍出版社出版②。《四书遇》是张岱读四书的札记，亦是阐发其理学思想的主要作品。关于张岱

的研究，学术界向来集中于文学、史学领域；随着 《四书遇》的出版，其理学思想逐渐引起学界的

关注与研究兴趣③。

张岱的理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他坚持阳明哲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基本立

场，又坚持对其后学在实践上流于玄虚放荡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吸纳程朱

理学、蜀学等诸家之说，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完整观点，整体上因应了反思王学的时代潮流。综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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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岱卒年，史上有不同记载。清雍正 《浙江通志》及清嘉庆 《山阴县志》均载其 “年六十九卒”；清乾隆 《绍兴府志》载

其七十九岁卒；邵廷采 《思复堂文集》载其 “年七十余卒”；温睿临 《南疆逸史》及徐承礼 《小腆纪传补遗》均载其年八十八

卒；商盘 《越风》载其 “年九十三卒”。因２０１５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清沈复粲抄本张岱著 《琅文集》，内有 《万休师修大善

塔》诗、《大善寺修塔功德圆满碑》文，可知张岱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１６８４）尚在人世，是年八十八岁，可知张岱卒年最早应
为１６８４年。至于 “年九十三而卒”的记载，至今尚无明证。

浙江图书馆于１９３４年购得原藏于江苏常熟周氏鸽峰草堂的 《四书遇》未刊抄稿本，列为浙江图书馆甲级特藏稿本。１９８４年浙江
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朱宏达先生整理点校的 《四书遇》，自此，张岱的理学作品才逐渐为人所知。

目前，学界以张岱哲学思想及 《四书遇》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仅有台湾学者简瑞铨所著 《张岱 〈四书遇〉研究》 （花木兰文

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一书。该书对 《四书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包括其诠释方式、义理内涵、内容特色等方面，拓展了

张岱思想研究的义阈。但是，该书比较注重张岱单个哲学观点的诠释，在各个观点之间的贯通上稍显缺乏，体系性不足。台湾学

者邓克铭在 《晚明四书说解研究》（台湾里仁书局，２０１３年）中的第五章，对张岱 《四书遇》的注解特色进行分析，并对 《四

书遇》中的重要思想观念进行探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韩焕忠 《佛教四书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一书，在第四章第三
节探讨了张岱对四书的佛教解读，从三教合流的视角研究张岱的四书学观点。以张岱哲学思想及 《四书遇》为研究中心的学术

论文，主要有朱宏达的 《张岱 〈四书遇〉的发现及其价值》、台湾大学黄俊杰的 《张岱对古典儒学的解释———以 〈四书遇〉为

中心》、张燕的 《张岱与明代心学人物》、张夸的 《以张岱为例浅析明末清初思想的变异》以及管技本的硕士学位论文 《试论四

书的心学视角———以张岱 〈四书遇〉为个案的研究》（杭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这些论文主要侧重于剖析张岱对四书的解读，
对张岱本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探究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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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的一生，以明、清嬗代为转捩点，虽然其前期之放浪不羁与其后期之作为守节 “遗民”，其行迹似

乎判若二途，但若剖析其思想可以发现，其前后仍是 “一以贯之”的。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原本就

蕴含 “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之间的独特张力，本文正以此为出发点来论述张岱的思想。

一、“性体无善无恶”与 “性至善”

张岱的理学思想建立在关于 “性”的认知之上。在他看来，性体是无善无恶的，性体超越于善

恶之上，是不能用价值来评判的。《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一段，张

岱释曰：

性体无善无恶，无背向，无取舍；离此离彼而卓尔独存，非中非边而魏然孤立。故曰 “直”如

千仞峭壁，非心思意识之所能攀跻。①

依照张岱的观点，性体是 “魏然孤立”的，没有背向、取舍，离彼离此，非中非边，它超越于一切

心思意识，没有价值属性。也就是说，“性”是一个绝对理念，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对象。在这个意

义上，他既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

张岱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孟子的以情言性上。他认为 “孟子盖即情以论性也”，并

引用张侗初之言，对孔子的 “性相近，习相远也”与孟子的性善说进行评论：

圣人说 “性相近”，较孟子说 “性善”觉浑融。盖圣人尚说习前之性，孟子却说习中之性。子思

说天命之谓性，是在习前说，率性之谓道，则在习中矣。人生堕地才动，知觉便是习。知爱，知敬，

都是习始也。试看父母未生前如何？②

他认为孟子所说 “性善”之性是 “习中之性”，与孔子所说的 “习前之性”并不一致，以 “习中之

性”所表达出的 “情”来逆推 “性善”是不成立的。他进一步反驳孟子对性善的论证：

孟子说性善，亦只说得情一边，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恻隐为仁之端，而举乍见孺子入井以

验之，然今人乍见美色而心荡，乍见金银而心动，此亦非出于矫强，可俱谓之真心耶？③

他认为孟子是从情之善的一面来论证性善，然而善只是 “情”之一边，“情”亦有不善的另一边，荀

子即是以 “情”之恶来论证 “性恶”的，所以， “荀子性恶之说，亦自有见，第不可以之立教万世

耳”④。二程与朱子均认为孟子 “论性不论气”，即孟子只论天地之性 （习前之性）而不论气质之性

（习中之性）⑤。张岱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恰与二程、朱子相反。张岱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和批评，

究其思想来源，应与王阳明有密切关系。王阳明曾就当时的 “性”之争论，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

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

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

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

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⑥

王阳明认为古人论性之所以各有异同，是因为对 “性”的理解角度不同，“性”只是一个，从本体上

讲，性是无善无恶的，但从发用、源头、流弊等方面说，又会有不同的结论。张岱亦认为性体是无善

无恶的，他不仅以 “只说得情一边”来批评孟子性善说，亦以 “盲人摸象”之喻来批评其它性说为

一偏之见，未见性之本质及全体⑦。

９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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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同上，第３３７页。
同上，第５０７页。
同上，第１１８页。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７—２０２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０１页。
［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５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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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张岱实远承阳明之说，主张性体无善无恶。但是，无善无恶之性体却需要通过经验层

面来展现自身，即所谓 “从来本体，未有不见之作用者”①。从先验层面来讲，人承天命之性，人之

性与天之性通而为一，此即是道；从经验层面上讲，人率性而为，下学上达，即是与天道合一，“天

命之性，天而人者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道，人而天者也”②。正因如此，“性体无善无恶”同

时是至善的。张岱引用张侗初之言曰：“元气虽含藏，故四时必备。圣性虽深静，故五德俱全。”③ 圣

性 “五德俱全”，即是至善；而圣性与天道合一，故天命之性亦是至善的。

“性无善无恶”与 “性至善”看似矛盾，但这恰恰是张岱性论的独特理论关照。 “性体无善无

恶”是一个属于先验范畴的本体论命题，性体是超越一切现象而绝对无待的。张岱一直强调性为

“独体”，即 “独者无对之称，有伦斯有对矣。观毛犹有伦，则知丝毫有对，终非独体”④。性体 “卓

然孤立”而 “无伦”，所以它不能施以经验的价值判断。但是，性体又必须通过经验层面来表现自

身，若从经验角度来对它进行审视，性又是至善的。“无善无恶”与 “至善”为一体两面的原因是：

第一，“无善无恶”之性体，就其作为存在本体而言，它恰好代表了绝对价值本身，故为至善；第

二，正因 “无善无恶”之性体同时必为价值本体，是一切经验价值的照鉴者，故为至善。张岱继承

阳明学派的基本观念，认为 “心即性” （不过，张岱在使用 “性”与 “心”之概念时，往往在强调

超越层面时使用 “性”概念，在论与经验相关的问题时，则多使用 “心”概念），并说：

人心原来至静，亦至动，如镜子随照随灭，故常照。若终日有个影子在镜上，便对面不受照矣。

圣人之心惟无在，故无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⑤

事实上，王阳明早有 “无善无恶，是为至善”之说。诚如董平所说：“作为最高价值理念的心本体，

只有当它超越于任何相对价值，不落于善恶一边的时候，才可能如明镜之高悬，鉴察一切善恶美丑，

才可能如规矩，虽规无圆而矩无方，但方圆自不能遁其形。”⑥ 在这个意义上讲，“性”亦是至善。

二、“性”与 “情”

“性”“情”关系的恰当处理构成张岱理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认为 “天命之性，天而人者也”，

“率性之道，人而天者也”，那么人要归复于天道，就应当在日用伦常之中 “率性”而为：“君子深造

必以道。道者，率性者也。以道方自得，非由外铄，我固有之者也……”⑦ 所谓 “率性”，是以

“性”的本来状态而将它表现出来，所以 “率性”即是 “诚”，是自我内在心灵与天命之性两相契合

而无间隔，人的现实生活是可以通过 “诚”来实现最高价值的：“诚即性也。诚至而性浑然全矣，有

何不尽？尽性即是尽人性、尽物性也……无不有，乃无际之虚空。无不照，乃无尘之净境。此尽性之

义也。”⑧ “诚至而性浑然全矣”，“诚”即是 “中”“正”，“正心”“诚意”是一贯工夫。张岱说：

意者，心之动。其实心无离意之时，虽默坐眠梦都有觉在。所以说善澄水者，去垢不去波；善正

心者，去妄不去意。先儒训诚以实，似也；不若 《中庸》解 “诚者，自成也”，有见成天不容伪之意。⑨

“诚意”之功，非难非易。看得太易，恐认情识作本体，是袅爱子瑏瑠；看得太难，恐祛情识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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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５７页。
同上，第２１页。
同上，第６２页。
同上，第６７页。
同上，第１２页。
董平：《王阳明四句教意蕴发微》，《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贵阳：孔学堂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４页。
［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４６８页。
同上，第５０页。
同上，第１０页。
此处 “袅爱子”，疑为 “枭爱子”之误。寒山有诗云：“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可知枭有子大食

母的自然特性，此处以 “枭爱子”作喻，阐明 “情”由 “性”生，但 “认情识作本体”，终会遮蔽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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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提灯觅火。此皆有志于 “诚意”而卒失之。①

可见，张岱是特别注重 “心”与 “意”、“本体”（性）与 “情识”（情）之间关系的厘定的。“意”

是 “心”的发用，“心”无时无刻不在起 “意”，因此所谓 “正心”，并不是断绝意念，而只是要祛

除妄念。心体之所发与心体本身不是一回事，但意既是心之所发，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除

去妄意、妄念，即是 “正心”。在 “性”与 “情”的关系问题上，张岱也认为 “情”是 “性”的必

然发用，“情”保证了 “性”不沦为空寂，“情”的发而中节，即是 “性”的应然表达，只有 “过”

或 “不及”之情，才流于价值上的不善。他既肯定了 “情”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强调不能离 “情”

而论 “性”，又强调要谨慎对待 “情”，不能以 “情”为 “性”。论述孟子性善论时，张岱指出：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孟子盖即情以论性也。贺蠩云：性之与情，犹水之与波，静时是水，

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盖即此意。李习之乃欲灭情以复性，亦异乎孟氏之旨矣。②

照此看来，“性”“情”之本体实为同一，亦犹 “水”“波”之体一不二。“即情以论性”固可能误入

歧途，“灭情以复性”则必如缘木而求鱼。前者之过，或误将情识作为本体，则本体之性必为情识所

掩；后者之误，则灭裂心身，本体必落虚玄。在张岱看来，“性”必藉 “情”来呈现其自身，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为 “声色”辩护：

鹤鸣而子和，目与而心成。声色，亦化民所不废也，而本在焉，故曰 “末”，不得尽说坏声色。③

“情”为 “性”之发，“性”为 “情”之本，“声色”是情，“亦化民所不废”，故不当 “尽说坏声

色”，因离 “声色”之情则 “性”亦无由表达。在张岱看来，“真情”、“真性”恰恰是个体最宝贵

的。“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④ 理想人

格原是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传统理学家认为需要尽行革除的 “癖”与 “疵”，在张岱看来却不仅具

有其合理性，而且是个体性所需要彰显的，因为 “深情”、 “真气”正是 “性 （心）”的率真体现。

显而易见，张岱其实是在心性学的架构之中为 “情”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安置，从而充满了个体自由

与解放的意味。

在这样一个具有情欲解放倾向的理论建构之下，张岱强烈批判虚伪、拘板的伪道学。他在注解

《论语》“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时，尝说：

此皆圣人自然之德容，非相济之谓也。衎面盎背，着一毫妆点不得。故宋儒有学 “恭而安”十

五年不成者，亦大可笑事。几分 “温”几分 “厉”，自作秤量，觉圣人于此笑啼俱不敢矣，岂不板杀？⑤

这种要求在 “率性”前提之下而表达 “真性”、“真气”的思想，体现在文学上便是其 “独抒性灵”

之说，而体现在史学上，则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不为世俗之见所裹挟，而直抒人物之精神气貌。

但是，这并不表示张岱赞同所谓 “任情恣性”，恰恰相反，为免于沦入隐怪狂者之流，他认为必须谨

加 “戒慎”、“恐惧”的修养工夫，要有所 “忌惮”：

杨复所曰：“忌”字即 “戒慎”二字，“惮”字即 “恐惧”二字。“无忌惮”者，无 “戒慎”、

“恐惧”之心也。大抵异端只为大胆误了事。千古圣学，唯有小心而已。

冯具区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自以为 “中庸”也。其 “无忌惮”处，正是认 “无忌惮”为

“时中”耳。此小人不是小可，正是隐怪一流人。⑥

这些观点表明，就张岱个人的思想倾向而言，他显然是推崇阳明学的，其思想路径也基本上属于

阳明一系。他既希望能够给 “情”找到一个合理张扬的空间，又希望能够将 “情”严格地控制在

“性”之所发的合理限度之内。正是在 “性”、“情”的巨大张力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张岱对阳明后

学之弊病保持着清醒反思，并试图将心性修养功夫落到实处的思想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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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４页。
同上，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同上，第６６页。
［明］张岱著、夏咸淳点校：《张岱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４９页。
［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１９１页。
同上，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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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的并行

张岱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他既批判传统理学对人之 “性灵”的桎梏，更抨击伪道学

的虚伪。他主张 “学贵自得”，要通过 “学”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严

格的道德主义者，认为应当时刻检视自己的内心，以保证 “情识”的表达能合乎 “性”之本然。正

是这种 “性”“情”之间的内在理论紧张，导致张岱 “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之间的两相并行。

在张岱那里，衡定道德的标准不能是人的外在表现。若以行为外观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水

准，那么 “世岂无衣冠尧禹，而行同桀跖者哉！”① 外观既不足恃，则评判标准只能是内在的 “心”。

只要 “心”不受 “习”“气” “私”的遮蔽，便能行于中道而廓然大公，则 “率性”而出之 “情”，

即是 “性”的体现。

董日铸曰：……率性而出，则为 “中”、“和”，倚于气禀，则为南北。需从心体入微处辨别。

王道伯业，只在根本毫厘上差别。浮云太虚，功名便是道德，金屑着眼，功名只是功名。②

“心体入微处”，即是 “心”的自体状态，它既是行为的依据，又是道德评判的准则。但他同时强调，

“心”虽具有超越性，却是极易为 “习”所熏染的，因此功夫须在 “习”上做，而 “诚”之一字，

则是全部功夫所应落实之处。他论曾子曰：

曾子一生得力止一 “诚”字。“忠恕”是 “诚”的表德。格豚鱼，贯金石，只有 “诚”字担当

得起。③

曾子认 “忠恕”为孔子 “一贯之道”，而张岱认为 “忠恕”只是 “诚”的 “表德”，显然 “诚”是

较 “忠恕”更为内在的。在张岱那里， “诚”既是 “性”，也是功夫，作为功夫的现实落实，即是

“性”的经验体现，所以 “人须要识得个诚体性体。无假之谓诚。有此诚，故性用不沦于空寂。无碍

之谓性。有此性，故诚境不滞于思为”④。诚之 “无假”，即同一于 “性体”，故 “诚体”即是 “性

体”；现实行为的 “无假”，即是 “性”之用的现实体现，“故性用不沦于空寂”。可见，作为功夫的

“诚”正是 “无假”地体现 “性体”（也是 “诚体”）的根本方式。“性”是 “情”之本，而 “情”

是 “性”之用，两者皆以无假之诚为其终极规定，则 “情欲解放”即是 “道德严格”，两行不悖。

张岱的这一主张，显然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就其个人的思想倾向与生活实迹来看，他

实际上更多地主张个性的自由解放，要以 “性灵”来对治拘板，就需要为 “情欲”安置一个合理空

间；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阳明末流的工夫疏旷之病，以至于任性放诞，流于猖狂，所以又要以

“小心”来对治猖狂，从而又必然需要 “道德严格”。“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之间的内在张力，

迫使他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寻得一个合理的制衡点，“诚”终于在他那里成为这一制衡的关键。在 “率

性”意义上的 “诚”，既是无假之真情，则 “解放”为应然；既须确保 “情”必为真而非假，则

“严格”为必然。“情欲”与 “道德”的 “解放”与 “严格”之间，正因此而在 “诚”的基础之上

获得了并行的现实可能性。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经过张岱的合理措置，终究获得了统一。这一以

“诚”为 “性”、“情”间内在张力之制衡的思想，不仅在哲学上是有意义的，而且也可以解释张岱

本人的生命轨迹，既有风流名士的洒脱不羁，又奉行着严格的道德主义。众所周知，其前后生命轨迹

的转变，乃是以明清易代为其根本的转捩点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明］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第７３页。
同上，第３２、１１２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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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之嬗变

刘瑾辉　陈子暄

【摘要】戴震坚持 “理欲统一”，在 “欲根于性” “以情薭情”等论断的基础上，从 “自然”和 “必然”

层面深化 “理寓于人欲之中”思想，批驳宋儒 “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孟学四书之理欲观，前后既有继

承，又有明显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凸显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远离

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关键词】清代学术；孟子；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５３－０８

作者简介：刘瑾辉，江苏淮阴人，文学博士，（福州 ３５００１５）阳光学院特聘教授，（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扬州大
学文学院教授；

陈子暄，（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清代孟学史” （１２ＢＺＸ０４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孟学史”子项目 “清代孟学史” （１１＆ＺＤ２０８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

《孟子》学史”（１２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７）

戴震孟学著作主要有 《原善》三卷 （前期 《读孟子论性》、《原善》三篇皆收入 《原善》三卷，

下文 《原善》即指 《原善》三卷）、《孟子私淑录》、《绪言》和 《孟子字义疏证》（下文简称孟学四

书）。戴震申发 《中庸》“率性之谓道”，表达人欲根于人性的思想；受 《大学》 “薭矩之道”的启

发，提出 “以情薭情”学说，将人的情感与人际交往密切联系；将社会道德规范的理与人类社会活

动紧密关联，并通过 “自然”与 “必然”来论证理欲的辩证统一；坚持 “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的

“理欲统一”观，揭露宋儒 “存理灭欲”的本质。戴震理欲观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原善》提出

欲源于性的观点，在之后的孟学三书中，不断强调根于性之欲的合理性，坚持理欲统一思想，明确人道

之理是源于人伦日用之井然有序，否定程朱将理和欲对立的观点，对宋儒存理灭欲之说予以全力批驳。

一

对于 “欲”，戴震自 《原善》起，既有清晰的认识，又有明确的态度。《原善》曰：

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①

喜怒哀乐、爱隐感念、愠辳怨愤、恐悸虑叹、饮食男女、郁悠嘁咨、惨舒好恶之情，胥成性则

然，是故谓之道。②

这是认为人的欲根于性，人性源于阴阳五行，体现的是人的本然之性，同时人性具体包含血气和

３５１

①

②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页。
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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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知两个层面，血气表现为外在的形质，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欲望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

戴震在明确 “欲根于性”的同时还强调欲既合人道又顺天道：

天道，五行阴阳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言乎其分于道，故曰 “天命之谓性”。耳目百体之

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则有养也；仁以生万物，礼以定万品，义以正万类，求

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咸出于性，故曰 “率性之谓道”。①

他对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② 的解释以唯物自然观为基础，认为人性是源于气化流行

的自然属性，性中既含欲望又生理义，性之欲望保证人道之生养，性之理义保证人道之有序，所以戴

震由人性建立起人道。虽然 《原善》中此处的论述没有涉及理和欲相互关系，但戴震已强调欲望的

实现则是人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欲望的生养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戴震在 《原善》对 “欲”已有明确的态度，曰：

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达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夺之，故孟子

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于欲也，使一于道义。治水者徒恃防

遏，将塞于东而逆行于西，其甚也，决防四出，?滥不可救。③

《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在焉。”……饮食男女，生养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是

故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

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④

首先，戴震十分肯定作为生养之道实现方式的人欲存在的必要性，认为人之情欲是人类得以繁衍生存

的基础。其次，戴震认为对欲望既要满足也要限制。孟子言 “养心莫善于寡欲”，明确欲望既不能放

纵，也不能堵塞，并以治水为喻，阻塞欲望如阻塞水流，结果必然是泛滥成灾。再次，戴震强调

“遂人之欲”的重要性，称只顾遂己之欲而忽视遂他人之欲者为 “私”，并予以否定。“人之不尽其

才，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生于其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

究为私己。”⑤ 人若只满足私欲，即为 “专欲而不仁”⑥，就会招致 “祸患危亡随之，身丧名辱，若影

响然”⑦ 的灾难。

戴震既肯定人欲具有必要性，同时又呼吁对人欲要进行限制，强调不仅要遂己之欲，还要遂天下

人之欲。《原善》对欲的概念已有较为清晰地界定，为之后孟学三书对欲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 《孟子私淑录》（下文简称 《私淑录》）和 《绪言》中，戴震基于性和人道论欲：

道有天道人道。天道以天地之化言也，人道以人伦日用言也。是故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

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易》曰：“一阴

一阳之谓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 “率性之谓道”，此言人道也。⑧

《绪言》曰：

大致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

是谓道。故 《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 “率性之谓道”，此言人道也。⑨

可见，戴震从气化即道的唯物自然观出发论天道、人道和性，欲在人道中表现为人伦日用，认为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自古及今，以为道之经也”瑏瑠，肯定日用饮食等基本欲望的必要性，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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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９页。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２０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３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７页。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３８页。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８３页。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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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孟子字义疏证》（下文简称 《疏证》）予以继承和发展。

戴震在 《私淑录》和 《绪言》中，开始对宋儒 “去欲”主张进行辨析： “老聃、庄周、告子、

释氏，谓得之以性皆同其神，与天地等量，是以守己自足，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充之。

宋儒或出焉，或入焉，故习其说者不得所据，多流于老释。”① 他指责老庄释氏强调绝对精神主体的

作用，因此忽略外在欲望和问学，而宋理学实则出于老庄释氏。又曰：“周子论学圣人主于无欲，王

文成论致知主于良知之体，皆以老释废学之意论学，害之大者也。”② 此是对宋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

进行辨析和批驳，戴震认为宋明的学说实则流于老释之学，直言其学说 “害之大者”。

总之，戴震对性源于天道而欲根于性的见解是自 《原善》就已经有了基本构架， 《私淑录》和

《绪言》对欲的阐释增量不大，是因为它们的侧重点在于论述理欲统一，将阐述欲和理结合起来，强

调理欲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并开始对宋儒 “无欲”、“去欲”主张与老庄释氏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指责理学陷溺于老释，这说明戴震此时在理欲问题上已经开始远离宋明理学，到 《疏证》时，戴震

就明确了批驳程朱理欲观的态度。

关于理和欲，朱熹曰： “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如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

澜，但波澜有好底，不好底。”③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

夹杂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

理学家将用来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欲望视为源于天理之性，同时又认为欲望存在好坏优劣之分，所以

要求革去。朱熹又言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⑤，所以理学家的理欲观在实践上层面上难免出现禁欲

主义倾向，可沦为用于泯灭人性的教条。戴震认为：欲是基于自然人性、顺理而产生的，欲望的实现

过程中存在公与私之分，所以要去私，而不是禁欲，故曰 “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

释氏，无欲而非无私”⑥。在 《疏证》中，戴震明言：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

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

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 “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

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⑦

他认为 “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而宋儒就是失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

天下古今之人大患私与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故宋儒是明 “知”之失。“欲生于血

气，知生于心”，所以宋儒之蔽是生于心，是主观自蔽。结果是 “使民无知无欲”，故曰 “后之释氏，

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揭开宋儒面纱，直刺宋儒要

害，批驳宋儒态度鲜明。

针对程朱理学所体现出的禁欲主义倾向⑧，《疏证》言 “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 ‘不出于理则

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⑨，反对程朱理欲对立观。戴震认为欲是应该节制的，但反对宋儒禁欲

观，“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

不可穷，非不可有”瑏瑠，认为程朱理欲对立观的本质是穷人之欲，有违天理。他对宋儒存理灭欲思想

予以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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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７１页。
同上，第７０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９页。
同上，第３８８—３９０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０页。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２０９页。
同上，第１５８页。
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９６页。有 “（戴震）更以 ‘理者存乎欲’的

理欲统一观，抨击了程、朱 ‘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的论述。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２０９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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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孟学四书，戴震坚持欲根于性，认为欲具有必要性，遂欲是顺应天理，但同时认为应 “制”

欲而不能 “去”欲，并提出不仅要遂己之欲，更要遂天下人之欲的进步主张。对于程朱存理灭欲的

观点，戴震经历了怀疑、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嬗变过程

二

在戴震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除了 “理”和 “欲”两个核心概念之外，对 “情”这个概念也

有独到的阐发，且在孟学四书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直至 《疏证》时，明确提出 “以情薭情”论断，

并引发后世如梁启超、容肇祖、胡适等学者的高度关注①。对于 “情”这一范畴，《原善》云：

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

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在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

下之事举矣。②

表面上看，情表现为喜、怒、哀、乐、悲、伤等情绪和情感；深层次看，戴震建立了一个性－欲－情
逻辑结构。以血气心知之性为出发点，强调生养之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推演出 “既

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欲望是情感产生的前提，欲是对饮食男女等现实的追求，情则是基于欲望之

上的情感体验。所以戴震说欲望对应的是 “生养”，倾向于生理上的满足；情对应的是 “通感”，倾

向于心理上的满足。生理和心理都是人性之本然，所以戴震认为情显欲，欲显性，情和欲可以涵盖人

生所有事。

戴震在 《原善》中已提出 “遂天下之情”③ 的主张，使情具有实践意义，并对之后的孟学三书

产生影响。《私淑录》云：“人之生也，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声色臭味之欲，资以

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至乎物。”④ 《绪言》曰：“人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喜

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是非美恶之知，皆根于性而原于天。”⑤ 《私淑录》与 《绪言》对情的

论述皆建立在 《原善》基础之上，并有所发展。

戴震在 《原善》中就提出情发于欲、欲根于性的观点，实是针对程朱理欲观而言的。因为朱熹

曾曰：“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

也。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

底。”⑥ “情者，性之动也。”⑦ 在朱熹的思想中，心是本体，性是未动，情是已动，未动之性与心实

则为一物，即理也，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⑧。同时，朱熹认为纵情为欲，欲源于情且有

优劣之分，这为存理灭欲之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宋儒坚持的是心统性情的思想， “性者，理

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⑨，其根本目的是倡导个人内在的精神修养，鼓

吹的是对个人情欲的限制。比较而言，戴震所提出的情寓欲、欲显性、性顺乎天理的理欲统一的思想

框架，是对宋儒情欲观的否定。朱熹说 “欲是情发出来底”，情是欲的前提，但戴震则认为欲是情的

基础，情绪情感是建立在物质欲望之上的，这种思想成为戴震整个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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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 《戴东原哲学》、容肇祖的 《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胡适的 《戴东原的哲学》中对戴震的 “以情薭情”思想皆有

讨论。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０页。
同上，第８页。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５６页。
［清］戴震：《绪言》，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３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２２９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９９页。
蒋建华：《朱熹理、性、情、欲的逻辑联系及理欲之辩的理论实质》，《学术界》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有关于朱熹对性、情、欲之间关
系的讨论。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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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同时，戴震认为基于自然人性的欲望是合理和必要的，所以基于欲望之上的情感亦将是合情

合理的，情、欲同属自然，而理属必然，此为 《疏证》提出 “以情薭情”与理是 “情之不爽失”的

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

戴震在 《疏证》中，对情的论述较之前孟学三书有明显地提升，其曰：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

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

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声色臭味之爱畏以分，五行

生克为之也；喜怒哀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

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

怒哀乐之情。①

他认为情表现为喜怒哀乐，欲是 “资以养其生”，情是 “感而接于物”，这与前孟学三书思想是一脉

相承的，但此处情的含义更为丰富：情不仅仅只是对物质欲望的情感体验，情还关涉人际情感。情是

“感而接于物”的，而物不只是普通的饮食日用，更包含 “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

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个人情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戴震前孟学三书虽已关注情与人伦，但未将人伦与

情直接关联，《疏证》将此二者直接联系起来，可见戴震对人伦情感的重视与强调。《疏证》还曰：

有血气，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声、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

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相亲相治，则随感而应为喜、怒、哀、

乐。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②

这里戴震视情为心知与人伦的结合，并认为达情遂欲就是 “人道备”。《原善》视人道为 “咸根于性

而见于日用事为”③，《疏证》称人道为 “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④，明显突出了人伦的地位，体

现了戴震对人 “情”的关注。

在 《疏证》中，人的情感被视为对社会人伦的表达，情和欲成为人道的重要内容。戴震认为

“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⑤，“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

不及情之谓理”⑥。由此可见，戴震思想中欲和理、情和理的相互关系实则异曲同工，情之无过和无

不及与欲之有而节之相呼应，所以戴震说 “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

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⑦ 戴震之所以强调情无过无不及、欲有而

节之，反映戴震对情的论述偏向于人伦的规范与协调，对欲的论述偏向于对个人物质欲望的限制和约

束，极大地丰富了理和人道思想。

既然戴震言 “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那么如何实现之？于是戴震创造性地提

出了 “以情薭情”的观点：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

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 “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薭之人，则理

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薭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⑧

“以情薭情”的重点在于 “薭”字，明显感通于 《大学》中的 “薭矩”之说，《大学》曰：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

有薭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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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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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９５页。
同上，第１９１页。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１页。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９７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５１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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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薭矩之道。①

戴震的 “以情薭情”实则受 《大学》“薭矩之道”启发，“薭矩之道”所 “薭”指向人伦，《疏证》

“以情薭情”之 “薭”更关注基于人伦的情感。“薭矩之道”中 “薭”的具体表现为 “所恶于上，毋

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

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孔子将其归纳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疏证》则提倡凡有所施与

所责于人皆要 “反躬而静思之”。可见 “薭矩之道”对戴震 “以情薭情”之说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戴震的超越在于将人的情感与人伦紧密联系，使得薭矩之道的对象由具体的人伦上升到抽象的情

感，从而使得 “以情薭情”成为规范人伦的法则。戴震强调从弱者、寡者、愚者、怯者与疾病、老

幼、孤独者的状况反躬自省，旁通他人之情，体现出十分积极对弱势群体关怀意识②，所以戴震呼吁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③。

综上，《原善》关注人道，《疏证》重视人情，情欲乃合乎自然人性之理。《疏证》将情与人伦

密切关联，受 “薭矩之道”启发，提出 “以情薭情”的主张，通过情欲上的以己度人从而实现对理

的追求，既肯定了人的情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又强调对人的情欲要加以限制和规范，体现了戴震理

欲观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

在理气关系中，理是一般规律，在理欲关系中，理则体现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所以戴震在理欲

关系问题上坚持理欲统一的主张。《原善》曰：

人与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与物同有觉，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与物之一

善同协于天地之德，而存乎相生养之道，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④

这里所说的天地之德就是理，践行此理受制于二：一是生养之道，二是喻。生养是欲，喻即觉，欲与

觉的根源是性。所以戴震云 “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

也”⑤。《原善》所论之理，是指欲和觉的统一。但因 《原善》时 “心知”概念还不成熟，所以欲与

血气、觉与心知的联系还不密切，但这为之后深化心知在理欲统一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在 《原善》中曰：

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

《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动作威仪之则，自然之极致也，民所秉

也。自然者，散之普为日用事为；必然者，秉之以协于中，达于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

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 “知其性，则知天矣”。⑥

戴震在此引入了一对十分重要的概念，即自然和必然。一方面，自然与必然相互区别。自然是性之

欲，体现为日用事为。必然是性之德，即体现为伦理道德之理。另一方面，自然与必然相互统一。自

然与必然不是相互独立的，必然既是自然的极致，同时又适全其自然，具体到理欲关系上，则表现为

理倚欲而又制欲，在理和欲的二者关系中，欲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理寓于欲并对欲起到规范作用。

《原善》此论虽显简略，但用自然与必然的辩证统一来体现理欲的辩证统一，对之后的孟学三书有着

深远的影响。故 《私淑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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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４页。
吴根友：《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朱志方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九十周年纪念文

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９４页。“（戴震）欲借助于对程朱之学的理论批判达到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的批
判，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２０９页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９页。
同上，第９页。
［清］戴震：《原善》，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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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而后尽乎人之理，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举凡天地、人物、事为，

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

儒尊大之，不徒曰 “天地、人物、事为之则”，而转其语曰 “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

物然，岂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以归于必然，理至明显也。①

戴震在此继承和发展 《原善》自然与必然、欲和理相统一的思想，开始否定宋儒 “理无不在”的思

想。在理学家眼中理是天理，是上天所赋予的绝对法则。朱熹云：“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

之理，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② 可见理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只是外在赋予气之上，体现的是理学

家理气二分的思想。戴震认为理气统一，天理是天地间阴阳二气的不易之则。但在这里他并不仅仅讨

论理气关系，认为人道层面的人物与事为，皆可求其不易之则并归于必然而得其理，据此我们可以发

现戴震的理欲统一与理气统一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绪言》中关于自然与必然的相互关系的论述较之 《私淑录》更为精彩：

命即人心同然之理义，所以限制此者也。古人多言命，后人多言理，异名而同实。耳目百体之所

欲，由于性之自然，明于其必然，斯协乎天地之中，以奉为限制而不敢?，是故谓之命。命者非他，

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尽，归于必然，为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

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如是斯 “与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③

《绪言》在此丰富和发展了自然与必然关系学说，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将命等同于理，为的是突出

命和理的规范与限制作用；二是对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首先，必然源于自然，

自然是必然的基础，这一点自 《原善》起一以贯之；其次，必然是自然的归宿，自然需要通过必然

来凸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所以说 “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此一思想表现

在理欲关系上，则是人若不知对欲望加以认知与限制而只是放任自流，那么最终会导致人本来正当情

欲的丧失，人欲就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绪言》突出命与理

对人欲的规范与限制作用本身是积极的，但是限制作用只是理的功能之一，将命等同于理的说法并不

严谨。所以戴震在 《疏证》中说 “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

也”④，强调其限制作用的同时，不再与理的概念完全等同。在此基础上， 《疏证》进一步完善了

《绪言》对自然和必然相互关系的讨论，曰：“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

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

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⑤ 由此 《疏证》揭示了自然与必然这对范畴的一

般规律，深化了理欲辩证统一的思想。

戴震曾在 《私淑录》和 《绪言》云：

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

为理义。声色臭味之欲，察其可否，皆有不易之则。故理义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意以可

否之，何异强制之乎！因乎其事，察其不易之则，所谓 “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⑥

在论述理欲关系时，戴震并未采用自然与必然这对范畴，而是从耳目鼻口之官与心之官这个角度来进

行阐发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耳目鼻口之官即性之血气，心之官即性之心知，若以血气为臣而心知

为君的话，则 “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即是在满足血气之欲的同时心知对其进行适当与否的判

断，所以理义不是别的，而是基于心知对欲望的感知与判断。可以发现，戴震这里的论述是基于血气

心知的人性而进行的，所以 《私淑录》和 《绪言》能从人性的角度对理欲关系进行讨论，可以说是血

气心知之性发展的产物，开拓了理欲关系讨论的新视角。在 《疏证》中戴震将这一思想予以深化。曰：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４４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１４页。
［清］戴震：《绪言》，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６９页。
［清］戴震：《孟子私淑录》，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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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其物；理，其则也。① 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

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

其欲而不穷人欲也。② 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

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③

这是强调理欲统一，断言 “是理者存乎欲者也”④。坚持理欲统一，就是批驳程朱理学的理欲观。

首先，戴震强调了理的客观性，以此反对宋儒 “视理如一物”的唯心论思想。无论是天道之理

还是人道之理，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天道的自然之条理依乎天地阴阳二气，人道的道德规范之理依

乎人伦日用的自然情欲。《疏证》曰：

其所谓 “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 “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

“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

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

焉有理！”⑤

戴震强调人有欲望方可有事为，人的社会活动达到恰当而稳定的程度就是理，没有欲望就没有事为，

没有事为就没有所谓的理。朱子曾言 “主一无适”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⑦，实则与老庄释氏无

欲无为的主张无异。

其次，突出强调了人欲的必要性，斥宋儒绝人情欲的谬论。对理学家而言，理不仅是独立于人欲

而存在的，同时人的自然欲望还会对天理产生污坏。朱熹说：“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

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⑧ 可见朱熹不仅认为理和欲不能统一，还相

互冲突，因此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对此近乎深恶痛绝，在 《疏证》中曰 “其所谓理，

依然 ‘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 ‘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

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

心”⑨，指责宋儒将理和欲视为彼此对立冲突的一对概念，为了实现所谓的天理而排斥人欲，从而无

视人们饥寒号呼的悲惨、男女正当情欲得不到实现的哀怨、百姓求生畏死的强烈愿望。戴震深刻揭露

宋儒理欲观的祸害，疾呼 “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瑏瑠

总而言之，《疏证》中戴震对宋儒的批驳不仅是从理论上展开的，更结合了生活实际对宋儒理欲

观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体现了戴震理欲观强烈的人文关怀。戴震理欲统一的思想在 《原善》中便已

建立，通过自然与必然这对辩证统一的概念来论述理欲的辩证统一，且这一论述方法在之后的孟学三

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同时，随着其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的发展与成熟，在 《私淑录》中戴震运用了

通过血气心知之性来论述理欲关系的新方法。至 《疏证》时，戴震明确提出 “理存乎欲”的观点，

并对宋儒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对立观展开了全面批驳，体现了戴震彻底的反理学倾向。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１５８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同上，第２１４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５７０页。
［宋］周敦颐：《通书》，徐洪兴导读：《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８页。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６３９页。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杨应芹、褚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２０９页。
同上，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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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重构

———论为什么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张双利　１
###############################

私有财产的现代命运

———黑格尔早期财产思想研究 （１７９３－１８００） 王兴赛　１２
##########

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吕鸣章　１８
#############

“主谓颠倒”的颠倒

———论马克思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 胡志刚　２４
##############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高　超　３１
################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

———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赵　亮　３８
##############

陕甘宁边区以 “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彭先兵　４８
##############################

国内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述评

漆调兰　马启民　５７
##########################

朝向上帝的否定之路：德里达与艾克哈特 李永毅　６４
##############

德里达论宽恕：作为 “不可能”的 “可能” 龚晓康　７１
#############



作为超越的时间

———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林华敏　７８
#######

Ｓａｉｄ：语词、父性和存在

———从哲学角度看 《圣经》译本中λογοσ、Ｗｏｒｄ和 “道”的互训 何光顺　８５
##

“悬搁”上帝如何？

———从现象学含义论看本雅明的 “纯语言” 张　琳　９１
###########

论康德对 “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黄启祥　９９
###########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 “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 “仁爱原则”之对话

陈琼霞　１０７
##############################

先秦儒家 “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黄建跃　１１４
#################

论 《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 欧阳祯人　黄　盖　１２０
##############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涂可国　１２７
###################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张圆圆　１３５
#####################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李训昌　１４１
##########

“性体”与 “情识”

———论张岱 “情欲解放”与 “道德严格”的两相并行 冯宁宁　１４８
######

怀疑　远离　批驳

———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之嬗变 刘瑾辉　陈子暄　１５３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６０＊ＺＨ＊Ｐ＊ ￥１８＊１８００＊２１＊２０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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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ｌｉ　１

))))))))))))))))))))))))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Ｆａｔ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ｅｇｅｌｓＥａｒ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７９３－１８００）
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ａｉ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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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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